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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 年度《经济学（季刊）》最佳论文奖

为了鼓励规范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季刊）》特设立年度最佳论文奖，每

年度从《经济学（季刊）》发表的文章中评选出最佳论文一篇，奖金为人民币

5000 元。获奖论文由本刊学术委员会在提名论文中以多数投票的形式决定。

2005—2006 年度《经济学（季刊）》最佳论文奖提名论文是（排名不分先

后）：

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第 5 卷第 1 期）

唐国正：“股权二元结构下配股对股权价值的影响”（第 5 卷第 2 期）

高雷、何少华、黄志忠：“公司治理与掏空”（第 5 卷第 4 期）

2005—2006 年度《经济学（季刊）》最佳论文奖授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晏

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龚六堂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 5 卷第 1 期的“分

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学（季刊）》

二〇〇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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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
———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

摘 要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

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

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

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

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资本回报率，中外资本回报率国际比较，经济利润率

 执笔人：卢锋；研究人员：宋国青、卢锋、唐杰、赵洪岩、刘鎏。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此前完成一
份题为“经济转型成长与资本回报率演变———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5）”的研究
报告初稿，本文是这份报告部分章节的修改稿。2007 年元月 11 日 CCER“中国经济观察”举办“中国资
本回报率：事实、原因和政策含义”研讨会，笔者感谢参会人员对报告初稿的评论和研讨。

一、我国资本回报率讨论：问题的提出

过去近 30 年，我国改革开放带动经济起飞，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与东亚

和其他经济体发展经验相类似，投资增长对推动我国经济成长发挥了关键作

用，因而资本回报率变动构成观察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微观指标。我国经济

起飞时期资本回报率水平和走势如何？资本回报率走势成因是什么？它们与

经济成长其他方面结构特点存在什么内在联系？考察这些问题对理解我国经

济转型发展的具体规律，对分析近年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和演变前景，对评估

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利弊得失，都具有认识借鉴意义。

从投资效率视角考察经济运行的需要，使学术界近年越发重视研究资本

回报率。虽然人们对资本回报率作为投资评估指标的分析价值存在共识，然

而在对该指标数量水平和具体走势定量估测和判断上存在较多分歧。我国体

制转型伴随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不断调整改进，在资本存量和利润指标时间序

列数据可获得性上存在特殊困难；即便存在相关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和

方法演变，如何解读这些数据也会发生疑问。资本回报率研究展开过程伴随

不同意见交流，并在不久前引发一场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讨论。

2006 年 5 月，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下面简称世行）在一份有关中国经

济运行的季度分析报告中简略评论到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数据（世界银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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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表处，2006），该机构研究人员此前的专题报告观察并评论了我国企业利

润增长对投资资金来源的影响（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2005，Kuijs，2005；

2006）。宋国青教授报告近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情况，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

资本回报率先降后升形态及其与经济景气变动的关系，并由此对我国近年投

资率过高观点提出反思和质疑（宋国青，2006）。梁红博士观察到近年工业企

业回报率上升超过市场预期，并考察企业投资与利润存留关系，对中外企业

回报率水平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投资高速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梁

红，2006）。

主要针对上述世行报告内容，单伟建博士在多篇文章和记者访谈中提出

了分析和评论（Shan，2006a；2006b；2006c；单伟建，2006a；2006b；2006c；

全秋梅，2006）。单伟建博士主要阐述了三个层面的观点。一是在肯定近年我

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的同时，从不同方面分析有关统计数据可能高估资本

回报率实际水平，说明世行季报大大高估我国资本回报率。二是对企业投资

较大部分来自利润留成观点提出质疑。三是评论世行报告内容对我国政府加

强金融风险管理和宏观调控会产生负面政策影响。单文观点明快而言辞犀利，

率先在《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时报》等国外重要报刊发表后，很快在国

内外媒体上引发广泛回应、评论和跟踪报道。

1 前几年讨论宏观经济形势也有研究和评论涉及从投资效率角度分析投资是否过热问题。有研究人员

通过观察 ICOR下降以及上市公司利润率下降等指标变动讨论投资过热判断（许小年、肖倩，2003）。也
有研究人员考察我国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等指标变动并与银行利率比较，提出我国投资微观

效率可能在不断改善的结论（高善文，2004）。

世行报告作者（Kuijs and Hofman，2006a；2006b；2006c）对单伟建博士观

点给以回应，认为单文误解了相关统计数据和经济学概念，没有正确表达他

们的观点。其他评论人员则采取不同立场。有的研究人员倾向于支持单伟建

观点，如罗奇先生在专题评论文章中表示同意单伟建博士提出的批评而不能

接受世行报告观点（Roach，2006）。也有接受我国企业资本利润率强劲增长

的判断，认同我国宏观经济并未特别过热的观点（赵晓，2006）。还有评论文

章概述这一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并对不同观点做出了比较中性的评价（肖耿，

2006；胡鲁滨、胡蛟，2006）。上述讨论使“资本回报率”这个通常“行而不

远”的财务指标一时成为财经媒体上的热点词汇。
1

资本回报率争论实质涉及三个层面问题：一是回报率增长速度有多快以

及目前水平有多高？二是给定资本回报率增长，目前投资较快增长是否严重

过热？三是给定资本回报率和投资增长动因判断，应当采用什么政策措施调

节管理投资和总需求增长？三者各有特定内涵，然而第一层面问题具有特殊

重要性。观察我国经济起飞时期资本回报率演变走势和现实水平，对于理解

我国经济成长展开机制和具体规律具有超越直接政策讨论的认识价值。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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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者关系看，仔细估测资本回报率是分析另外两个层面问题的基础。实际

争论情况也显示，对我国资本回报率水平和增长情况“看淡”和“看重”观

点的差异，与政策评论的不同倾向具有内在联系。

研究人员对我国资本回报率已提出初步度量。然而现有文献主要以形势

分析、会议发言、报章评论或记者访谈等形式发表，对相关概念指标关系、

具体数据内涵、历史变动及国际比较等问题受表达方式和研究目标限制难以

细致考察，对资本回报率基本数据尚未进行系统整理、甄别和评估。要从学

理层面寻求这一问题的共识基础，需要把资本回报率定量考察从媒体评论层

面深入到学术研究层面，在深入分析相关数据和其他有关经验证据基础上，

对我国资本回报长期演变真实图景求得比较符合实际的估测和判断。

以上述观察为背景，CCER“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通过一组论文系统考

察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资本回报率问题。本文侧重估测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资

本回报率数量水平并观察其变动的结构特点。全文分七节。第二节讨论不同

资本回报率概念定义及其与相应度量指标的关系。第三节报告我国资本存量

和资本回报时间序列数据，讨论说明整理估测资本回报数据序列涉及的若干

问题。第四节估测九种资本回报率时间序列数据，观察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回

报率表现差异、资本回报率演变趋势及其与宏观景气变动关系等问题。第五

节考察物价变动对会计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并通过调整物价因素作用估测真

实经济回报率。第六节对中国、美国和日本资本回报率水平进行初步比较。

第七节概括全文主要发现并评论其政策含义。

二、资本回报率及相关指标的定义和关系

为避免概念歧义，首先考察梳理相关概念定义及其对应统计指标关系，

并讨论说明本文选择资本回报率估计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思路和依据。本文不

加区分地利用资本回报率、利润率、收益率等概念。资本回报率被定义为资

本回报与创造回报所用资本直接度量值之间的数量比率关系。
2
本文理解的资

本回报率具有两方面常识性特点。计算回报率的资本回报是流量，资本是存

量，因而资本回报率是流量与存量之间的比率。另外计算回报率的分子项资

本回报与分母项资本存量，都利用直接度量统计数据测算。

2 “根据 2002 年国家五部委修订《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的指标解释：‘净资产收益率是企业一定时期
内的净利润同平均净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充分体现了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自有资本获取净收益的

能力，突出反映了投资与报酬的关系，是评价企业资本经营效益的核心指标’”（朱向东，2004，第 58 页）。

依据数据来源不同，至少存在两类满足上述资本回报率概念的度量指标。

一类是基于企业财务会计资本回报（如利润（profits before tax）、净利润（net

profits）等）和资本存量（如净资产（net assets）或资产（asset）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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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的资本回报率。另一类是基于国民收入账户统计体系中资本回报即“营

业盈余（operating surplus）”指标以及固定资产存量等指标计算的资本回报

率。为行文便利，本文把第一类指标称为“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资本回报率

（micro-economic data based capital return）”或简称“微观资本回报率”，第二

类称为“宏观数据为基础的资本回报率（macro-economic data based capital re-

turn）”或简称“宏观资本回报率”。

3 白重恩、谢长泰和钱颍一（2007）提供了运用这一方法度量我国资本回报率的最新研究成果。
4 我国财政部门对企业所得税定义为“国家参与企业利润分配，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重

要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税制税则司，1998，第 55 页）。该税种可以被理解为国家代表社会对于
企业利用资本创造剩余的分享。
5 如补贴利用某种节能材料，补贴到西部贫困地区投资，或者为控制失业对某些企业提供亏损补贴等。

两类资本回报率度量指标各有优点和局限。例如宏观资本回报率具有指

标统计对象覆盖经济整体，资本存量经过物价调整因而度量结果更接近经济

分析意义上真实回报率概念等优点。
3
微观资本回报率优点在于，指标定义结

构简明清晰，便于直观解读，对指标值变动贡献因素可以通过分析相关经验

证据加以追溯解析，指标度量值对经济基本面因素变动反应比较灵敏，企业

财务月报统计能较快提供最新回报率数据信息等，另外我国资本回报率争论

直接对象也是微观资本回报率。综合考虑，本文选用企业微观资本回报率指

标作为估测研究对象。考虑到这一时期工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也由于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较为完整规范，本文进一步把考察估测对象限定为

工业资本回报率。对会计回报率受物价变动因素影响问题，后面将专门调整

并估测经济资本回报率。

依据常识，资本回报被定义为企业运用资本获得收入并扣除合同性成本

费用后所形成的剩余。本文进一步把资本回报分解为资本所有者收益（即利

润）和社会收益（即相关政府税收）两个部分。“资产 =负债 - 权益”这个

基本会计等式关系提供界定资本和资产存量的概念框架，会计损益表基本关

系式“利润 =收入 - 成本”给出定义资本回报指标的概念框架。国际通行会

计体系定义了不同口径的利润指标，包括“毛利润（gross profits）”、“营业利

润（operation profits）”、“税前利润（profits before tax）”、“净利润（net prof-

its）”等。其中净利润指标直接衡量股东等资本所有者从资本运营中所获得的

净回报，构成从资本所有者角度评估投资效益的最有实质意义的指标。从产

权激励角度看，这一指标具有其他资本回报指标不可替代的功能。

不过净利润并非运用资本提供的全部剩余，资本剩余一部分以税收形式

构成资本社会回报。企业所得税显然构成资本社会回报的组成部分。
4
此外还

应考虑间接税以及企业补贴因素的影响。如果特定企业或特定行业整体获得

补贴收入
5，这会增加资本权益回报，因而考虑社会回报时应扣除这一转移收

入。另外企业需要缴纳的交易税或增值税等间接税通常被企业和消费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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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如能适当估计企业和消费者对间接税的负担比例，其中企业负担部分

应被理解为资本社会回报的一部分。

上述理解可用下面关系式概括表达：

资本总回报 = 权益回报 + 社会回报

= 净利润 +（企业所得税 + 企业负担的间接税 - 净补贴收入）

= 税前利润 + 企业负担间接税 - 净补贴收入 （1）

衡量资本回报率还需要资本存量数据。本文选择三种口径宽窄不同的指

标。一是从资本所有者角度看，标准资本存量度量指标应是权益或股本（eq-

uity），相应获得权益或净资产回报率指标（return on equity，ROE）。二是从企

业通过负债占用更大范围资源创造收入和回报的角度看，可以用资产替代权

益定义资产回报率（return on assets，ROA）。三是考虑固定资产在资本构成中

的特殊地位，还可以利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度量指标，定义固定资产回

报率（return on capital，ROC）。

给定上述资本回报和资本存量度量指标，可以定义表 1 报告的九个资本

回报率指标。其中净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回报。总利润额指未扣除企业所得税

的利润总额，即权益回报加上国家通过企业所得税参与资本剩余分配获得的

部分社会回报。总回报是在利润总额基础上加上资本方承担的间接税，是资

本权益和社会两重回报的度量指标，它与我国常规统计系统中利税总额指标

的差异在于扣除了消费者承担的间接税部分。三个资本回报指标与权益、资

产、固定资产净值等资本存量指标组合形成九个回报率指标，提供本文衡量

资本回报率的指标体系。

表 1 资本回报率若干指标定义

权益 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

净利润 权益净利润率（ROE） 资产净利润率（ROA） 固定资产净利润率（ROC）

总利润 权益总利润率 资产总利润率 固定资产总利润率

总回报 权益总回报率 资产总回报率 固定资产总回报率

三、我国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数据和讨论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考察了我国工业财务和税制统

计体制的演变情况，对资本回报率基本数据可获得性进行了评估。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新企业会计制度以来，我国资本回报与资本存量数据已大体具有

国际可比性以及历时可比性。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资本存量尚未系统采用资本

权益和资产统计指标，仅有固定资产净值数据；这一时期利润数据还不够完

整，不过可以获得与后来营业利润和税前利润大体对应的统计指标。税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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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演变与本文考察主题最为相关，包括 80 年代初两步“利改税”以及 1994

年税制改革，可以利用有关企业所得税、工业品间接税数据信息来估计资本

权益回报以外的社会回报。在考察资本回报率指标体系定义和我国相关统计

系统演变的基础上，本节报告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数据，讨论和说明资本回

报数据整理估测过程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数据报告

图 1 报告了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存量三种基本指标数据。其中所有者权益

和资产数据从 1993 年开始，固定资产净值覆盖 1978 年以来整个改革开放时

期。权益与固定资产净值两个指标在 1993—2006 年共 14 年中同时有数据，数

据形态显示二者绝对水平比较接近，变动轨迹关联度很高。如“权益 /固定资

产净值”比值最低点在 1995 年为 0. 851，最高点在 2005 年为 1. 106，14 年平

均值约为 0. 95。权益和固定资产净值两组数据相关系数约为 0. 99。

图 1 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存量若干指标（亿元，1978—2006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固定资产净值 1978—1999 年数据以及权益和资产 1993—1999 年

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第 52、94、102 页）。2000—2005

年权益和资产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03 以前固定资产净值原始数据是年末

数，1998 年以后统计部门还报告“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然而 2004 年以后不再

报告固定资产净值年末值。2004—2005 年固定资产净值年末值采用下面方法估算：

1998—2003 年间“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比例值为 1. 019，考

虑到该比例自 2001 年以来上升趋势和 2004—2005 年投资较快增长，假设 2004—2006 年

上述比例值为 1. 04，加上 2004—2005 年“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推算这两年“固

定资产净值”。1998—2005 年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

2006 年资产、权益、固定资产净值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6）》报告该年 10 月

底数据折算，折算公式是“2006 年资本存量 = 2005 年底资本存量 + （2006 年 10 月底

资本存量 - 2005 年底资本存量） ×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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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存量相比，资本回报数据更为复杂。表 2 报告了中国改革开放时

期工业企业利税及相关指标数据。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统计制度下，资本回报

基本指标有两项：一是利润总额，即没有扣除企业所得税的税前利润，利润

总额减去所得税得到净利润。二是利税总额，其中税金部分除了利润总额内

含所得税外，还包括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以及增值税等间接税。

表 2 中国工业企业利税、收入和成本（亿元，1978—2006）

年份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成本

主营业

务税金

及附加

产品销

售利润

利润

总额

实交

所得税
净利润

本年应

交增值

税

税金

总额

利税

总额

间接税

企业负

担部分

资本

总回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78 599 317 916 97 696

1979 654 340 994 104 758

1980 692 367 1061 112 804

1981 682 397 1081 121 803

1982 704 435 1142 133 837

1983 772 461 1236 141 913

1984 852 530 1386 162 1014

1985 7899 6114 944 727 1664 222 1166

1986 8963 878 788 1665 240 1118

1987 10890 8839 1005 888 1893 271 1276

1988 14001 11268 1190 1099 2289 335 1525

1989 15847 13066 1000 1275 2276 389 1389

1990 16793 14220 560 1386 1946 423 983

1991 20597 17357 643 1591 2233 485 1128

1992 25866 21566 972 1828 2800 557 1530

1993 38084 29949 2321 4329 1602 511 1092 2321 3924 708 2310

1994 42399 33681 1067 6396 1797 573 1224 3139 4935 957 2754

1995 52936 42861 1057 7519 1635 521 1114 2331 3415 5050 1042 2677

1996 57970 47066 1180 7608 1490 525 965 2477 3657 5147 1116 2605

1997 63451 51634 1252 8084 1703 590 1113 2785 4037 5741 1231 2935

1998 64149 52798 1237 7493 1458 599 859 2827 4064 5522 1239 2698

1999 69852 57340 1308 7993 2288 658 1630 3106 4414 6702 1346 3634

2000 84152 68654 1434 10732 4393 678 3716 3685 5119 9513 1561 5955

2001 93733 77260 1554 11406 4733 1060 3673 4018 5572 10305 1699 6433

2002 109486 90244 1762 13442 5784 921 4863 4476 6238 12022 1902 7687

2003 143172 118638 2049 17295 8337 1056 7281 5488 7537 15874 2299 1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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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成本

主营业

务税金

及附加

产品销

售利润

利润

总额

实交

所得税
净利润

本年应

交增值

税

税金

总额

利税

总额

间接税

企业负

担部分

资本

总回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04 198909 167246 2616 22343 11929 1478 10451 6913 9529 21458 2906 14836

2005 248544 209863 2997 27449 14803 1806 12996 8521 11518 26321 3513 18316

2006 296418 252027 3579 31393 17636 2005 15632 9456 13035 30671 3976 21612

资料来源和说明：（1）主营业务收入 1985—1999 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

编》，2000—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较早年份该指标名称为“产品销售收入”，依据同时

有两种指标年份数据观察，产品销售收入与后来主营业务收入是同一指标。（2）主营业务成本 1985—

1991 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92》，1992—1997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

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该指标早先年份的名称为“产品销售成本”。（3）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 1993—1997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

（4）产品销售利润 1993—2002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5 年数据采用以下方法估

计，先计算出 1993—2002 年间“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产品销售利

润”比例的平均值为 1. 3，利用该比例值和 2003—2005 年“主营业务收入 - 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税

金及附加”指标值计算产品销售利润。（5）利润总额 1978—1999 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

统计资料汇编》，2000—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6）实交所得税 2000—2004 年数据来

自历年《中国税务年鉴》，1995 年数据是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提供的利润总额减去净利润之差。1993—

1994年数据依据当年利润总额和 1995 年实交所得税占利润总额比率估算。1996—1999 年和 2005 年数

据的估计方法是，先计算出 2000—2004 年实交所得税占增值税比例平均值为 21. 2%，然后利用这一比例

值和历年增值税估算。（7）1995 年净利润数据来自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其他年份数据是用当年

利润总额减去实交所得税的估计数。（8）本年应交增值税 1995—1997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1998—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9）税金总额 1978—1999 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交

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 1978—1984 年数据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加总数。2000—

2001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2001 年份相关数据显示，税金总额不包括所得

税，2002—2005 年数据根据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与本年应交增值税加总而得。（10）利税总额 1977—

1999 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2002—2003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1977—1999 年相关数据显示，利税总额为利润总额与税金总额之和。2000—2001 年和

2004—2005 年的利税总额是利润总额和税金总额加总而得的估计数。（11）企业负担税金总额是间接

税企业负担部分与实交所得税之和，间接税企业负担部分估计方法见正文讨论说明。（12）总回报是间

接税企业负担部分与利润总额之和。

企业统计口径 1998 年以前是“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此后调整为“国有及非国有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调整使企业数量从 1997 年的 468506 个减少到 1998 年的 165080 个，不

过统计对象实际经济规模由此引起的变动要小得多。如 1997 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 1998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是 19835 亿元和 19422 亿元，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36629 亿元

和 39445 亿元（参见《中国工业交通能源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因而统计口径调整对利润率误差

影响应比较有限。

2006 年营收、成本、主营税金、利润总额、增值税根据当年《中国经济景气月报》10 月底数据折算（乘

以 12 再除以 10），销售利润、实交所得税、净利润、税金总额、间接税、总回报根据采用上述方法推算

而得。

第二节讨论说明，资本社会回报大体等于企业所得税加上间接税中资本

分担部分并减去净补贴。社会回报与净利润构成表 2 报告的资本总回报。图 2

报告净利润、税前利润、总回报、利税总额等四个资本回报数据。后面观察

的利润率主要利用前三项资本回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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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工业企业若干资本回报数据（亿元，1978—2006 年）
数据来源：来自表 2 相关数据。

表 2 还报告了产生上述基本回报指标的构成因素数据。不过由于利税指

标与构成因素数据来源不尽相同，因而具体数据仅具有结构提示性，并不存

在严格意义上的数量加总关系。大体而言，利润总额、税收总额、收入等指

标数据比较完整，其他指标不同程度地缺少数据，有的指标仅有少数年份数

据。分阶段观察，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数据比较完整，前期数据缺失率

较高。

由于原始数据可获得性和统计数据口径差异等限制因素，获得表 2 资本

回报数据涉及一些估测处理过程。另外从有关争论情况看，对我国资本回报

率走势判断的意见分歧主要发生在对我国资本回报数据是否存在系统性高估

的疑问方面。为此对表 2 部分数据的估计方法及有关质疑涉及的三点问题给

以讨论说明。

（二）资本社会回报的定量估测问题

依据第二节讨论，资本回报不仅包括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权益回报，还包

括通过所得税和资本承担间接税所贡献的社会回报，两重回报相加形成资本

总回报。然而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利税总额”作为资本总回报的度量指标存

在高估问题。因为企业税金所含间接税虽由企业缴纳，然而通常在不同程度

上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把间接税一对一理解为资本社会回报则存在高估

误差，适当方式应当是在间接税中分离出资本方承担部分作为资本社会回报，

在此基础上估算资本总回报。

确定间接税中资本社会回报部分的关键是要估计间接税中资本方和消费

者双方各自承担的比重。本文利用收入法 GDP 统计中资本盈余和劳动者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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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例估计企业间接税中资本剩余份额。可以从两个来源得到我国收入法

GDP核算中营业盈余与劳动者报酬数据。第一个来源是全国投入产出表。其

优势在于覆盖全国，统计指标具有更好的概念框架和逻辑关系作为基础；局

限在于 1992 年以后投入产出表才有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数据，总共只能得

到 5 个年份数据，这 5 年营业盈余相对比例简单平均值为 30. 8%。6第二个来

源是各省区收入法 GDP核算中包含的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数额，将所有省

区加总可以间接得到全国数据。这方面指标从 1993 年开始有数据，除 1995

和 2004 两年外，到 2005 年共有 11 个年份数据。用省区数据加总计算的营业

盈余相对比例值在 1994—2003 年期间比较稳定，最高是 1993 年的 32. 1%，

最低是 1998 年的 26. 3%，然而 2005 年上升到 41. 7%，11 年简单平均值为

29. 5% 7，与上述全国数据 （30. 8%） 很接近。本文以二者简单平均值

（30. 15%）作为工业部门间接税资本方承担比重估计值。将表 2 中历年不包

含所得税的税金总额乘以 30. 15%，得到间接税中企业负担部分估计值，并以

此估算获得表 2 中资本总回报数据。

6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表 4-3 报告根据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营业盈余占“营业盈余和
劳动者报酬之和”比例值。
7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表 4-4 报告根据各省区收入法 GDP分解数据计算的营业盈余占
“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之和”比例值。

（三）利润总额包含补贴收入问题

企业利润总额包含补贴收入，准确理解企业回报的经济含义需要考虑补

贴问题。依据我国相关规定，“补贴收入是指企业按规定实际收到退还的增值

税，或按销量或工作量等依据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发放的定额补

贴，以及属于国家财政扶持的领域而给与的其他形式的补贴”（CCH 亚洲公

司，2005，第 174 页）。给定上述补贴定义，补贴与资本回报在定性意义上存

在两重关系。

一是补贴与净利润即资本所有者回报具有正向关系。对于资本所有者而

言，补贴与其他创利因素带来的资本回报具有等值性，在这个意义上企业通

过补贴获得收入和利润具有真实性。二是补贴对资本社会回报产生高估影响。

补贴一般来自政府财政收入，可以看作是国家代表社会从工业部门得到的负

回报，因而衡量资本社会回报以及资本总回报时需要扣除净补贴部分，否则

会产生高估偏差。

对我国转型期经济环境而言，更细致讨论补贴对资本社会回报影响还至

少需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补贴收入来源和补贴实现机制问题。如果补贴

不是来源于政府财政收入，而是通过政府价格干预或其他干预措施，把部分

企业税前利润转移给另一部分企业，则这类补贴代表资本回报在不同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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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转移，不应对资本总回报带来高估影响。深入研究补贴与资本回报关系，

需要考虑这类可能存在的企业间转移性补贴因素的影响。二是获得补贴利益

企业对象的分布问题。我国企业分为国有、集体、私营、外资等不同类型，

政府补贴可能主要发放给国有企业，私营及其他企业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可能

性较小，因而如果区分企业类型加以研究，补贴对资本回报派生误差应主要

表现为国有企业回报率高估。

8 “政策性补贴支出”的定义是指“经国家批准、由国家财政拨给用于粮棉油等产品的价格补贴支出，主

要包括粮、棉、油差价补贴，平抑物价和储备糖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粮食风险基金，副食品风险

基金，地方煤炭风险基金等”（《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 302 页）。

具体定量估算历年补贴存在数据困难。我国统计部门报告了两类政府补

贴数据。一是所谓“政策性补贴”，主要与政府对粮油等农产品价格和流通干

预政策有关
8，与本文讨论的工业利润所包含补贴因素关系不大。二是所谓亏

损补贴，可能与工业利润存在较多关联。图 3 报告这两类补贴数据。

图 3 我国两类财政补贴（亿元，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全部行业企业亏损补贴数据全部来自《中国财政年鉴（2005）》

第 337 页。政策性补贴 1989—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1978—1988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指标名称为“价格补贴支出”。

依据上述观察，似乎有理由假设工业净补贴应是亏损补贴一部分。然而

从 2004 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看，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所得到净补贴与当年亏损

补贴数不一致。2004 年净补贴为 509 亿元，比上述亏损补贴数据高出一倍左

右。受到数据限制，本文估算资本回报率时没有扣除净补贴。由于净补贴等

于负税收，这一处理方法对企业当期利润率度量没有实质性扭曲，然而对资

本社会回报和总回报会带来高估偏差。如 2004 年对社会总回报率约高估 0. 34

个百分点，没有数据的年份无法实际计算，估计对总回报率高估应在 0. 3—



734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6 卷

0. 5 个百分点。另外如上面讨论，这方面误差应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资本回报

率高估。

（四）投资收益对资本回报率影响问题

我国企业财务统计在计算利润时包括投资收益，作为营业利润和利润总

额这两个利润指标之间的过渡因素之一。
9
企业利润核算考虑投资收益（亏损）

是符合常识的方法，也是与国际通行企业会计规则相一致的财务统计方法。
10

在资本回报率讨论中，单伟建博士提出这一处理方法可能从两个方面高估资

本回报：一是由于投资收益重复计算而高估了资本回报率 （Shan，2006a，

p. 30；单伟建，2006a），二是对企业投资亏损和利润不对称的会计处理方法

高估资本回报率（Shan，2006a，p. 31）。上述质疑对准确估计我国资本回报率

有启发意义，然而仔细考察发现这方面因素并不会显著高估资本回报率。

9 另一个因素是上面讨论的补贴收入。
10 国外会计损益表在营业利润（operation profit）与税前利润（earning before income taxes）之间存在所谓“其
他收入或费用项目（other income or expense）”这一衔接性项目指标，统计内容被定义为“运营之外发生的收
入和成本如红利和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投资收益或亏损”（参见 Lyn and Ormiston，2001，p. 98）。
11 单伟建博士似乎也同意这一分析。细心读者会发现，单文用一段话阐述利润统计包括投资收益会由

于重复计算导致利润高估，后面接着用一句话提到上述净资产重复计算因素可能会抵消高估误差影响，

实质上已经自问自答了这一质疑（Shan，2006a，pp. 30—31）。

对第一点质疑可以给出直接回答：计算利润时对投资收益重复计算并不

必然高估资本回报率。道理很简单，把企业间投资收益计入利润确实会重复

计算利润，然而企业间投资意味着净资产所有方和利用方发生转移，因而净

资产也会重复计算；由于资本回报率是资本收益与资本存量比率，分子分母

同时重复计算并不必然导致比率值高估。
11

进一步讨论，给定企业间交叉投资这一市场环境背景，利润核算包括投

资收益确实可能引入误差因素，然而误差方向可能低估也可能高估，因而是

一个经验性问题，在一般讨论场合并不足以断定会发生高估利润。从常识上

考量，如果不同企业存在不同方向误差，在企业数量足够大并且事件发生机

制具有某种随机性情况下，绝大部分误差应能相互抵消，因而对总体利润率

估计不至于发生显著影响。

第二点质疑是说投资收益为正，即存在利润时会重复计算，然而如果投

资为负即发生亏损时不会重复计算，会计规则处理两类情况的不对称方法会

引入资本回报高估效应。对这个比较细节的问题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讨论。第

一，如果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拥有“控制”权，则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

会合并财务报表，这时亏损也会作为负投资收益计算，因而不会高估利润。

第二，如果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存在“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投资企业

对被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算，那么亏损也会作为负投资

收益计算，不会高估利润。第三，只有在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没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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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成本法

核算时，投资亏损才有可能由于没有重复计算，会在相应数量范围和程度上

对当期利润带来高估影响。然而即便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亏损仍以类似于

“负盈余公积”的作用带来资本价值减少，因而从投资周期全程角度看，仍会

通过总投资收益降低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即便特殊情形下当期流量利润万

一发生某种高估，由此发生的统计误差在较长时间窗口中仍会通过资本存量

规模相应变动得以自我矫正。对于本文讨论主题而言，亏损没有重复计算假

设下资本回报率的潜在高估影响，可以看作相对次要的二级甚至三级误差，

在后续资本回报率估测研究中无需考虑。

四、资本回报率估测结果及其特点观察

前面定义了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指标体系，考察了我国企业会计和税收

制度演变，报告并讨论了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数据。在此基础上，本节估测

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并观察其结构表现和长期走势等方面特点。

图 4 我国七种工业资本回报率估测（%，1993—2006 年）

数据来源：用图 1 和表 2 报告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数据计算。

（一）资本回报率初步估测结果

利用上节的不同资本回报和资本存量数据，可直接计算九种资本回报率

指标的估计结果。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限制，不同指标时间长短跨度不同，有

的覆盖改革开放整个时期，有的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可以获得连续数据。

图 4 报告仅有 1993 年以来数据的七个资本回报率指标。它们走势形态很接

近，都是存在先降后升的走势，不约而同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止跌回升，

七种回报率指标均上升了好几倍（2—6 倍之间）。比较 1998 年（低谷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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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06 年的水平，工业净资产净利润率从 2. 2%上升到 13. 4%，总资产净利

润率从 0. 8%上升到 5. 5%；净资产税前利润率从 3. 7%上升到 15. 1%，总资

产税前利润率从 1. 3%上升到 6. 2%；净资产总回报率从 6. 8%上升到 18. 5%，

总资产总回报率从 2. 5%上升到 7. 6%。

图 5 报告了有 1978 年以来的数据的两个资本回报率指标：固定资产净值

税前利润率和总回报率。从中可见，上述由降转升的走势，是我国资本回报

率改革开放时期演变趋势的阶段性表现。长期下降可以延伸到改革开放初期，

两个回报率指标在 1978 年分别为 25% 和 29%，1993 年减少到 7. 6% 和

11. 6%，1998 年低谷时进一步下降到 3. 3%和 6. 2%。与图 4 报告的七种回报

率走势相类似，1998 年以后这两个资本回报率指标也开始强劲上升，到 2006

年分别上升到 16. 5%和 20. 3%。

图 5 我国两种工业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 年）
数据来源：用图 1 和表 2 报告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数据计算。

上述资本回报率估测数据变动显示两个特点。一是不同资本回报率指标

绝对水平相当接近。如“利润总额 /固定资产净值”与“利润总额 /权益”在

1993—2005 年期间平均值分别是 8. 2%和 8. 4%，仅相差 0. 2 个百分点。2002

年及以前“利润总额 /固定资产净值”总是低于或等于“利润总额 /权益”，

但从 2003 年开始高于“利润总额 /权益”。在 1995 年两个指标之间差距最大，

相当于“利润总额 /固定资产净值”的 17. 5%，2001 年二者基本相等。二是

不同指标在各有观察值时期走势具有明显相关性。表 3 显示了 9 个不同回报

率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分为整个时期和 1993 年以来两种情况。所有指标序

列的相关系数均在 0. 95—0. 99 以上。不同回报率指标绝对水平很是接近以及

其变动形态高度相关，使我们有可能克服数据可获得性限制，间接推测某些

关键资本回报指标部分缺乏数据年份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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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资本回报率若干指标相关性（1978—2006 年）

净利润

/权益

净利润

/资产

净利润

/固定

资产

利润总额

/权益

利润总额

/资产

利润总额

/固定

资产

总回报

/权益

总回报

/资产

总回报

/固定

资产

净利润 /权益 1. 000 0. 997 0. 996 0. 991 0. 998 0. 995 0. 971 0. 996 0. 989

净利润 /资产 0. 997 1. 000 0. 998 0. 979 0. 996 0. 991 0. 950 0. 989 0. 981

净利润 /固定资产 0. 996 0. 998 1. 000 0. 981 0. 995 0. 996 0. 955 0. 990 0. 988

利润总额 /权益 0. 991 0. 979 0. 981 1. 000 0. 993 0. 993 0. 993 0. 997 0. 994

利润总额 /资产 0. 998 0. 996 0. 995 0. 993 1. 000 0. 997 0. 973 1. 000 0. 992

利润总额 /固定资产 0. 995 0. 991 0. 996 0. 993 0. 997 1. 000 0. 976 0. 997 0. 998

总回报 /权益 0. 971 0. 950 0. 955 0. 993 0. 973 0. 976 1. 000 0. 984 0. 986

总回报 /资产 0. 996 0. 989 0. 990 0. 997 1. 000 0. 997 0. 984 1. 000 0. 996

总回报 /固定资产 0. 989 0. 981 0. 988 0. 994 0. 992 0. 998 0. 986 0. 996 1. 000

数据来源和说明：数据来自图 4 和图 5。依据正文相关内容说明，“利润总额 /固定资产”与“总回报 /

固定资产”指标数据时段为 1978—2006 年、其余指标数据时段为 1993—2006 年两种情况。

计算资本回报率涉及的另一个尚未讨论的问题是对资本存量采用期初
12
还

是期末数据。从计算资本回报率的基本概念关系看，期初和期末资本存量数

据选择各有利弊。上面计算的回报率采用期末资本存量数据。为比较不同指

标选择对资本回报率估算结果的影响，图 6 分别用期初和期末资本存量计算

资本回报率（权益税前利润率），结果显示期末期初净资产选择所得回报率绝

对水平很接近，二者变动趋势也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两点显著区别。一是从

绝对水平比较，利用期末资本存量计算的回报率较低，利用期初资本存量计

算的回报率较高。二是个别年份有较大差别甚至方向不同。如采用期初资本

存量计算的 2004 年回报率较高，但是 2005 年该指标值下降13；用期末资本存

量计算资本回报率则增长比较稳定，没有上述起落波动现象。

12 本期期初数据实际上通常采用上期期末数据。
13 如世行报告观察到“2005 年盈利状况改善的速度有所放慢”的判断可能是采用这一计算方法得到的结
果（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2006，第 17 页）。

图 6 净资产期初期末选择对回报率计算结果影响（%，1994—2006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利用图 1 和表 2 报告的权益资本和利润总额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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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比较

上面报告了我国工业部门所有国有与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

由于特定历史和体制转型背景，我国企业依据所有制差别划分为不同经济属

性。图 7 报告了 1993 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三资、私营等三类企业净资产

税前利润率的变动，由于数据限制，其中私营企业回报率从 1998 年开始计

算。从中可见两类非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总体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1993—2005 年国有企业利润率简单平均值为 6. 45%，三资企业同期同一指标

为 8. 38%。1998—2005 年间国有企业利润率简单平均值为 7. 62%，三资企业

为 9. 44%，私营企业为 13. 86%，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比国有企业高

出 81. 9%。

图 7 我国不同类型企业净资产税前利润率（%，1993—2006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各类企业 1993—1997 年净资产和利润总额数据来自 1994—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1993—1997

年间企业分类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外资、港澳台资，图中 1993—

1997 年的“国有及控股”数据是“国有经济”数据，没有考虑股份制经济中国有控股

部分。三资企业数据由外资和港澳台资加总而得。

图 8 报告了 1998—2005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三资、私营等三类企业固定

资产净值税前利润率数据。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税前利润率简单平均

值为 6. 98%，三资企业为 13. 86%，私营企业为 16. 25%，私营企业资本回报

率比国有企业高出 1. 33 倍。

图 7 和图 8 报告的数据还显示，国有企业近期资本回报率相对增长速度

超过非国有企业。如 1998—2005 年间，私营企业净资产税前利润率增长 5. 7

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净资产税前利润率增长 10. 2 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资本

回报率增长幅度比私营企业高出近八成。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相对较快改善，

一方面说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家剥离国有企业名下银行坏账等措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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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我国不同类型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税前利润率（%，199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利润总额数据来源与图7相同。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是估计数，依据

图 1说明的估计方法，将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乘以 1. 04，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2006）》。

得成效，另一方面又与现行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准入限制政策有关。

从两类企业主要创利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它们的盈利模式与保护政策关系

的差异。图 9 和图 10 分别报告了 2005 年国有与私营企业利润来源前十大行业

分布情况，显示两类企业利润来源具有不同特点。国有企业利润集中度较高，

2005 年前十大利润行业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比重高达 95%，前四大行业比重

为 74%；私营企业前十大利润行业占利润总额比重只有 61%，不仅远远低于

国有企业同一指标，比国有企业前四大行业比重还相差 13 个百分点。

图 9 国有企业利润来源前十大行业分布（%，2005 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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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私营企业利润前十大行业分布（%，2005 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两类企业主要盈利行业来源和分布更是大相径庭。两类企业各自前六个

最重要利润创造行业没有任何交叉。对国有企业盈利贡献最大的四个部门为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延压加工业”以及“烟草制品业”。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烟草制品业属

于国家垄断行业。得益于近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等原因，2005 年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单个行业创造了所有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 42%。另外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是管制程度较高的行

业或者近年宏观调控措施有助于国有企业在其中扩张的行业。与此相对照，

私营企业利润来源最重要的六大行业包括“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都属于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由此可见，我国国

有企业近年盈利能力增长较快，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行政管制政策的扶持

和保护。

（三）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

初步估测结果显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资本回报率演变呈现出超越经

济景气周期的长期走势。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表现为资本回报率波动与宏观

经济景气波动具有正向联系，通常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景气时期利润率较高，

反之亦然。后面观察显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资本回报率表现同样具有这一

属性。然而我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显著特征，在于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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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走势，似乎正在演绎一个“V”型历史轨迹。

从图 11 可以直观看出一次性趋势变动。固定资产总回报率指标从 20 世

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近 20 年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从 28%左右下降

到最低点 6. 1%，下降幅度约为 80%。这一下降趋势在 1998 年开始发生逆转，

从 1998 年的 6. 2%稳步上升到 2006 年的 20. 3%，大约每年上升约 1. 75 个百

分点。税前利润率也有类似特点。图 11 还报告了利用 HP 滤波方法处理这两

个回报率指标所提取的走势更为清晰鲜明的平滑趋势值。考虑前面提到的不

同指标之间统计联系和量值接近关系，有理由推测其他指标估计值也应当具

有类似长程走势。

图 11 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演变趋势（%，1978—2006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资本回报率是固定资产净值税前利润率和总回报率。数据来自图

5。HP平滑系数取 100。

为了在国际比较意义上观察上述走势的特征性，图 12 同时报告了中国、

美国、日本资本利润率 HP平滑趋势值。虽然美国、日本资本回报率也经历了

不同幅度升降，然而我国资本回报率在 1978—1997 年间下降幅度以及 1998 年

以来回升强劲程度都来得更大。如美国从 1978 年的 24%下降到 1989 年的

17%，日本从 1970 年的 22%下降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9%左右，但是中国

从 1978 年的 24. 7%下降到 1998 年的 3. 3%。上升情况是，中国到 2006 年上

升到 16. 5%，日本从 1955 年的 17%上升到 1970 年的 22%，美国从 1989 年的

17%上升到 1997 年的 19%。

我国工业资本回报在制度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表现出先降后升的长期走

势，在事实观察层面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在分析层面可能是对理解中国

经济成长内在规律具有重要解释意义的现象。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将对其发生

背景和根源进行专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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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美日税前利润率长期走势比较（%，1955—2006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的趋势指标是工业企业权益税前利润率 HP平滑趋势，美国

和日本回报率趋势指标是制造业资本权益税前利润率 HP平滑趋势值。中国 1993—2006

年净资产税前利润率由利润总额 /所有者权益计算，中国 1978—1992 年净资本税前收益

率由各年固定资产税前收益率与 1993—2005 年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净值比值平均值估

算，中国利润总额数据来自表 2，固定资产净值和所有者权益数据来自图 1。美国制造

业税前利润率（Annual rate of profit before tax on stockholders equity）截止年份为 2005

年，数据来自 U. S. Census Bureau—Quarterly Financial Report，1996 Q1 & 2006 Q1；原始

数据为季度数据，用各季度税前利润率平均值计算得到年利润率。日本制造业税前利润

率由 Current profits /Equity计算，Current profits，Equity来自 Ministry of Finance—Financial

Statements Statistics of Corporations by Industries，Quarterly；原数据为季度数据，年度利润

率采用“该年度四个季度 Current profits总和 /第四季度 Equity”公式计算而得，截止年

份为 2006 年。

（四）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变动关系

14 如 Lucas（1977）把企业利润与宏观经济景气走势一致性变动作为经济周期七大表现形态之一。

一般认为企业回报率变动是与经济景气波动相联系的变量。
14
为进一步观

察我国资本回报率与宏观周期变量的统计联系，以税前利润率与实际 GDP 对

其 HP平滑趋势偏离作为各自短期波动度量，图 13 报告了固定资产税前利润

率与 GDP波动关系的散点数据，简单回归分析的拟合值 R2
为 0. 335，提示它

们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联系。固定资产总回报率与实际 GDP 短期波动也有类似

关系。

为与外国比较，采用同样方法观察同期美国和日本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波

动与各自实际 GDP波动的关系。图 14 报告了 1978—2005 年美国制造业税前

利润率与实际 GDP对其 HP趋势偏离关系，与 GDP关系的散点简单线性回归

拟合 R2
值为 0. 323，与我国同一组变量回归拟合值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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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我国工业税前利润率波动与 GDP增长率波动关系（%，1978—2006 年）
数据来源：税前利润率是税前利润对固定资产净值比率，数据来自图 5。1978—

2005 年 GDP增长率由《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不变价格 GDP 指数计算，2006 年
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2006 年我国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07 年 1 月 25 日）。偏离指实际值对其 HP平滑趋势

的差距值。

图 14 美国制造业税前利润率与 GDP增长率波动关系（%，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美国制造业税前利润率数据来源见图 12 说明。美国 GDP是 2000

年不变价 GDP，数据来自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IPA—Table 1. 1. 6.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Chained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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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报告 1978—2005 年日本制造业税前利润率与 GDP 对其 HP 趋势偏

离关系，与 GDP关系的散点简单线性回归拟合 R2
值为 0. 53，说明日本资本

回报率与经济景气变动联系更为紧密。

图 15 日本制造业税前利润率与 GDP增长率波动关系（%，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日本制造业税前利润率数据来源见图 12 说明。日本 GDP是 2000

年不变价 GDP，来自World Bank—WDI—GDP（constant LCU）。

五、物价因素调整与经济利润率估测

在一个物价变动的环境中，会计上核算固定资产的方法会对资本回报率

测算引入相关变量度量方法不一致的问题。因而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会计

利润率受到物价变动影响会高估或低估真实资本回报率。以固定资产作为资

本存量指标，资本回报率等于利润和固定资产比率，利润等于收入与成本差

额。会计核算收入和成本大部分项目（如销售收入、工资、新购买原料、管

理费用等）都以当期价格衡量，如果所有变量都是当期名义值，所得利润率

应是经济分析意义上的真实回报率。问题在于固定资产和某些成本项目并不

以当期现价衡量，如固定资产通常以历史购置价格记账而并非以现价记账，

成本项目中折旧支出受固定资产记账方法影响也不是用现价核算，因而资产

价格变动会影响利润率估算结果。
15

15 另外计算利润时对存货的处理方式，也会由于不一定能够进行现价调整对资本回报率带来误差。不

过目前会计制度改革通过公允价值方法正在调整这方面的影响。由于无法获得工业企业存货数据，所以

本文将不考虑这一因素影响。

物价变动与利润率关系一般是：通货膨胀时期会计利润率高估真实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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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持续通货紧缩则可能低估真实利润率。虽然利用微观资本回报率通常并

不专门考虑物价因素影响
16，鉴于在本文考察期我国物价曾发生较大变动，某

些年份发生过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为避免高估我国真实资本回报率，有必

要考察上一节会计资本回报率估测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物价变动等名义性因

素影响的结果。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分析了物价因素影

响资本回报率作用机制，说明经济利润率与财务回报率的主要变量关系如下：

r'
t

=
π'

t

K'
t

=
πt - δt（（1 + pt）K

'
t - 1

- Kt - 1）

Kt +（1 - δt）（（1 + pt）K
'
t - 1

- Kt - 1）
. （2）

公式（2）中 r'
t 是经济利润率；Kt 和 πt 分别表示会计报表记录的资本和利

润；δt 和 pt 分别表示折旧率和资本价格增长率；π'
t 表示经济利润；K'

t 表示经

济资本，即用当期价格度量的资本。其中经济资本（K'
t
）可由公式（3）估算：

K'
t

= K'
0

t

j = 1

（（1 - δj）（1 + pj））

+ 
t

i = 1
（Ki -（1 - δi）Ki - 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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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δj）（1 + pj( )）） . （3）

公式（3）中初始期经济资本（K'
0
）可由公式（4）估算：

K'
0

=
g + δ

1 + g -（1 - δ）（1 + p）
K0， （4）

其中 g，p，δ分别表示会计资本增长率、固定资产价格增长率、折旧率在初
始年份之前平均水平。

16 20 世纪 70—80 年代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国外学术界也有研究对财务核算利润率进行通货膨胀调整
问题的文献（Bulow and Showen，1983）。另外发达国家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账户体系报告的营业盈余
（operating surplus）和固定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数据通常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如这类资料中“capital
consumption adjustments”表示经过调整的折旧和资本存量指标，“inventory adjustments”表示经过调整的存
货支出。

在建立物价因素调整模型基础上，CCER “中国经济观察” 研究组

（2007）利用各期会计资本（Kt）和会计利润（πt）已有数据，整理和估测

固定资产价格增长率（pt）、折旧率（δt）、初始期经济资本（K'
0
）等相关指

标数据，获得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资本真实回报率的估计结果。图 16 报

告了利用 5%，10%和 15%三种资本折旧率估算的 1978—2005 年工业企业经

济利润率，并与会计利润率进行了比较；图 17 报告用 10%折旧率估算的

1978—2005 年会计利润率偏离经济利润率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调整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对本文考察时期我国会计利润率产生相当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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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我国工业经济利润率与会计利润率比较（%，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会计利润率 =利润总额 /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来自图 5。经济利润

率估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第 6—2节讨论内容。

图 17 我国会计利润率偏离经济利润率绝对值与相对值（%，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偏离绝对值是会计利润率减去经济利润率的差额，偏离相对值是绝对偏

离值除以会计利润率所得比率值。会计利润率和经济利润率数据来自图 16，经济利润

率是选用 10%折旧率得到的估算结果。

响。物价涨幅最高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某些年份，用财务会计数据计算的

利润率相对经济利润率高估八至九成，也就是说账面会计利润率绝大部分来

自物价上涨因素影响。随着晚近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和物价

温和上涨局面，物价对资本回报率影响的绝对水平大幅下降，2001—2005 年

物价影响绝对值下降到平均约为 2. 6 个百分点；物价对会计利润率的相对影



第 3 期 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 747

响程度也持续下降，2005 年会计利润率仅比经济利润率高出 18. 5%，与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真实经济回报率估测结果显示，上节对我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基本观察

仍然成立，其中某些判断甚至更为强化。一是资本回报率仍然呈现先降后升

的长期走势，不过该指标变动在 1990—1998 年间经历一个“锅底形”低谷

期，1998 年前后在趋势变动中的拐点含义有所减弱。二是 1998 年以来我国资

本回报率强劲增长判断不变，采用经济回报率指标后这一时期增长绝对值和比

例值甚至有所提升。三是 2005年真实税前利润率为 13%，扣除企业实交所得税

应仍在 10%上下的较高水平。这个真实资本回报率大大高于目前以利率衡量的

机会成本
17，也会远远高于万亿美元外汇占款用本币计算的目前收益率和预期收

益率，这一观察结果对思考我国近年投资增长的经济根源具有启示意义。

17 我国 2005年一年期存贷款名义利率为 2. 25%和 5. 58%。用 1. 8%消费物价增长率作为对存款利率的通
缩指数，实际存款利率为 0. 44%。用 4. 9%工业品出厂价增长率作为通缩指数，实际贷款利率为 0. 65%。

最后采用图 13 的方法观察经过物价调整后真实利润率与宏观景气变动的

关系。图 18 报告的数据显示真实资本回报率仍对实际 GDP波动具有显著正向

关系，不过统计回归拟合程度有所降低。我们知道，1998 年以来我国宏观经

济运行经历了通货紧缩和景气高涨等不同周期阶段的变动，然而会计回报率

和经济回报率都持续强劲增长，说明本文观察的晚近时期我国资本回报率变

动，主要不是与宏观景气周期波动相联系的产物，而是代表了某种趋势性变

动。如假定目前 GDP增长高于潜在增长趋势 1 个百分点，利用真实资本回报

率与实际 GDP短期波动的回归系数，可粗略推测景气因素仅对真实资本回报

率带来约 0. 27 个百分点的提升作用，可见目前资本回报率观察值与趋势值差

别很小。

图 18 我国工业经济利润率波动与 GDP增长率波动关系（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估计方法与图 13 相同。GDP数据来源见图 13 说明，真实资本回

报率数据来自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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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外资本回报率初步比较

最近资本回报率争论涉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问题。
18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

制，本文仅利用日本和美国制造业会计资本回报率数据做初步观察比较。资

本回报率国际比较的前提条件是回报率指标定义大体可比。上面对会计利润

率与物价变动关系的研究提示，如果不同国家一般物价演变路径存在显著差

异，会计利润率与真实回报率比较结果可能出现不一致问题。另外两国政府

处于正储蓄还是负储蓄状态、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都对两国资本回报率比较结

果发生影响。
19
考虑不同国家会计资本回报率严格说来存在某些不可比因素，

对下面的比较观察结果需要谨慎解读。

18 如单伟建博士强调资本回报率“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资本是否得到了有效的配置与使用，从而能

够实现与国际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换言之，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资本是否得到了有效

利用”（单伟建，2006c）。我国企业真实资本回报率“比2005 年平均贷款利率水平仅仅高出 3 到 4 个百分
点而已。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利息率‘风险溢价’水平远远低于同年度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企业分别超过
6%到 9%的平均数，汗颜尚且不及，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单伟建，2006b）。
19 两国政府部门处于正储蓄或负储蓄状态及其相对规模大小等因素，作为未来税收变动约束条件之一

可能会间接影响两国企业会计利润率走势。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我国政府近年一直是正储蓄方，2000—
2003 年政府储蓄占 GDP比重从 5. 7%上升到 8. 1%。美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保持正储蓄，但
是 2002—2005 年间为负储蓄，年均负储蓄占 GDP比重约为 1%。另一方面我国政府支出相对美国有较
大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有利于提升资本回报率的建设项目，这些因素对解读两国资本回报率也

具有相应含义。
20 后续研究专题讨论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的具体原因时将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

图 19 报告了中、美、日三国资本税前利润率数据，其中日本数据从 1955

年开始，大体覆盖日本战后经济快速追赶直至与最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大体收

敛整个时期。中国和美国数据从 1978 年开始。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前后

日本税前利润率波动很大，然而平均水平较高，约为 20%；进入 80 年代后持

续下降，到 90 年代末低于 10%；近年出现回升走势，2005 年约为 12%。如

前文观察，我国工业税前利润率在 80 年代前后持续下降，与日本同期利润率

下降走势比较接近，但降幅更大。不过我国资本回报率近年强劲回升，2005

年已比日本同类指标高出 2. 1 个百分点。

美国制造业税前利润率经历大幅波动，如 2001 年前后由于经济衰退和

“9·11”事件的双重打击，利润率从 20%左右下降到 4. 5%。然而得益于比

较灵活的企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外包对供应链和产业结构的不断重组

作用，美国制造业利润率总体上保持了较高水平。我国资本回报率在改革初

期与美国似乎差别不大，然而我国那时较高的账面利润率与计划经济时期的

价格扭曲和工业垄断体制因素的遗留影响有关，并不意味着当时两国企业一

般效率水平已不分轩轾。
20
我国资本回报率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处于低谷

时，与同期处于高位运行的美国回报率相比差距达 7—8 倍之多。然而晚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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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中、美、日三国税前利润率比较（%，1955—2006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利润率指所有者权益税前利润率。中国为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率，1993—2005 年是权益资本税前利润率数据，1978—1992 年权益数据

利用各年固定资产净值税前利润率与 1993—2005 年“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净值”比率

的平均值估算，原始数据来自图 1 和表 2。美国和日本的都是制造业净资产税前利润率

数据，数据来源见图 12 说明。

期我国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与美国这一指标差距大幅缩小。2005 年我国工

业资本回报率平均水平为 14. 4%，比美国制造业回报率 21. 4 低 7 个百分点，

约三成。

图 20 和图 21 报告了日本和美国制造业税前利润率与我国工业不同类型

企业同类指标的比较情况。图 20 的数据显示近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率与日本

很接近，如 2001—2005 年日本制造业回报率简单平均值为 9. 8%，我国国有

企业为 9. 7%。然而我国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利润率已显著胜过日本制造业企

业回报率，2001—2005 年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利润率简单平均值分别为

14. 9%和 14. 22%，比日本企业同一指标高出三四成。图 21 的数据显示我国

私营企业追赶美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成绩更为明显。在同时有数据的

1998—2005 年间，美国年均回报率为 17. 2%，我国私营企业为 13. 9%，二者

相差 19. 2%；2005 年美国与我国私营企业资本回报率分别为 21. 4% 和

17. 3%，差距也约为 19. 2%；而我国国有企业与美国资本回报率差距较大，

在同时有数据的 1993—2005 年间，国有企业回报率比美国低 64. 8%。

图 22 报告了中国工业企业净利润率与美国制造业净利润率。美国数据从

1978 年开始，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限制，中国数据从 1993 年开始。两组回报率

走势比较形态大体与图 19 中的税前利润率类似，20 世纪 90 年代前中期中国

工业净回报率持续下降到低谷，美国资本净回报率则高位运行，1998 年二者

分别为 2. 2%和 15. 8%，差距高达 6 倍左右。随着我国净利润率晚近时期快速

增长，两国差距大幅缩小。到 2005 年中美两国净利润率分别为 12. 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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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日本企业与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税前利润率比较（%，1993—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利润率指标为工业净资产税前利润率，数据来自图 7。日本

为制造业净资产税前利润，数据来源与图 12 同一指标相同。

图 21 美国企业与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税前利润率比较（%，1993—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利润率指标为工业净资产税前利润率，数据来自图 7。美国

为制造业净资产税前利润，数据来源与图 12 同一指标相同。

15. 8%，我国比美国低 20%左右。我国私营企业净利润率与美国同一指标差

距更小。2005 年我国私营企业税前净利润率为 14. 5%，比美国同年制造业税

前净利润率 15. 8%仅低 1. 3 个百分点，相差幅度不到一成。如果以同时有数

据的 2000—2004 年五年计算，由于美国回报率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大跌，我

国私营企业净利润率简单平均值甚至显著高于美国水平。

上述经验证据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处于低谷

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确实差距很大。然而我国资本回报率晚

近时期持续强劲增长，目前已超过日本，并快速追赶和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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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美国企业与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净利润率比较（%，1978—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指标为工业净资产净利润率。中国工业企业整体 1993—2005

年净资产净利润率数据见图 4。2000—2004 年中国私营企业净资产净利润率数据利用净

利润和权益数据计算，其中净利润是利润总额减去实交所得税估算值，利润总额和权益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实交所得税来自历年《中国税务年鉴》。美国指标

为制造业税后利润率（Annual rate of profit after tax on stockholders equity）。美国数据来

自 U. S. Census Bureau—Quarterly Financial Report，1996 Q1 & 2006 Q1；原始数据为季

度数据，用各季度税后利润率平均值计算得到年利润率。

率的水平。中外资本回报率阶段性的比较差异特点，应是中国经济转型追赶

进程内在规律在相对绩效方面的具体表现。面对这一比较动态图景，用历史

经验推论最新进展或有刻舟求剑之虞。有关资本回报率的讨论中，有评论认

为我国资本回报率与外国比较仍如 “一个增长的侏儒不能与巨人同日而

语”
21。从上述估测结果看，如果一定把外国资本回报率比作巨人，也许可以

把目前我国资本回报率快速追赶解读为一个东方巨人成长的故事。

21“A growing dwarf is hardly a giant”（Shan，2006b）.

上一节对我国会计利润率进行了物价变动因素调整以获得真实经济利润

率估计值。由于没有对美国和日本会计资本回报率进行类似调整，无法直接

就经济利润率进行具体比较。真实利润率与会计利润率差异受资本折旧率、

固定资产价格变动轨迹、投资增速等因素影响，这里仅依据三国以往相关物

价指数变动情况，对中外会计资本回报率比较结果可能需要修正的问题做初

步讨论推测。图 23 报告了中、美、日三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固定资产和工业

品价格指数。其中日本物价增长幅度最小。我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整个时期

增长幅度低于美国，然而 1978—2005 年涨幅高于美国，过去十年前后又低于

美国，呈现出两头低和中间高的比较格局。

上面对我国会计利润率进行物价变动调整的结果显示，近年我国经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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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美国与日本物价比较（1952 =100，1952—2005 年）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 1953—1990 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固定资本形成平

减指数，固定资本平减指数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不变价指数计算，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与不变价指数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1997，第 50 -

51 页）；1991—2005 年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

国资本价格定义是“Deflator of Fixed Assets and Consumer Durable Goods Net Stock”，数据

是 2000 = 100 指数，数据来源为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日本 1952—1970 年价格是

批发价格指数（1970 = 100），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

卷）》（第 3 版）第 970 页；1970—2005 年是生产者价格，来自 IMF-IFS数据库“PPI /

WPI（2000 = 100）”。

润率比会计利润率大约低 2. 6 个百分点。日本物价上涨幅度小得多，过去二

十多年中一些年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日本经济利润率可能与会计利润率不

相上下，因而中国与日本会计利润率比较的结果需要结合两国物价变动情况

做相应修正。然而即便假定日本会计和经济利润率大体相等，目前我国私营

企业资本经济回报率估计仍已显著超过日本同类指标。考虑我国与美国固定

资产价格相对增长两头低和中间高的情况，两国经济利润率比较情况应与上

述会计利润率比较判断差别不大。综上所述，考虑物价调整因素后，我国真

实资本回报率超过日本和逼近美国的结论应仍能成立。

七、本文的发现及其政策含义：结论性评论

我国新一轮经济景气增长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可喜组合特点，然而较

快的投资增长又使人们对目前增长机制的合理性疑虑重重。常识告诉我们，

利用行政手段动员资源高投资缺乏效率，最终会走向危机甚至崩溃，因而关

注投资增长的经济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条件是必要而正确的。不过也需要指出，

高投资并不必然等于低效率。如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形成的资本能创造

较大剩余，较高的投资则有可能增加微观主体和社会整体的跨期财富总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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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经济合理性。因而对投资率或投资增长的合理性问题，不仅要着眼其具

体数量水平进行评估，还要结合资本回报率等微观指标加以辨识。

近来有关我国资本回报率的研究和讨论，对理解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具有

认识和政策意义。鉴于问题复杂性，也考虑目前发表研究文献大都用评论短

文等形式发表，不便细致考察资本回报率涉及的诸多复杂因素，我们通过一

组论文比较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侧重估测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资本回报

率九个序列指标并观察其走势特点。为此本文梳理有关概念指标关系，厘清

相关统计制度历史演变背景，细致整理我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资本存量等

指标时间序列数据，测算观察资本回报率演变轨迹和目前水平，并对有关争

论所提出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体制转型伴随着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逐步调整改进，

因而在资本存量和利润指标时间序列数据可获得性上存在困难。即便存在相

关数据，解读其具体含义时也会因为统计口径和方法演变而发生疑义。因而

本文对资本回报率进行定量研究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经济学和统计技术

常识，对某些问题采取整理、猜测甚至假设的方法加以处理。有关这类估测

处理的具体依据和假设，本文依据学术规范要求一一仔细说明。我们刻意选

择把研究过程的“魔鬼细节”透明化，一方面是为便于读者更准确解读本文

所得结论的含义及其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是为后续研究对本文观点提出批评

或改进预留“接口”。

本文提供六点主要发现，具体如下：

第一，晚近时期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发生了真实而非虚构的强劲增长。

经过仔细分析的经验证据显示，1998—2006 年间 9 个资本回报率序列指标以

很高统计相关性同时增长。1998 年到 2006 年，以权益作为资本存量计算，净

资产净利润率从 2. 2%上升到 13. 4%，税前利润率从 3. 7%上升到 15. 1%，总

回报率从 6. 8%上升到 18. 5%；以资产作为资本存量计算，总资产净利润率

从 0. 8%上升到 5. 5%，税前利润率从 1. 3%上升到 6. 2%，总回报率从 2. 5%

上升到 7. 6%。计算总资产回报率所用的利润数据已扣除利息支出，2005 年

不扣除利息的总资产净利润率约为 6%—7%。如以利率作为投资机会成本，

2005 年总资产净利润率比一年期贷款利率 4. 9%高出 23%—43%，比当年企

业和居民存款利率 2. 25%更是高出 170%—210%。如考虑利息税因素，总资

产净利润率比存款利率高出幅度更大。

第二，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比较不同类型企业资本

回报率的绝对水平，私营企业最高，三资企业其次，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下面简称国有企业）较低。以净资产税前利润率为例，2005 年私营企业为

17. 3%，三资企业为 14. 9%，国有企业为 12. 9%。不过比较 1998 年以来资本

回报率的增长幅度，三类企业排序则正好相反：国有企业增幅最高，为 10. 9

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其次，为 10. 2 个百分点；私营企业较低，为 5. 7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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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晚近时期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快增长，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发生成

效。然而比较国有和私营企业主要盈利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盈利增

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行政管制政策的扶持和保护。持续观察将来不同企

业资本回报率的相对变动是一个重要研究问题。

第三，体制转型背景下资本回报率呈现先降后升走势。我国资本回报率

晚近时期增长，承接此前二十年左右的趋势性下降，使该指标变动在整个改

革开放时期大体展现出一个先降后升的长程走势。我国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

过程内生出降低和提升资本回报率两种力量，上述走势应是这两种力量在不

同发展阶段消长盈缩的产物。后续专题研究论文利用资本回报率贡献因素分

解构架考察，发现前期价格自由化改革带动原料价格相对上涨、竞争环境下

垄断利润耗散、企业放权让利、改革时期单位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前期

回报率大幅下降。晚近时期原料相对价格仍在上涨，然而相反方向作用的力

量开始生效，如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基础上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管理费用和

利息费用相对下降、资本运营效率水平提升等等，这些因素推动资本回报率

在 1998 年前后止跌回升并强劲增长。

第四，调整物价因素后对资本回报率增长的判断仍然成立。对企业会计

利润率进行物价因素调整的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对我国会计利润率产生了重

要影响。通货膨胀最高的 1993 年前后，账面会计利润率绝大部分来自物价上

涨因素影响。晚近时期物价对会计利润率影响绝对水平大幅下降，近年大体

在 3 个百分点上下，2005 年账面利润率由此高估的幅度仅约为 18%。调整通

货膨胀因素后，真实资本回报率在 1990—1998 年间经历“锅底形”低谷期，

然而贯穿整个时期先降后升的大势形态依然存在。1998 年以来，真实回报率

绝对和相对增加幅度更高，2005 年用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存量计算的真实

税前回报率约为 12. 9%，扣除实际所得税负后真实回报率约为 10%，2006 年

真实净资产净回报率也在 10%上下。真实资本回报率大大高于目前以利率衡

量的机会成本，也应远远高于万亿美元外汇占款用本币计算的目前收益率和

预期收益率。

第五，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波动存在显著联系。用税前利润率对其 HP

偏离作为资本回报率短期变动度量指标，用实际 GDP 对其 HP 趋势偏离作为

经济景气短期变动度量指标，发现会计资本回报率以及经过物价变动因素调

整的真实资本回报率与实际 GDP波动都存在显著正向联系。晚近时期我国宏

观经济运行经历了通货紧缩和景气高涨等不同周期阶段变动，同期会计和经

济资本回报率持续强劲增长，说明我国资本回报率变动主要代表某种趋势性

变动，而不仅仅是宏观景气周期变动的结果。如假定目前 GDP 增长高于潜在

增长趋势 1 个百分点，利用真实资本回报率与实际 GDP 短期波动回归系数，

可粗略推测景气因素仅对真实资本回报率带来约 0. 27 个百分点的提升作用，

可见目前资本回报率观察值与趋势值差别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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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胜过日本，逼近美国。不同国家财务资本回

报率严格来说存在某些不可比因素。由于所得数据限制，本文仅对中、美、

日工业和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初步比较。我国资本回报率经历了先降

后升走势，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该指标处于低谷时，远不及日本经济快速追

赶阶段的制造业回报率水平，与美国同期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相比差距更大。

晚近时期我国资本回报率快速增长，目前会计利润率已超过日本，经过物价

调整的经济回报率的比较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推测至少我国私营企业该指标

已超过日本。我国工业会计利润率与美国制造业同一指标相比差距快速缩小，

私营企业与美国回报率水平已相当接近。考虑中美有关物价动态比较情况，

两国经济回报率与会计回报率比较情况应大体类似，因而真实资本回报率逼

近美国的判断仍能成立。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解目前经济景气增长和讨论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参考

意义。首先本文对目前投资较快增长和新一轮经济景气补充提供了一个观察

评估视角。流行观点倾向于认为高投资增长一定是低效率增长，倾向于相信

投资增速超过某个数量水平则必然过高过热，倾向于假设近年投资增长主要

动因是地方政府干预和要素市场扭曲，等等。这类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对实

际经济表现也有一定解释作用。然而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分析逻辑，市场经济

环境下投资增长受到资本回报率等微观绩效变量制约或推动。全面理解我国

投资增长和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发生机制，还需要对我国经济基本面因素进行

更深入的实证分析。

如果我国真实资本回报率确实发生趋势性持续增长，那么从经济学投资

理论视角看，应有理由假设与均衡分析意义上的合意资本存量比较，我国目

前资本存量相对不足，因而企业通过较快投资，缩小现实资本存量与合意资

本存量之间差距，可能具有较大程度的经济合理性。这样看来，目前我国投

资快速增长以及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表现，可能具有相当程度的微观基

础，因而实现中央最近提出的“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针确实具有现实可

能性。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思考，一国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人均资本存量很

低，快速投资及其导入伴随的“嵌入式技术（embedded technology）”进步以

及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不仅有可能构成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且可能

是经济追赶特定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把“投资驱动增长”无条件等同

于“粗放低效增长”的流行看法是否准确，可能还要在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方面进一步探讨。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借鉴意义。如果认定目前投资

增长与宏观景气较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干预等扭曲性因素派生的结果，那么

便会合乎逻辑地推论微观决策主体对利率、汇率、价格等市场性参数的变动

较大程度上无动于衷，便会进一步合乎逻辑地推论目前投资较快增长在很大

程度上难免需要采用产业政策、数量控制等侧重行政性手段的调节干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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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性调节手段就只能退而发挥某种次要和辅助作用。反过来看，如果近年

投资较快增长具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支持，如果目前经济景气在相

当程度上是市场机制力量推动的结果，而地方官员干预和要素市场不完善等

扭曲性因素仅发挥了相对次要和次生作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措施就有可能，

并且应当更加重视采用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一致的操作手段。

笔者愿意再次肯定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总需求管理的必要性，重

申即便对具有经济基本面支持的景气增长，政府也需要进行宏观调节。实质

问题不在于一般意义上是否有必要进行宏观管理，而在于如何反思评估我国

独特的宏观调控？在于从我国体制和政策较长时期演变进程看，是应更多利

用市场性“调节手段”进行总需求管理，还是更多采用行政性“控制措施”

对经济运行进行微观干预？是应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逐步转变为“宏观

调节”，还是诉诸形形色色的数量控制和行政干预，使“宏观调控”更接近

“控制经济”。近年贯彻科学发展观取得巨大成就，然而如何防范大范围行政

干预和寻租活动在宏观调控名义下乘势回潮，如何把推进关键领域改革议程

与促进社会公平和谐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经济追赶新阶段所迫切需

要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仍是下一步经济发展大政方针选择所需考量的重大问

题。资本回报率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效率指标，为这方面探讨提供了值得关

注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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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及其应用

茅于轼

摘 要 本文讨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分配使产出的效果极大。从最
简单的两块土地分配化肥使增产的粮食极大化开始，在边际上不断调整，得出

一般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方法，即拉格朗日乘子法。此优化原理更可以推广到

动态过程，借用物理学中的捷降线问题，把落差看成资源，在逐步分配落差中

使旅程的时间最短，进而把动态问题一般化，推导出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择

优分配原理可以将拉氏乘数法和欧拉方程都解释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从而

给出了它们的经济学意义。本方法为一基本的优化原理，有广泛的应用可能。

关键词 资源配置，静态和动态优化原理，拉格朗日乘子法和欧拉方程
的经济学解释

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三里河南沙沟 2-1-1，100045；电话：（010）68522129；E-mail：
maoysh@mail. ied. ac. cn. 本文为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研究会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时完成的，最初发表于
1981 年 8 月，为一油印本。原文共 12 节两万余字，现在为了压缩篇幅，减为八节，1. 3 万字。压缩掉的四
节为：五、择优分配与宏观经济；六、择优分配原理的若干应用；七、可靠性的最优分配；十二、利用 Kukn
Tucker最优性条件求收益函数。现在发表的除了节、公式、图表的编号改变外，其余一字未改。

一、择优分配原理

在经济工作中经常遇到分配问题，所谓分配问题就是将供应有限的资源

分给若干部门，以得到最佳的经济效果。这里的资源，可以是能源、资金、

外汇、矿石、木材，甚至可以是人力、时间、土地等等。

为了判断一个分配方案是否优于另一个，必须有评价的标准。如果评价

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讨论优劣便没有任何意义。建立评价标准是经济学上

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不准备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而是假定已经具备了这

个标准以后，讨论如何制定分配方案的方法。

如果只有一个部门参加分配，最佳分配量是使收益获得最大的量。如果

收益对于分配的函数关系为已知，则通过微分方法可以求得切线为水平处的

分配量 X为最佳分配量，见图 1。如果资源量少于 X，则显然应将全部资源

分配完，因为收益随着分配而增长。

从这里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收益”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

同的计量方法，例如铁矿石的分配的收益可以是产出的生铁量，电能的分配

的收益可以是由于分配电能而得到的产值，资金的分配的收益可以是利润数

等等，但所有这些收益均必须是纯收益，即扣除支出以后的收益。否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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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投入和产出———分配和收益

于亏损企业，分配量越多亏损越大，尽管毛收益也随着分配而增加。

当有几个部门参加分配时，显然不能用简单的微分方法求得最优解。考

虑只有两个部门参加分配的情况。我们先定义收益 g 对于分配 x的导数
dg
dx
，

称为边际收益率，或边际产出率。对于这两个部门各有其收益函数 g1（x1）及

g2（x2）。对应于任何一个分配方案，两个部门各有其边际收益率
dg1

dx1

及
dg2

dx2

，见

图 2。如果这两个边际产出率不相等，这个分配方案必有改善的可能。设想对

边际收益率较大的第一部门增加微量分配 dx，同时对边际收益率较小的第二

部门减少分配 dx，则在总分配额 x1 + x2 = X不变的条件下，两部门的总收益

可以获得增量
dg1

dx1

dx -
dg2

dx2

dx =
dg1

dx1

-
dg2

dx( )
2

dx。可见当
dg1

dx1

≠
dg2

dx2

时，分配方案可

以继续改进，因此不是最优分配方案。仅当两部门具有同样的边际收益率时，

分配方案才可能是最优的。

当有多于两个部门参加分配时，上面的结论同样成立。因为如果有一个

最优分配方案，则任意两个部门之间均应具有同样的边际收益率。否则仅对

这两个部门的分配加以调整就可以改善总收益量。任意两部门都有相同的边

际收益率，只有当所有各部门的边际收益率相同时才有可能。因此，边际收

益率相等是最优分配方案的必要条件。

现在考虑收益函数是凹函数时，通过逐步的微量调整以改善分配方案，

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图 1、图 2 中所绘的均系凹收益函数的情况，即对于同

样的分配量 dx，当分配数量 x增多时，如由 x = a 增加到 x = b，a < b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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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边际产出率

增量
dg
dx x = a

>
dg
dx x = b
，在改善分配效果时，是将

dg
dx
较大的部门增加分配量，x

增加以后该部门的
dg
dx
必减小；而

dg
dx
较小的部门减少分配量后，

dg
dx
增大，这是

凹函数的条件，改善分配的根据是
dg1

dx1

≠
dg2

dx2

，经过调整改善之后各部门的
dg
dx

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因此逐步调整的结果，最终将使所有部门的边际收益

率均收敛于同一数值 λ。即
dgi

dxi

= λ（i = 1，2，⋯，N），N为参加分配的部门数。

如果我们将总资源量 X分成若干小份 dx，然后一份一份选择效果最佳的

部门逐步分配下去，这就是一个择优分配的过程。此时最先得到分配的部门

必是在原点附近收益函数最陡的部门。以后的分配必定是使
dg
dx
最大的部门优

先照顾，但因 dx是微增量，因此结果一定是每一个分配方案都使各部门具有

同样的边际收益率。X从零开始一直到全部分配完毕，历经了无数的分配方

案，每个方案都有
dgi

dxi

= λ 的特点，而且它们都是最优分配方案，因此，等边

际产出率同时又是最优分配方案的充分条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凹的收

益函数，各分配部门具有相等的边际产出率，是最优分配的充分必要条件。

此时我们还假定了收益曲线是通过原点的，即分配为零时收益亦为零。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很容易得到求各部门最优分配量的方法：任意确定

一个切线的斜率即
dg
dx
，对各部门的收益函数作平行切线，各切点所对应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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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xi 即为第 i部门应该分得的资源量。如果xi ≠ X，可以改变
dg
dx
的值，

当切线斜度变陡，由于函数的凹性，各个 xi 均变小，反之 λ 变小时各个 xi 均

变大。最后总可试凑使xi = X。这个试凑过程在电子计算机上很容易实

现。另一个求得最优分配方案的方法是：由任意一个满足xi = X的可行方

案出发，不断优化这个方案，即减少
dg
dx
小的部门的分配量，改配给

dg
dx
大的部

门。最后各部门的
dg
dx
均相等时即为最优分配方案。

如果收益函数是凸的，逐步改善分配的结果不会收敛于等边际收益率。

因为对于凸函数，
dg
dx
大的部门增加分配以后，

dg
dx
变得更大，而小的变得更小。

结果全部资源都将分配给一个部门。而且分配的结果与最初方案的选定有关，

因为全部资源最终都将分配给最初方案中
dg
dx
最大的那个部门，而不同的初始

分配方案下，各部门相对的
dg
dx
的大小次序不同。然而凸函数求极小值时，完

全可以应用方才讨论的凹函数求极大值的理论。在经济问题中成本函数对于

生产的各种要素（投入的资本、劳力、应用的物料、生产进度安排等）往往

具有凸特性。使成本极小化就可应用成本对生产要素分配量的边际变化率相

等的最优化条件，来确定生产要素的最佳分配。

二、择优分配的对偶原理

在各个部门的收益函数已经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一定数量的资源量 x对

应着一定的边际收益率 λ，并且对应着一定的总收益gi（x
i
）= G。当 x变

化时，λ和 G也跟着变化。如果我们分别用 X、Λ、G表示资源量、统一边际

收益率和总收益量的实数集合，则三个集合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

如图 3。X到 Λ的映射由 φ表示，Λ 到 G的映射由  表示。一一对应的关系
由收益函数的凹性所决定。举例说，如果资源量为 100 单位，对几个部门分

配得到彼此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为 0. 3，此时总收益量为 70 个单位，如果资源

增为 101 单位，由于函数的凹性，边际收益率必将减少，设减少为 0. 29，总

收益量将因投入的资源总量有所增加而增加，设增加为 71。这个例子说明了

X中的任一个数都与 Λ 及 G中唯一的某一个数相对应，反之 Λ（或 G）中的

任一个数也与 X和 G（或 X和 Λ）中唯一的数相对应。
这三个集合之间的对应关系，启示了择优分配的对偶原理，即某一个资

源总量通过求出的统一边际收益率对应着一个最大的收益总量，同时某一收



第 3 期 茅于轼：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及其应用 763

图 3 X、Λ、G集合间的关系

益总量通过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对应着一个最小的资源总量。同一个资源总量

由于分配方案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收益总量，但最大的收益总量只有一个，

即对应在 G集合中的数，那是通过统一边际收益率求出的；同样，为达到一

定的收益总量，可以耗用不同数量的资源，但最少的资源量只有一个，即对

应在 X集合中的数，那也是通过统一边际收益率求出的。

为什么 X对应着 G集合所需的最少资源需要量呢？这可用上面所举的例

子来加以证明。为了获得 71 个单位的总收益，最少的资源需要量不可能大于

101 个单位，因为从 φ和 的对应我们确实只用了 101 个总资源获得了 71 个

总收益。同时最少的资源需要量又不可能小于 101 个单位，因为如果只用了

少于 101 个资源也能获得 71 个收益，那就违背了上升段凹函数的定义，即仅

当 x增加时方始有 λ的减小，在上升段 λ =
dg
d( )x
无论如何减小还是大于零的，

即 g的变化方向与 x相同，它随 x的增加而增加，随 x的减小而减小，现在 x

既然从 101 减小，g也必然从 71 减小。可见最少的资源需用量既不可能大于

101 也不可能小于 101，于是 101 就是为得到 71 个总收益所必需的资源量。因

此证明了 x集合中的每一个数对应着 G集合中每一个数所需的最少资源量。

但这个结论仅当资源分配量对应着收益函数上升段的情况是对的，如分配量

超过了图 1 中的 X，收益函数转入下降段，结论就不再适用。但实际经济工

作中发生的问题中的收益函数都处于上升段。

三、统一边际收益率的含义

对于一定的资源量，对于一定的收益量，都有唯一的统一边际收益率与

其对应。边际收益率的单位在能源分配问题中可能是每吨标准煤的工业产值；

在铁矿石的分配问题中可能是每吨矿石产出的生铁量；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中

就是资金利润率，此时 λ的含义是边际资本产出率，当它以年率的形式表示
时，其倒数就是投资还本期。

由于 X、Λ、G三个集合的对应关系，一定的边际资本产出率和一定的资

本总额互相对应着。当资本充裕时对应的边际资本产出率较低，也就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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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期可以放宽。在市场调节的情况下，资本供应充足将使银行利率降低。

因此银行利率实际上和边际资本产出率相联系。一个企业如果从银行贷款从

事经营，则贷款利率不得高于企业的资本产出率，否则不但本金永远无法偿

还，连利息也付不起。

基本建设投资的最优分配，就应该用边际资本产出率或投资还本期来衡

量。对应于一定的资金总额有一定的投资还本期，基建项目中投资还本期超

过这个统一投资还本期的都属缓建项目。短于统一还本期的都属应建项目。

按照这样一个极简单的原则分配投资，必定得出投资的最优分配方案。当然

这只是从经济效果来衡量。重大投资项目的决定还要考虑政治、军事等其他

因素。

上面所说的统一的投资还本期应按照资金多寡的情况每年调整。资金紧

张时统一投资还本期短，即仅对获利最丰的项目投资。资金充裕时还可对获

利次佳的部门投资。

正因为边际资本产出率对应着资金总额，所以一个国家从国外取得贷款

的数量应与贷款的利息相关。利息率越高贷款额越少。这两者的数量应通过

专门研究客观地确定，并作为国际间金融往来的重要参考资料。显然，贷款

额不仅与利率有关，而且与参加分配的部门数 N有关。N越大，即兴建的项

目越多，在同样利率条件下贷款额可以增大，同时收益总量 G也增大。开发

生产门路、发展经济优势，就是增加 N的具体措施。

收益总量对应着资源总量。在资金分配的情况下，总的利润额决定了应

该准备的资金总额。如果资金不足此数，就不可能达到总的利润额；如果资

金超过此数，利润虽能保证，但降低了资金利润率，保证不了投资效果。根

据预定的目标估计需要的资源最低数量，是经济计划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统一边际收益率 λ 又标志着资源的匮缺程度。λ 越大说明这种资源短缺
得越严重，因为 λ大意味着投入资源可以得到的收益很多，或者意味着由于
缺少资源损失的收益很多。如果用每吨煤影响多少产值来表示煤炭的短缺程

度，这个数字应该是选择分配最后得到的统一边际收益率。如果煤矿附近发

生着大量浪费，而在远离煤矿的工业区又严重地短缺，这两处的边际收益率

相差很大，没有做到择优分配，就不存在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也就无从衡量

煤的短缺程度。只有进行了择优分配，将浪费的煤改配给缺煤地区，才能最

后估计出增加煤的产量是否还能增加产值，以及每吨煤能增加的产值是多少。

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可用来衡量稀缺物资的经济价值。对于不受资源限制

的产品，只要投入资本和劳力就可制造出来，但诸如石油，某些有色金属、

热带作物等，由于受到资源及其他限制，它们的生产带有垄断性质。因此当

对它们的需求量超过资源条件所能提供的数量时，它们的价格往往超过一般

条件下确定的数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就是广义的级差地租发生的原

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正确度量这类稀缺物资的价值，并据此在技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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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比较中作出判断，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必须借助于这类物资对各有关部门

分配最终得到的统一边际收益率来计算。这个边际收益率就是该项物资的影

子价格，以后我们将讨论它的数学定义和含义。

社会主义企业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在同样经营管理水平及同样努力程度

下，产品成本有颇大的区别，这种苦乐不均的现象必须用征收资源税的方法

来纠正。一般地说，统一边际收益率可用以确定在正确制定可比成本时所要

考虑的资源税的税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技术经济比较中对稀缺物

资（如石油制品）的价值强调用生产成本来计算是不对的，应该用成本加上

利润和资源税，或者直接按择优分配最终达到的统一边际收益率再加适当调

整来计算。

边际收益率是两个微增量的比，用它来说明资源稀缺程度时，必须注意

随着资源供应的增加，边际收益率将逐渐降低。说明能源匮缺就不能用每亿

吨能源增产若干亿元，因为这样表示远远不是微增量之比。

四、经济活动中收益函数的凹性

择优分配结果得到统一边际收益率，仅当收益函数为凹函数时才有这个

结论。事实上经济活动中的收益函数是否具有凹性？其原因是什么？有无例

外情况？这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

首先，我们相信，在一般情况下收益函数具有凹性，即收益的增长比投

入的增长慢。其根本的原因是收益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其中的任一个因素

受到某种限制不能跟着变化时，投资资源的效果将受它的限制，收益就逐渐

减小。农作物的收成可随施肥量而增加，但当土地面积一定时，收成因受土

地的限制而不可能与施肥量成正比增加。工厂的产量与能源供应量有关，但

由于受工厂设备、劳力、空间等的限制，产量也不可能与能源供应量成正比

地增加。空间、时间、人力、资源等的限制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最终都会

在经济活动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

其次，经济关系中的逐级分配现象也使收益函数出现凹性。如果 x1、x2、

x3 分别表示农、轻、重的投资分配，则对农业来说，x1 又可分配于粮食、林

业、科研、教育等。g1（x1）所表示的农业投资的收益将是由上述各属于农业

的各部门的收益所构成。于是将 x2 再对粮食、林业、科研等农业内的各部门

进行择优分配，先分配给收益最显著的部门，其次分配给收益稍次的部门。

可见 x1 增大时，由于最后分配的部门必是收益最差的部门，故 g1（x1）的增加

在 x1 越大时就越小，说明了 g1（x1）必然是凹的。不仅农业内部有逐级分配，

工业、交通业亦均如此。甚至小到一个具体产品也有投资的逐级分配问题，

例如花费一笔投资用于提高电视机某一零件的可靠性，这笔投资一定首先用

于可靠性最敏感的某道工序。投资数很大时开始照顾到提高可靠性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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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序。这个例子说明了逐级分配现象带有普遍性。每一级的择优分配都促

使上一级的收益函数呈凹性。

但是收益函数的凹性却不是没有例外的。例如由于协作的关系两个人完

成的工作量大于一个人工作量的两倍。规模很大时，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

产出量的增加亦可能大于投入量的增加。由于经营管理方法的改进（例如采

用了择优分配的方法等），或者由于工艺技术的改进，甚至可以在投入量不变

的条件下增加收益。这些都会导致收益函数呈凸性。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总

过程来看，改进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始终是最活跃的因素，但是在某一个特

定时期生产方式相对地比较定型的时候，收益函数就表现出凹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企业和个人追逐利润，并由于市场调节的作用，

分配过程会不断地优化改进。在资金分配的情况下，表现为资金利润率趋于

统一的自发过程。这种现象说明了资金分配的收益函数确实是凹的，因为对

于凸的收益函数，分配优化的结果不会收敛于统一边际收益率，这在前面已

经证明过了。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缺乏统一的计划调度，它的优化过程是

在利益互相对立的条件下进行的。技术垄断和情报保密妨碍了最优条件的达

到，实际的分配结果是在最优分配方案的周围振荡。由于实力巨大的垄断组

织的出现，或者单纯由于不利条件的随机组合，这种振荡的振幅有时可能是

很大的，因此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从理论

上讲我们可以不必依赖于市场和竞争的作用，只要通过计划的最优化就可实

现最佳的经济效果。但事实上由于原始资料不可能十分详尽周全，数据的传

递不可能毫无延误，最优化问题的数学计划也远未臻完善，我们还不得不依

靠市场调节的反馈作用来补充计划的不足。计划最优化的工作做得越差，我

们将越多地依赖于市场调节，计划最优化做得越是详尽严密，市场调节的作

用越小。最优化的计划调节在整个经济调节中所占的比例越高，说明经济活

动中的随机现象越少。如果可以用熵来度量经济活动中的随机化程度，那么

不断完善和加强计划调节的作用，使经济活动目标更明确，配合更协调，效

果更完美，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减熵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

是组织最优化作用逐渐加强的过程。相反，如果既不依靠计划的最优化，又

不利用市场调节的反馈机制，经济工作必然发生严重的混乱，其后果将是灾

难性的。回顾世界经济日益商品化依赖的历史，许多重大的经济危机就是由

于上述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尽管发生这两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经济

本身的，也可能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重大动荡。

五、择优分配原理和 Lagrange乘数法

前面讨论的资源分配问题和可靠性分配问题等，都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

值的问题。这类问题普遍地可以用 Lagrange 乘数法求得解决。但前文我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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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靠 Lagrange乘数法，同样求得了解决方法，而且这种方法的经济意义十

分明显。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证明，用择优分配原理可以导得 Lagrange 乘数

法的一般结果。

在资源分配中 Lagrange乘数法的提法是：

求能使目标函数：G（x1，x2，⋯，xn） = 
N

i = 1

gi（xi）取极大值的各个 xi（i = 1，

2，⋯，N），同时满足约束条件
N

i = 1

xi = X，用 Lagrange乘数法求解，作函数 L（x1，

x2，⋯，xN） = 
N

i = 1

gi（xi）+ λ（X - 
N

i = 1

xi），令 L函数取极值，其必要条件是
L
xi

=

0，即
gi

xi

= λ（i = 1，2，⋯，N）。

前面我们对择优分配作经济意义讨论的时候，中心的思想是：资源在各

部门间互相作微量调整时（但这种调整不能破坏规定的约束条件，即
N

i = 1

xi =

X），目标函数可以不断地改善。但在最优分配时此种调整已不能使目标函数

得到改善。这是最优分配所应满足的必要条件。但资源分配量的微量调整的

方向可正可负，即既可能从甲部门给乙部门 dx，也可以从乙部门给甲部门

dx。两种调整方法都不能使目标函数增大，故这两种调整的结果只能是使目

标函数的改变为零。换言之，从甲部门减少 dx的分配量如果使目标函数改变

- dG，则对乙部门增加 dx的分配量必定使目标函数改变 + dG，二者相加为

零，也就是目标函数的边际收益率大小相等且符号相反。这个条件对任意两

个分配部门均应成立。当约束条件不是简单的xi = X时，上述推论依旧成

立，所不同的只是某一 xi 减少 dx时，另一 xk 不是增加 dx，而是要根据约束

条件的具体要求增加。

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得到极其重要的择优分配的结果：边际收益率相等

为最优化的必要条件。具体表述如下：一个约束条件下求最优化的问题，可

以视为对各个变量的分配问题。在达到最优分配时，任意两个变量在遵循约

束条件的情况下作相应的微量调整时，对目标函数的边际收益率应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下面我们用这个最优化条件来证明 Lagrange乘数法。

目标函数 G（x1，x2，⋯，xN）取极大， （1）

约束条件 R（x1，x2，⋯，xN） = 0. （2）

令任一个 xj 改变 dxj 另一个 xk 改变 dxk，其余的 xi 均不变，约束函数 R

的改变量在忽略 dx高阶项时可表示为：

R
xj

dxj + R
xk

dxk =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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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式必须等于零，否则约束条件被破坏。

从（3）式得

dxj = -

R
xk

R
xj

dxk， （4）

（4）式说明，为了遵循约束条件，xk 改变 dxk 时 xj 应该变多少。

xj、xk 作上述调整时，它们对于目标函数的边际收益率为
G
xj

dxj 及

G
xk

dxk，二者大小相等，符号相反，故

G
xj

dxj = - G
xk

dxk， （5）

将（4）式代入，得

G
xj

R
xj

=

G
xk

R
xk

= λ. （6）

xj、xk 为任意选取的，故有

G
xi

= λ R
xi

，（i = 1，2，⋯，N）， （7）

也可写为


xi

（G - λR） = 0，（i = 1，2，⋯，N）. （8）

（8）式即为 Lagrange条件。它共有 N个，加上约束条件（2），共可解出

N个 xi 及 λ。但解得的结果为最优分配的必要条件，仅当目标函数为凹时同
时又为充分条件。或者目标函数要求为极小，同时它又是凸函数时（8）式也

是充分条件。

（6）式又可写成

G
R

= λ. （9）

此式明确地表明了乘数 λ 的意义。它表明约束条件微量变化时，目标
函数的增量与约束条件增量的比，或者目标函数的值依赖于约束条件的程

度，故称之为敏度系数。在经济问题中 λ 有其经济含义。如 R表明某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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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限制条件，G表示经济收益时，则 λ 表示该种资源的影子价格，即每
增加一个单位的 R能增加多少收益。已如前述，垄断性资源的价格不取决

于成本加平均利润，而是与因使用此种资源获得之收益，即与影子价格

有关。

在更一般的约束极值问题中，约束条件不止一个，而有 N个，即

Ri（x1，x2，⋯，xN） = 0， （10）

i = 1，2，⋯，M， 且 M < N.

对每一个约束条件，均作同上的推导，用矩阵表示可得：

G
R

=

G
R1

G
R2




G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

λ1

λ2




λ

















M

= λ， （11）

令
G
x

=

R1

x1

R2

x1

⋯
RM

x1

R1

x2

⋯ ⋯
RM

x2

   
R1

xN

⋯ ⋯
RM

x





















N

， （12）

（11）式右乘（12）式，得：

R
x

G
R

= R
x

λ， （13）

即

G
R1

·
R1

x1

+ G
R2

·
R2

x1

+ ⋯ + G
RM

·
RM

x1

= λ1

R1

x1

+ λ2

R2

x1

+ ⋯ + λM

RM

x1

G
R1

·
R1

xN

+ G
R2

·
R2

xN

+ ⋯ + G
RM

·
RM

xN

= λ1

R1

xN

+ λ2

R2

xN

+ ⋯ + λM

RM

x

⋯⋯⋯⋯⋯⋯⋯⋯⋯⋯⋯⋯⋯⋯⋯⋯

















N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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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G
x1

+ G
x1

+ ⋯ + G
x1

= λ1

R1

x1

+ λ2

R2

x1

+ ⋯ + λM

RM

x1

G
xN

+ G
xN

+ ⋯ + G
xN

= λ1

R1

xN

+ λ2

R2

xN

+ ⋯ + λM

RM

x

⋯⋯⋯⋯⋯⋯⋯⋯⋯⋯⋯⋯⋯⋯⋯⋯⋯⋯⋯⋯⋯⋯⋯













N

， （15）

即

M G
x1

= λ1

R1

x1

+ λ2

R2

x1

+ ⋯ + λM

RM

x1

M G
xN

= λ1

R1

xN

+ λ2

R2

xN

+ ⋯ + λM

RM

x

⋯⋯⋯⋯⋯⋯⋯⋯⋯⋯⋯⋯⋯⋯⋯⋯













N

， （16）

G
x

=

R1

x1

R2

x1

⋯
RM

x1

R1

x2

⋯ ⋯ ⋯

   
R1

xN

R2

xN

⋯
RM

x





















N

λ'
1

λ'
2



λ'

















M

， （17）

此处 λ'
i

=
1
M
λi.

再写成代数式：

G
xi

= 
M

j = 1
λ'

j

Rj

xj

，（i = 1，2，⋯，N）. （18）

（18）式即为多个约束条件的 Lagrange最优化条件。至此我们完成了全部

证明。上面的讨论说明，用择优分配原理可以证明 Lagrange 乘数法；反之，

用 Lagrange乘数法也可证明择优分配所得到的结果。但择优分配原理对最优

解必须满足的条件作出了经济意义上的解释，那就是目标函数对于各个变量

必须有相同的边际收益率，同时变量的变化不得违背约束条件的限制。

边际收益率相等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没有约束条件时，λ = 0，此时

我们可以假想存在着一个不起作用的约束条件，或者说目标函数对于约束条

件的敏度系数为零。在 λ = 0 时最优解的必要条件转化为
G
x

= 0，这就是普通

微分方法求极值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

回顾图 3，X集合就是约束条件中一个系数的变化所组成的，它与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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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 G集合之间通过敏度系数 Λ集合存在着对应关系。图 3 所讨论的是约束

条件中的常数项变化而形成了 X集合，事实上约束条件中任一系数变化都会

有一个集合，而且都会通过与 Λ的对应关系而最终与目标函数 G集合有对应

关系。Λ即为边际收益率。可见边际收益率对应着确定的目标函数值，不论
约束条件是如何规定的。

六、择优分配原理在连续分配问题中的应用

前面讨论的分配问题，分配的部门是数得清的几个。当分配的部门无穷

增多，每个部门的分配量趋近于零时，就成为连续分配问题。择优分配原理

也可以应用于连续分配问题，而且可以得到更普遍的结果。连续分配问题的

解在工程技术中有很广泛的应用。下面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

1. 火车或汽车省功运行的速度分配规律。

已知火车运行的阻力为速度的凸单调递增函数。给定火车从甲站行驶到

乙站的时间为 T，问火车司机应如何控制速度，使行驶中克服阻力所做的功为

极小。

现在的目标函数是 min∫
S

0

R（v）ds，约束条件是 ∫
S

0

ds
v

= T。

式中 S为两站间的距离。欲求速度与距离的关系 V= V（s）。

图 4 火车阻力和速度的关系

现将 S等分为 N小段，每段长均为 ΔS。于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 T分给

这 N个小段。每段分给的时间为 ΔTi，则
N

i = 1
ΔTi = T。每段的速度 Vi = ΔS

ΔTi

，

分定了 ΔTi，就对应一定的 Vi。从图 4 知道，由于各段的距离均同为 ΔS，故

每一段中 R与 ΔTi 的关系完全是同一条曲线。相对于图 2 现有 I、II、⋯⋯许

多条线，但这些线都重合为一条线。凸函数极小化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凹函

数极大化的原理。在最优分配时边际收益率均相同，即平行切线的切点的横

坐标对应最优分配量。现所有的 g（x）线均重合，平行切线的切点为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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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说明各个小段应用同一个速度运行，即分配同样的 ΔTi = ΔT。以上的讨

论当 N→� 时同样成立，此时即转变为连续的分配问题。

2. 使成本为最低的生产进度安排

与上例相似的一个问题是：已知生产成本为生产速度的凸函数。现要求

在一定的时间 T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量 N，问应如何安排生产进度，可使总

的产品成本为极小。

本问题与上例是完全对应的。也是将时间 T分配给 N件产品。每件产品

的成本与生产进度的关系就是类似于图 4 的凸函数曲线，而总成本为每件产

品的成本之和。根据上例的分析我们得知，成本最低的进度安排是均匀生产，

任何突击和会战都会使成本增加。无论成本与生产速度之间函数关系的具体

形状如何，只要是凸函数，上述的结论总是成立的。当然，这里假定了其他

一切生产条件均不变。

严格地说，本问题与上例是有区别的。上例中阻力只是速度的函数，与

加速度无关。而生产成本则与生产的加速度有关，即重新调整生产进度时将

发生额外的费用。因此上例完全用静态的分配模型求解是可以的，而本例则

理应建立一个包括生产调整费用的模型。但本例所得的结论显然是正确的，

因为均匀生产不需用任何调整所发生的费用。

3. 锅炉中燃烧率的最优分配问题

众所周知，锅炉的吸收热量是燃烧率（以每单位时间单位炉篦面积上燃

掉燃料的重量计量）的凹函数。在整个炉篦面积上由于各点通风分布的不同，

离开传热面的距离不同，而且产生的燃气的路径也不同，所以同样燃烧一定

量的煤，在不同的位置燃烧，锅炉吸收的热量是不同的，换言之，锅炉所能

吸收的热量 G是燃烧率 u及炉篦坐标位置（x，y）的函数：

g = g（u，x，y），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定数量的总燃烧量 U

U = u（x，y）dxdy （19）

的约束条件下，求能使锅炉吸收的总热量 G

G = g（u，x，y）dxdy （20）

为极大的燃烧率的分布函数 U = u（x，y）。

本例所讨论的问题与前面讨论的最优分配问题有一基本的不同点。前面

讨论的问题中收益函数 g 仅为分配量的函数，而本问题中收益函数 g 不仅为

分配量 u的函数，而且是 u所在位置的坐标（x，y）的函数，因此 g 函数已不

能用如图 1 中的平面曲线来表示，而是一个三维空间中的一个曲面。



第 3 期 茅于轼：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及其应用 773

图 5 燃烧率的最优分布

这类问题可以用具有等周条件的变分问题的模型来解决，而且结果是解

一个退化为一般代数方程的微分方程。但我们基于择优分配原理的讨论可知，

最优解必须满足边际产出率相等的条件。现在的边际产出率是
g（u，x，y）

u
，故

最优解必须满足的条件是

g（u，x，y）
u

= λ. （21）

λ的值要根据约束条件（19）式来确定。u值越大，对应的 λ越小。U即

相当于前面讨论的总资源量的限制。

（21）式有它的经济含义。它说明在实现最优分配时，在炉篦的任一块小

面积 dxdy上投入少许煤量 du都能使锅炉吸收的热量增加同样的数量 λ。因此

如果有某一小块
g
u
稍大一些的话，就应将该坐标处投的煤 du 改投到该处。如

此不断调整，由于 g（u，x，y）函数的凹性，最后必须使得各处的燃烧率的边际

产出率相等。现 g（u，x，y）函数是已知的，故（21）式就是问题的解。这种形

式的解要求资源 u的分布是一个随坐标变化的函数，这与前面讨论的结果不

同。进一步推广使择优分配原理的应用有更多方面的可能。

在连续分配问题中应用择优分配的概念，主要用于解决工程技术方面的

问题。

七、动态问题中择优分配原理的应用

动态问题和静态问题的根本区别在于：动态问题的最优方案不但要考虑

到决策所得的收益，而且与规定的始终点的条件有关，当始终点的条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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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优方案跟着改变。一个动态问题往往可以在空间上或实践上分成若干

阶段。每一小段采取不同的策略，不但影响到该小段中的收益，而且影响该

小段终点的状态，而且因此又影响到下一小段的方案的选取。以国民经济规

划为例，始点条件是规划开始时的经济参数，如固定资产数、人口等；规划

的目的可能是五年计划内人民消费总额为极大；同时要求期末的固定资产、

人口等达到某一预定目标。要解出最优的积累比例、人口的增长率等。显然，

如果期末要求达到的固定资产越多，则规划期内人民消费总额将减少，但这

对下一个规划期生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因此积累率的选取不但要满足目标

函数极大，还应保证期末的经济参数。这一类经济规划问题往往还有一系列

约束条件，如资源的限制、部门间经济联系的限制等。经济规划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将讨论动态问题中最简单的情况，即最速降线，或称

捷降线的问题。这是古典变分法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它要求解出从始点

P0（x0，y0）到终点 P N（xN，yN）的一条曲线的方程，使质点沿该曲线依靠重力从

始点滑行至终点所花的时间为最少，忽略摩擦阻力。

连接 P0 P N 的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线，可是质点沿直线运行时间未必最

短，因为质点未能在开始时获得较大的加速度。如果开始时先垂直向下，加

速度虽然最大，行经的距离却加长。因此所求的线可能是介乎上述两种情况

之间的某一条曲线。捷降线的原理在铁路编组站驼峰纵断面的设计中有所应

用，但要增加一个相邻车辆车钩夹角的限制条件。

图 6 捷降线问题

从图 6 中设 y = y（x）为所求的捷降线，曲线经过 P i 及 P i + 1两点。根据物

理学定理，质点到达 P1 点时的速度为 2gy槡 i，yi 为 P1 点的纵坐标。按照积分

学的原理，质点从 P0 到 P N 所花的时间 G为：

G = ∫
xN

x0

1 + y'槡 2

2槡 gy
dx，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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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写成和式

G = lim
Δxi→0


N- 1

i = 0

1 + y' 2槡 i

2g
i

j = 0
Δy槡 j

Δxi， （23）

更一般地考虑被积函数为一个一般的函数 g（y，y'），则

G = lim
Δxi→0


N- 1

i = 0

g y0 + 
i

j = 0
Δyj，y

'( )
i
Δxi （24）

从择优分配的概念来考虑捷降线问题，我们很自然地将 yN - y0 视为持有的资

源量，因为 yN - y0 = ΔY为全部落差，质点的速度是依靠落差而获得的。现在

的问题是如何将落差 ΔY分配给各个小段，使收益函数 G取极值。一旦对于各

个小段 Δxi 分得的落差 Δyi 被确定，整个曲线 y = y（x）就得到了。由于总的落

差是有限的，于是在 G取得极值的同时，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
N- 1

i = 0
Δyi = yN - y0 = ΔY， （25）

同时 Δyi 又与 y'
i 存在着关系：

Δyi = y'
i
·Δxi，（i = 0、1、⋯、N - 1）. （26）

（26）式也是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

（24）、（25）、（26）式已构成了从择优分配概念描述的捷降线的变分问

题。但捷降线问题还不是变分问题的普遍的提法，因为（23）或（24）式的

被积函数或 g函数中未出现 x，即收益与分配部门所在的坐标位置 x无关。在

更一般的变分问题中被积函数或收益函数同时与 x，y，y'有关。即应取极值

的目标函数 G为

G = ∫
xN

x0

g（x，y，y'）dx， （27）

边界条件为

当
x = x0，y = y0

x = xN，y = y }
N

， （28）

x0，y0，xN，yN 均为给定的数。

现在可以将变分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分配与收益的意义来理解，并用择

优分配的原理来解决。g（x，y，y'）dx为位于 x的无穷多个待分配部门之一的收

益函数。y为累计投入的资源量，在问题中新投入的总资源量限制为 yN - y0，

待分配的部门的坐标位置在 x0 至 xN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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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标函数写成和式

G = lim
Δxi→0


N- 1

i = 0

g x0 + 
i

j = 0
Δxj，y0 + 

i

j = 0
Δyj，y

'( )
i
Δxi . （29）

约束条件（25）、（26）式依旧成立。

于是我们将无约束的变分问题转化为具有约束条件的广义的资源分配

问题。

设按问题的物理意义或经济意义，在所讨论的 x和 y的变化范围内这个

和式是收敛的。现应用 Lagrange乘数法，构成新函数 H：

H = lim
Δxi→

[
0

N- 1

i = 0

g x0 + 
i

j = 0
Δxj，y0 + 

i

j = 0
Δyj，y

'( )
i
Δxi + 

N- 1

i = 0
λi（Δyi - y'

i Δxi）

+ Δ 
N- 1

i = 0
Δyi - Δ( ) ]y . （30）

此处的每一个 λi 均不同，它们随着 i或者说随着 x而变，是 x的函数。

为使 H取得极值，可以变化各个 Δyi 来实现，也可以变化 y'
i 来实现，尽

管由于（26）式的联系，二者实质是相同的，但在数学上确有不同的形式。

我们将先后从这两方面来加以讨论。假定 g（x，y，y'）对于 y及 y'的偏导数存

在，且（30）式为一致收敛。现在首先令变化 yi 使 H达到极值，则有：

H

y'
i

= lim
Δxi→0

gy' x0 + 
i

0
Δxj，y0 + 

i

0
Δyj，y

'( )
i
Δxi - λiΔx[ ]i = 0，

或

lim
Δxi→0

gy' x0 + 
i

0
Δxj，y0 + 

i

0
Δyj，y

'( )
i

- λi = 0，（i = 0，1，2，⋯，N - 1），

（31）

（31）式对于任何一个中间点 xi 处均成立，因此可写为：

gy'（x，y，y'） = λ， （32）

此处 λ为 x的函数。

其次再来变化 Δyi，使 H取极值，则有：

H
Δyk

= lim
Δxi→0


N- 1

i = k

gk x0 + 
i

j = 0
Δxj，y0 + 

i

j = 0
Δyj，y

'( )
i
Δxi + λk + Λ = 0，

（k = 0，1，2，⋯，N - 1）. （33）

因为 H中对 g求和时足标等于及大于 k的项内均包含有 Δyk。（33）共有

N个等式。取极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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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

xk

gy（x，y，y'）dx + λk + Λ = 0， （34）

假设被积函数 gy 的原函数为 R（x，y，y'），则（34）式可写成：

R（xN，yN，y
'
N
）- R（xk，yk，y

'
k
）+ λk + Λ = 0. （35）

（35）式中第一项为常数，第二项、第三项对于（x0 < xk < xN）中的任一点

xk 均成立。将（35）式对 x求导，注意到 Λ为常数，得：

- gy（x，y，y'）+
dλ
dx

= 0， （36）

将（32）式对 x求导：

d
dx

gy'（x，y，y'） =
dλ
dx
， （37）

将（36）式代入（37）式即得欧拉方程

gy -
d
dx

gy' = 0. （38）

至此，我们按择优分配的概念同样得出了欧拉方程。择优分配原理不但

可用于解决静态问题，亦可用于解决动态问题。资源的限制可以从广义来理

解，等周条件、边界条件等都可以转化作资源限制来处理，于是这个原理就

可灵活地应用到许多提法不同的问题。择优分配对不同的最优化问题可以作

出共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它是最优化方法的一个普遍基础，所以称它为择优

分配量最优化原理。

（32）式表明了收益函数 y'的边际收益率 gy'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 x

的函数 λ。
上面的推导过程也提示了求欧拉方程数值解的一个方法。 （34）式可

写为：

∫
xN

x0

gy（x，y，y'）dx - ∫
xk

x0

gy（x，y，y'）dx + λk + Λ = 0， （39）

于是

λk = ∫
xk

x0

gy（x，y，y'）dx - ∫
xN

x0

gy（x，y，y'）dx - Λ， （40）

但∫
xk

x0

gy（x，y，y'）dx为常数，可与 Λ合并，令

∫
xk

x0

gy（x，y，y'）dx + Λ = 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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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40）式写成极限求和式，得：

λk = lim
Δxi→0


k

i = 0

gy x0 + 
i

j = 0
Δxj，y0 + 

i

j = 0
Δyj，y

'( )
i
Δxi - Λ'，

k = 0，1，2，⋯，N - 1 （42）

将（42）式与（26）式、（31）式联立，当设定一个 Λ'之后，对于每一个 i

均可求出 Δyi，Δy'
i 及 λk。逐步解到 i = N - 1 时，每一个 Δyi 均可求得。如果

各个 Δyi 能满足（25）式
N- 1

i = 0
Δyi = ΔY，则说明设定的 Λ'是合适的，否则可

另设 Λ'的数值重新逐步求解，直到（25）式满足为止。实际计算时可绘出 Λ'

与
N- 1

i = 0
Δyi 的关系曲线，从曲线上取

N- 1

i = 0
Δyi = ΔY处 Λ'的值，可减少试凑的计

算工作量。对应每一个 Λ'值计算得到的每一条 y = y（x）曲线都是问题的最优

解，所不同的只是终点条件不同。

八、欧拉方程的经济含义

在捷降线的研究中将落差 ΔY视作资源，将落差在横坐标中进行分配，结

果可以得出捷降线的解。一般地，将纵坐标的改变视作资源用择优分配的原

理推导欧拉方程时，正如前面表述的，还要借助于 Lagrange 乘数法。事实上，

根据择优分配的结果———边际收益率相等为最优化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直

接得出欧拉方程。这个边际收益率相等的具体表述，已在第五节中给出。现

在我们将它应用到动态问题的最优解，并以此直接得出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

现讨论最基本的变分问题，它仍由（27）及（28）式所规定。设在图 7

中 P0 及 P N 为给定的两个端点，而 y = y（x）为能使（27）式达到极限的最优

解，P i（xi，yi）为极限曲线上任一点。目标函数（27）式可写成和式：

G = lim
Δx→0

g（x，y，y'）Δx. （43）

任一通过 P0、P N 两点的曲线 y = y（x）上的任一点 P，有坐标 x及 y，并有

该处的 y' =
dy
dx
。将这三个数值代入 g（x，y，y'）Δx可得出构成 G的一个微单元。

但仅在极值曲线 y = y（x）上才能使（43）式的和为极大（小）。

参考图 7，在极值曲线 y = y（x）上任一点 P i 处，设保留该点的坐标（xi，

yi）不动，而令 y'
i 作微量改变。此时在 P i 点处的 G的微单元 g（xi，yi，y

'
i
）Δx将

产生相应的改变。当忽略高阶项时其改变量为：

gy'（xi，yi，y
'
i
）ΔxΔy'

i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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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从边际收益概念推导欧拉方程

这就是由于在 P i 点处曲线的方向作了 Δy'
i 的改变而对目标函数 G的影

响，或者说，这就是由于曲线切线方向改变而得到的边际收入。但由于在 P i

处的方向改变，使得以后曲线的纵坐标跟着发生变化。原来横坐标递增 Δx，

纵坐标改变 Δy，现在 Δy本身将改变 Δ2 y，即 y的二阶差分。故微单元的改

变为：

gy（x，y，y'）ΔxΔ2 y.

从 P 点以后每个微单元都有这样的改变量，故一共使目标函数 G改变了

∫
xN

xi

gy（x，y，y'）dxΔ2 y. （45）

这是由于曲线在 P i 处方向改变而不得不引起的一笔边际损失，因为约束

条件是曲线最后必须通过 P N（xN，yN）。

如果 y = y（x）是极值曲线，则我们可以断言，边际收入必定等于边际损

失。如果二者不等，则通过这样的改变将有净的收益，亦即 y = y（x）还可以

改善，它不是极值曲线。因此有

gy'（xi，yi，y
'
i
）ΔxΔy'

i
+ ∫

xN

xi

gy（x，y，y'）dxΔ2 y = 0. （46）

上述的极值条件在任一点处 xi 均应满足，因此特定的点 P（xi，yi）可换为

曲线上的任意点 P（x，y），又因 Δy' = Δ2 y
Δx
，故有：

gy'（x，y，y'）Δ2 y + ∫
xN

x

gy（x，y，y'）dxΔ2 y = 0. （47）

对 x微分，并注意到 xN 为常数，得

d
dx

gy'（x，y，y'）- gy（x，y，y'） = 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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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欧拉方程。

从上述的推导过程我们可以察知，欧拉方程是有它的经济含义的。它说

明，极值曲线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曲线的任一点稍微改变其方向所得的边际

收益（损失），将恰为以后曲线位置改变所发生的边际损失（收益）所抵消；

曲线无论在哪一点，朝哪个方向移动都不能改善目标函数的值。

参 考 文 献

Bellman，R.，and S. Dreyfus，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 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Pr inciple of Optimal Allo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YUSHI MAO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bstract The problem dealt with in this paper is how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achieve maxi-

mum effectiveness. Starting from a simple problem，to distribute chemical fertilizer on two plots of

land to obtain maximum yield by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on the margin，the method of Lagrange

Multiplier can be deducted. This idea can be extended to dynamic problems. Borrowing the prob-

lem of Brachistochrone，to find a path descending along which a movable particle is to reach a given

point in a vertical plane in the shortest time by the force of gravity，the same idea of resources allo-

cation is applied to dynamic cases，where the height difference is treated as resources. Through fur-

ther generalization，the Eul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in calculus of variation can be derived.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Allocation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optimization and explains the economic

meanings of both the 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 and the Euler equation in calculus of variation.

This Principle has a wide area of applications.

JEL Classification B41，C02，C61



第 6 卷第 3 期
2007 年 4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6，No. 3
April，2007

我国金融机构的存差：历史沿革和含义变化

汪 洋

摘 要 1994 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的存差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国内

学者关注的焦点。针对当前国内学者对金融机构“存差”概念的不同认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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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94 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存款 10845 亿元人民币，新增贷款 7867 亿元，

开始出现了增量意义上的存差 2978 亿元。1995 年我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

53862 亿元，贷款余额为 50538 亿元，出现了存量意义上的存差 3324 亿元人

民币。此后这一规模逐年扩大，与此同时我国金融机构的贷存比也逐年下降，

并引起国内经济学家们的关注。2002 年以来，这一规模迅速扩大，2006 年年

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33. 54 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22. 53 万亿

元，存差规模达到 11. 01 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比重达

到 32%。为什么存差规模不断扩大？它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已经构

成我国学者近年来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孙国峰，2002；胡海鸥、赵慈拉，

2002；张红地，2003；张杰，2003；殷孟波、贺光明，2003；江其务，2003；

伍志文等，2004；李德，2004；孙工声，2005；李斌，2006；张晓慧，2006；

李宏瑾，2006；李扬、彭兴韵，2006；等等）。

在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当中，主要的分析思路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将存

差与我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的运行特点，如通货紧缩、惜贷、资金过剩以及储

蓄大于投资、国际收支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占款增加等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存

差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二是将存差与商业银行的运行特点以及金融制度

安排联系起来，如资金运用多元化、分支机构揽存的制度激励和对贷款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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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束以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等等；三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

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造成了银行体系存差规模的扩大。当然，彼此关

于存差影响因素的分析也不是完全冲突，只不过更强调其中的某一点或几点。

除此之外，在对存差问题的讨论当中，不少学者还从区域金融的角度出发，

探讨本地区金融机构存贷差的变化原因，继而扩展到对全国范围内存贷差变

化的含义，如何田（2004）。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特征非常明显，一是采用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存差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伍志文等，2004；李宏

瑾，2006），二是利用银行会计分录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简表作为文字性论述

的辅助。

笔者以为，我国学者对存差问题的不同理解，基本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忽略存差的机构口径，有的甚至就根本没有涉及金融机构存差的口径问题，

笼统地讨论存差的影响因素；更多的是混淆商业银行视角下的存差和包括商

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体系视角下的存差口径。这种状况在 2006

年以来有所改变，张晓慧（2006）明确指出应该以整个银行体系视角下的存

差分析为主，因为其宏观经济含义更为显著。二是混淆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

视角下的存差问题，其本质是从本地区金融机构存差出现和变化的原因出发，

得出若干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从全国来看不具有实践意义，也不能作为

制定或改变货币政策的依据；但是基于全国视角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从区域金

融的角度看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尤其是对某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

针对上述缺陷，本文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从我国信贷管理体制变

迁的历史视角、金融机构口径差异的视角和区域金融的视角，来探讨我国金

融机构的存差问题，旨在揭示国内学者不同观点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文章最

后还将银行存差与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本文

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则是从历史视角出发，探讨我

国不同历史时期存（贷）差含义的实质；第三部分主要从机构口径的差异出

发，探讨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存差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从区域金融的角度

出发，分析我国若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主管部门将存差扩大和金融机构

对当地经济支持力度下降联系在一起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探讨我国金融

机构存差和银行体系流动性“泛滥”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结论。

二、存差问题的分析视角之一：历史视角

（一）统存统贷信贷管理体制下的存贷差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金融机构就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开放之后，恢

复与成立各类金融机构，打破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垄断局面是这一阶

段最主要的特点。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中央银行，在此之前，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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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又扮演商业银行的角色。在信贷管理体制上，则以中

国人民银行的“统存统贷”信贷管理体制为核心。

1. 统存统贷管理体制下的主要特征：贷差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的种类较少，在资金运

用方仅有黄金外汇占款和各类贷款项目，资金来源方有各类存款和货币发行

项目。

表 1 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来源运用表

黄金外汇占款 货币发行

贷款 各种存款

—工业贷款 —储蓄存款

—商业贷款 —企业存款

—⋯⋯ —财政存款

由于黄金外汇占款项目的年度变化非常小，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年度信贷

计划和货币发行计划过程中，该项目往往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有以下公式

成立，

各项贷款 = 各项存款 + 货币发行， （1）

如果从增量的角度看，有以下公式成立，

新增各项贷款 = 新增各项存款 + 新增货币发行量. （2）

因此，从（2）式分析，必然有贷差出现，而不是出现存差；否则“货币

发行”项目余额将下降，其经济含义是当年没有货币净发行，而是货币净回

笼，这表明经济处于紧缩或萧条状态。所以说，从全国来看，贷差是一种必

然现象。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扮演的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角色，因此

（2）式反映的是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关系。

2. 存差是否有可能出现？

如果说贷差是我国信贷计划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那么是否意味着存差

就不会出现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特定时间段来分析，尤其是每年春节过后，

全国货币净回笼基本上是一个周期性的特征，这就构成了我国金融机构在特

定时期的存差出现。然而，这并不表明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货币发行”项

目一直处于净回笼的状态，这可以从我国“货币发行”项目不断上升的事实

当中得到证实。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因为“货币发行”所形成的流通中现金

是不断增加的，所以在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下通常只会出现贷差。即使 1998 年

之后我国中央银行完全取消信贷计划管理制度，从全国范围来看，春节之后

的几个月内现金净回笼仍然是一种常态，但此时（增量意义上的）存差仅仅

是年度内的一种周期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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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贷差额分级管理体制下的存贷差问题

1. 存差和贷差的实质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我国开始实行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信

贷管理体制上，1979—1983 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

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管理方法，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全面向中央银行

转变之前的一种信贷管理体制。与此前实行的统存统贷体制相比，信贷计划

管理的特色基本没有变化，不过金融机构主动吸收存款的意义在日渐扩大。

对基层的专业银行而言，这标志着以多存多贷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开始走上

前台。

信贷差额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包括两方面：一是分级管理，二是差额控

制。所谓分级管理，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通过

逐级层层下达信贷差额计划来管理与核定各地信贷规模和现金投放；所谓差

额管理，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上级行对下级行重点考核的是存贷差额额度，

人民银行各分行在完成存款计划和不突破差额的条件下多存可以多贷。总行

通过汇总各地的信贷差额保证全国总的信贷差额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并与现

金投放计划相配套。这当中值得强调的是，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仍然以贷款

和存款为主的情况下，由于各地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总行对各地

分支机构的信贷差额控制方法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对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信

贷管理采取的是存差管理方法，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信贷管理则采取贷差

管理方法。前者要求经济发达地区回笼现金，即年度贷款增量小于存款增量，

这意味着经济发达地区即使有足够的存款来源也不能发放超额度的贷款；后

者则意味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贷款的投放要大于其吸收的存款，这表明欠发

达地区即使没有足够的存款也能够发放贷款（尚明、吴晓灵、罗兰波，1992；

张新泽、王毅，1999）。

从区域经济与金融（即分级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贷款是当时企业获

得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欠发达地区的贷差规模越大，其经济主管部门就会

认为金融机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就越大，因此全国大多数地区

都将贷差的大小视为金融机构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力度。从此时开始，“存

差”和“贷差”概念浮出水面，开始成为我国银行界的专业术语之一，日后

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2. 存贷差的政策意义

显然，在“大一统”银行体制和“统存统贷”的信贷管理体制下，从区

域资金来源与运用的角度分析，也存在资金来源大于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小

于资金运用两种情况，但当时存贷款均通过指标管理，存贷双方并不挂钩，

存差（贷差）在当时并不具有现实的管理意义，更不具有对当地经济实施金

融支持的政策含义。因此，只有从我国开始实施信贷差额管理体制开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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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计划的分级管理才使得存差（贷差）指标有了现实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将贷差规模的大小作为当地金融机构支持本地经济发展

力度的看法置于全国经济背景下则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本地经济来看，

贷差的扩大是信贷投放的增加；如果放大到全国范围来看，贷差的扩大通常

意味着全国信贷规模的膨胀，其结果往往与通货膨胀相联系。由于本地经济

主管部门只关注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对全国的通货膨胀并不负任何责任；人

总行在当时不仅负有促进经济增长的责任，还肩负控制通货膨胀的职责，其

调控方法就是通过控制贷款投放总额和存贷差额来实现的。如果为刺激国内

经济增长放任贷差规模的任意扩大，必然导致全国的通货膨胀。所以说，在

信贷差额管理体制下，存差仅仅是一个周期性和区域性的金融现象，其出现

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差额分级管理体制。事实上，此时存差仅仅是少数

经济发达地区的信贷特征，并不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

（三）实贷实存信贷管理体制下的存贷差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意义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中国人民银

行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我国的银行体系从过去的大一统银行体系向二

级银行体系转变。在调控方法上，开始引进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的法定存

款准备金制度，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开始尝试二级银行制度下的基础

货币供给问题。该信贷管理体制下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第一，再贷款是中国人民银行注入基础货币的最主要途径。与西方国家

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的主流方法———通过购买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

———不同，在中国国债市场刚刚起步、外汇占款规模太小的现实约束情况下，

再贷款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向整个银行体系注入基础货币唯一的可行途径。

为了适应新的中央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新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

即“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其核心是“实贷实存”，

从中央银行宏观间接调控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

途径向当时的专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贷下存”

的方法，即中央银行贷款给专业银行，专业银行立即将资金存入中央银行。

对于专业银行而言，这一操作的结果就是在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的

“超额存款准备金”增加，负债方的“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见表 2）；对

中央银行而言，其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就是资产方的“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增

加，负债方的“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增加。

表 2 “上贷下存”信贷管理模式在专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反映

中央银行

资产 负债

专业银行

资产 负债

再贷款 + 超额存款准备金 + 超额存款准备金 + 向中央银行借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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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特征仍然以贷差为主。

在“实贷实存”体制实施的初期，我国中央银行资产方的“外汇占款”

数额比较小（基本可以忽略），因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大致可以简化为以下

公式

再贷款 = 货币发行 + 存款准备金. （3）

通常，货币发行是不断增长的，因此必然有再贷款大于存款准备金（包

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两部分），这意味着专业银行全部的流动

性都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途径解决，形成商业银行的“超贷”现象。这也可

以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得到反证。它可以简化为以下公式

库存现金 + 存款准备金 + 各项贷款 = 各项存款 + 再贷款 + 资本金.（4）

假定忽略资本金项目，由于再贷款余额要大于存款准备金余额，因此商

业银行的各项贷款必然大于各项存款，在整体上形成商业银行视角下的贷差。

因此，贷差规模的大小也就可以视为中央银行对当地经济信贷支持力度的

强弱。

如果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合并，形成整个银行

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将会有以下公式成立

各项贷款 = 流通中现金 + 各项存款. （5）

（5）式和（1）式完全一致（“流通中现金”项目由“货币发行”扣减

“库存现金”得到）。这表明实贷实存信贷管理体制下贷差依然是该制度下最

为主要的信贷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是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即使

商业银行需要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存差也并不是一个必然现象。这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第三，从区域信贷管理的角度看，贷差仍然具有金融机构支持当地经济

发展的意义。

与信贷差额管理体制一样，实贷实存的信贷管理体制仍然保留了信贷计

划管理和分级管理两个特征，其差异体现为实贷实存的信贷管理体制形成了

对专业银行的资金硬约束，也就是专业基层行如果没有资金来源，即使有贷

款额度也不能放款；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但没有贷款额度，该行可以通

过同业拆借将资金贷给其他金融机构。当然，这一管理体制也存在为国内学

者所诟病的“资金、计划两张皮”的弊端。尽管二级银行制度形成了，但是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层层下达信贷计划的管理模式并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存

（贷）差在区域信贷管理上仍然具有探讨的意义。与信贷差额控制体制一样，

在企业仍然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条件下，某一地区的贷差规模或指

标仍然具有金融机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的政策含义。顺着这一

思路，贷差规模的下降乃至存差的出现，从区域金融管理的角度来看，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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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发行股票、债券融资等方式，我们就可以视为金融机构支持当地经济的力

度在下降。与信贷差额管理体制相比，这一政策含义基本没有变化。因此，

我们对金融机构存贷差的分析，就必须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来分析才是完

整的。

（四）1994 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后存贷差的新变化

1994 年我国实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并轨刺激了当年的外贸

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也出现大规模顺差，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我国外汇

储备迅速扩大。与此同时，存差问题从过去一个局部的区域金融现象开始演

变为一个全国性的金融现象，并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994 年全国新增

存贷款出现存差 2978 亿元，1995 年全国存贷款余额出现存差 3324 亿元人民

币，此后存差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经济学者。

为什么我国会在 1994 年开始出现增量意义上的存差现象呢？为什么又和

人民币汇率并轨的年份如此巧合呢？笔者以为，我国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

渠道的变化决定了金融机构存差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如前所述，实贷实

存体制实施之初，中央银行再贷款是货币当局注入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如果

货币当局注入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发生变化，就必然影响存贷差的规模。1994

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对货币当局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

储备的迅速增加，达到 304 亿美元，按 1 美元等于 8. 6212 元人民币的年平均

汇价计算，这相当于中央银行注入了 2621 亿元的基础货币。由于 1994 年通

货膨胀率创历史最高，达到 21. 7%，中国人民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必须采

取相应的对冲方式来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由于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

增加的被动性，货币当局只有通过收回再贷款来收缩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这

意味着货币当局注入基础货币的渠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再贷款途径

转变为外汇占款途径。

就中央银行而言，（3）式变化为

再贷款 + 外汇占款 = 货币发行 + 存款准备金. （6）

就整个银行体系而言，（5）式转变为

外汇储备 + 各项贷款 = 流通中现金 + 各项存款. （7）

如果以增量的形式来看，（7）式可以改为

新增外汇储备 + 新增贷款 = 新增流通中现金 + 新增存款. （8）

当年新增外汇储备大于年度流通中现金的增加值时，整个银行体系新增

存贷款出现存差就是正常现象了。伴随着增量存差的出现，存贷款余额出现

存差则是迟早的事情了。因此，我国 1994 年新增存贷款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存

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年的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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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出现存量意义的存差，则是 1994 年外汇储备增长趋势的延续而已。因

此，可以认为 1994—1996 年我国金融机构开始出现存差，乃至存差不断扩大

完全是中央银行资产多样化的结果，与商业银行无涉。由此得到的推论则是

我们对金融机构存贷差的分析必须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商业银行角度，

二是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体系的角度，如此才可能完整和准确。

上述分析还可以澄清两点模糊认识：第一，1994 年我国金融机构存差的

出现恰恰是外汇储备增加后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存差是用于收购外汇储备的

主要资金来源。第二，1994 年我国出现增量意义上的存差并不是由于当年开

始实施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缘故。在我国推行的这一办法当中，

其中规定贷存比必须小于或等于 75%，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这一比例规定

的执行我国才出现存差的。事实上，四大行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初期，实

行的是增量上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从总量上看贷存比仍然远高于 75%。之

所以出现存差，主要是因为外汇占款迅速扩大的缘故。

（五）1997 年下半年通货紧缩之后存贷差的变化

在 1997 年下半年我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后，存差规模不断扩大，不少

学者认为这是金融机构“惜贷”的表现之一；有的学者则认为存差是储蓄增

长相对过快、贷款增长相对过缓的结果；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正是因为金

融系统的存差才支持了政策当局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02 年以来，存差

的扩大则被视为国内流动性过剩、资金闲置的表现。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认

识我国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

1.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众所周知，1997 年 7 月亚洲金融危机正式爆发，此后不久中国出现了通

货紧缩，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 2002 年。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国政

府推出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与财政政策）。具体到货币政策方面，在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资本大量

外逃和外汇储备增加额远低于经常账户顺差额的大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注

入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发生了新的变化，从 1994—1996 年间的外汇占款转变为

以购买国债、对资产管理公司（AMC）的债权为主，这就使得（6）式变为

再贷款 + 外汇占款 + 对政府债权 + 对 AMC的债权

= 货币发行 + 存款准备金. （9）

2002 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又重新回到了 1994—1996 年以外汇占款为注

入基础货币主渠道的模式。

2.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国中央政府面对亚洲其他国家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前车之

鉴，也采取了一系列控制金融风险的措施，如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加大



第 3 期 汪 洋：我国金融机构的存差 789

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对商业银行基层分支机构贷款额

度加以限制；撤销若干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等等。各家商业银行总行在控

制分支机构贷款的背景下，加大了对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以及

AMC发行的债券等债券资产的投资力度，这就使得（4）式变为

库存现金 + 存款准备金 + 各项贷款 + 各类债券

= 各项存款 + 再贷款 + 资本金， （10）

将（9）和（10）式合并之后，得到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公式

外汇储备 + 对政府债权 + 对 AMC的债权 + 各项贷款

= 流通中现金 + 各项存款 + 资本金， （11）

其中，对政府债权包括中央银行购买的国债以及对政府的透支和商业银行持

有的国债两部分；对 AMC的债权包括中央银行对 AMC的债权和商业银行对

AMC的债权两部分。

（11）式移项之后，可以得到

存差 = 外汇储备 + 对政府债权 + 对 AMC的债权 - 流通中现金 - 资本金.

这表明，影响存差的因素既有来自中央银行方面的，也有来自商业银行

方面的。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存差的影响因素，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金融机构

口径来详细分析。

三、存差问题的分析视角之二：机构口径差异

在进一步讨论存差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界定“存差”的基本

概念。通常，对于“存差”的解释，国内主流的观点是仅仅从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增加额）和贷款余额（增加额）相对比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存差是前

者大于后者的差额（胡海鸥、赵慈拉，2002；张晓慧，2006）；也有经济学家

认为存差是“扣除准备金后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的差额”（何

田，2004；李斌，2006）；还有经济学家将存差分为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存差和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存差（张红地，2003），强调 1994 年之后我国国际收支顺

差导致外汇占款增加是存差出现的重要经济背景。然而，不少经济学家在讨

论存差问题时，并没有明确指出金融机构的口径问题。也就是说，在存差问

题分析当中，研究者没有明确金融机构的口径仅仅是商业银行，还是包括中

央银行在内的整个银行体系。张晓慧（2006）的研究和我国中央银行的《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明确指出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整

个金融机构口径下的存差概念更有探讨的意义。

笔者以为，从机构口径对存差问题的分析大体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个方面是从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口径下分析存差的含义。因为即使探讨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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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存差问题更有价值，我们也不能忽略对微观意义下存差影响因素的

讨论。这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不包括中央银行，仅仅从商业银行的角度

来分析的金融机构存差口径；二是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存差口径。

不少学者出现逻辑上的不一致的关键在于其分析不能始终如一地从某一固定

的口径出发来讨论。第二个方面是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当中，对由于

项目设置不完整或不明确导致的问题进行分析。由于银行概览与金融机构信

贷收支平衡表机构口径相同，因此第三个方面是分析这两张统计报表下存差

指标的差异。

（一）不同金融机构组合下存差的含义

在讨论金融机构的存差问题时，为何金融机构的口径问题如此重要呢？

下面我们以存款准备金项目为例来予以解释。如果以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

融机构口径来分析存差，就不应该考虑存款准备金项目，因为该项目在中央

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报表合并过程中被抵消了。如果仅

仅以商业银行的口径来分析，存款准备金就是其资产方的项目之一，因此可

以作为解释我国商业银行口径下存差规模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其他的项目，

如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及其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均可以做同样的

理解。

我国中央银行公布的《2005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张

晓慧（2006）都对我国的存差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张晓慧强调了存差口径

的重要性，并认为我国金融机构出现存差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银行持有

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总量不断增长；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与核销

力度加大；金融体系外汇资产增长较快和现金需求增长趋缓。除了最后一点

外，笔者以为前面三点因素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1. 银行持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强调商业银行购买企业债和国

债在其资产运用当中的比例在增加，这使得金融机构的存差规模增加。上述

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国商业银行不仅仅增加对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

券———企业债和国债———的持有，在 1998—2002 年我国出现通货紧缩期间，

我国商业银行就大量投资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2002 年以来，还大量

持有中央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以上项目余额的增加与金融机构存差之

间的关系如何呢？

首先，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的资产除了贷款之外，近年来

还增持了企业债、国债、金融债和中央银行票据，负债方仍然以存款为主，

这势必造成商业银行贷存比的下降，商业银行视角下（不包括政策性银行）

的存差必然增加。因此，不仅仅只有企业债和国债会导致商业银行存差扩大，

而且金融债和中央银行票据也会导致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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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分析，政策性银

行发行的金融债（在其负债方）和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债（在其资产方）

在合并报表时将会被抵消掉。因此，金融债券不构成该系统下存差扩大的

因素。

再次，从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分析，

中央银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在其负债方）和商业银行持有的中央银行票

据（在其资产方）在合并报表时将会被抵消掉。因此，中央银行票据不构成

该系统下存差扩大的因素。

《2005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采用 2005 年和 1995 年我国商

业银行有价证券及投资占资金运用比例的变化来说明我国金融机构（实际上

是指整个银行体系）存差的变化原因。笔者以为：商业银行有价证券及投资

占比的提高不仅有商业银行投资非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的因素，也有商业银行

投资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的因素，因此尽管后者不构成整个银行体系存

差扩大的理由，但却是商业银行存差扩大的因素。《报告》分析的是包括中央

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存差问题，在论证过程中却使用商业银行口径下的数据，

其纰漏是显而易见的。

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与核销因素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日益重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问题，并

加大了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与核销的力度。所谓不良贷款的剥离，

就是使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方的不良贷款转变成等额的优质资产；所谓不良

贷款的核销，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用其所有者权益抵消其不良贷款带来的

损失。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核销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变化如表 3 所示。

表 3 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 产 负 债

不良贷款 - 1000 资本金 - 1000

注：不良贷款下降 1000 亿元仅仅是假设的例子。

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不良贷款的核销仅仅使得资产方的不良贷款下降，

而负债方的存款没有变化，因此这不仅会使得商业银行视角下的存差扩大，

而且会使得整个银行体系下的存差扩大。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与 1999 年前后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

司（AMC）关系密切。由于财政部只拨付每家资产管理公司 100 亿元的资本

金，所以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并无足够的资金来按账面价值收购国有商业银行

巨额的不良贷款，其资金缺口主要是通过直接向对口的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债

券（假定为 8000 亿元）和向中央银行借款（假定为 6000 亿元）来弥补资金

缺口的（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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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行 14000 亿元不良贷款有关各方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单位：亿元人民币

中央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对 AMC债权 6000 AMC存款 6000 超额准备 6000 不良贷款 14000 向央行借款 6000

- 6000 AMC债券 8000 债券发行 8000

超额准备 6000 不良贷款 - 14000

注：本表忽略了对资产管理公司资本金账户的讨论。

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行 14000 亿元不良贷款的过程结束后，中央银行

负债方的国有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将增加 6000 亿元，是因为资产管理公司用

中央银行提供的资金向国有商业银行按名义价格购买了 6000 亿元的不良贷

款，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会增加。对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其资产方

不良贷款的剥离同样使得其贷款余额下降 14000 亿元，其他资产，如 AMC发

行的债券、超额准备金等，将会相应地分别增加 8000 和 6000 亿元。在存款

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会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上升以及存差规模扩大。

如果将资产管理公司、国有商业银行视为一个系统，合并其资产负债表，

此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并没有使得该系统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

因此该系统的存差数额并不会下降。然而，该系统资产方（国有商业银行）

超额准备金将会增加 6000 亿元，负债方 AMC向央行借款增加 6000 亿元。如

果上述系统的资产负债表再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合并，那么包括国有商业

银行、中央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整个系统的资产负债表各个项目互相

抵消，最终各项目余额不发生任何变化（见表 5）。

表 5 AMC、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不同组合构成的系统的资产负债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AMC和国有商业银行 AMC、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超额准备 6000 AMC向央行借款 6000 超额准备 6000 超额准备 6000 对AMC债权 6000

AMC债券 8000 AMC存款 6000 AMC债券 8000

对AMC债权 6000 - 6000 不良贷款 - 14000

不良贷款 - 14000 向央行借款 6000

不良贷款 14000 债券发行 8000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之所以认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是我国银行

系统存差扩大的原因，是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不属于我国银行概览的机构统计

范围，即不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机构对象，更不是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

衡表的机构统计范围。因此，当以上业务发生时，仅仅合并国有商业银行和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该系统资产方的不良贷款下降了 14000 亿元，而负

债方的存款没有任何变化，因此从这一口径统计得到的结论就是金融系统的

存差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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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商业银行的视角下，不良贷款的剥离和核销都会使得资产方的

贷款余额下降，负债方的存款不变，因此其存差将会扩大。在银行概览的视

角下，也会出现同一现象。然而在银行概览和资产管理公司报表合并的视角

下，只有不良贷款的核销才会使得存差扩大。

3. 金融体系外汇资产增长较快

我国货币当局认为金融体系外汇资产增长较快是存差扩大的原因之一。

这其中既有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增加尤为迅猛的因素，又有商业银行外汇

资产增加的因素，不过前者是金融体系外汇资产增加的主导因素。对中央银

行而言，2002 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使得其成为中央银行注入基础

货币的主渠道，即资产方的外汇储备增加，负债方的超额准备金增加；对商

业银行而言，其结果是资产方的超额准备金增加，负债方的存款余额同时增

加。因此，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中央银行负债方的超额准备金和商业银行

资产方的超额准备金互相抵消，最终体现为外汇资产扩大的同时使得国内经

济主体的存款也迅速上升，其结果必然是银行体系存差规模的扩大（见表

6）。这表明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变化为外汇储备渠道，是我国

近年来存差规模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因素。

表 6 外汇储备增加在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变化
单位：亿元人民币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银行概览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外汇储备 1000 超额准备 1000 超额准备 1000 企业存款 1000 外汇储备 1000 企业存款 1000

综上所述，从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 所对应的金融系统（银行概览）来

看，存差规模的扩大有两点原因：一是和货币当局注入金融系统流动性的方

式密切相关，从过去的再贷款方式过渡到目前的外汇储备和向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提供的融资方式；二是和商业银行资产的多元化有关，如购买非金融机

构发行的债券。从商业银行本身来看，存差的扩大和商业银行资产方资产的

多元化密切相关，如各类债券的购买、外汇资产的持有、贷款的剥离和核销、

存款准备金因素等等。

国内不少经济学家将存差现象归结为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李斌，

2006；张杰，2003），如李斌（2006）认为“外汇占款和中央银行利用外汇注

资核销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的存差”，这实际上是金融系统

（包含中央银行在内）视角下的存差概念，但是却将存差定义为“扣除准备金

后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的差额”，这一定义则是基于商业银行的

角度。张杰（2003）在其文章中也没有明确国有银行的具体口径仅仅是国有

商业银行还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机构，同时，

在分析当中却仅仅利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来阐述其对存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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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项目设置的不足

如果我们将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的“金银占款”、“外汇占款”与

“在国际金融机构资产”项目相加，再扣减“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项目，

归类为“对外净资产”项目。根据该表就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存差 = 对外净资产 + 有价证券及投资 - 金融债券 - 流通中现金 - 其他.

（12）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12）式大体得出存差的经济含义变化，这是否准

确呢？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

表 7 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与银行概览的对比

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 银行概览

资金来源 资金运用 资产 负债

各项存款 各项贷款 国外净资产 货币和准货币

企业存款 短期贷款 国内信贷 货币

财政存款 工业贷款 对政府债权（净） 流通中现金

机关团体存款 商业贷款 对非金融部门债权 活期存款

储蓄存款 建筑业贷款 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 准货币

农业存款 农业贷款 定期存款

信托存款 其他短期贷款 储蓄存款

其他存款 中长期贷款 其他存款

金融债券 信托贷款 外币存款

流通中现金 其他类贷款 债券

对国际金融机构负债 有价证券及投资 央行债券

其他 金银占款 实收资本

外汇占款 其他（净）

在国际金融机构资产

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的机构范围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

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烟台住

房银行、蚌埠住房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邮

政储汇局。银行概览，就是除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之外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合并报表。转引自中

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1. 有关不良资产的处理并未明确反映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当中

1999 年我国先后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用于收购四大行的不良

资产。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民银行对这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巨

额的融资，这个内容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中并没有用单独的科目反映

出来，而是进入了该表的“其他”项目当中。同样，按照（12）式来分析存

差的经济含义显然不足以全面揭示这一影响因素。当然，张晓慧（2006）的

分析则跳出了这一窠臼。

2. 对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债权也未明确反映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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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

2003 年 12 月，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随后，中央宣布通过汇金

公司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入 450 亿美元外汇储备作为两家银行的资

本金。此后，汇金公司还注资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河金融控股公司、中

国工商银行、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机构，而汇金公司主要是依靠中央银行

提供资金来源，尽管汇金公司并不是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统计口径范围

内的金融机构，但这一关系却应该反映在该表当中。事实上，这一内容并没

有明确地采用一个科目反映在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中，而是笼统地反映

在“其他”项目中。对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债权是中央银行资产之一，根据

前面的分析，这也应该是我国金融机构存差扩大的因素之一。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国对存差问题的主流分析当中，采用的是金融机构

信贷收支平衡表的口径，但是由于该表在项目设置方面过于简略，对于准确

揭示存差的经济含义增添了人为障碍。因此，即使机构口径明确，但也必须

对报表内项目进行适时调整，以反映经济现实的变化。

（三）银行概览下的存差分析

由于银行概览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所涵盖的金融机构一致，因此

李扬、彭兴韵（2006）将银行概览口径下存差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口

径下的存差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将银行概览中的“货币与准货币”剔除“流

通中现金”之后视为各项存款，将“对非金融部门债权”视同为贷款，这一

简化是否合适呢？笔者以为，这种对比分析必须要进行以下调整才更有意义。

第一，由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的“各项存款”当中有“财政存

款”一项，而这一项内容并不进入银行概览的“货币与准货币”项目，因此

要扣减这一项目余额。

第二，将“对非金融部门债权”视同为贷款也存在问题。由于金融机构

信贷收支平衡表的资金运用方是按照资产种类来分类的，银行概览是按照业

务对象来分类的，所以“对非金融部门债权”不仅有对非金融部门（即企

业）的贷款，还包括对企业债券的投资，因此对比分析必须采用该项目下的

贷款类子账户的数据。

总之，尽管从机构口径的角度看，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与银行概览

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具体项目设置的不同，只有在调整项目口径的差异之后，

这种比较分析才更有意义。

综上所述，对于存差的分析，我们首先要确立存差概念所涵盖的机构口

径范围，其次，在机构口径明确的基础上，报表所反映的项目也不能过于简

化，才可能准确揭示存差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幅度将会更大，我国中央银行也不可能继续大规模地收购外汇储备，到那时

中国人民银行必将寻求其他的注入基础货币的方式；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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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也将会导致其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多样化，在这种状态

下，金融机构存差的意义还将有新的变化。

四、存差问题的分析视角之三：区域金融差异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6）以广州和北京为例，来证明存

差出现背后的多种因素。笔者认为：从区域金融的视角分析各地区的存差问

题，虽然不具有宏观的政策意义，但是存差规模与当地金融机构对本地经济

的支持力度存在的某种相关性仍然使得该问题具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区域金融视角下存差的影响因素

地区存差的实质就是某一地区金融机构信贷收支平衡表视角下的存差。

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县域经济的经济主管部门认为存差规模的增加

意味着当地金融机构对本地区经济支持力度的下降，其原因和 1996 年以来各

家商业银行全面推行授权授信管理制度不无关系。这一制度的实施是商业银

行采取一级法人制度、强化内部统一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从资产

和负债两方面来看，上述做法对其分支机构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资金管理逐渐向全额集中管理过渡，这是实现在统一法人制度下的

资金管理。该制度实施的初期，下级行向上级行缴存二级存款准备金，扩大

上级行的资金来源，集中统一向大型项目上集中。伴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

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改制，各家银行的资金管理向全额集中管理过

渡的趋势更为明显。其特征表现为：基层分支机构每吸收一笔存款，都上存

省分行，并按照内部资金利率获取利息收入；每发生一笔资产业务都从省分

行借入资金，并按照内部利率支付利息（刘振海，2006）。因此从商业银行分

支机构的角度分析，不需要再寻求资金的平衡。

二是加强了资产的风险管理。各商业银行总行的措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调一线直接贷款人的责任，如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贷款责任终身

追究制度等等，将职工的个人收入与资产风险挂钩，使得各分支机构在贷款

业务方面较以前更为谨慎，这一“惜贷”现象在 1998—2002 年我国通货紧缩

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二，在资金统一调配的条件下，总行增加了对债券

资产的投资，如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券、企业债等等，相对收缩贷款的发

放，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贷款投放；第三，信贷审批权上收，贷款项

目准入门槛提高。这对于防范基层分行信用风险的发生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某些县域经济体而言，能够达到信贷标准的贷

款项目并不多，从而通过贷款方式获得的资金也日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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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欠发达地区视角下的存差扩大

尽管实现资金的统一管理和加强资产风险管理代表了商业银行资金管理

的发展方向，但是从分支机构，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来看，其贷款

的功能在弱化，贷存比不断下降，并逐渐演变成上级行的储蓄机构。从区域

金融的角度看，欠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一方面资金上存，另一方面

贷款被严格控制，其出现存差的规模扩大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这逐渐打

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出现存差，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出现贷

差的信贷特征。

如果说地方经济主管部门在分析本地区金融机构的存差规模时，只顾及

本地区存贷款的变化，而忽略从全局的视角分析，如外汇占款因素、全国信

贷增加总额等因素，的确会得出诸如政府对经济支持力度下降等以偏概全的

结论。然而，从纵向的角度看，商业银行总行对资产风险的关注，强化分支

机构贷款发放的管理和约束，一定程度上都抑制了欠发达地区的贷款投放，

加之通过企业上市发行股票或者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等方式对欠发达地区来说

近乎水中花、镜中月，外汇占款分布又极不平均，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某

些欠发达地区存差的扩大是当地金融机构以贷款方式对本地经济支持力度下

降的信号之一。当然，笔者也不认为因此就可以得出若干政策建议，如加大

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贷款发放以改变存差扩大的现实。本节的分析仅仅试

图说明为什么某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主管部门会将本地金融机构的存差扩大

与金融支持的力度挂钩，这背后与我国商业银行管理方式的改变、人民币汇

率预期升值背景下的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以及长期以来欠发达地区经济主管

部门对本地区贷差的思维定势都不无关系。当然，针对具体地区的存差影响

因素，我们还有详细分析的必要。

五、金融体系存差的扩大与其流动性的“泛滥”

伴随着我国金融机构存差规模的扩大，国内金融体系流动性也出现了

“泛滥”，表现为货币市场利率长期保持在低水平、银行信贷超常规增长等等。

这两者出现一定的同步性，使得不少学者认为我国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导致

了国内金融体系流动性的泛滥。笔者则认为：这两者不是因果关系或者反向

的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均源于我国 2002 年以来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2002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处于巨大的升值压力当中，我国货币当局为避

免人民币汇率升值，主动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买进外汇，因此外汇储备大规

模增加。即便是 2005 年 7 月 21 日我国货币当局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并且主

动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 2%，但是此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仍被控制在

很小的范围内。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远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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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升值压力巨大。为防止其升值过快，中国人民银行仍然被迫大量买入

外汇，这就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货币当局在大量收兑

外汇储备的同时，商业银行获得的超额准备金也大量增加（即货币当局主动

投放了相应的人民币），由此造成金融体系流动性的“泛滥”。尽管中国人民

银行采用连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大规模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方式来收

回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但仍然不足以完全对冲因外汇储备造成的流动性过剩。

表 8 2001 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额 单位：亿美元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增加额 466 742 1168 2067 2089 2473

注：2003 年的增加额不含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的 450 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外汇储备的增加表明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的模

式重复了 1994—1996 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之后货币当局注入基础货币的模式，

即（8）式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如前所述，现阶段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渠道

以外汇占款途径为主，不论是整个金融体系还是商业银行系统本身，所对应

的存差规模出现大幅度增加就是大势所趋了。所以说，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

存差的扩大和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泛滥存在内在的联系，其本质源于人民币汇

率巨大升值压力下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

六、结 论

综上所述，存差这一术语源于我国信贷差额管理体制下的分层管理方法，

它从过去的区域金融特征转变为目前的宏观金融特征，其规模不断扩大，并

日益引起国内经济学家们和货币当局的关注。然而，对存差现象的解释却众

说纷纭。在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存差的影响因素日益复

杂，既有中央银行的因素，也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因素；就其背后的经济含义

来看，它既不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是否紧张还是过剩的指标，也不代表中央银

行对经济支持力度的下降。即使存差扩大反映了我国储蓄大于投资的事实，

但是其涵盖的范围远不止这一点。正如有的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存差概念

应该淡出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 （李扬、彭兴韵，2006；胡海鸥、赵慈拉，

2002）。本文分别从信贷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金融机构口径差异和区域金融

三个视角，对存差现象展开研究，旨在澄清国内学者对存差认识上的模糊之

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从整个银行体系来看，存贷差的变化与中央银行注入基础货币的

渠道以及商业银行资产的多样化密切相关。

第二，在某些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投融资方式仍然以存贷款方式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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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存差规模的扩大可以视为当地金融机构对其经济支持力度下降的信

号，但这并不可以类推到全国。

第三，目前银行体系存差规模大幅度增加和我国金融机构流动性过剩均

源于 2002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巨大的升值压力导致的外汇储备超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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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increased gradually to a point that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economists and policy makers. This

paper aims at offering a new and proper perspective on the gap.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crucial to the analysis of the deposit-loan gap. With a re-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and credit management system，we have dis-

cussed the changed implications of the deposit-loan gap. In the last section，we also link the gap to

excessive liquidities in deposit institutions，and find that exces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the

underlying cause for the deposit-loan gap and excessive liqui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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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

决定因素的研究

路江涌 陶志刚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近年来（1998—2003）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

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表明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呈上升

态势。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和动态估计过程模型，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现有实证研

究文献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造成结果偏差的缺陷。我们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同时，溢出效应、运输成本和自然禀

赋也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地方保护，产业集聚，微观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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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审稿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1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以及 Duranton and Puga（2004）分别对行业集聚微观基础的实证和理论
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文献综述。

一、引 言

行业集聚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经济学家对行业

集聚的分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关于劳动分工的阐述。之后，理

论经济学家对行业集聚微观经济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的发展轨迹包

括 Marshall（1920）将集聚产生的原因分为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 spillo-

ver）、劳动力市场发育（labor pooling）和投入共享（input sharing）；Ohlin

（1935）则着重强调自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Krugman（1991）从集聚可能带

来的规模经济角度来解释同行业集聚的现象。相对于行业集聚微观经济基础

的理论研究而言，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发展较为滞后。近期的重要文献包括：

Ellison and Glaeser（1999）和 Kim（1999）考察并发现了自然禀赋优势的重要

作用；Audretsh and Feldman（1996）分析了行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并发现

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的创新活动更多，从而支持了行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果；

Holmes（1999）发现了投入共享和行业集聚的正相关关系；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则综合了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要方面，对行业集聚的微

观经济基础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实证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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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行业集聚的其他微观基础方面进行分析。

例如，Ades and Glaeser（1995） 研究了政治稳定和集聚的关系；Holmes

（1998）则按照是否有劳动法的标准把美国各州分成鼓励商业行为（pro-busi-

ness）和限制商业行为（anti-business）两类，并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从

限制商业行为的州进入鼓励商业行为的州的情况下，制造业的活动显著增加。

关于中国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地方保护的程度和对行业集聚的作用。Young

（2000）和 Poncet（2003）分别利用经济部门的数据和省份间投入产出关系的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各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所增加。与

此相反，另一些研究表明地方保护程度在改革开放后整体上逐步下降。相关

研究包括：Fan and Wei（2006）通过对 1990 年初以来中国城市间物价趋同模

式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城市的物价越来越符合“一价定律”，

即相同商品的价格趋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保护程度的下降。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在 2003 和 2004 年对中国地方保护程度进行了两次调查。直接

的证据表明，超过 70%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地的地方保护程度较 10 年或 20 年

前明显下降（李善同等，2004；Tan and Zhang，2005）。白重恩等（2004）是

现有关于地方保护程度对行业集聚影响的最直接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行

业内国有企业比例和行业利税率被用来代表地方政府保护该行业的积极性。

研究发现那些国有企业比例较高的行业和平均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发生行业集

聚的可能性较低，这支持了地方政府保护某些行业的积极性降低行业集聚程

度的假说。唐正清（2005）采用中国产业 2002 年横截面数据，发现基于企业

创新的技术溢出并未起作用，相反阻碍了产业集聚趋势；同时政府对于产业

资本的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集聚，而通过市场机制发生的科研投入与产业

集聚正相关。

以往对中国各行业集聚程度的研究所基于的数据大都是分类较粗的行业

和地区层次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限制了我们对更细分的行业和地区间差异性

的研究。Ellison and Glaeser（1997）对传统的、基于行业和地区层次数据的行

业集聚指标进行了改进（后文简称 EG系数），利用企业层次的数据，考虑了

不同行业内结构的差异，从而增加了不同行业间的可比性。利用涵盖中国大

部分工业产值的企业层次数据，我们首先分析了基于中国不同细分程度行业

和区域组合计算的行业集聚程度从 1998 年至 2003 年的趋势，发现行业集聚

程度在此期间稳健增长。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了影响中国行业集聚程度的

因素。具体来讲，我们在省、市和县三个区域层次用 3 位行业代码行业的特

征来解释这些行业集聚程度。在行业特征方面，我们依据现有理论和实证文

献，控制尽量多的因素（包括知识外溢、劳动力市场发育、投入共享、地方

保护、自然禀赋优势、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等）。在计量模型方面，我们采用

动态 GMM模型来控制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不可测度变量（unobserved v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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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和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2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制造业中，

地方保护因素和外部性在各个区域层次回归中显示稳健的正向作用；我们还

发现自然禀赋优势和运输成本对行业集聚程度有增强作用；此外，结果表明，

使用 EG系数表示行业集聚时，规模经济的因素不再显著影响行业集聚程度。

2 Hanson（2001）以及 Combes and Overman（2004）提出关于行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分工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中普遍存在三个主要的计量缺陷，即存在不可测度变量、内生性问题和缺失变量。根据我们的文献

搜索，现有文献中对这些计量缺陷进行有效控制的研究只有白重恩等（2004）。
3 通过这两个步骤，我们对样本中近 100 万个企业 /年度中的 14. 9 万（或者说 14. 28%）个观测值的区域
代码做了调整。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考察 1998 年至 2003 年间行业集聚的

程度和趋势；第三部分分析影响行业集聚的因素。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二、近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和趋势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涵盖 1998

年至 2003 年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全部国有和

年销售收入 500 万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数据库包括分析行业集聚所

需的区域代码、行业代码、产值等。我们在本文中集中分析制造业的行业

集聚情况，而把采掘业以及电力、煤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排除在外，主要

是因为这些行业的集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分布，对其进

行分析的经济学意义不大。在计算行业集聚程度时，我们主要依据产值数

据。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冗员现象，而各行

业企业的所有制构成不同，可能造成分析结果不可比。为了使不同年份的

行业集聚可比，我们使用了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企业产值，而对于那些没有

报告不变价格产值的企业，我们计算其所在的 4 位代码行业的价格指数，

并对企业产值进行调整。

行业集聚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项是企业的行业和区域。我们在使用原始

数据中企业的行业和区域信息之前，对这些信息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具体

来讲，首先，我们将企业填报的区域代码和企业所在县区文字信息进行核对，

由于这些文字信息基于企业填报的详细地址，因此在准确性方面应该优于企

业的区域代码。其次，我们用 1999 行政区划代码体系（GB/T 2260-1999）作

为基准，对样本年度内中国的行政区划代码进行了统一。
3
最后，由于中国在

2003 年实行了新的行业代码分类（GB/T 4754-2002），取代了旧的行业代码分

类（GB/T 4754-1994）。为了使 2003 年的数据和以前年度统一，我们利用新

旧代码对比表和企业的产品信息将 2003 年度企业数据中的行业代码转换为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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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代码。

（二）区域和行业的选择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现有关于行业集聚的研究通常局限于较大的区

域和较粗的行业分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更加细分的区域和行业之间的

异质性。例如，小汽车制造业和自行车制造业同属交通工具制造业，但是，

显然这两种行业的差异性很大，其区域集聚的状况、原因和影响都会有一定

的差别。从区域角度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的选择问题（Modifiable Area

Unit Problem，MAUP）。图 1 列示某行业在两种区域定义下的不同情况：如果

我们定义第一种情况下的区域单位为县级，那么，在总计 16 个单元格中有 10

个单元格存在该行业，各为该行业总体的 10%；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把区

域单位合并为市级区域。那么，该行业存在于 3 个单元格中的 2 个，而且在

其中一个单元格中达 90%。如果我们计算基于两种情况下区域划分的行业集

聚，显然第二种情况下行业的区域集聚情况更加明显，而这两者间的差异是

由人为划定区域造成的。

情况 1 情况 2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90%

10%

图 1 区域单位选择对行业集聚计算结果的影响

解决或减少区域选择问题的影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其一是利用企

业精确位置的信息，基于企业间准确的距离测算行业集聚，从而有效地去除

了区域边界的影响（Duranton and Overman，2005）。但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一

个主要的困难是企业精确位置的信息往往很难获得。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利

用不同区域级别计算多组行业集聚指标，以观察基于不同区域级别结果的稳

健性（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Devereux，Griffith and Simpson，2004）。在

本文中，我们使用了后一种方法。

（三）行业集聚系数的选择

现有关于中国行业集聚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基尼（Gini）系数或 Hoover 系

数，而此类系数是基于行业层次数据来计算的，从而不能够反映行业内部结

构对行业集聚程度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llison and Glaeser（1997）设

计了 γ系数，调整了不同行业内部企业几种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得计算结果
在行业间、国家间和不同时间上更加可比。目前，国际上基于 γ 系数对行业
集聚的研究很多，但是，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4
本文中，我们利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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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产值数据计算了中国各制造业行业 1998—2003 年以 γ 系数表示的行业集
聚情况，并着重解释行业间集聚情况差异的原因。

4 国际上，Alecke et al.（2006），Devereux et al.（2004），Maurel and Sedillot（1999）以及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分别对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行业集聚进行了 γ 系数的测算。国内的一个例外是，路
江涌、陶志刚（2006）利用企业层次职工人数数据用 γ 系数估算了中国 1998—2003 年的行业集聚情况。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国不同所有值企业中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冗员问题，从而造成所有制构

成比例不同的行业之间可比性下降。

γ系数的计算公式是：γi ≡
Gi - 1 - 

r

x
2( )
r

Hi

1 - 
r

x
2( )
r
（1 - Hi）

，其中 Gi是行业 i在 r个区

域内的基尼系数，Gi ≡
r

（xr - sr）
2，xr 是区域 r所有行业产值占全国所有行业

产值的比例，sr 是行业 i在区域 r的产值占该行业全国产值的比例；而 Hi 是行业

i的赫芬达尔系数，Hi ≡
i

z
2

i
，其中 zi是企业 i的产值占行业 i（包括1，⋯，i个企

业）产值的比例。

（四）中国制造业集聚趋势（1998—2003）

表 1 列示了基于 2 位、3 位和 4 位代码行业以及省、市和县级区域计算的

γ系数的加权平均值，这里的权重是各行业的产值。表 1 表明各个行业和区域

组合的 γ系数在 1998—2003 年间呈稳健的上升趋势。此外，表 1 的最后两栏

列示的 γ系数最大和最小的行业表明了区域选择问题（MAUP）的存在。以烟

草加工业为例，在县和市级区域层次计算的结果表明该行业是 γ 系数最小的
行业，但是，在省级区域层次计算的结果则表明该行业是 γ 系数最大的行业。
这说明了烟草加工业主要集中于几个省份，但是在这些省份内却广泛分布，

造成了在市级和县级层次上的集聚程度较小。

表 1 中国制造业的 γ系数（1998—2003）

行业和

区域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加权平均值

2003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γi系数

最小的行业

γi系数

最大的行业

2 位代码行业

县 0. 0023 0. 0025 0. 0030 0. 0034 0. 0037 0. 0042 0. 0003 0. 0097 0. 0024 烟草加工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

市 0. 0061 0. 0066 0. 0070 0. 0083 0. 0089 0. 0103 - 0. 0036 0. 0289 0. 0067 烟草加工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

省 0. 0206 0. 0213 0. 0220 0. 0243 0. 0265 0. 0296 0. 0024 0. 0685 0. 0187 木材加工及竹
藤棕草制品业

烟草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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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和

区域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加权平均值

2003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γi系数

最小的行业

γi系数

最大的行业

3位代码行业

县 0. 0058 0. 0057 0. 0066 0. 0072 0. 0077 0. 0086 - 0. 0072 0. 1351 0. 0174 塑料家具制造
业

电气机械修理业

市 0. 0127 0. 0135 0. 0146 0. 0164 0. 0174 0. 0191 - 0. 0312 0. 2005 0. 0296 其他饮料制造
业

水产品加工业

省 0. 0386 0. 0391 0. 0400 0. 0426 0. 0453 0. 0491 - 0. 1532 0. 4119 0. 0738 电子设备及通
信设备修理业

丝绢纺织业

4位代码行业

县 0. 0087 0. 0080 0. 0092 0. 0100 0. 0109 0. 0121 - 0. 0319 0. 3510 0. 0368 潜水装备制造
业

锡冶炼业

市 0. 0170 0. 0180 0. 0194 0. 0213 0. 0233 0. 0248 - 0. 1776 0. 4920 0. 0562 潜水装备制造
业

航标器材制造业

省 0. 0485 0. 0488 0. 0500 0. 0518 0. 0577 0. 0613 - 0. 8997 1. 1382 0. 1207 潜水装备制造
业

摩托车修理业

三、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的决定因素

（一）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

5 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老产品有

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

国家级新产品和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地区级新产品。

我们主要从外部性、地方保护主义、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自然资源

禀赋等几个方面讨论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首先，我们从集聚所产生的外

部性入手。Marshall（1920）将集聚产生的原因分为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

发育和投入共享。知识溢出是一个难以直接度量的现象，在本文中，我们

使用行业新产品占总产出的比例度量可能的知识溢出。
5
和通常使用的研发投

入占企业收入比例相比，新产品占总产出的比例和企业专利指标类似，可

能更好地反映了创新能力的积累（Feldman et al.，2002）。除了知识溢出，

溢出效应还可能来自信息共享。Lovely et al. （2005）研究了企业总部集聚

和企业出口的关系，并发现：在行业出口信息比较难以获得的情况下，企

业的总部呈现更为集中的趋势；而相对于出口比例较小的行业，那些出口

比例较大的行业总部更为集中。本文中，我们使用行业出口占行业总产出

的比例来度量可能来自出口方面信息共享的重要性。劳动力市场发育对生

产力的促进作用在于某行业可能因为其需要的专门人才在一些地区的集聚

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才。通常情况下，专业人才和需要这些人才的行业的

相互作用会提高行业的集聚程度。由于比较细的行业层次上对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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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数据在中国很难找到，
6
我们利用工资数据计算了行业相对工资水平，

用来衡量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在计算行业相对工资水平时，我们对地

区差异进行了调整，即首先计算某行业在某地区的相对工资水平，然后将各

地区该行业相对工资水平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全国该行业的相对工资水平。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Wage _ premiai ≡


i

Wageir

Wager

× Empir


r

Empir

，其中 Wagei 和

Wageir是全国和某地区的一个 3 位代码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而 Empir是该地

区该行业职工人数。为了排除国有企业中可能存在的未在工资中反映的职工

福利的影响，我们在计算中未包括国有企业。为了检验投入共享对集聚的影

响，我们使用了行业中间投入中外购投入占企业总产出的比例作为测度指标。

Holmes（1999）用相同的指标研究发现，行业对外购投入依赖程度和该行业

的集聚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只有面板数据，Holmes（1999）没有

能够考察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考察行业对外购投入依赖程

度对行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6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使用了具有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员工的比例来衡量行业对专业人才的
需求。

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的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研究逐

渐涌现出来。周黎安（2004）分析了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

存在的原因；徐现祥、李郇（200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发现 1990—

2002 年间地方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已经下降了近 50%；李善

同等（2004）通过大范围的调查说明中国地方保护主义趋势逐渐下降的趋势；

白重恩等（2004）以及胡向婷、张璐（2005）分别分析了地方保护主义对行

业区域分布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黄玖立、李坤望（2006）则发现 80 年代

由于新旧工业基地的轮替，地区专业化和分布的不平衡性稍有退化；而 90 年

代地区专业化则显著加深，分布的不平衡性和集中程度明显加速。本文中，

我们把地方保护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地方保护对行业集聚的影响。我们沿用

与白重恩等（2004）类似的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对行业保护的积极性，但与

白重恩等（2004）不同的是，我们的指标更为细化，从而能更精确地衡量地

方政府通过保护某些行业可能获得的利益。我们使用两个指标，其一是某行

业地方税收占企业收入的比例，其二是某行业国有资本所拥有的产出占行业

总产出的比例。地方税收是地方税种税收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种税收中归地方

所有部分之和。我们使用的数据中有四项指标和税收有关：应交增值税、应

交企业所得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以及管理费用中的税金。我们依据中国

税收制度中的相关规定计算各个行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第一，增值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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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为地方收入；第二，某些行业、所有制形式和隶属关系企业的企业所得

税属中央税种（如中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等）的，我们予

以剔除；第三，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中的资源税比例较大，而我们没有单独

的资源税的数据，因此，我们把成为资源税课税对象的行业从计量分析中予

以剔除（烟、酒及酒精、化妆品、护肤护发品、贵重首饰、鞭炮、焰火、汽

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行业）；第四，管理费用中核算的税金

比例较小，且多为地方税种，对此不做进一步处理。由于地方政府从国有企

业中获得的收益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的税收，我们用行业内国有资本所拥

有的产出占行业总产出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在某行业的其他收益。

运输成本通常被认为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然而，没有关于行业

运输成本的调查，在中国度量行业层次的运输成本存在很多困难。本文中，

我们首先利用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中使用的存货占销售比例的指标

衡量行业产品的易腐败性。这个指标的合理性在于产品的易腐败性和产品单

位距离的运输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与 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1）略有区别，我们使用完工产品占销售的比例，因为完工产品比存货更

加符合要测度的经济关系。
7
然而，我们也意识到产品的易腐败性只是影响产

品运输成本的一个侧面，因此，我们还使用产品销售成本（不含广告费）来

度量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成本。产品销售成本（不含广告费）包括销售人

员的工资、差旅费、运输费用等。

7 以食品制造业为例，完工产品占销售的比例与产品的易腐败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在 2003年，食品
制造业中6个 3位代码行业的完工产品占销售的比例分别为罐头食品制造业（0. 145）、发酵制品业（0. 058）、其
他食品制造业（0. 054）、调味品制造业（0. 049）、糕点、糖果制造业（0. 040）和乳制品制造业（0. 034）。

实现规模经济是行业发生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由于 γ 系数在构
建时已经考虑了行业的结构特征（赫芬达尔系数），因此，一些相关文献在分

析行业集聚原因时不再单独考虑规模经济的作用 （Dumais et al.，1997；

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然而，由于赫芬达尔系数和规模经济并不是一

个等价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仍然应该控制规模经济因素（Alecke et al.，

2006）。在本文中，我们用行业内企业平均产值作为行业规模的指标。

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自然资源禀赋对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着争论。有

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行业集聚最重要的因素（Kim，1999；Ellison and

Glaeser，1999）。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自然禀赋的重要性依赖于运输成本的高低，

而在 20 世纪以来，实际运输成本的下降幅度达到 90% （Glaeser and Kohlhase，

2004），因此，自然禀赋的重要性也可能有所下降。在实际操作中，行业层次

自然禀赋的重要性比较难以衡量。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依赖于投入产出表，但

是，中国目前公开的比较详细的最新投入产出表是 1997 年的，这样，我们就

难以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考察自然禀赋的作用。因此，我们只是在不控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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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中考察了自然禀赋的作用。我们从投入产出表中计算

了 3 个衡量行业对资源依赖程度的指标：农产品占行业投入的比率、矿产品

占行业投入的比率以及电、燃气和水占行业投入的比率。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 3 位代码的行业进行分析，其原因是：首先，

企业填报的行业代码在年度之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化。除了企业经营

范围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企业的经营范围覆盖多个行业代码，从

而造成各年度对主要行业代码的确定不一致。我们使用 3 位代码的行业可以

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因素的影响；其次，我们用来衡量企业对自然资源依赖

程度所使用的投入产出表中对行业的分类最接近于 3 位代码行业；最后，我

们测算行业对地方税收贡献时需要把一些是资源税课税对象的行业剔除，而

这些行业大都是 3 位代码的行业。我们在表 2 中列示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定

义和统计值，在表 3 中列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 2 变量定义和统计值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γ 系数（3 位行业，

县）

基于 3 位行业代码和县级

区域的 γ系数
1025 0. 0084 0. 0165 - 0. 0192 0. 2567

γ 系数（3 位行业，

市）

基于 3 位行业代码和市级

区域的 γ系数
1025 0. 0170 0. 0271 - 0. 0917 0. 3038

γ 系数（3 位行业，

省）

基于 3 位行业代码和省级

区域的 γ系数
1025 0. 0449 0. 0674 - 0. 4498 0. 4169

国有产值比例 行业内企业国有资本相应

产值之和 /行业总产值

1025 0. 2308 0. 2065 0 1

地方税收贡献率 行业地方税收 /行业销售

收入

1025 0. 0281 0. 0278 0. 0021 0. 3929

行业相对工资 
i

Wageir

Wager
× Empir


r

Empir

1024 1. 0518 0. 2641 0. 4500 3. 4842

外购中间投入比例 行业外购中间投入 /行业

总产值

1025 0. 7638 0. 0461 0. 3973 0. 8963

完工产品比例 行业完工 产 品 /行 业 总

产值

1025 0. 0897 0. 0467 0. 0091 0. 4366

销售费用比例 行业销售费用（不含广告

费）/行业总产值

1025 0. 0401 0. 0275 0. 0004 0. 2602

新产品比例 行业新产品 /行业总产值 1025 0. 0728 0. 0897 0 0. 6430

出口比例 行业出口产值 /行业总销

售产值

1025 0. 2217 0. 1933 0 0. 8409

企业平均规模 行业总产值 /行业内企业数 1025 68. 22 136. 50 5. 27 1407. 54

农产品投入的比率 某行业来自农产品行业投

入系数之和

1025 0. 0966 0. 1749 0 0. 8086

矿产品投入的比率 某行业来自矿产品行业投

入系数之和

1025 0. 0548 0. 1258 0. 0001 0. 7180

电、燃气和水投入的

比率

某行业来自电、燃气和水

行业投入系数之和

1025 0. 0295 0. 0269 0. 0020 0.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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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业变量在 3 位代码行业基础上计算。

（二）计量方法和实证结果

1. 计量方法

Hanson（2001）对区域集聚实证分析文献的评述中指出：现有研究中估

计方法的缺陷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集聚经济效果相关研究的接受程度。

而主要的缺陷是现有研究没能够较好地处理不可观测的特征、内生性问题和

集聚效应的多重来源问题。无独有偶，Combes and Overman（2004）也强调了

类似问题的普遍性。造成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研究使用的多是截面数

据，例如，Rosenthal and Strange（2001）虽然对美国各制造业集聚的原因做了

细致的实证分析，但是，他们同时指出：由于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他们的计

量结果中除了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等相对外生的变量外，其他变量只是描述

了行业其他特性和集聚之间的一个均衡状态。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 Hanson（2001）提出的不可观测的特征、内生性和集

聚效应的多重来源等三个问题进行讨论。对于不可观测的特征，通常的做法

是基于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样可以把各时间点间不变的不可观测

特征去除。我们首先给出一个基本的固定效应模型：γit = αγi，t - 1 + βXit + i +

φt + εit，其中 γit和 γi，t - 1分别是行业 i在 t年和 t - 1 年的集聚程度，Xit是行业 i

在 t年的一组特征变量，i 是行业 i的固定效应，φt 是 t年的固定效应，而 εit

是扰动项。在上式中，由于行业的集聚是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所以我们使

用了 Arellano and Bond（1991）建立的动态估计过程。在这个估算过程中，行

业特殊系数在上述方程式的一阶差分中被消去，得到的方程中使用因变量和

事先给定变量的各阶滞后值，用外生变量的差值作为工具变量，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在 Xit中，我们尽量控制现有理论中影响行业集聚

的因素，包括外部性、地方保护主义、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等各个方面。这

些变量帮助我们控制集聚效应的多重来源问题。

由于我们只有 1 年的自然资源禀赋的数据，我们把自然资源禀赋要素引

入随机效应模型：γit = αγi，t - 1 + βXit + ηNi + φt + εit，这里的 Ni 代表着农产品

投入的比率、矿产品投入的比率和电、燃气和水投入的比率。

2. 实证结果

我们在表 4 中报告了基于动态估计过程模型的县级、市级和省级行政区

域三种情况下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国有产值比例和地方税收贡献率对行业

集聚有负的影响，说明国有产值比例高和对地方税收贡献率大的行业更倾向

于分散而不是集聚，这个结果和白重恩等（2004）的发现相一致。关于潜在

外部性对集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结果和理论预期也大体一致。具体表现为：

虽然只是在省级区域层次上显著，但在各个区域层次上相对工资水平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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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均有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劳动力市场发育会提高行业集聚程度的假说。

关于投入要素共享的假说，我们发现外购中间投入比例的系数为正，并且在

县级和市级区域层次上分别在 15%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

上证实了 Holmes（1999）的发现，并且进一步说明存在投入要素共享到行业

集聚的因果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关于技术溢出的新产品比例的系数虽然为正，

但只是在省级区域层次上显著。而出口比例的系数则在所有区域层次上都显

著为正，这和 Lovely等（2005）所发现的有关出口信息共享的结果相一致。

我们在分析中预期商品的易腐败程度会使得企业更倾向于接近消费者，从而

降低企业集聚的程度。虽然在前文中我们在食品制造业中发现了与理论预期

相一致的证据，但是表 4 的回归结果表明完工产品比例的系数在三组回归中

符号不一致，并且都不显著。这也许说明完工产品比例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运

输成本和适用于所有行业。相反地，销售费用比例较好地符合了理论预期，

其在三组回归中符号均为负，并且在统计上显著。
8
此外，表 4 中企业平均规

模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使用了 γ 系数，规模经济
的作用已经被比较充分地考虑。关于 Arellano and Bond（1991）动态估计过程

结果的一致性和其中使用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我们分别通过二次自相关的

检验和 Sargan检验来确定。二次自相关的检验表明不存在回归方程参差项间

的二次自相关，而 Sargan 检验则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p值

在 0. 161 和 0. 245 之间）。

表 4 基于动态估计过程模型的县级、市级和省级区域回归结果

8 完工产品比例和销售费用比例的相关系数为 0. 07。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滞后一期的 γ系数
- 0. 2613

（0. 0464）

- 0. 2380

（0. 0479）

0. 0479

（0. 0472）

国有产值比例
- 0. 0375

（0. 0114）

- 0. 0642

（0. 0147）

- 0. 2157

（0. 0221）

地方税收贡献率
- 0. 4849

（0. 1765）

- 0. 5561

（0. 2252）

- 1. 5295

（0. 3325）

行业相对工资
0. 0095

（0. 0038）

0. 0140

（0. 0049）

0. 0078

（0. 0074）

外购中间投入比例
0. 0347 +

（0. 0230）

0. 0578

（0. 0293）

0. 0126

（0. 0420）

新产品比例
0. 0134

（0. 0173）

0. 0120

（0. 0222）

0. 0602

（0. 0335）

出口比例
0. 0393

（0. 0182）

0. 0550

（0. 0236）

0. 0682

（0. 0360）

完工产品比例
- 0. 0033

（0. 0278）

0. 0308

（0. 0357）

- 0. 0276

（0.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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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比例
- 0. 1198 +

（0. 0802）

- 0. 1855

（0. 1041）

- 0. 2921

（0.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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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企业平均规模
- 1. 42E-05

（1. 58E-05）

- 4. 91E-06

（2. 03E-05）

- 3. 89E-06

（3. 08E-05）

常数项
- 0. 0003

（0. 0005）

- 0. 0003

（0. 0006）

- 0. 0046

（0. 0010）

年份哑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637 637 637

Sargan Test（Pr > χ2） 0. 2613 0. 512 0. 1546

AR（1）（Pr > z） 0. 2509 0. 1911 0. 0337

AR（2）（Pr > z） 0. 1606 0. 173 0. 245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我们在表 5 中报告了考虑了自然禀赋优势的随机回归模型的结果。表 5

中关于溢出效应、地方保护主义、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结果和基于动态估

计过程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关于自然禀赋优势，我们发现：农产品投

入的比率和矿产品投入的比率显著地正向影响行业集聚，而电、燃气和水投

入的比率的影响为负，并只在县级区域层次上显著。这里，如何解释电、燃

气和水投入的比率的负向影响比较困难，可能的解释是电、燃气和水的比较

容易实现区域间的运输，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运输成本较高。

表 5 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有产值比例
- 0. 0114

（0. 0051）

- 0. 0150

（0. 0074）

- 0. 0543

（0. 0148）

地方税收贡献率
- 0. 1648

（0. 0946）

- 0. 2084 +

（0. 1323）

- 0. 0647

（0. 2541）

行业相对工资
0. 0064

（0. 0022）

0. 0096

（0. 0030）

0. 0156

（0. 0054）

外购中间投入比例
0. 0519

（0. 0147）

0. 0968

（0. 0196）

0. 1433

（0. 0361）

新产品比例
0. 0051

（0. 0090）

0. 0111

（0. 0128）

0. 0704

（0. 0247）

出口比例
0. 0154

（0. 0054）

0. 0257

（0. 0081）

0. 0453

（0. 0166）

完工产品比例
- 0. 0037

（0. 0164）

0. 0379

（0. 0233）

- 0. 0191

（0. 0448）

销售费用比例
- 0. 0060

（0. 0306）

- 0. 0154

（0. 0445）

- 0. 0598

（0. 0883）

企业平均规模
- 1. 14E-05

（9. 02E-06）

- 8. 98E-06

（1. 31E-05）

0. 0811

（0. 0258）

农产品投入的比率
0. 0084

（0. 0063）

0. 0308

（0. 0107）

0. 1156

（0. 0432）

矿产品投入的比率
0. 0313

（0. 0103）

0. 0459

（0. 0176）

0. 1020

（0.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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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电、燃气和水投入的比率
- 0. 0845

（0. 0472）

- 0. 0698

（0. 0803）

- 0. 0032

（0. 0034）

常数项
- 0. 0028

（0. 0015）

- 0. 0074

（0. 0021）

- 0. 0017

（0. 0032）

年份哑变量 Yes Yes Yes

样本量 959 959 959

R2 0. 1201 0. 1489 0. 108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结 论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中国近年来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和影响集聚

的微观基础。通过使用企业层次的数据，我们借鉴了国际上近期关于行业集

聚指标的发展，首先发现与现有大多数研究相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近年来行

业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相关理论和现有的实证研究，

利用动态估计过程模型对可能影响中国行业集聚的要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由

于使用了面板数据、动态估计方面和尽可能全面的变量，我们比较有效地控

制了相关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可观测的行业特征、内生性和集聚效应的

多重来源等问题。从实证结果方面，分析证实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对行业集

聚的影响。此外，我们的结果稳健地支持了知识外溢、信息外溢、劳动力市

场发育和投入要素共享对行业集聚的影响。最后，我们发现对自然要素的依

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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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杨 涛 盛柳刚

摘 要 本文从区域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
融合。我们介绍了分析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理论框架与国际经验，并利用住户调

查数据发现，1988—1995 年间，随着工资和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它们在城市间

的差异有所扩大；虽然区域间的工资收敛并不显著，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

工资收敛速度快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术型工人。针对这些实证结论，我们提出

了促进区域劳动力市场统一的配套改革措施，以及建立全国性的以身份证为核

心的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议。

关键词 区域劳动力市场，教育回报，工资收敛

 杨涛，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盛柳刚，美国弗吉尼亚理工

大学经济系。通讯作者及地址：Dennis Tao Yang，Department of Economics，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3033 Pamplin Hall（0316），Blacksburg，VA 24061，USA，E-mail：dyang@vt. edu；中国
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舜德楼南 101，100084。Wilson Sheng，Department of Eco-
nomics，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3033 Pamplin Hall（0316），Blacksburg，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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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研讨会的人员所提出的有益建议，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作者对文中所有错误

和遗漏负责。

一、引 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劳动力的结构布局和行业分配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 年，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国有企

业和农村公社中；到 90 年代末，大约 1 /3 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非农经济

中，大约 3 /5 的城镇劳动力在非国有企业里就业；目前，大约有一亿农民工

进城务工。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世界银行（1997a）研究发现，1978—1995 年之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

流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对年均 9. 4%的 GDP 增长率的贡献占到了 1. 5%。

蔡昉、王德文（1999）在此基础之上考虑了区域间劳动力的转移，发现改革

以来 GDP的高速增长中有 21%来自于劳动力的流动。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是，区域间的劳动力市

场是否出现了整合？区域间工资是否出现了收敛？已有的研究侧重城乡间劳

动力的流动和收入差距，而忽视了对改革过程中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静态特

征和动态演变过程的研究。本文有两个研究目的：第一，介绍西方区域劳动

力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第二，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城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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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过程。

区域劳动力市场（local labor market）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它

试图描述和解释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就业、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

主要指标的截面差异和动态演变路径。一个经典的模型是 Topel（1986）提出

的动态区域均衡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个人将选

择到未来收入折现值最高的地区就业，那么区域间同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就

会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缩小。
1
他发现美国各州工资率对州际劳动力市场的

冲击很敏感，而且不同流动性的劳动力群体工资弹性不同。Blanchard and Katz

（1992）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的就业人口增长率、失业率的动态路径进一步发

现，在美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受到外部负面冲击之后，劳动力流动是区域劳动

力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的主要调整机制。Borjas（2001）发现，最具有流动性的

墨西哥移民加速了美国州际间工资收敛的速度。

1 由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因此主流经济学中的“区域”主要是指城市之间。在 Topel（1986）一
文中，“local labor market”也有局部或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涵义。

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国改革进程中城市间劳

动力市场的静态差异，理解市场融合和发育的动态过程和均衡机制。如果同

类劳动者跨区域的工资不断收敛，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有所提高，反之，

如果存在抑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则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隔，

阻碍生产要素价格的一体化。目前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视角分析中国劳动力

市场的研究比较少，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指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补足我

们对改革进程中城乡移民、劳动力部门间流动的认识。

为了考察改革进程中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程度，我们至少需要两个时

点的数据。因此我们采用了中国社科院和西方学者共同收集的1988和 1995年的

两次城市住户调查（CHIP）数据。数据来自 10 个省份多个城市，1988 年含 67

个城市，1995年含 62个城市，其中有 29 个城市为两次调查覆盖，因此组成了

一个两年的城市面板数据。我们的重点是分析城市间工资差距和教育回报率的

截面差异，并分析在这一时期内城市间工资收敛和教育回报率的分布状况。

我们采用明瑟收入函数估计了样本中各个城市普通劳动力真实工资水平

和教育回报。数据显示平均真实工资在这一期间上升了 40%，平均教育回报

也由 3. 5%上升到 5. 4%。实证结果同时表明这两个指标的城市间差异几乎扩

大了一倍，这说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各城市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另外，我们

利用收入收敛模型，分析了 2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得到与国际经验不同的两

个结论：第一，发达国家区域间劳动力市场虽然收敛速度较慢，但收敛是显

著的，而中国尽管劳动力市场改革成效显著，已有相当规模的劳动力流动，

但是收敛并不显著。第二，在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受教育

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流动性比较大，市场融合度高，而中国则不同。从收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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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来看，各城市间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非技术工人的收敛速度是受教育水平较

高工人的两倍，这说明中国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反而比较差。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迹象主要来源于抑制劳动力流

动的制度性障碍：区域封闭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本地居民

优先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机会、难以转移的养老金、住房管理

体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我们探讨了这些制度障碍的原因和未来改革

的方向，并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差的现象，提出了一个政策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尝试用身份证取代户口本，取消

住房、养老金、教育培训机会等与户口的挂钩，帮助这部分新进入劳动力市

场的就业人口摆脱诸多制度的约束，并逐步推广，以期最终取消户籍制度。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以及对研

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启示和意义；第三部分描述了两次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

包括城市和个人的特征；第四部分估计了城市间的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以

及七年间工资的收敛状况；第五部分讨论了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背后的

制度原因，探讨了未来改革的方向；第六部分提出并讨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建议。

二、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方法论

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local labor market economics）既研究局部劳动力

市场的工资确定、就业、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的截面差异，也分析这些变

量在区域劳动力市场间的动态演变路径。作为劳动力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它

强调局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整体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区域分布的影响，而

且力图解释外生冲击发生之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机制。

国内比较熟悉的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一个视角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差

距研究。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1992）开创了研究区域间人均收入收

敛情况的先河。
2
他们的研究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基本模型中边际递减假设之上，

将跨国人均收入收敛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一个国家或者共同体内各个区域的人

均收入收敛研究。他们发现，1880—1988 年美国各州和 1950 年以来的西欧 73

个地区间都存在着人均收入收敛的情况。虽然收敛的速度是缓慢的，年均为

2%左右，但是统计上是显著的。同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条件收敛速度的

贡献率达到 1 /3 左右。

2 他们研究的是人均收入，而不是工资本身。本文不特意区分工资与收入的差别。

许多学者按照这一思路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区之间的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的收敛情况，Jian et al. （1996）发现，80 年代人均收入明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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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但从 1990 年开始，各地区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林毅夫等（1998）研究

发现，1978 年以来人均 GDP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减小，而东中

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却在扩大。蔡昉等（2001）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影响中

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刘强（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劳动

力的区际迁移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

收入收敛研究视角可以说明贫穷地区是否能够比富裕地区发展得更快，

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地区间的收敛。但是，这一视角无法解释局部劳动力市

场在工资、就业、失业率和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无法解释区域间

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工资等变量在区域分布上的影响。Topel（1986）的动态区

域均衡模型则为我们从微观上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动态区域均衡模型试图分析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其演变对整体劳动

力就业和工资的空间（地理上）分布的影响，这些特征包括各地区的失业率、

工资与收入、劳动力净流入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劳动力

允许自由流动，个人将选择到未来收入贴现值最高的地区就业，那么区域间

的同质劳动力间的工资差异就会由于同质劳动力自由流动而缩小。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第一，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和演变将引起工资调整和劳动力的流动；第

二，当一个外生冲击影响一个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时，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劳

动力市场就会根据区域的特点进行调整，使之重新达到均衡，其中劳动力流

动和工资的动态调整路径是我们感兴趣的课题。

Topel（1986）利用美国 1977—1979 年的现住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

tion Surveys）数据发现，工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没有弹性，相反，工资

率对各地区（州）的劳动力市场差异很敏感。一个对某地区的外生正冲击将

增加该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工资率。然而预期未来收入增加时，由

于外地劳动力的流入，将会导致当前工资率的下降。这样就有必要区分冲击

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当外生冲击是短期时，由于预期未来收入不会上升，

外地劳动力流入有限，因此该地区工资率的上升将高于永久外生冲击带来的

工资率上升。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工资率的灵活度在流动性不同的劳动力人

群中分布并不均匀，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工资具有更高的弹性。

Blanchard and Katz（1992）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的就业人口增长率、失业

率的动态路径，进一步研究了美国区域劳动力市场（州）在外部负面冲击之

后的调整机制。他们发现，外生冲击对就业增长率有着持久的影响，而对失

业率则只有短期的影响。而且，当一个负面冲击发生时，劳动力流动是区域

劳动力市场重新回到均衡的主要调整机制，而促使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是

失业率的上升，而不是当地工资的下降。他们的发现也支持了 Barro and Sala-

i-Martin（1991，1992）的结论。

Borjas（2001）研究了最具有流动性的移民群体对美国州际间工资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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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他指出移民作为自由选择的群体，进入美国后再迁移的成本低、流动

性大，比美国本土人对区域间的工资差距更为敏感，因此他们的流动对于缩

小区域间的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Borjas研究发现，移民加速了区域间工

资收敛的速度，需要 17. 3 年便可消除 50%的区域间的工资差距，而且移民对

美国本土经济的贡献也比以前的经验研究要高得多。

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的区

域劳动力市场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各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改革步伐不一致，造成了各地区

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和教育回报的巨大差距。但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理论上可

以缩小工资差距。如果没有出现收敛，我们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阻碍

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比如户籍制度、住房的商品化程度、养老保险的可携

带性以及地方保护等，并且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般性的政策建议。

第二，Topel指出了工资弹性在不同流动性的劳动力人群中具有异质性，

流动性强的群体的工资弹性比较低，对区域市场的冲击的敏感性不如流动性

弱的群体，因此流动性强的群体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地理上更广阔的市场。Bor-

jas（2001）提出流动性较高的移民对于促进地区间工资收敛具有显著的作用，

这说明在这一群体内的工资差距相对较小，或者说收敛速度较快。因此，我

们可以通过检验中国区域间流动性程度不同的群体的工资收敛状况，来验证

劳动力迁移是否是区域间工资调整的机制。

第三，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学历和技术水平

的人，由于获取信息的能力强，因此流动性比较大，而中国劳动力流动主要

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上。本文的研究发现，各地区间受教育水平

较低的工人工资的收敛速度是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人的两倍左右。收敛速度的

差异间接反映了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的流动性程度，也就是说，不同教育水

平的群体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所受到的流动约束是不同的。这些实证结

果对进一步改革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强调政策应该具有

针对性。受此启发，我们根据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区域间工资缺乏收敛的

事实，提出了建立高校毕业生全国统一就业市场的对策。

三、数 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和西方学者合作的 1988 年和 1995 年

的两次城市住户调查（见 Riskin et al.，2001）。两年间的样本和问卷设计具

有可比性。1988 年调查包括 9009 家城市住户，涵盖了 10 个省份，1995 年增

加了四川省，包括 6931 家城市住户。为了保证可比性，我们采用两次调查都

覆盖的 10 个省份，放弃了四川省。在本文采用的样本中，1988 年包含 17074

个个体，1995 年包含 9627 个个体。这些个体是企业或单位的长期职工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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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工；我们排除了退休职工、学生、临时工、私有企业主和个体户，他们

的收入与具有稳定职位的职工缺乏可比性。

我们定义的收入包括所有类型的工资：基本工资、浮动工资、合同工资、

加班费、奖金和兼职收入，以及津贴、辛劳补助和其他收入。虽然关于收入

的纪录比较丰富，但并不理想。比如，问卷并没有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

价值，而且，企业提供住房并没有作为收入计算在内。在本文中，我们采用

月度收入作为衡量收入的指标。

表 1 描述了我们所选样本中分省工人的月度收入分布状况。第（1）和第

（5）列列出了按照 1988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并根据国家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之后

的真实收入。七年中平均收入从 1927 元上升到 2812 元，增加了 45. 9%。表 1

显示各省之间的工资差异很大，而且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1988

年收入最高的广东省人均月度收入比收入最低的河南省高 80%；到了 1995

年，收入最高的广东省和收入最低的甘肃省相比，差距扩大到了 144%。

表 1 分省样本分布和工人的真实收入

1988 年 1995 年 1988—1995年

月度平

均收入

调整后的

月度收入

城市

个数

劳动者

人数

月度平

均收入

调整后的

月度收入

城市

个数

劳动者

人数

面板数据

城市个数

（1） （2） （3） （4） （5） （6） （7） （8） （9）

全样本 1927

（1034）

1827

（912）

67 17074 2812

（1712）

2574

（1412）

62 9627 29

北京 2052

（734）

2124

（760）

1 833 3797

（1643）

3383

（1464）

1 802 1

陕西 1667

（1220）

1555

（1138）

8 1830 2198

（1119）

2004

（1021）

8 1032 4

辽宁 1844

（618）

1899

（636）

4 1842 2487

（1232）

2468

（1223）

4 1185 3

江苏 1906

（625）

1887

（619）

8 2231 3026

（1472）

2810

（1367）

9 1199 5

安徽 1758

（1061）

1888

（1140）

8 1693 2195

（1098）

2293

（1148）

6 792 3

河南 1555

（709）

1492

（680）

8 1912 2120

（1061）

2154

（1079）

8 912 4

湖南 1767

（728）

1737

（716）

9 1887 2652

（1179）

2377

（1057）

7 1167 0

广东 2800

（1598）

2039

（1164）

8 1968 5089

（3040）

3844

（2296）

8 869 5

云南 2027

（848）

1931

（807）

9 1765 2563

（1082）

2418

（1021）

8 1079 4

甘肃 1907

（1088）

1906

（1088）

4 1113 2084

（927）

2037

（906）

3 590 0

注：第（1）列的平均收入以 1988 年的价格计算，第（5）列中 1995 年的真实收入是由国家消费价格指

数调整产生；第（2）列和第（6）列汇报了根据分省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按 198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可比收

入。括号中的值是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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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用社会消费品价格指数来计算真实工资存在一个问题。即使对

同一商品，其价格在不同的省份也可能是不同的，其价格差反映了省际之间

的交通成本和贸易障碍（Brandt and Holz，2006）。遗憾的是，由于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不全，我们无法得到不同年度不同城市商品的可比价格。为了

对生活成本进行调整，我们采用了一组 Brandt and Holz（2006）设计的分地区

的价格指数，这一指数是依据一揽子常用商品的价格计算，商品覆盖了 10 大

类消费品和服务中的 64 种。表 1 中的第（2）和第（6）列陈述了根据这一价

格指数调整后的按照 1988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可比平均收入。从整个样本来

看，这一调整后的平均收入基本上低于第（1）列和第（5）列按照国家消费

品价格指数调整的平均收入，而且前者的标准差也要小于后者。这一发现支

持了如下结论，由于有不可贸易品的存在，不同地区的收入和价格往往成正

相关（Kravis and Lipsey，1988）。基于同样的理由，在调整后的数据中，最富

和最穷省份的收入之比缩小了：1988 年为 42%，1995 年为 92%。以 1988 年

可比价格计算，那两年国家正式职工的平均收入分别是 1747 元和 2413 元，

与分地区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数据接近，但与未调整的数据差距较大。因此，

我们以下的分析均采用调整后的数据。

两次城市住户调查覆盖了不同地区多个城市，1988 年包括 67 个城市，

1995 年包括 62 个城市。平均来看，在这两次调查中每一城市分别有 255 个和

155 个观测值。表 1 中的最后一列给出了两次调查均覆盖的 29 个城市在不同

省份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造一个两年的、以城市为单位的面板

数据。这些城市分布在中国各地，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具有不同制度环境的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这一数据结构允许我们估计不同城市的工人收入和教育

回报，从而观察城市间的差异和跨时间的变化。此外，我们利用这一面板数

据可以检验这七年间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收敛情况。

表 2 描述了关键变量的统计特征。表的上半部分是影响收入的个人特征。

七年之间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了 1. 1 年，而工作经验保持稳定。城市住

户调查将受教育水平根据学历分成七类。为了估计教育的回报率，必须将这

七类转换成相应的受教育年限。根据已有的研究和中国的教育体系，我们进

行如下转换：大学及其以上学历定为 16 年，大专和职业技术学校为 14 年，

高中 12 年，初中 9 年，小学 6 年，三年及其以上小学水平转换为 4 年，三年

以下小学水平为 2 年。根据传统的做法，我们把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和学龄

前 6 年，得到相应的工作经验。从其他的个人特征来看，两年中少数民族比

例分别占 3. 7%和 4. 6%，党员的比例从 24%上升到了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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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

变量名
1988 年 1995 年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Log（收入） 7. 4 0. 4 7. 7 0. 7

劳动者个人特征：

受教育程度（年） 10. 7 2. 9 11. 8 2. 6

工作经验（年） 20. 5 11. 0 20. 9 10. 1

男性劳动者比率 52. 8 49. 9 53. 6 49. 9

党员比率 24. 0 42. 7 26. 1 43. 9

少数民族比率 3. 7 18. 9 4. 6 21. 0

城市经济环境：

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职工比率 49. 3 50. 0 66. 2 47. 3

国营和地方公有企业职工比例 79. 4 40. 4 83. 3 37. 3

开放度（外资与合资企业职工比率） 0. 3 5. 4 0. 8 8. 9

通过市场渠道找到工作的比率 — 13. 0 33. 6

信息设施（家庭拥有电话的比率） 4. 9 21. 7 41. 8 49. 3

表 2 的下半部分列出了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的城市

经济环境的指标。这些指标揭示了七年间中国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特征。

我们利用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工人占劳动力的比例来衡量技术工人的供给，这

一比例从 1988 年的 49. 3%上升到了 1995 年的 66. 2%。同时，尽管 1995 年在

外资和合资企业就职的工人比例仍然很低，但这一比例几乎是 1988 年的三

倍。以安装电话的家庭比例作为衡量基础设施的指标，该比例从 4. 9%上升到

了 41. 8%。另一个表明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的变量是工人是否通过市场化的

渠道寻找工作。在 1995 年，有 13%的职工是通过非公共机构靠自己找到了工

作。遗憾的是，1988 年的调查没有收集这一显示区域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

指标。

四、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

（一）计量模型

明瑟方程被广泛应用于估计人力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以下

明瑟函数的一个扩展作为估计教育回报的基本模型。

logY
i

= β0
+ β1

S
i

+ β2
E

i
+ β3

E
2

i
+ ∑

3

j = 1
γj

X
ij

+ μi
， （1）

其中 Y
i 是工人 i的月收入，S

i 是教育程度，E
i 是工作经验，E

2

i是工作经验的

平方项，μi 是扰动项，E（μi
）= 0。变量 X

ij代表影响个人收入的其他三个指

标：性别、党员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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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1）中，β1 衡量了整个样本平均的教育回报。经典的人力资本

理论认为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因此我们预期 β1
> 0。常常与工作经验相

联系的工作培训，应该和收入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预期 β2
> 0；如果工

作经验报酬边际递减，那么 β3
< 0。其他变量诸如性别、党员和民族可能对收

入也有独立于教育的作用，但如果这些变量与教育相关，将它们包含在方程

（1）当中则会系统性地改变对 β1 的估计。

最小二乘法被广泛应用于估计人力资本回报的计量模型。但是由于最小

二乘法忽略了个人能力变量，而个人能力与教育程度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

估计的教育回报率可能有偏。传统上有三种办法来处理这种遗漏变量产生的

偏差：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直接衡量能力（参见 Card，1999）。但是以

上三种办法都对数据的要求非常高。

我们承认上述计量上的问题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城镇住户调查没有足够

系统的数据可以让我们矫正遗漏能力变量导致的偏差，因此我们仍然采用最

小二乘法。同时，由于这两次调查所涉及的被调查者一般是在 1978 年改革前

接受教育，而改革前的教育体系非常僵化，个人几乎没有根据自身比较优势

选择受教育程度的自由，因此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对这一群体可能并不严重。

而且，由于大多数对转型国家的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并没有控制遗漏能力变量

导致的偏差，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与这些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

方程（1）暗含着两个假设，即普通劳动力的收入，也就是方程的截距

项，和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城市间都是相同的。虽然方程（1）能够给出整个样

本的平均教育回报，但是接下来的数据分析显著地拒绝了上述两个假设。为

了放松这两个约束，使得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报在城际之间有差异，

我们采用更加灵活的模型：

logY
i

= ∑
n

k = 1
βek

D
ik

+ ∑
n

k = 1
βsk

S
ik

D
ik

+ β2
E

i
+ β3

E
2

i
+ ∑

3

j = 1
γj

X
ij

+ μi
， （2）

这里 βek是城市 k中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3，βsk是城市 k的教育回报率，D
ik

是表示观察值所属城市的虚拟变量，如果工人 i在城市 k，则 D
ik

= 1，反之 D
ik

= 0。因此，方程（2）可以为 1988 年和 1995 年分别估计 67 个和 62 个城市

水平的参数：各个城市的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报率。我们将使用这些

估计得到的参数来看工资结构和教育回报率的城际间差异和动态变化特征。

3 本文中，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是指剔除教育回报率和经验收益后的收入。因此，这个收入可以理

解为教育与经验为零的基本劳动收入。

（二）计量结果

表 3 列出了明瑟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第（1）、（2）、（4）和（5）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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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所有城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和其他个人特征对收

入的影响。第（3）和第（6）列估算了不同城市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

报率，但我们并没有在表中直接给出这 258（= 67 × 2 + 62 × 2）个估计值；在之

后的研究中，我们会仔细分析这些估计值。因为个体观察值分别来自不同群

体，如家庭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因此可能存在异方差。我们所有的回归都使

用了 Huber-White标准差来去除异方差的影响。非常高的 F 值拒绝了所有参数

为零的假设。

表 3 明瑟收入方程的估计

解释变量
1988 年 1995 年

（1） （2） （3） （4） （5） （6）

教育 0. 0389

（0. 0010）

0. 0323

（0. 0010）

— 0. 0718

（0. 0029）

0. 0606

（0. 0031）

—

教育 ×城市 — — 有 — — 有

工作经验 0. 0418

（0. 0013）

0. 0414

（0. 0014）

0. 0446

（0. 0020）

0. 0753

（0. 0037）

0. 0745

（0. 0038）

0. 0700

（0. 0037）

工作经验的平方项 - 0. 0005

（0. 0000）

- 0. 0006

（0. 0000）

- 0. 0006

（0. 0000）

- 0. 0014

（0. 0001）

- 0. 0015

（0. 0001）

- 0. 0014

（0. 0001）

男性 — 0. 0969

（0. 0061）

0. 1109

（0. 0074）

— 0. 1569

（0. 0141）

0. 1647

（0. 0133）

党员 — 0. 0772

（0. 0068）

0. 0828

（0. 0082）

— 0. 1125

（0. 0160）

0. 1309

（0. 0153）

少数民族 — 0. 0105

（0. 0135）

0. 0431

（0. 0232）

— - 0. 0472

（0. 0302）

- 0. 0193

（0. 0336）

城市的虚拟变量 — — 有 — — 有

常数项 6. 4296

（0. 0184）

6. 4591

（0. 0192）

— 6. 0116

（0. 0520）

6. 0801

（0. 0548）

—

R2 0. 2690 0. 2886 0. 4072 0. 1553 0. 1743 0. 2991

F 值 1520. 78 942. 07 72. 73 391. 997 248. 52 32. 33

自由度 （317033） （617030） （13916897） （39623） （69620） （1289498）

注：括号中的值是 Huber-White标准差，它可以修正不同形式的异方差。

4 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并没有呈现上涨趋势。依据表 2中汇报的平均工作经验年限计算，经验的回报率的波
动范围由 1988年的 1. 68%—2. 13%下降到 1995年的 1. 15%—1. 68%（工作经验的平方项为负说明了工作
经验报酬的边际递减性质）。这个结果与改革前强调工作经验和改革后强调工作能力的事实是一致的。

比较 1988 年和 1995 年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结论。第

一，在这七年间，所有城市的平均教育回报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 1988 年

的 3. 2%和 3. 9%分别上升到 1995 年的 6. 1%和 7. 2%。同时，收入的性别差

距从 9. 7%和 11. 1%提高到了 15. 7%和 16. 5%。党员与非党员的差距从 7. 7%

和 8. 3%上升到了 11. 3%和 13. 1%。4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工人的收入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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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工人的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异，估计值比较小而且不显著。

以上关于 1988 年到 1995 年间教育回报率上升、收入的性别差距扩大和

党员回报率的结论和已有的研究基本一致。
5
工人个人特征的收益率差距扩大

和中国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事实是紧密相连的。在所有拥有可比数据的国

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上升最快（世界银行，1997b；Yang，

1999）。工资差距可以被分解为个人特征的不同和个人特征的回报率的差异。

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回报率的变化是中国在转型中收入差距扩

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5 如，李实、丁赛（2003），Zhang et al.（2005），Gustafsson and Li（2000），Ho et al.（2002）。

如果将性别、党员和民族三个变量加入到我们的基本模型，1988 年和

1995 年的教育回报率就会下降。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和这些个人特征是相关的。

在这两年，教育和男性比例、党员比例有正相关性，1995 年，受教育程度与

少数民族比例是负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党员回报率上升的结论，拒绝了

经济改革以来政治资本对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应该下降的假说。我们的发现似

乎支持另一种观点：党员的身份是一种有益于职业的投资，它向潜在的雇主

发送信号来传递本来不可观测的个人品质，由此提高了个人的收入。

综上所述，从已有的证据来看，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上升、收入性别

差距扩大和党员与非党员间的收入差异扩大，中国城市的工资结构趋于发散，

而且有更多的工资差异没有被这些解释变量解释，因为 R
2
从 1988 年到 1995

年显著地下降了。

虽然方程（1）描述了全国范围内城市住户收入的结构变化，但是它对教

育回报率的估计是基于不同地区普通劳动力收入相等和教育回报率相等的假

设之上。相关的 F 检验显著地拒绝了这两个假设：F 值在 1988 年和 1995 年分

别为 1. 81，6. 31 和 2. 00，4. 81。因此，我们采用更为灵活的方程（2）来估

计不同城市的普通劳动力收入以及教育的回报率。

表 4 给出了 1988 年和 1995 年估计得到的中国城市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

收入和教育回报率的分布情况。对比两年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些估计值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分散。在这七年间，普通劳动力平均的对数化真实收

入从 6. 36 下降到了 6. 18，因为检验两个均值相等的 t 值为 3. 21，其差距在

统计上是显著的。按城市平均的教育回报率从 3. 5%上升到了 5. 4%；检验两

个均值相等的 t值为 6. 2，说明教育回报率有了显著上升。结合之前党员、性

别差异扩大的结论，我们发现在这七年间，城市中平均主义的薪酬制度已经

很大程度上被基于个人特征的薪酬体制所取代。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和教育回

报率在城市间的差异扩大了：前者的范围由 1988 年的（5. 64，6. 98）扩大到

了 1995 年的 （4. 73，7. 14），而后者的范围也由 （0. 01，0. 07） 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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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02，0. 13）。6其他衡量不平等的指标也表现出收入和教育回报差异变大

的趋势。在这期间，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和基尼系

数都翻了一番以上。从这些指标来看，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情况也大致相同。

6 在 1995 年，有两个城市的教育回报率为负值，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表 4 城市普通劳动力工资与教育回报率的分布

Log（普通劳动力工资） 教育回报率

1988 年 1995 年 1988 年 1995 年

均值 6. 357 6. 180 0. 035 0. 054

最低值 5. 641 4. 729 0. 009 - 0. 018

最高值 6. 975 7. 136 0. 070 0. 134

标准差 0. 230 0. 482 0. 012 0. 029

变异系数 0. 036 0. 078 0. 343 0. 542

Gini系数 0. 020 0. 043 0. 191 0. 302

城市个数 67 62 67 62

图 1 显示了 1988 年和 1995 年城市间普通劳动力收入的分布状况。横轴是

估计所得的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纵轴是观察得到的各个城市的平均对

数化收入。1988 年的散点图相对集中在一起，这与当时政府保持各地区收入

水平相当的事实是一致的。1995 年的散点图的均值比较高，表明在改革中工

资已有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收入更加分散，产生了

区域间的工资差异。进一步分析，散点图向上倾斜说明较高平均收入的城市

给缺乏工作经验的非技术工人更高的报酬。

图 1 中国城市 1988 年与 1995 年估计所得普通劳动力的对数化工资

图 2 显示了 1988 年和 1995 年不同城市间教育回报率的分散程度。横轴是

不同城市的估计的教育回报率，纵轴是观察得到的各个城市的平均对数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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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988 年的散点图聚集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而 1995 年的散点图几乎遍布

图 2。转型期间这一教育回报率分布的动态变化是与逐渐放宽计划体制下刚性

工资的举措是一致的。但是数据并没有显示城市的收入水平和教育回报率的

关系。比如 1988 年，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同时出现在收入水平高和收入水平低

的省份。同样的，在 1995 年，两者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图 2 中国城市 1988 年与 1995 年教育回报率的分布情况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各城市间的教育回报率差异是相当惊人的。

本文中各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是使用一致的估计方法和可比的数据计算得到的。

1988 年和 1995 年教育回报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0. 343 和 0. 542。Trostel et al.

（2002）使用微观数据估计了世界上 28 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因为数据来源

的背景不同，包括不同的市场环境和高度隔绝的各国劳动力市场，我们会预

料跨国的教育回报率差异会比中国区域间的差异大很多。结果却不是这样，

Trostel et al. 估算的跨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异系数大约在 0. 57 和 0. 59 之间，与

1995 年中国城市间的变异系数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各

城市间远远没有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

（三）收入有否收敛？

7 技术进步、投资和产业结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劳动力需求，但是我们不在本文分析这些因素对局

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区域劳动经济学的框架内，如果存在市场竞争，并给定劳动力需求不

变
7，职工的自由流动是引发收入收敛、达到高效率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机制。

区域间收入和教育回报的差异将吸引劳动力从收入较低的城市迁移到收入较

高的城市，因此缩小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这一过程会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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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体经济获益。在美国，劳动力流动和区域间的市场竞争使得相对工资在

各州之间稳定地收敛（参见 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1992；Blanchard

and Katz，1992）。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虽然各州工资和收入的收敛速度比较

慢，但是非常显著。

由于中国城市间收入差距巨大，如果城市间没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

政策和制度障碍，我们应该可以预料城市间收入收敛的速度很快。为了检验

1988—1995 年间收入是否收敛，我们采用如下的计量模型：

logw
k，1995

- logw
k，1988

= α + βlogw
k，1988

+ εk
， （3）

这里 w
k，t是城市 k在 t年的收入，β是收敛系数。β < 0 说明一个城市的工资增

长率与这个城市的初始工资水平存在负相关，即贫穷城市的收入增长比富裕

的城市快，城市间的收入趋于收敛。对美国各州之间年度收入收敛的研究发

现，收敛系数 β的基准是 - 0. 02 左右，也就是说年均 2%。因此，消除州际

之间 50%的工资差距大概需要 30—35 年。如果中国的区域劳动力市场开始融

合，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在这七年中收敛系数应该显著地小于零。

图 3 中国城市间的收入收敛状况

图 3 的纵轴画出了 1988—1995 年 29 个城市的对数化收入的年均增长速

度，横轴是 1988 年的对数化收入。图中的直线是线性回归得到的拟合线，斜

率为 - 0. 033，t值为 - 1. 03，R
2
为 0. 038。这些结果显示，尽管收敛系数为负

符合我们的期望，但在 1988 年至 1995 年间中国的城市之间并没有出现显著

的收入收敛趋势。虽然劳动力已经有了迁移的动机，但是导致均衡的机制

———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没有有效的运作，从而消除巨大的城市间收入差距。

这一发现与如下观点是一致的：直到 90 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仍旧存在限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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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自由流动的法律和制度障碍，从而阻碍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最优配置。

Johnson（2003）使用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发现，1990—2000 年间中国省际的劳

动力迁移率只是同时期美国州际劳动力迁移率的 1 /4。由于中国区域劳动力市

场之间的显著非均衡状态，一个更具有比较意义的是美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向

工业转移的时期；那时美国劳动力的迁移率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倍

左右。

图 4 中国城市间按工人受教育程度分组的收入收敛状况

继后我们考察了收入收敛速度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将劳动力分为四组：最高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

业以及大专以上教育。图 4 给出了分组的 1988—1995 年 29 个城市的对数化收

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横轴是 1988 年的对数化收入。我们发现与上述情况相

同，收敛系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因此并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不同区域劳动

力市场间所有层次的技术工人收入趋同的现象。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收

敛系数的绝对值来看，最高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的工人收入的收敛速度

（ - 0. 073）要显著高于其他三组教育层次的收敛速度（ - 0. 038， - 0. 039 和

- 0. 031），表明低教育程度工人的收入在城市间的收敛速度更快。虽然从统

计上看，这些估计值并不显著，其 t 值分别为 1. 41，1. 03，1. 39 和 0. 84，但

低教育组收敛系数显著性程度较高，已接近于传统的 10%显著性水平。这些

结果与 1988—1995 年间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是一致的（参见 Fleisher and

Yang，2006；Cai et al.，2004）。换言之，如果农民工在进城打工时系统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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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目的地的收入差距，并做出相应选择，那么农民工进城就会促成低教育工

人收入在城际间的收敛。在给定区域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变的前提下，以上实

证结果也说明，技术工人在城市间迁移可能遭受到更多的制度障碍。技术工

人一般在城市内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因此迁移时需要考虑户口、住房、社会

保障和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而农民工从农村出来，相对来说这些因素造成的

阻碍比较小。

最后需要指出，收入收敛的参数不显著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小造成的。

我们的分析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研究城市间的工资收敛

状况。

五、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原因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 1988—1995 年间，中国各城市间的工人收入和教育

回报差异扩大了。从理论上讲，工资和教育回报的差异是促使劳动力迅速、

大规模自由流动的内在动力，但是事实上这一差异并没有引发显著的工资收

敛。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回报在改革后虽然增长显著，但是

仍然比较低。
8
我们的研究部分地解释了这一现象：直至 90 年代中期，中国区

域劳动力市场之间仍旧存在市场分割，高教育的技术劳动者不能充分自由流

动，这种市场扭曲使得人才没有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因此导致较低的教

育回报，而个人则没有充分的动机投资教育。最近的一些调查和研究发现

（Fleisher and Yang，2006；Cai et al.，2004），在过去几年内中国劳动力市场

的功能和效率并没有显著的改进。消除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回报的差

异，需要进一步深化劳动力体制改革，我们简要分析这些制度障碍及其背后

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8 Psacharopoulos（1994）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教育回报率为 10. 1%，亚洲为 9. 6%，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
回报率在 11. 2%与 11. 7%之间。

（一）继续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就业政策应与户籍制度脱钩

户籍制度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隔

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措施

已经有效地降低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性的负面作用。因此，客观地讲，

户籍制度本身已经不再是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问题在于和户籍制度

挂钩的一系列歧视性的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就业政策的歧视。城市就业政策仍然将本地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

摆在优先地位。地方劳动局采用各种奖惩手段，鼓励用人单位雇用本地劳动

力，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Cai（2003）对北京的户籍制度做过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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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对外地务工人员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和工种限制，且随着城市就业形势

的恶化而趋于加强。在整个 90 年代后期宏观经济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北京的

劳动就业管理一方面加强下岗情况的统计工作，实施再就业工程，减少下岗；

另一方面，更加严格地限制外地民工就业，明确要求企业优先雇用本地劳动

力，同时将雇用外地民工与雇用下岗职工挂起钩来。这种歧视性的就业政策

使得农民工主要集中于技术要求低、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如建筑业、制造

业和批发零售餐饮服务行业。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由于受教育水

平低的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比较小，因此城市间非技术工人收入收敛速度较快。

其次是社会保障的歧视。目前城镇居民普遍享受着养老、医疗、失业、

生育和工伤等五项法定保险，而没有户口的外地人口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社

会保障体系基本上采用属地化管理，大部分社会保障措施都与户籍制度挂钩，

因此，从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来看，上述五类社会保障基本上优先照顾拥有

当地户口的城镇居民，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口很难享受和参与到现有的社会保

障体制中来。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也

没有养老金，他们只是趁着年轻在城市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目前中央政府

和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再次是教育培训机会的歧视。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外地人口本身教育培

训的机会较少，而且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子女的上学

问题是流动人口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流动人口子女的辍学、失学、超龄的

问题都比较突出。流动人口一般读不起城市公立学校，他们一般选择城市打

工子弟学校和家乡的学校。显然，城市义务教育体系排斥流动人口子女的现

状，没有缓解这一制约因素，反而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继续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另一方面需要重点

改革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机会。

第一，原则上来讲应该放宽落户的条件，按照稳定的住房、职业或者生

活来源给予落户。第二，逐步放松对外来人口就业的职业限制，允许他们从

事技术水平更高的职业。外地人口职业的分散化以及允许他们从事技术水平

更高的职业，不仅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本地市场，而且可以提高外地

人口的收入，将有利于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方面的歧视，有利于扩大社

会保障的覆盖面，有利于让外地人口分享教育培训机会。第三，将民办学校

合法化，推动各城市兴办民办学校，为外地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创造机

会，改变他们父母与子女长期分离的局面。

（二）做实个人账户，提高养老金的可携带性

养老保险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如果职工的养

老保险无法在单位之间、区域之间顺利转移，那么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就会很

高。养老金在地区之间转移困难，一个原因是各地区养老金管理条例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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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比如目前全国各地单位缴费的标准和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并不一样。但更

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统筹账户入不敷出，个人账户的资金常常被挪用来填补

养老金的空缺，剩下的缺口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在这种情

况下，一个职工跨省就业，即使养老金账户实现了转移，资金并没有转移过

来。由于账户已经迁出，迁出地政府不愿为其支付养老金，而迁入所在地的

政府则因为需要负责其全部养老金而加重其财政负担，故也不愿意支付。因

此目前的养老保险基本是各省区各自为政，在省际实现养老金的转移还是颇

为困难的。

要提高养老金的可转移性，一个办法是继续提高统筹的层次，建立全

国统筹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全国层面上实现现收现支，由中央政府负责缺

口。但是由于养老金缺口庞大，同时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让中央政

府独自承担恐怕难以为继。如果让地方政府参与，由于各省财政实力差异

悬殊和养老金缺口不同，省级统筹比全国统筹更容易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

性，因此恐怕难以实现全国统筹。目前来看，要提高养老金的可转移性，

首先要做的和能做的则是做实个人账户，允许个人账户转移的同时有资金

转移。2005 年出台的《决定》强调做实个人账户，目的是解决个人空账运

行的问题，但如何在做实个人账户的同时，提高养老金在区域间的转移性，

则需要更多具体的政策，如全国统一的个人账户。其次，在做实个人账户

并允许转移的基础上，再来考虑解决社会统筹账户的转移，可以根据各省

不同的缴费水平和支付水平，将职工在迁出地的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折算

成迁入地的社会统筹账户资金。最后，要拓宽养老金的投资渠道，使得养

老金有较高的回报率，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养老保险，从而缩小养

老金的缺口，加快积累的速度。

（三）进一步推进住房改革，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纳入改革日程之中

住房改革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先决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房地

产出售和出租，职工无法轻易地与为他提供住房的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因此跳槽将是非常困难的。目前住房改革解除了职工长期依赖企业

提供住房的状况，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居住面积，但是住房对于劳动

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拥有户籍的城市居民和没有户籍的

流动人口的住房的选择集合是有明显界限的。住房改革之后的城市居民在

购买房屋时至少有三种选择：以市场价格购买拥有完整产权的商品房、以

市场价格租房或者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产权不完整的经济适用房 （Wang and

Murie，2000）。很多城市居民倾向于第三种选择，中央政府也积极鼓励地方

政府兴建经济适用房，为中低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

流动人口基本上还是为主流的住房体制所排斥。吴维平、王汉生（2002）

调查了京沪两地的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发现流动人口有限的住房选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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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企业提供的宿舍、租房、工棚、自购商品房。比例最高的住房选择是

租房和工棚。住房改革的歧视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住房选择上，也体现在城

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上。流动人口的住房狭小、拥挤不堪、缺水

少厕。根据吴维平、王汉生（2002）的调查显示，京沪两地流动人口的人

均住房面积是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虽然住房改革允许外地人口购买商品

房，但由于商品房的价格很高，超出了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承受能力，流

动人口很难从市场化的住房改革中获益。

大部分的流动人口都认为住房是他们在城市中常住的最大困难。因此住

房事实上已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障碍。然而现有的城市住房改革一直忽视

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将他们排斥在住房体系改革之外。这一做法无疑是

不利于劳动力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的。今后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法规应该着

力于改善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住房改革不应该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外，政府

的安居工程应该将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考虑在内，允许流动人口申请廉租房，

用于交换低廉价格的旧单元房的二级房屋市场应向流动人口开放；一些以前

只针对当地居民的工作和教育培训机会应向流动人口敞开大门；尝试建立流

动人口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六、一个可行建议：建立高校毕业生

全国统一就业市场

本文第二部分关于区域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文献研究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

是促进区域劳动力工资和教育回报收敛的均衡机制，而 Borjas（2001）研究说

明，一部分对区域间工资差异比较敏感的人群能够自由流动就能有效地促进

区域间工资收敛。从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受教育水平低的职工工资收

敛速度较快和大量民工进城的事实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了流动中的民工作为

均衡的动力，促进了区域间技术水平低的工人的工资收敛。我们的研究也发

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职工工资收敛速度比较慢，因此如果存在一支受教育水

平较高的均衡的力量，可能将有效地促进这一教育水平的职工的收入收敛并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恰恰存在着这么一支

队伍，他们受教育水平很高，没有太大的迁移成本，但却对市场的工资差异

最为敏感，而且他们的规模正在逐步壮大，这支队伍就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应

届毕业生。拆除户籍的栅栏，使用身份证替代户口本，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

大学生就业市场，不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

的匹配效率，而且这种以身份证为核心的新体系可以逐步推广到新增劳动力，

并为渐进地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积累经验。

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是

中国目前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同时他们一般都很年轻。美国劳动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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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职工的流动性与年龄呈反比关系，年龄越大，流动

性越小。从成本来讲，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城市就业时，沉没成本相对已就业

的年轻人要低，他们没有养老金转移的束缚，也没有住房公积金转移的障碍。

从激励的角度来看，年轻人选择在哪个城市立足时，需要考虑的是一生的预

期收入，他们未来时间长，对未来的生活更为看重，因此对区域间的工资差

异是非常敏感的。从规模上来看，由于自 1999 年以来的高校扩招，这一群体

的规模在迅速上升。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普通高校毕业

生从 2002 年的 133. 73 万人迅速上升到 2004 年的 239. 12 万人，2006 年为 413

万，可以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保持若干年。

建立全国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目前主要的障碍在于户籍制度和地

方保护。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西部地区大学毕业

生要进入东部地区就业很困难；第二，一旦离开读书所在地城市到其他城市

就业，要想返回则非常困难，因此大部分学生会倾向于一次就业先选户口，

二次择业，这造成了企业和员工的低效率匹配，也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极大

浪费。

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学术界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放松户籍制度

对应届大学生就业的束缚，逐步开始推动大学生跨地区就业。但是如果改

革只是在应届大学生就业这一特殊时点放松户籍约束，一旦他们找到工作，

就又进入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老系统，那么改革的作用将微乎其微，甚

至比短期内不放松户籍都严重。因为大学生能够认识到如果不在应届毕业

时落实中意城市的户口，将来会更加困难，也就是说购买户口的价格在应

届毕业时是最低的，错过了这个机会户口的价格就会上升，因此大学生宁

愿专业不对口，宁愿零工资就业，也要拿到中意城市的户口。这样一来，

户口成为了应届毕业生就业时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由此必然导致就业匹配

效率的下降。

第二个障碍是地方保护。由于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毕业生就业问题成

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优先保证本地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问题，要求各个机关和单位尽量优先照顾本地生源，比如，各级政府机

关和国有单位的招聘一般都要求本地户口；同时给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上分

配户口指标，严格控制外地人才的进入。有些地方甚至列出院校名单，不在

名单之上的毕业生则很难在该地获得户口或引进指标。

下面从操作层面探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首先，使用身份证替代户口本。身份证与户口本的差异在于前者不带

有属地化管理的特点，要消除户籍制度对全国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阻碍

作用，根本之道在于用身份证管理体制取代户籍管理体制。前面的讨论说

明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只是在短期内放松户籍制

度，而必须以身份证取代户口本，将相关的住房和养老、医疗、教育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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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体制与身份证挂钩，允许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在区域间的转移，这

样使得大学生出城就业容易，回城就业也不难，从而提高以大学生为主体

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对流，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提

高工作匹配的效率。户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历史的原因，要

解决存量问题很难，但是改革可以从流量着手。我们认为建立全国性的统

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可以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应届大学生作

为新增劳动力的一个群体，我们的建议相当于将这部分群体作为试点，以

身份证取代户口本，将相关的住房和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制与

身份证挂钩。这一建议与目前各个城市引进人才做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人

才引进之后就进入了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系统，而我们的建议则主张“新人

新办法”，对新增就业的大学生尝试采用身份证为核心的系统，这一试点可

以为对其他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放松户籍控制积累经验，未来也可以将

试点推广到新增劳动力和全部人口。

其次，改变政府激励机制，消除地方政府实施政策歧视的动机。地方政

府优先照顾本地生源主要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就业率，但是这种做法却不利于

本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会阻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才。所以中央政府必须

转变衡量地方政府在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绩效的指标，不能单一地以本地

生源就业率为指标，而应该以促进新增就业为目标。地方政府应该取消对企

业的户口配额控制，让企业自主招聘员工。

有人会担心，一旦放开户籍制度对大学生的限制，大学生将纷纷涌向大

城市，从而造成大城市高失业率。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一

是雇主仍然会择优录用，不可能雇佣所有的人；二是因为当我们消除了对大

城市户口的保护，就减少了户口的含金量，求职者将会有动力到外地去找工

作。在 20 年前，渐渐放开城乡劳动力市场时，也有人担忧会造成城市失业，

出现贫民窟，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因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农民工

就会回家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他们不会放弃外地不错

的工作，而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流落街头。放开户籍制度之后，出城容易，

进城也不难，就会打消毕业生到全国各地就业的隐忧，从而会提高劳动力市

场的效率。

最后，建立全国性的以身份证为核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刻不容缓。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时期，之后中国将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因

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增劳动力的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大学

应届毕业生将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期间预计有

2500 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要通过“流量”

解决“存量”问题的渐进改革方法将会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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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ese Cities

DENNIS T. YANG

（Virginia Tech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LIUGANG SHENG

（Virginia Tech）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1988 and 1995 data from a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to document

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for a large number of cities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Be-

tween these two years，average real wages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increased，yet their spatial dis-

persions across cities widened dramatically.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 of significant wage conver-

gence in Chinese cities during this period，the wage convergence rate of non-skilled labo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killed labor. Based on these empirical results，we propose to set up an integrate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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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 年初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本文研究

以下三个问题：这个自愿型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参与率有多高？保障体系自身是

否可能实现收支平衡？人头税形式的缴费方式是否会使穷人受损而富人获利？

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个体的消费—医疗支出决策模型，在拟合农村消

费—医疗支出行为的基础上计算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福利效应。结果表明，

在一定条件下，现行制度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参与率可以在 90%以上，健康状

态较差的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

关键词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参与率，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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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中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下的缴费率为本人工资的 2%（用人单位缴纳按职工
工资总额的 6%缴纳）。根据规定每人每年缴费不低于 10 元，2003 年实际缴费平均水平为 14. 6 元（胡善
联，2004）。而 10 元的农村医疗保险费支出仅相当于 2002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0. 38%。

一、引 言

2003 年初国务院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

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计划到 2010 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

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现行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参加、多方

筹资、以收定支。每年农户以家庭为单位按每人每年缴纳“合作医疗费”，同

各级政府的补助一起形成合作医疗基金。与一般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相比，

这个保障制度的特点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自愿参加；第二，缴费

偏低，政府补贴；第三，人头税型的缴费方式。
1

由此引出的疑问是这种自愿型医疗保障体系的参与率有多高，缴费偏低

的体系自身是否可能实现收支平衡，人头税形式的缴费方式是否会使穷人受

损而富人获利？前两个疑问涉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就逆向选择而言，收

入较低而健康较好的个体可能不愿意参加医疗保障体系，造成参与率和缴费

总额的下降。就道德风险而言，由于保障体系降低了医疗支出的有效价格，

体系内的个体可能增加医疗支出，造成缴费偏低的医疗保障体系无法实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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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或实现平衡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提供较低的费用共付比例。
2
此外，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在相互影响。如果选择加入保障体系的个体的医疗价

格弹性较大，就会加剧道德风险问题。而在道德风险的作用下，实现平衡的

保障制度只能提供较低的费用共付比例，这又可能使得更多的个体退出保障

体系，加剧逆向选择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平等和资源的再分配。由于患病

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不重合，一般说来富人会比穷人更多地利用卫生资源，因

此人头税可能造成穷人补贴富人的情况（朱玲，2000）。

2 本文中医疗保障制度的共付比例是指医疗支出中由合作医疗分担的比例。

经验研究可以回答前两个疑问。不过，由于现行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

度始于 2003 年，相关的数据还非常有限。而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推测，使用一

般的计量模型直接估计个体的决策行为可能遭遇类似于“卢卡斯批判”的问

题，即当决策环境发生变化以后，个体的决策函数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

因此，本文从考察中国农村个体的消费—医疗选择入手，根据历史数据估计

个体的效用函数和决策环境，然后再预测个体在现行的保障制度下的决策行

为。使用这一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计算现行保障制度对于个体的福

利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最优医疗保障制度问题。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农

民对于健康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远高于消费。此外，从 1990 年到 2000 年，

医疗相对价格上涨了 5 倍以上，而 2000 年至 2002 年间的医疗相对价格比较稳

定。在较高的健康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作用下，医疗价格弹性不足，个体的

实际医疗支出存在一定的刚性，实际医疗支出的下降幅度小于医疗价格的上

升幅度，造成名义医疗支出与医疗价格正相关。

基于上述估计结果，我们模拟了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下中国农民的个体决

策行为和福利变化，并对前面提出的三个疑问做出了回应。首先，这个保障

体系的参与率可以达到 92%。其次，只要把医疗支出的共付比例控制在 50%

左右，目前的保障制度是可以实现自我平衡的。最后，这个保障体系的主要

受益者是收入较低而健康也较差的个体，它符合医疗保障制度向病人和穷人

倾斜的基本要求。那么为什么现行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出现这些似

乎显然的问题呢？本文的分析表明，较少的缴费金额、较高的风险规避性、

较低的医疗支出倾向和政府财政补贴是导致逆向选择问题较小的主要原因。

实际医疗支出的刚性使得穷人的医疗支出倾向显著高于富人，而且由于穷人

的收入偏低，遭遇健康负向冲击以后可能需要负债，这一财富效应会引起较

大的福利损失。综合以上两点，穷人在保障体系中有较高的相对受益。我们

的估算表明，穷人这部分较高的相对受益超过了因人头税型的缴费方式造成

的相对损失。

本文的以下内容由五部分组成。第二部分简单回顾了中国农村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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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历史变迁，并总结了中国农村个体消费—医疗选择行为的基本特征。

第三部分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异质性个体决策模型，并定义了实现收支平衡的

强制型和自愿型医疗保障制度。第四部分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基于估计结果，

我们在第五部分中模拟了现行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考察了参与率、收

支平衡性和福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对如何设计最优医疗保障

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第六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二、中国农村消费—医疗支出

决策行为的基本特征

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于 1955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合

作医疗制度覆盖了超过 90%的大队。这一制度被世界银行称为“低收入发

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世界银行，1993）。然而 70 年代末、80 年代

初这一制度全面瓦解，到 80 年代末，只有 5%的村还存在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生产从集体化变为个体化被认为是这一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乡村管

理部门由此失去了分配产出的权利，合作医疗基金入不敷出，医务人员队

伍不稳定。另一方面，这一制度自身缺乏明确的原则和科学的规划也是原

因之一，市场化改革使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乡村集体不再承担对医疗体

系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在没有了政治压力后，很多人开始逃避缴费，加剧

了合作医疗制度的财务困难（Feng et al.，1995；朱玲，2000）。从 90 年代

初开始不少地方政府进行了恢复农村合作医疗的努力，但到 1998 年也只有

约 9. 5%的农村人口有医疗保障，90%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

（Liu et al.，2002）。

没有医疗保障的中国农民的医疗支出是比较低的，1997 年人均医疗支出

仅为 66 元，到 2003 年也只有 115 元左右，不到城镇人均医疗支出水平的

1 /4。3决定医疗支出的因素很多，但收入和医疗相对价格显然是其中的关键因

素。
4
就收入的影响而言，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即“全国农

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我们将观察户依据各年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五等

分，形成五个组，并把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正规化为 1。在同一年份，不同收入

水平的农户的医疗支出倾向有较大的差异。虽然人均收入高的农户人均医疗

支出水平比较高，但图 1 显示，医疗支出倾向则相反，即人均收入越低的组，

医疗支出倾向越高。

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4 这里的医疗相对价格并不仅仅表示药品、医疗服务等方面的相对价格，它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包含

了由于制度因素所引起的有效医疗价格的变化，比如由于村级医疗设施的消失造成的农民就诊费用的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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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医疗支出倾向（%）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整理。

另一方面，图 1 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疗支出倾向曲线整体上移，这

一现象就需要用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加以解释。医疗价格上涨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表 1），如果医疗支出缺乏价格弹性，医疗费用的增长就是一个必然的

结果。在 90 年代，平均一次门诊费从 1990 年的约 10 元上涨到 1999 年的 79

元，年均增长 24. 5%，平均一次住院费从 1990 年的 473 元上涨到 1999 年的

2891 元，年均增长 22. 25%，而同期以现价衡量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

长率仅为 13. 88%。可见，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同期农民收入

的增长幅度。因此，中国农民医疗支出的特征事实是农户的医疗支出倾向随

收入递减，各收入水平的农户的医疗支出倾向均随时间呈现上升趋势。这两

个特征事实反映出农村医疗支出缺乏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5

5 我们另一项用 CHNS（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民医疗需求收入弹性为 0. 3，价格弹性
为 0. 7（Feng et al.，2007）。

表 1 中国医疗费用增长与农民人均收入比较（现价）

年份 1985 1990 1995 1999
1990—1999 年的

增长率（%）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下同） 397. 6 686. 31 1577. 74 2210. 34 13. 80

平均每一人次门诊医疗费 — 10. 9 29. 6 79 24. 53

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疗费 — 473. 3 1273. 0 2891. 1 22. 25

资料来源：引自陈佳贵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与医疗支出相对照，农村居民对其他物品的消费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刚性

（图 2）。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逐渐下降，表明消费的增长幅度落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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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应地，农民的储蓄则表现出比较高的收入弹性。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最低收入组的消费倾向大于 1，表明农民必须通过动用储蓄或负债

来满足必要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消费倾向曲线随时间表现为不断下移。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医疗价格迅速上涨的时期，消费相对于医疗的价格有所

下降。由此可以推断农民的消费价格弹性也是不足的。
6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

简单的异质性个体决策模型来拟合上述特征事实，并以此为基础来考察中国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参与率、收支平衡性及其对异质性个体的福利影响。

6 农民的消费行为还可能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教育、养老等，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乏的

情况下，农民保持较高的储蓄倾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7 在 Grossman的模型中，健康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健康的投资性主要表现在减少疾病带来的时间损
失，通过增加市场性或非市场性活动时间，获得更多的收益。

图 2 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整理。

三、一个医疗支出决策模型

Grossman（1972）首先研究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费—

医疗支出行为。基于他的研究，
7
我们构建一个单期模型，分析农户短期的消

费—医疗决策问题。农户的决策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这里我们将一个农

户家庭抽象为一个个体，用农户家庭的人均状况作为这个个体的特征。个体

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消费水平，还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由于患病会带来负的

效用，医疗支出可以提高健康水平，从而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效用。与传统模

型不同，我们引入了个体能力和初始健康水平这两个刻画个体特征的变量，

以体现个体决策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从而考察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异质性

个体的消费—医疗支出选择所产生的包括参与率、收支平衡性和福利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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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一系列结果。

假设个体的能力 ω（i）和期初的健康水平 H
0
（j）外生给定，用 i 区分个体能

力的差异，φ是ω（i）的概率密度函数，用 j区分个体初始健康状况的差异，φ是
H

0
（j）的概率密度函数，i = 1，⋯，I，j = 1，⋯，J。ω独立于 H

0
。存在一个医疗保

障制度。如果这个制度是自愿型的，个体需要选择是否加入。之后，他会遭遇

一个可能改变其健康水平的外生冲击（可以理解为生病或康复）。用 H
0 和

珟H分
别表示冲击前后健康水平的向量，珟H服从一个马尔可夫过程

珟H = Π·H
0
， （1）

其中 Π为转移矩阵，可以表述为：

Π =

π（1，1） ⋯ π（1，j） ⋯

   
π（k，1）  π（k，j） 

 ⋯ ⋯ π（J，J











）

，

元素 π（k，j）是个体健康水平由 H
0
（j）变化至珟H（k）的概率，用 珘φ 表示珟H（k）的

分布，k = 1，⋯，J。冲击发生后，个体参加劳动并获得收入。劳动收入主要取

决于能力 ω（i），但健康状况也可能影响个体的收入，因此我们假设收入服从

W（i，k） = ω（i）+ λ珟H（k）， （2）

其中 λ > 0 表示健康对于收入的回报率。个体根据珟H（k）和W（i，k）以及是否有

医疗保障进行消费 C（i，k）和医疗支出 h（i，k）。用 H（i，k）表示期末的健康水

平，有

H（i，k） = h（i，k）+ 珟H（k）， （3）

即医疗支出可以改善健康状况。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如图 3 所示。

图 3 时间顺序

（一）最优医疗支出

我们从后向前求解这一模型。首先来看给定珟H（k）和W（i，k）以及参加医疗

保障体系的情况下个体的最优消费—医疗支出选择。假设效用函数是加性可分

的。为了反映农民可以通过动用储蓄或负债来满足消费和医疗支出，除了消费

和健康以外，我们在效用函数中加入财富。效用函数满足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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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k） =
C（i，k）

1 - σ - 1
1 - σ

+ α H（i，k）
1 - γ - 1

1 - γ
+ β exp（- θA（i，k））

- θ
，（4）

效用函数由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是消费和健康的效用，它们服从常见的

CRRA形式，其中 σ > 0 和 γ > 0 分别表示消费和健康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

第三部分表示财富的效用，它服从 CARA形式，其中 θ > 0 是财富的绝对风险

规避系数。α > 0 和 β > 0 分别反映了健康和财富的相对权重。8

8 假设财富效用服从 CARA形式的原因在于个体可能选择负债，即 A（i，k）< 0，这违反了 CRRA型效用
函数的规定。
9 我们假设在预期效用相等的情况下个体也会选择参加医疗保障体系。

除了（2）和（3）式外，个体决策还要受到如下条件的约束：

C（i，k）+（1 - τ）Ph（i，k）+ A（i，k） = RA
0
（i，k）+ W（i，k）- T， （5）

h（i，j）≥ 0， （6）

（5）式为预算约束，其中 P 为医疗商品和服务相对于其他消费品的价格，τ
为保障体系对医疗费用的共付比例，τ∈［0，1］，A

0
（i，k）为个体期初的财富，

R体现财富的总收益率，T为医疗保障制度所要求的保险费。根据中国农村医

疗保障制度的实际情况，我们假设 T为人头税。在没有医疗保障制度或个体

没有选择参加医疗保障体系的情况下，τ = T = 0。由于医疗支出非负，所以需

要加上（6）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模型允许负债。A（i，k）< 0 反映了农民

会借钱对消费和医疗支出进行融资。

这个最优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C（i，k）
- σ = βexp（- θA（i，k））， （7）

α（珟H（k）+ h（i，k））- γ = β（1 - τ）Pexp（- θA（i，k））+ μ， （8）

其中 μ为库恩 塔克乘子，当 h > 0 时 μ = 0。利用（2）、（3）、（5）、（6）、

（7）和（8）式，可以发现一些非常直观的比较静态结果：最优医疗支出水

平 Ph与个体能力 ω正相关，与保险费 T和健康水平珟H负相关。

（二）参加医疗保障体系的选择

解出最优消费—医疗行为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个体参加以及没有参加医

疗保障体系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用珘V1
（i，k）和珘V0

（i，k）表示。根据（1）式就

可以得到个体在遭遇健康冲击前对于参加或不参加医疗保障体系的效用期望

V
0
（i，j）和 V

1
（i，j）。

V
l
（i，j） = E 珘Vl

（i，k[ ]） = ∑
k
π（k，j）珘Vl
（i，k）， l = 0，1. （9）

如果医疗保障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原则，个体选择参加自愿型医疗保障制度的条件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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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
（i，j）≥ V

0
（i，j）. （10）

根据（10）式，每一个个体决定他是否参加医疗保障体系，由此可以得到愿

意参加医疗保障制度的个体在能力 ω 和初始健康状况 H
0 上的分布，分别用

1
和 φ1
表示。

（三）医疗保障制度的平衡

我们先来考察强制型医疗保障制度，即个体必须支付保险费 T，享受补贴

τ。如前文所述，中国目前试行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原则是多方筹资，政府
根据个体支付保险费的总和 T来制定补贴 G。假设政府遵循的补贴规则为 G =

F（T），把人口数量正规化为 1，医疗保障制度的预算平衡为：

T + F（T） = ∑
i
∑

k
τPh（i，k）（ω（i））珘φ（珟H（k））. （11）

（11）式的含义为，在既定的政策参数下，不同的个体行为人选择各自的

医疗支出 h（i，k），在已知个体的分布后，就可以得到医疗保障制度的总支出，

即（11）式的左边。（11）式的右边是医疗保障制度的总收入，由征收的医

疗保险费和政府补贴构成。在保险费和政府补贴既定的情况下，就需要通过

调整医疗支出共付比例 τ，并考虑它们对个体决策的影响，从而最终满足
（11）式的要求。更为严格地，我们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 1 一个在给定医疗相对价格 P、保险费 T和政府补贴函数 F（·）下实

现强制型医疗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均衡由｛C（i，k），h（i，k），A（i，k），τ｝构成，它
们满足：

（1）给定 P、τ和 T，个体根据（2）、（3）、（5）至（8）式求解 C（i，k）、

h（i，k）和 A（i，k）。

（2）给定所有的 h（i，k），医疗支出共付比例 τ满足（11）式。

由于 h（i，k）没有解析解，在下文中我们将采用不动点迭代的方法求解均

衡下的 τ。具体说来，首先猜测均衡 τ 为 τ0
，然后解出 h

0
（i，k）。把 h

0
（i，k）

代入（11）式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τ1
。再根据 τ1 解出 h

1
（i，k），如此循环，直

到 τn
= τn + 1
。

就数学形式而言，自愿型医疗保障制度的收支平衡与强制型制度类似，

我们只需要将（11）式中的 T、和 珘φ替换为 T'、1
和 φ1

T' + F（T'） = ∑
i
∑

j
τPh（i，k）1

（ω（i））φ1
（H

0
（j））， （12）

其 中 T' 是 参 加 保 障 体 系 的 个 体 缴 纳 的 保 费 总

和，T' = ∑
i
∑

j

T1
（ω（i））φ1

（H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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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k）是能力为 ω（i）、期初健康水平为珟H（j）的个体在遭遇健康冲击以后的医

疗支出。相应地，定义 1 需要被修正为

定义 2 一个在给定医疗相对价格 P、保险费 T和政府补贴函数 F（·）下实

现自愿型医疗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均衡由｛C（i，k），h（i，k），A（i，k），τ｝构成，
它们满足：

（1）给定 P、τ和 T，个体根据（2）、（3）、（5）至（8）式求解 C（i，k）、

h（i，k）和 A（i，k）。

（2）给定 C（i，k）、h（i，k）和 A（i，k），个体根据（9）和（10）式选择是

否参加医疗保障体系，进而得到参加医疗保障体系的个体在能力 ω 和初始健
康状况 H

0 上的分布 1
和 φ1
。

（3）给定所有的 h（i，k）和分布 1
和 φ1
，医疗支出共付比例 τ 满足

（12）式。

求解自愿型医疗保障制度均衡的方法与前文类似。具体说来，首先猜测

均衡 τ为 τ0
，然后解出 h

0
（i，k）、1

0 和 φ1

0
。把 h

0
（i，k）、1

0 和 φ1

0 代入（12）

式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τ1
。再根据 τ1 解出 h

1
（i，k）、1

1 和 φ1

1
，如此循环，直到

τn
= τn + 1
、1

n
= 1

n + 1和 φ1

n
= φ1

n + 1
。

四、参 数 估 计

我们的目标是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上考察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参与率、

收支平衡性及其福利效应。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变化会改变个体决策环境，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估计消费函数和医疗支出函数。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对模型

的参数作校准（calibration），然后模拟医疗保障制度的福利影响。但是由于

此前估计中国个体偏好和医疗相对价格的研究很少，因此需要校准的参数很

多，校准的标准本身也就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些争议，本

文采用以模拟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对模型的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参见 Duffe

and Singleton，1993；Adda and Cooper，2003）。需要估计的参数有个体偏好参

数 σ，γ，θ，α和 β，以及各年的医疗相对价格 P（t）。估计的基本方法参见附

录。估计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参数估计值

个体偏好参数 相对价格

σ = 1. 651 P
1986

= 0. 077

γ = 8. 547 P
1990

= 0. 084

θ = 0. 772 P
1995

= 0. 176

α = 1. 743 P
2000

= 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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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0. 594 P
2001

= 0. 442

P
2002

= 0. 441

注：根据“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1986、1990、1995、2000—2002）校准。

表 2 表明，γ /σ = 5. 18，即个体对于健康的风险规避程度明显大于消费。

另一个结果是医疗相对价格的演进。在 1986 年至 1990 年间，医疗相对价格

基本保持平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医疗相对价

格上涨了 5 倍以上，这与表 1 中的数据是一致的。2000 年以后，相对价格非

常稳定，保持在 0. 44 左右。最后，由于 γ比较大，医疗价格弹性比较小（等
于 - 0. 316），个体的实际医疗支出存在一定的刚性，实际医疗支出的下降幅

度小于医疗相对价格的上升幅度，造成名义医疗支出与医疗相对价格正相关。

图 4 拟合效果

有三点需要说明。首先，图 4 给出了上述估计的拟合效果，其中实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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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分别表示拟合值和实际值。可以看出，拟合的误差（R
2

= 0. 928）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对 1986 年和 1990 年消费倾向的估计。但是，我们的模型可以很

好地拟合最近几年中国农民的消费—医疗支出行为，这为下文分析医疗保障

制度的一系列影响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次，估计的相对价格变化可能

并不完全等价于医疗真实价格的变化。由于各年的相对价格 P（t）是模型中唯

一随时间可变的参数，它实际上还包含了模型所不能刻画而又随时间变化的

决策环境的信息。最后，一般说来，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于初始猜测值的要

求很高，搜寻结果可能并不唯一。我们对初始猜测值做了简单的摄动（Per-

turbation），发现各类初始猜测值均能收敛到表 2 给出的估计值，因此我们认

为这里的搜寻结果至少是局部唯一的。

五、医疗保障制度的参与率、平衡性和福利效应

在参数估计的基础上可以模拟实现平衡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参与率、共付

比例和福利效应。为了更好地模拟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实影响，我们采用 2002

年的医疗相对价格作为模拟参数。计算期望效用 V
0
和 V

1
还需要设置转移矩阵

Π。令 π（i，i）= ρ和 π（i，j）=（1 - ρ）/（J - 1），对于 i≠j。ρ 表示没有遭遇健
康冲击的概率，我们令 ρ = 0. 8。敏感性分析表明不同的 ρ对结论的影响不大。
然后我们考虑中国现行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按照 2002 年最低收入组的收入

水平（人均 782 元），我们取 T为最低收入组收入水平的 1 /78。设政府补贴规

模为总的保险费的 2 倍，定义 1 和 2 中的政府补贴函数为 G = 2T 和

G = 2T'。

首先考察强制型医疗保障制度。根据定义 1，实现医疗保障制度收支平衡

的 τ = 0. 531。没有医疗保障制度的预期效用等价于 V
0
，因此实行强制型医疗

保障制度对于个体的福利效应就等于 V
1

- V
0
，用 ΔV表示，具体的数值参见表

3。可以看出，实行强制型医疗保障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收入较低且健康较差

的个体。但是，这个保障制度会损害收入较低和健康较好个体的福利。对于

高收入者而言，医疗保障制度的影响不大。如果医疗保障制度是自愿的，表 3

中左上方福利受到损失的个体不会选择参加医疗保障体系。这时，收缴的保

险费会下降。根据定义 2，实现自愿型医疗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 τ = 0. 509，

参与率为 92%。随着福利受损个体的退出，与强制型制度相比，共付比例和

参加保障体系的个体福利改善的幅度均有所下降。

表 3 医疗保障制度的福利效应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低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低 0. 068 0. 065 0. 040 0. 038 0. 014 0. 013 - 0. 001 — - 0.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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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 0. 051 0. 049 0. 033 0. 031 0. 016 0. 015 0. 002 0. 000 0. 005 0. 000

中等 0. 040 0. 038 0. 027 0. 026 0. 015 0. 014 0. 003 0. 003 0. 001 0. 001

中高 0. 029 0. 027 0. 021 0. 020 0. 013 0. 012 0. 006 0. 005 0. 001 0. 001

高 0. 011 0. 010 0. 009 0. 008 0. 007 0. 006 0. 005 0. 004 0. 002 0. 002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些比较静态分析。首先，将缴费金额增加 1 倍，

即 T为最低收入组收入水平的 1 /39，在强制型制度下，τ = 0. 749；在自愿型

制度下，τ = 0. 654，参与率下降到 76%。表 4 的结果显示，在强制型制度下，

受益最大的依然是收入较低且健康状况较差的人，但缴费金额提高后，福利

受损的人数将会增加，这些人是收入较低而健康较好的人。因此，在自愿型

制度下，这些人必然会退出医疗保障制度，而他们退出的结果是医疗保障体

系可以提供的共付比例下降，如此，又将导致另一些人因福利受损而退出这

一体系。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健康状况很好的人都将退出保障体系，实现医

疗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共付比例也有明显的下降。

表 4 缴费金额增加一倍后的福利效应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低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低 0. 086 0. 076 0. 051 0. 042 0. 019 0. 010 - 0. 000 — - 0. 000 —

中低 0. 065 0. 058 0. 042 0. 036 0. 020 0. 014 0. 001 — 0. 001 —

中等 0. 050 0. 045 0. 034 0. 030 0. 019 0. 015 0. 005 0. 001 0. 002 —

中高 0. 030 0. 033 0. 026 0. 023 0. 016 0. 014 0. 007 0. 004 0. 002 —

高 0. 014 0. 013 0. 011 0. 010 0. 008 0. 008 0. 006 0. 005 0. 003 0. 003

然后我们把政府对于个体的财政补贴减少为 10 元，即补贴函数修改为

G = T和 G = T'。在强制型制度下，τ = 0. 433；在自愿型制度下，τ = 0. 388，参

与率下降到 80%。表 5 的结果显示，受益最大的依然是收入较低且健康状况

较差的人。如果取消财政补贴，自愿型制度下的 τ = 0. 261，参与率会进一步

下降到 72%。

表 5 财政补贴减少一半后的福利效应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

低 中低 中等 中高 高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强制 自愿

低 0. 054 0. 047 0. 031 0. 027 0. 010 0. 008 - 0. 002 — - 0. 002 —

中低 0. 041 0. 036 0. 026 0. 022 0. 012 0. 010 - 0. 001 — - 0. 001 —

中等 0. 032 0. 028 0. 021 0. 019 0. 011 0. 010 0. 002 0. 001 0. 000 —

中高 0. 023 0. 020 0. 016 0. 014 0. 010 0. 009 0. 004 0. 003 0. 001 0. 000

高 0. 009 0. 008 0. 007 0. 006 0. 005 0. 005 0. 004 0. 003 0. 002 0. 002

（一）讨论

如前所述，现有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

点。第一，农民是否有激励参加遵循自愿原则的医疗保障制度，或者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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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保障体系的参与率究竟有多大；第二，目前的缴费金额和政府补贴能否

实现保障体系的自我平衡；第三，人头税型的缴费方式是否会使富人得益

更多，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国农村的不平等。我们的估算结果对以上三个问

题做出了回应。首先，只有小部分收入较低而健康较好的农民不会选择参

加医疗保障体系。具体说来，在每人每年缴费仅为低限 10 元时，我们估计

这个保障体系的参与率可以达到 92%。其次，即使个体和政府只需缴纳 10

元和 20 元的保险费，只要把医疗支出的共付比例 τ 控制在 50%左右，目前

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可以实现自我平衡的。最后，这个保障体系的主要受益

者是收入较低而健康也较差的个体，它符合医疗保障制度向病人和穷人倾

斜的基本要求。

前人提出的这三个疑问是很直观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模型中目前试

行的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呢？首先，由于缴费金额很低，即便就

最低收入组而言，保险费也仅占收入的 1. 3%，参加保障体系的成本很小。而

考虑到可能遭遇的健康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在较高的

风险规避系数的作用下，参加保障体系可以显著降低风险，提高预期效用。

表 4 的模拟结果表明如果缴费金额上升一倍，参与率就会下降到 76%，逆向

选择问题就会比较突出。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次，如果总和医疗

支出很大，实现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共付比例会比较小，保障体系的风险规

避效应也就随之减少。不过中国农民医疗支出比较小，因此即便在保险费很

低的情况下，经过政府财政的补贴，实现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共付比例依然

可以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表 5 表明，如果取消补贴，参与率会下降到 72%。

因此，我们认为较少的缴费金额、较高的风险规避性、较低的医疗支出倾向

和政府财政补贴是导致现行医疗保障制度逆向选择问题较小的主要原因。

随之而来的是道德风险问题，即引入医疗保障制度以后，共付比例 τ 使
得个体医疗支出的有效价格 P（1 - τ）下降，这可能诱使个体提高医疗支出，
增加保障体系的负担，从而降低实现保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共付比例。所幸的

是，我们的估计表明，医疗价格弹性较小，实际医疗支出 h 存在着一定的刚

性，所以当 P（1 - τ）下降以后，h的增加幅度小于 P（1 - τ）下降的幅度，实现
保障制度平衡的共付比例因此并不会显著减少。最后，相对于富人而言，人

头税型的缴费方式的确增加了穷人的负担，而且数据表明富人的医疗支出也

比穷人多。但是，h的刚性使得穷人的医疗支出倾向显著高于富人，而且由于

穷人的收入偏低，遭遇健康负向冲击以后可能需要负债，这一财富效应会引

起较大的福利损失。综合以上两点，穷人在保障体系中有较高的相对受益。

我们的估算表明，穷人这部分较高的相对受益超过了因人头税型的缴费方式

造成的相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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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最优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些思考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某种政府补贴规则下找到“最优”的保险

费。首先，最优性需要满足帕累托条件，因此我们只考虑自愿型医疗保障制

度。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总福利函数，即个体期望效用的加权总和。如果用

选择参加医疗保障体系个体的分布 1
和 φ1
作为权重，总福利的增进 Ｒ等于

Ｒ = ∑
i
∑

j
ΔV（i，j）φ1

（ω（i））φ1
（H

0
（j））. （14）

图 5 给出了 Ｒ对于保险费 T的函数形状。图 5 中有 6 个区域。当 T较小

时（区域 1），所有人都愿意参加医疗保障体系，而且 Ｒ 是 T的单调递增函

数。在政府补贴与个人缴费成正比的补贴规则下（参见图 6），这是一个显然

的结果。但是，当 T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T > 0. 0107，区域 2），收入较低

且健康较好的个体不会选择参加医疗体系，因此收缴的保险费、实现医疗保

障制度收支平衡的共付比例都有所下降，导致总福利的增进 Ｒ 出现了一个明
显的下降。但是，只要选择参加医疗体系的个体数量不变，在区域 2 中 Ｒ 依
然是 T的单调递增函数，而且只要 T足够大，区域 2 中的 Ｒ 可以超过区域 1

中 Ｒ的最大值。根据我们的估计（T = 0. 013），目前试行的中国农村医疗保

障制度就落在区域 2 的中部。随着 T的增加，上述情况依然成立，如图 5 和

图 6 所示。由此可见，虽然增加保险费可能改善个体的总和福利，但是却需

要面对财政补贴上升和医疗体系参与率下降的问题。我们计划在以后的研究

中对最优保险费乃至最优政府补贴规则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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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总福利改进与参与率

图 6 保险费、共付比例和政府补贴

六、总 结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个体的消费—医疗支出决策模型，并在拟合中国

农村消费—医疗支出行为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农民的效用函数和医疗相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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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对实现收支平衡的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严格定义以后，我们计算了现行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于参与率、费用共付比例以及福利效应等三方面的

影响。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在现行的制度设计和缴费水平下，参与率可以

在 75%以上，最高可以达到 92%，健康状态较差的穷人是这个保障体系最大

的受益者。较少的缴费金额、较高的风险规避性、较低的医疗支出倾向和政

府财政补贴导致逆向选择并不显著，道德风险则受到了较低的医疗价格弹性

的限制，而穷人较高的医疗支出倾向则使得他们可以从保障体系中获得更大

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调查发现，现实中农民参与医疗保障制度的积极性

并不高。有文献报告在推行医疗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平均参与率只有 56%左右

（胡善联，2004），这与本文估算的高于 75%的参与率似乎并不一致。需要指

出的是现实中农村合作医疗一般只补贴大病，这将加重逆向选择，降低合作

医疗的吸引力，降低参与率。仅仅补贴大病带来的另一问题是不利于农民在

健康出现问题时及时治疗，导致小病拖成大病，反而引起更多的医疗支出，

也影响到合作医疗自身的资金平衡。本文的模型在医疗保险补贴上未区分大

病和门诊费用，结果表明这样的设计可以减轻逆向选择问题，而且医疗保障

体系的共付率可以达到 50%左右。此外，除了本文模型所刻画的经济、健康

因素以外，农民的选择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较为突出的一个因素是

长期以来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怀有一定的不信任感，担心乡村干部会以权谋

私或合作医疗资金被挪用，因而用不参与来对抗（曾庆义等，2003）。

现行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按地区统筹，而中国地区之间的情况差别

很大，本文可能无法反映由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医疗保障制度对于不同地区的

不同影响。但是，我们的模型和结论并不依赖于收入的绝对水平。如果各地

区的收入分布比较近似，统筹范围的变化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此外，各个

地区试行的费用分担规则也并非都是线性的，比如“大病保障”规则或“报

销上限”规则都会对个体的医疗支出行为产生影响。今后，我们将在获得分

地区的个体数据和费用分担规则的基础上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做更为细致的

评价。

另一个未来研究的方向是延续第五节中关于最优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

现有的文献往往在收入可观测或同质个体的假设基础上寻找最优的医疗保障

制度（比如 Blomqvist and Horn，1984；Blomqvist，1997）。而我们则计划在收

入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个体模型中寻找“最优”的保险费、费用分担规则和政

府补贴政策，因为这样的“最优”制度在中国农村更加易于实施。

附录 参数估计方法

正文中参数估计的具体方法如下：我们假设个体初始的财富 A
0

= 0。个人能力 ω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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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后的健康水平珟H服从均匀分布。10
令 J = 5，珟H =（0. 7，0. 9，1. 1，1. 3，1. 5）。敏感性分析表

明放松这些假设并不会对结论产生本质影响（限于篇幅，我们略去了敏感性分析结果）。
11

令 I = 5，ω的取值依据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12
用 W
表示实际观测到的收入

（把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正规化为 1），ω = W - λ珟H。由于模型中的收入W= ω + λ珟H，经过实
际收入的调整以后，λ的取值与下文中的参数估计和福利分析结果无关。如前文所述，中
国农村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制度，所以我们令 τ = T = 0。

10 第五节中对于转移矩阵 Π的设置保证了 H与珟H同分布。
11 珟H =（0. 7，0. 9，1. 1，1. 3，1. 5）的取值带有一定的随意性，这是因为珟H的均值和健康的权重 α无法被相
互独立地估计出来：珟H的均值越大，α的估计值就越小。不过，在我们所进行的各种敏感性分析中，珟H的
均值及其分布假设对本文的主要结论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其主要作用都被 α的估计值所反应）。我
们还可以直接估计珟H的上界和下界，这样除了相对价格以外，需要估计的参数就变成了 7 个。估计的结
果与这里的设置差别不大，对于本文的基本结论也不构成影响。
12 农村调查数据按收入五等分。

需要估计的参数有个体偏好参数 σ，γ，θ，α 和 β，以及各年的医疗相对价格 P（t）。估

计的基本方法如下。给定 ω（i）、珟H（k），个体的医疗支出倾向 z（i，k） = Ph（i，k）/W（i，k）

和消费倾向 c（i，k）= C（i，k）/W（i，k）可以被表示为参数向量 v =（σ，γ，θ，α，β）和相对价
格 P（t）的函数，即 z（i，k） = f

i，k
（v，P（t））和 c（i，k） = g

i，k
（v，P（t））。在 ω（i）给定情况下

按珟H平均的各年医疗支出倾向和消费倾向分别为 珋zt
（i） = ∑

k

f
i，k
（v，P（t））珘φ（珟H（k））和

珋ct
（i） = ∑

k

g
i，k
（v，P（t））珘φ（珟H（k））。用 z

t
（i）和 c

t
（i）表示实际观测的各年分组数据，我

们根据下面的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向量 v和相对价格 P（t{ }）
T

t = 1

min
v，｛P（t）｝Tt = 1

∑
t
∑

i

（（z
t
（i）- 珋zt
（i））

2
+ μ（t）（c

t
（i）- 珋ct
（i））

2
），

其中 μ（t）=（珋zt /珋ct ）
2
，珋zt 和珋ct 是 z

t
（i）和 c

t
（i）的均值。由于 z

t
（i）和 c

t
（i）的数值相差

很大（前者接近于 0 而后者接近于 1），我们使用 μ（t）调整这两个变量的量纲。估计的结

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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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System in Rural China：A Quantitative

Approach Based on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s

JIN FENG ZHENG SO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providing some responses to the following three hotly debated is-

sues regarding China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CMS），which was laun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3. Firstly，how many people would join the system voluntarily？Secondly，can the

system be self-balanced？And thirdly，would the lump-sum tax benefit the rich more than the poor？

We build a decision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and compu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MS and

fin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the system can be self-financed and sustained and the rate of partici-

pation could be higher than 90% . Moreover，it is the unhealthy poorer that benefit more from

the CMS.

JEL Classification C15，I38，I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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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易中的私人秩序
———社区、声誉与第三方中介

吴德胜

摘 要 网络扩大了市场范围，减少了信息收集成本和信息传播成本，

使买家和卖家更容易配对。但是，网上 C2C交易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囚徒困境问

题。交易网站以及其他第三方中介建立了信用评价等一系列机制来解决网上交

易的治理。本文主要探讨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或法律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交易方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第三方中介如何建立起私人秩序来保证交易的顺

利进行。这些私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替代法律这种公共秩序的作用。

关键词 网上交易，私人秩序，社区，声誉，第三方中介

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300071；电话：（022）
23498746；E-mail：deshengwu@ yahoo. com. cn。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3JZD0018）和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532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李维安教授的指导，匿名审
稿人和主编姚洋教授提出的中肯而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以及李飞跃提出的有益评论。作者同时也感谢南

开大学数学学院刘玉坤博士在模型上给予的帮助。当然，本文文责自负。
1 本文这里对名称做如下说明：eBay指 eBay公司的全球交易网站（www. ebay. com），eBay易趣或易趣则
指 eBay公司的中文网站（www. ebay. com. cn），即原易趣网。2006 年 12 月 20 日，eBay宣布与 Tom公司共
建合资公司，eBay易趣将改名为 Tom易趣。

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因特网的普及，电子商务浪潮席卷全球各地，

网上购物这一新的消费模式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美国 eBay 公司（www.

ebay. com）成立于 1995 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C2C

（consumer to consumer）网上交易场所。截至 2006 年 6 月，eBay注册用户数

已超过了 2 亿，在全球 33 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业务，全球范围内每时每刻

有将近 5000 万件商品在 eBay上出售。2005 年 eBay的交易总额超过 443 亿美

元。在 eBay上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收藏品、计算机及配件、娱乐产品、汽

车，甚至票务等商品，都能在 eBay上找到。

1998 年 8 月，两位创业者模仿 eBay的商业模式，创立了易趣网（www.

eachet. com）。2000 年 1 月根据 CNNIC第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

查”显示，易趣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拍卖网站。2002 年 3 月，eBay公司注资

3000 万美元，与易趣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3 年 6 月，eBay向易趣追加

1. 5 亿美元的投资，全资收购了易趣，易趣也改名为 eBay易趣（www. ebay.

com. cn）。1淘宝网（www. taobao. com）则由国内 B2B（企业对企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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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投资于 2003 年 5 月 10 日创办，凭借免费和本土化的策略，淘宝网在

2005 年已经超过了易趣，成为国内最大的 C2C交易网站，而易趣仍然保持发

展态势，但其市场份额已经从第一降至第二。据统计，2005 年中国网上购物

的人数达到 2000 万人，C2C成交额达 135. 05 亿元，其中通过网上支付购物款

的比例近 50%。2

相比网下交易，网上 C2C交易的优势有：第一，因特网减少了信息收集成

本和信息传播成本，买家和卖家可以更容易配对，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第二，

因特网扩大了市场范围，消费者可以从网上搜寻到更便宜的商品，卖家也能面

向全国甚至全世界销售商品，这就意味着交易者可以从网上 C2C交易中获得

更多的剩余。第三，网上 C2C交易市场存在着网络外部性：一个卖家是否在

网站上销售商品取决于其他卖家和买家的决策，买家是否在这个市场上购物

又取决于这个网站上卖家的数目以及卖家登录商品的种类和数量，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正反馈机制。亚马逊、当当网等 B2C（business to consumer）网站每

增加一位用户，客户关系只增加一次，网站只能向新用户出售产品。但对像

eBay、淘宝网这样的网站来说，增加的每一位新用户都有可能与已有的用户

建立交易关系。网上 C2C交易吸引交易者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绝大多数国家

目前对网上 C2C交易实施免税政策，同样的商品，网上比网下便宜。

但是网上交易
3
也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买家和卖家在交易时并不见面，

对货物的质量和特征没有网下购物的亲身体验，只能依靠卖家在网上对货物

所做的描述，但这种描述是无法代替亲身体验的。网上交易还存在支付风险，

当买家通过网络支付时，网络黑客可能会盗用其银行卡。也许网上交易面临

的最大缺陷是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交易发生前，买家和卖家无法了

解对方过去的交易历史。即使买家和卖家就交易达成一致，买家也担心如果

他先付款，卖家会不发货或发送的货物与描述的不一致，卖家也担心如果他

先发货，可能会收不到货款。这种逆向选择和双向道德风险问题严重阻碍了

网上交易的发展。

2 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16 次、17 次和 1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3 由于网上 B2B和 B2C交易中囚徒困境问题相对较轻，理论分析的意义不是很突出，再加上网上 B2C、
B2C和 C2C交易有融合的趋势，因此本文在这里笼统地用网上交易来代替网上 C2C交易。本文之所以
不使用网上拍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易趣和淘宝网上绝大部分交易采用的是固定价格销售方式，竞价销售

所占的比重很小。即使在美国 eBay上，竞价销售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

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也不完善，除非发生欺诈行为，司法部门一般很

少介入网上交易中的各种争端。即使司法部门可以介入，由于交易条款很难

得到证实，执行成本也非常高。

针对网上交易的上述问题，包括交易网站在内的第三方中介建立了信用

评价系统和其他交易机制，如第三方托管（escrow）、第三方支付、在线争议

解决等交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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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价系统在网上交易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信用评价系统鼓励买

家和卖家在交易完成后对对方进行信用评价，这样信用评价系统就对买家和

卖家的交易历史进行了概括。其他买家在交易发生之前都可以观察到卖家的

信用评价，然后决定是否从卖家那里购买商品。因此，信用评价中的一些指

标就可以衡量交易者的声誉，通过信用评价系统，声誉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

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欺诈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4
说明信用评价系统以及其他

交易机制可以很好地保证交易方的合作行为，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

由于法律和基础制度的不同，中国的网上交易与美国 eBay上的交易存在

一些差异。eBay把自己的功能严格限定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一个网上交易场所

及其他非常重要的附带服务，如支付工具（PayPal）和通讯工具（Skype）。5相

反，中国的交易网站则承担了更多的功能，比如淘宝网提供的支付工具———

支付宝就兼有第三方托管的功能，淘宝网还承担争议解决，即执行中介的功

能，而在美国，这类服务由网站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中介提供。淘宝网还首先

建立了卖家商盟制度。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在法律缺失或法律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情况

下，网上交易社区中卖家的声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他各种交易机制又起

到何种作用？中国和美国网上交易出现差异的制度原因又是什么？

本文的思路类似于 Milgrom，North and Weingast（1990）对中世纪欧洲集

市贸易的兴起以及法商（law merchant）作用所做的分析和 Greif（1993）对中

世纪地中海马格里布（Maghribi）犹太人商人社区内部雇佣关系的研究。不同

的是，网上交易中交易者的人数更多，而且交易者都是匿名的，重复交易所

占的比例更少，
6
这就对信息的传递和惩罚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 eBay的报道，每 40000 笔交易中可能有一起欺诈事件（Baron，2002）。
5 由于网上交易中买卖双方沟通的重要性，淘宝网建立了专门用于淘宝网上交易的聊天工具———淘宝旺

旺，eBay也收购了全球最大的即时通讯工具 Skype。引入即时通讯工具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发
生，还可以加快购物的速度。
6 根据 Resnick and Zeckhauser（2002）所做的一项调查，89%的交易都是一次性的。

本文运用随机匹配博弈（random matching game）模型对网上交易中信用

评价系统的作用进行分析，假设信用评价存在噪声，即信息传递是不完全的。

模型的结论是：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买家观察卖家在最近时间里收到的信

用评价，如果卖家有欺骗行为，买家就对其实施集体惩罚策略，这种集体惩

罚策略可以激励卖家选择诚实行为。因此，本文的结论是：通过信用评价系

统，声誉机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本文进一步分析在线争议解决、第三方

托管以及商盟等机制的作用：这些机制可以起到补充信用评价系统的作用。

另外，由于中国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全社会信用体系，网上交易与网下交易被

割裂开来，网上交易中的欺骗记录对欺骗者网下的交易和生活并不会造成多

大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的网上交易采取了一些与美国不同的交易机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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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说明了在法律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公共秩序缺失的情况下，网上交易中

自发的私人秩序和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可以起到替代公共秩序的作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与交易的治理机制有关的理论，

以及目前对网上交易进行分析的理论和实证文献。第二部分通过一个随机匹

配博弈模型来说明网上交易中自发的私人秩序，即建立在信用评价系统上的

声誉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第三部分分析了网上交易中有组织私人秩序所起的

作用。第四部分简要地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网上交易差异的制度原因。最后是

本文的结论、不足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文献综述———交易的治理机制

许多商业交易都存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问题。卖家可能通

过提供低质量的产品来欺骗下游厂商，买家也有可能在卖家交付产品后拒绝

支付货款。最优的结果是双方都坚持合作行为，即卖家提供高质量的商品，

买家支付货款。但是，每一方都面临欺骗对方的诱惑。如果交易只发生一次，

用博弈论的术语说，在一个静态的博弈中，博弈方的道德风险会导致一个无

效率的纳什均衡，即卖家提供低质量的商品，买家拖欠货款。

（一）自发的私人秩序———双边关系型契约

有许多治理机制可以打破囚徒困境的低效率均衡。一是依赖法律的正式

契约（formal contract）。如果交易方事先在合同中详细地描述产品的特征和质

量、付款的细则，未来状态以及各种状态下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对欺骗

行为的惩罚，那么法庭将会根据条款来执行合同，只要合同足够清晰，法律

的执行是有效的，那么交易方将不会违约，合作结果的博弈均衡就可以达成。

7 关系型契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和法学文献中（Macaulay，1963；Macneil，1978，1985），Williamson
（1979）把关系型契约的思想引入到交易成本经济学中。Baker，Gibbons and Murphy（1994，2002）正式地
将不完备契约分析方法引入到关系型契约中，并用关系型契约来分析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契约安排。

但是，契约可能是不完备的（incomplete），法庭可能无法验证私人签订

的法律条款。一个可以解决囚徒困境的市场治理机制是关系型契约（rela-

tional contract）或非正式契约（informal contract）。7所谓关系型契约就是由契

约的未来价值所维持的非正式的安排（Baker，Gibbons and Murphy，2002），

关系型契约可分为双边关系型契约（bilateral relational contract）和多边关系

型契约（multilateral relational contract）。双边关系型契约是指仅发生在两方

之间重复的契约关系，多边关系型契约则指维持网络或社区成员合作行为

的非正式契约安排，有的文献称其为社区规范（Aoki，2001）。关系型契约

在商业交易中广泛存在。纵向的供应链关系和横向的战略联盟之间常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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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期、非正式的契约安排，企业利用关系型契约来协调无法预见的或然

事件（contingencies）。我国农业产业过程中企业与农户之间就农产品生产

和销售形成的分包制，由于很难由法律来实施，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关系

型契约。

根据标准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 （Rubinstein，1979；

Fudenberg and Maskin，1986），只要交易方有足够的耐心，博弈重复的阶段足

够长，维持合作带来未来收益流的现值就有可能大于违约得到的短期收益，

那么交易方将维持合作行为，双边的关系型契约就可以发挥作用。关系型契

约不需要法庭或其他第三方来支持，它是自我执行的（self-enforcing）。

（二）自发的私人秩序———多边关系型契约

但是，有时候交易方同另一方只进行一次或数次交易，在交易重复次数

很少的情况下，交易又是如何治理的？比如，参与人有一方是固定的，而另

一方是不固定的，一个例子是火车站旁的商店与乘客之间的关系，由于乘客

与商店的交易是一次性的，商店就有可能提供价高质次的商品，乘客预期到

这一点就尽量不在火车站旁的商店购买商品。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是，买

家和卖家好像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出进行匹配的，一方同另一方重复交易的概

率趋向于零。博弈论中把这种类型的交易称之为随机匹配博弈（random matc-

hing game）。当交易是随机匹配时，双边博弈中的惩罚机制就不再有效，合作

行为就很难达成，交易又是如何治理的？

多边关系型契约或社区规范如果要发挥作用，就需要比双边关系型契约

更严格的条件。一个条件是信息的迅速传播。在火车站旁商店的例子中，只

要商店欺骗乘客的信息可以在乘客中低成本地传递，就可以将所有的乘客看

成一个顾客，参与人一方固定的交易多边关系型契约就等同于双边关系型契

约，双边关系型契约下的惩罚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由于担心声誉
8
受到损

害，商店可能会提供高质量的商品。

8 目前，对声誉的模型化处理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在无限次重复博弈的框架内进行处理，把声誉

看成是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的均衡策略。例如，在一个重复囚徒困境中，“冷酷”策略的均衡，即“一直合

作直到对手背叛，并且从此以后背叛”，可以解释成描述了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合作”的声誉，但是

这个声誉在他第一次背叛的时候就会消失。第二种思路是在不完美信息的有限博弈的框架内处理，即
KMRW模型（Kreps，Milgrom，Roberts and Milson，1982），假设博弈参与人的类型是不完全信息，这样，每
个参与人的声誉就可以概括为他的对手对其类型的信念，例如，中央银行有坚持执行货币政策的声誉。

对声誉的具体介绍见 Fudenberg and Tirole（1991：Chapter 9）。博弈论专家通常认为不完全信息的处理方
式更严格、合理。但是，第一种思路却更直观，不像第二种思路需要假设博弈参与人有不同的类型和策

略，在多个参与人的博弈中，大多数博弈论应用文献，比如 Greif（1993）和 Clay（1997）一般将完全信息重
复博弈中的均衡策略也理解为声誉，这样博弈参与人的历史行为就与其收益联系在一起。

但是，提供违约信息是一项公共产品，对在某一交易中遭受欺骗的交易

方来说，将对方违约的信息传递给其他交易方对整个团体的收益要大于对他

的收益，单个交易方缺乏提供违约信息的激励。因此，多边关系型契约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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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的另一个条件是交易方可以有效地实施集体制裁（collective punish-

ment），否则交易方的策略就是不可置信的。但是在缺乏第三方中介的关系型

契约中，很难保证交易方不与违约方进行交易。如果不能对违约行为进行惩

罚，重复博弈的合作结果均衡就无法达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第三方中

介参与的多边关系型契约仅发生在特定的以血缘、地缘或种族为纽带的小社

区中，如 Greif（1993）文中的马格里布犹太人社区，民间金融盛行的浙江台

州。在这些社区中，人际交往有助于社区内部的信息传递，如果社区成员有

违约行为，或没有对违约方进行惩罚，整个社区将通过联合抵制对其实施集

体惩罚。McMillan and Woodruff（2000）把双边关系型契约以及这种仅依赖社

区内部的声誉机制的多边关系型契约称为自发的私人秩序（spontaneous private

order）。

（三）有组织的私人秩序

如果关系型契约所处的网络成员是流动的，或者在一个较大、匿名的社

区中，没有地缘、血缘或种族关系的支持，那么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成本是非

常高的，集体惩罚也是不可能的，声誉机制和自发的私人秩序就不再起作用。

为了突破小社区的限制，就必须依靠有第三方中介参与的有组织的私人秩序

（organized private order）。

博弈论文献把标准重复博弈中的无名氏定理扩展到随机匹配博弈中。

Kandori（1992）、Ellison（1994）和 Okuno-Fujiwara and Postlewaite（1995）等

人的研究表明：即使社区内部信息无法完全传递，合作结果的博弈均衡也可

以达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稳健的（robust）。

除了上述博弈论文献，还有相当多的文献对经济史以及现代经济中商人

社区内部的声誉机制的作用进行了分析。Greif（1993）对中世纪地中海马格

里布犹太人商人社区内部代理关系和 Clay（1997）对墨西哥时代的加利福尼

亚商人团体内部代理关系的研究表明，只要社区规模不是很大，信息的传递

比较通畅，只依靠声誉机制就可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但是，如果社区规模比较大，没有地缘或血缘等社会关系的支持，信息

收集和传递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时就必须依赖第三方中介来发挥作用。商

会、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中介所起到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充当信息中介（informa-

tion intermediary），给社区内部的交易者提供违约的信息。第三方中的另一个

作用是充当执行中介（enforcement intermediary），实施统一的惩罚、裁决和剩

余分配等（McMillan and Woodruff，2000）。这种由第三方中介支持的声誉机

制可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Milgrom，North and Weingast（1990）对中世纪

欧洲集市贸易中法商、Bernstein （1992）对钻石行业中非正式契约关系、

Gambetta（1993）对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McMillan and Woodruff（2000）

对转型国家交易的私人执行机制以及 Bernstein（2001）对棉花行业中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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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作用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

（四）自发的私人秩序、有组织的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

当交易条款只能被交易双方观察到，但不能被第三方证实或证实成本非

常高时，关系型契约或自发的私人秩序才能发挥作用。有组织的私人秩序，

如第三方执行中介的出现则使契约条款可以被证实。自发的私人秩序的优势

是契约的执行不必依赖第三方，契约的执行成本较低，其缺陷是契约易受外

界环境的影响，契约的稳定性因而较差，作用范围也较窄。相比自发的私人

秩序，有组织的私人秩序的优点是第三方中介可以证实契约条款，使非正式

的契约安排变得明晰和完备，增加了交易的“可缔约性”（contractibility），契

约条款因而可由第三方中介来执行，但第三方执行中介的引入同时带来一定

的契约成本。私人第三方中介相对于法庭的优势是，私人中介拥有专业知识

和更多的信息，可以较低的成本来做出事实判断。一项争议对法庭可能是无

法证实的，但对私人仲裁来说，可能是可证实的（Dixit，2003a）。但私人第

三方执行中介不具备法庭的强制力。

自发的私人秩序、有组织的私人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和替代性。一般来说，在法律制度运行良好的国家，私人秩序更多地起到减

轻法律调查和执行过程中交易成本的作用；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或在法

律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私人秩序更多地起到替代法律的作用。

（五）网上交易社区中的私人秩序和公共秩序

与一般商业交易相比，网上交易的复杂性在于：网上交易是非频繁的，

不是重复交易，非常接近博弈论中的随机匹配博弈，特定买家与卖家之间交

易重复发生的概率非常小，接近于零，这导致标准重复博弈模型中的个人惩

罚机制（personal punishment）无法实施，仅依靠双边关系型契约不足以维持

交易者的合作行为。如果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成本很高，那么声誉机制也无法

发挥作用。

虽然法律这种公共秩序对网上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但是，对于交易中发生的一般争议，法庭的证实成本相当高，因此，法庭不

能很好地解决网上交易引发的各种争端。网上社区中交易者数以万计，不像

以血缘、地缘或种族为纽带的社区，可以有效地传递信息并实施驱逐等惩罚

措施，仅仅依靠自发的私人秩序可能无法保证网上交易的顺利进行。

以盈利为目的的第三方中介可以起到保障交易顺利进行的作用。第三方

中介这种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在交易中主要充当信息中介和执行中介，传递交

易者的有关信息，解决交易中出现的各种争议。C2C交易网站，如 eBay、淘

宝网就是网上交易中最重要的第三方中介，它们建立了网上交易平台和双向

信用评价系统，并提供了第三方支付工具。第三方托管机构、在线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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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商盟则是网上交易中另外几种比较重要的第三方中介。

网上交易的自发的私人秩序和有组织的私人秩序相互补充。网上交易的

声誉机制以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来保证交易者的合作行为，在线争议解决机

制、第三方托管和商盟等机制则起到补充声誉机制的作用。

Lucking-Reiley（2000）首先对美国 eBay的发展、eBay上的交易机制进行

了详细介绍。Baron（2002）和 Dellarocas（2003）通过模型分析了网上交易

中声誉机制如何通过信用评价系统发挥作用。还有一类文献（McDonald and

Slawson，2002；Melnik and Alm，2002；Resnick and Zeckhauser，2002；Bajari

and Hortacsu，2003；Livingston，2005；Houser and Wooders，2006；Lucking-

Reiley，Bryan，Prasad and Reeves，2006）通过采集 eBay上的交易数据或采用

实验的方法（Bolton，Katok and Ockenfels，2004）研究网上声誉机制是否发

挥作用，着重于卖家声誉（正面的评价、负面评价或二者兼有）对拍卖商品

价格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些实证文献的结论是卖家声誉对拍卖商品价格有

显著的影响。李维安、吴德胜和徐皓（2006）以及周黎安、张维迎、顾全林

和沈懿（2006）分别对淘宝网和易趣上卖家声誉的作用进行了验证。

尽管不少文献对网上交易的声誉机制做了理论和经验分析，但是很少有

文献考虑第三方中介（第三方托管、在线争议解决机构和商盟）在网上交易

中所起到的作用。另外，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美国 eBay，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

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中国的网上 C2C交易有许多不同于 eBay的特点，这也

需要我们进行分析，找出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网上交易中自发的私人秩序———声誉机制

本节主要介绍 eBay和国内 C2C交易网站，主要是易趣和淘宝网上的信用

评价系统，探讨建立在信用评价系统上的声誉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9 易趣和淘宝网将信用评价分为好评、中评和差评，美国 eBay则把反馈相应地称为：正面（positive）、中性
（neutral）和负面（negative）。

（一）网上交易中的信用评价系统

信用评价系统或反馈机制（feedback system）由 eBay首先创立，并为其

他 C2C和 B2B网站所模仿。信用评价系统提供了一个信息收集、传递的平

台。eBay、易趣和淘宝网上信用评价的基本原则是：买家和卖家每成功交易

一笔，就可以对交易对象作一次信用评价。评价分为“好评”、“中评”和

“差评”三种。
9
当交易顺利完成时，交易者可以给予对方好评，并给出类似如

下的评价：“非常好的卖家，极力推荐”、“商品很好，发货及时”；当发货较

慢、商品与网上描述有较小的差别时，买家一般给予卖家中评，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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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商品与网上描述的颜色有些不一致”；当卖家交付的物品与网上描述

有显著差距，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态度不好时，买家可以给予差评，并给予

类似如下的评价：“商品有破损，与网上严重不符，要求退货时态度恶劣”。

好评加一分，中评没有影响，差评扣一分。将交易者从所有的好评、中评和

差评中收到的分数累加起来就得到交易者的信用度，其中好评数在交易次数

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卖家的好评率。如果交易者的信用度低于一定的值（eBay

上为 - 4），系统就会自动终止用户在网上交易的权利。

美国，许多交易者既是买家同时也是卖家，但是在易趣和淘宝网上绝大

多数交易者买家和卖家的身份是分离的。相对销售商品，购买商品更容易获

得好评。因此，在中国，许多卖家通过购买价值较小的商品来获得较高的信

用评价。为了避免这种行为，淘宝网将交易者作为买家和卖家收到的信用评

价分开，使信用评价系统更能准确地传递交易者的信息。

淘宝网要求交易完成以后，交易双方必须进行信用评价，如果买家或卖

家（一般是买家）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评价，系统自动地给予对方好评。

卖家认为买家给予的差评不合理也可提交淘宝网仲裁，避免了买家以威胁给

予差评来敲诈卖家。另外，eBay和淘宝网都制定一些规则防止卖家用不真实

的交易来“炒作”信用。总的来说，网上交易的信用评价系统目前已经比较

成熟，可以很好地衡量交易者的声誉。

信用评价系统的作用在于它自动地给每一个交易者建立了一个简介（pro-

file）。从交易者简介中可以观察到买家和卖家积累起来的声誉：信用度、好

评率、好评数、中评数、差评数、差评率，历史交易中交易对手给予的评价

的内容，在最近的时间里（1 周、1 个月及 1 年中）买家或卖家收到的好评、

中评和差评的数目。如附录 C中的图 1 和图 2 所示。交易者简介就相当于博

弈论中博弈方的历史信息。信用评价系统使得交易者简介成为公共信息，所

有买家在交易发生之前都能观察到卖家的简介，然后决定是否从卖家那里购

买商品。

如果信用评价系统不存在，信息传递的速度将非常慢，不诚实的卖家即

使欺骗了买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不会被其他买家发现。这样，卖家

选择欺骗得到的暂时收益将大大高于选择诚实可以得到的长期收益，卖家就

没有激励去建立长期声誉，网上交易市场规模就会很小，甚至市场根本就不

存在。

只要信息传递是通畅的，网上交易社区内部的声誉机制就能发挥作用。

但是，在社区内部传递违约信息是有成本的，社区越大，成本越高。在网上

交易中，很难想象如果由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信息收集和传递将产生多高的成

本。现实中，eBay、易趣和淘宝网上的信息发布是由交易者做出的，而信息

收集和传递则是由信用评价系统自动完成的，eBay等网站只负责核实交易者

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双向信用评价系统通过分散化的方式（uncent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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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信息，交易者和网站需要付出的信息收集和传递成本非常低。相比

Milgrom et al. （1990）、Greif（1993）等文献中的信息传递机制，信用评价系

统中的交易者简介以更充分、更概括，但又不损失效率的方式在买家和卖家

中传递信息（Dellarocas，2003）。

（二）模型：信用评价不存在噪声

网上交易的经验证据显示，卖家的声誉相对买家的声誉在网上拍卖中更

重要，网上交易的支付流程也要求买家付款后卖家再发货，因此，卖家更有

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分析的简化，本文假设网上交易中只有卖家存

在机会主义行为，因此这是一个单边囚徒困境问题（one-sided prisoners dilem-

ma）：卖家可以提供高质量或低质量的商品，买家决定购买或不购买。遵循博

弈模型中的术语，当卖家提供高质量商品时，可以认为其在博弈中选择了诚

实行为；当卖家提供低质量商品时，认为其选择了欺骗。卖家选择欺骗可以

得到 d，选择诚实可以得到 c，d > c。贴现因子为 δ。
假设一个完全同质产品的网上交易市场存在众多的卖家和买家。为了分

析的简化，进一步假设卖家出售商品的价格相同，因此，买家只关注卖家收

到的信用评价，而不关注卖家商品的价格。假设卖家有两种类型：诚实卖家

和机会主义卖家。
10
诚实卖家和机会主义卖家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x和 1 - x。大

部分卖家都是机会主义卖家，因此 x < 1 /2。诚实卖家永远都选择诚实行为，

机会主义卖家在决策前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如果选择诚实的长期收益大于

选择欺骗的短期收益，那么选择诚实；否则选择欺骗。

在淘宝网上，卖家的交易者简介列出了卖家在最近 1 周、最近 1 个月和

最近 6 个月内收到的好评、中评和差评数目，11
因此，买家可以清楚地了解卖

家在最近的时间里是否有欺骗行为。如果观察到卖家在最近收到差评，买家

就不会同该卖家进行交易。本文下面将证明：如果买家遵循这种没有协调的

集体惩罚策略，由于声誉的考虑，在一定的条件下，卖家就会选择诚实行为。

10 本文这里没有像 Tirole（1996）、Dixit（2003b）等文献那样假设交易者有三种类型：诚实者、不诚实者和
机会主义者。因为不诚实卖家没有耐心，总会选择欺骗，但 eBay、易趣和淘宝网都规定卖家的信用度一
旦低于一个临界值，就禁止其在网上进行交易。因此，假设卖家只有两种类型是一个合理的简化。
11 eBay和易趣列出了卖家在过去的 1 个月、6 个月和 12 个月内得到的好评、中评和差评的数目。

命题 1 当信用评价不存在噪声时，如果

d - c
c

≤ δ（1 - δT
）

1 - δ
（1）

成立，下面的策略组合就是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

买家策略：如果卖家在最近的 T时段里收到过差评，则不从该卖家那里

购买商品；卖家策略：卖家不会欺骗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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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见附录 A。

定义（d - c）/ c为卖家欺骗的收益率，因此，只要商品欺骗的收益率不是

非常大，建立在信用评价系统上的声誉机制就可以保证卖家的诚实行为。

但是，由于网上交易不像网下交易买卖双方可以当面交流，对商品也有

亲身体验，有时尽管卖家尽其所能向买家提供合适的商品或服务，但由于沟

通的不便，买家却对卖家产生了误解，认为卖家有意欺骗，并给予卖家一个

差评。eBay、易趣和淘宝网提供的卖家交易者简介中往往可以看到卖家和买

家就争议各执一词，有时很难判断究竟是卖家还是买家应该为争议负主要责

任。因此，假设信用评价有可能出现噪声比较合理，卖家即使选择了诚实行

为，仍有可能被买家误解，从而在其交易者简介中留下差评。

（三）模型：信用评价存在噪声

假设卖家选择诚实行为但买家认为其选择了欺骗的概率为 α，即信用评价
出现噪声的概率为 α，如果 α 接近于 1 /2，那么信用评价系统发挥的作用很

小。本文这里假设 α较小。进一步假设如果卖家选择了欺骗，买家不会错误
地认为其选择了诚实，即买家对卖家欺骗行为的判断不会出现差错。

命题 2 即使信用评价存在噪声，当下式

d - c
c

≤ （1 - α）δ（1 - δT
）

1 -（1 - α）δ - αδT+1 （2）

满足时，下面的策略组合仍是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

买家策略：如果卖家在最近的 T时段里收到过差评，则不从该卖家那里

购买商品；卖家策略：卖家不会欺骗买家。

证明见附录 B。

对诚实的卖家来说，只有信用评价出现噪声时，他才会收到差评，因此

诚实卖家的好评率将为 1 - α。在均衡时，机会主义卖家也会选择诚实行为，
诚实卖家和机会主义卖家的好评率就没有差异。在现实中，卖家的好评率都

很高，几乎都在 95%以上，12
这说明出于长期声誉的考虑，机会主义卖家也选

择了诚实行为。

12 好评率的高低还与卖家出售商品的种类有关。有些商品，比如虚拟点卡，销售过程比较简单，大部分

卖家的好评率都在 99%以上。

从上式可以看出，均衡条件取决于 α和 δ。噪声出现的概率 α越小，贴现
因子 δ越大，上述条件越容易满足。
在 α、δ和 T相同的情况下，不等式（2）的右边小于不等式（1）的右

边。
13
与信用评价不存在噪声相比，在信用评价存在噪声时，声誉机制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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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需要更严格的条件。换一种表述方式，令 δ和 δ分别为使两个不等式
等号成立的贴现因子。因为（1）式和（2）式右边是 δ 的增函数，故 δ≥
δ，在信用评价存在噪声时，只有当贴现因子较高时，声誉机制才能发挥作
用。因此，信用评价的噪声减弱了声誉机制的作用。

当 α = 0. 02，T = 30，δ = 0. 99 时，不等式（1）为（d - c）/ c≤25. 8，不等

式（2）为（d - c）/ c≤16. 7。对于网上交易的一般商品来说，欺骗的收益率不

是很大，（2）式的约束可以保证卖家选择诚实行为。

所以，只要欺骗的收益率不是非常大或贴现因子足够大，即使信用评价

存在噪声，如果买家按照如下策略来选择卖家：观察卖家的交易者简介，如

果交易者简介显示卖家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差评，就不选择该卖家，那么

卖家将选择诚实行为，建立在信用评价系统上的声誉机制就能发挥作用。

（四）进一步的讨论及不足

本文的思路类似于 Greif（1993）。不同的是，Greif是在完全信息无限重

复博弈的框架内处理声誉的，将商人的历史行为理解为声誉。本文则是在不

完全信息重复博弈的框架内处理声誉的，将声誉理解成买家对卖家类型的

信念。
14

13 不等式（2）右边的分母大于不等式（1）右边的分母，且（2）式右边的分子小于（1）式右边的分子，故（2）
式的右边小于（1）式的右边。
14 Greif的处理方法存在一些不足。当不存在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执行中介时，如果一个代理人 - 商人欺
骗某一个委托人 - 商人后，其他委托人 - 商人并没有动力却惩罚这个代理人，因此就不存在一个集体惩
罚机制。为了构建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Greif引入了代理人雇佣市场，并假设所有代理人的保留效用和
能力相同，由于有欺骗历史的商人未来被雇佣的概率较低，在代理人参与约束的限制下，有欺骗历史的商

人所要求的工资就高于没有欺骗行为的商人，这样其他委托人 - 商人就不会雇佣有欺骗行为的商人。因
此，Greif虽然没有假设商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但引入了代理人雇佣市场，并增加了所有商人是同质的这
一不合理的假设。

本文假设买家通过观察卖家的交易者简介，根据卖家最近一段时间内是

否收到差评来选择卖家，而且考虑到了噪声的影响，本文的假设及结论比较

符合网上交易的实际情况。

网上交易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所有的问题。

近期有过欺骗行为的卖家有可能通过降价来吸引买家，鉴于同时引入信用评

价和价格过于复杂，本文没有考虑这种情况。不过，随着网上交易社区的扩

大，买家和卖家的数目越来越多，交易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每一种商品

将有更多的卖家，也将面临更多的替代商品，这一方面导致市场竞争强度增

加，商品价格的差异性会减少，买家更关注卖家的信用评价，卖家出售商品

的价格相同这一假设将更接近现实。另一方面，交易也更频繁，这意味着贴

现因子 δ变大，更接近于 1。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网上交易的发展将扩

大声誉机制的作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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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虽然没有像一般的重复博弈模型那样假设买家的策略是触发

战略（trigger strategy）或针锋相对策略（tit-for-tat），但是本文中买家的集体

惩罚策略仍存在一个协调的问题：如果买家不能就惩罚期长度达成共识，就

有买家同正处于惩罚期的卖家进行交易，那么上面的策略组合就不是一个子

博弈完美均衡。但是，淘宝网上的卖家交易者简介列出了卖家在最近 1 周、

最近 1 个月和最近 6 个月内是否收到过差评。因此，买家可以根据卖家销售

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来选择惩罚的时间长度。对于价值较小的商品，选择 1 周

的惩罚期就可以激励卖家选择诚实行为；对于一般商品或价值较高的商品，

买家可以分别实施期限为 1 个月或半年的集体惩罚。交易者简介实际上自动

地起到了协调的作用。

网站不但建立了交易平台，还建立了一个网上社区，通过社区论坛

（BBS）上的交流，大多数买家对惩罚期的长度可以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这

样也能部分解决协调问题。即使买家对惩罚期的长度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

假设 T
min
为所有惩罚期中的最小值，那么买家仍然可以实施长度为 T

min
的集体

惩罚。

三、网上交易中有组织的私人秩序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网站作为信息中介的作用，即提供了信用评价

系统。信用评价系统对买卖双方的交易历史进行简要地描述，提供了交易方

欺骗的历史信息，买家因而可以对在最近的时间里有欺骗行为的卖家实施集

体惩罚，声誉机制从而可以发挥作用。尽管网站介入了信用评价系统的建立，

起到了信息中介的作用，但网站并没有收集和传播信息，这些功能都是系统

自动完成的，信用评价系统主要是依靠声誉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认

为信用评价系统更接近自发的私人秩序。

已有的文献大多集中于网上交易社区中的声誉机制是否有效，而没有考

虑第三方中介作为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在网上交易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一节进

一步分析 eBay、易趣和淘宝网上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第三方托管以及商盟制

度对声誉机制的补充作用。

自发的私人秩序的优势是契约的执行不必依赖第三方，契约执行成本较

低，其缺陷是契约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契约的稳定性较差，作用范围也较

窄。如果欺骗的收益率非常高，即（2）式不满足，声誉机制就不能发挥作

用。第三方托管等机制则可以降低卖家欺骗的收益率，使价值较高（欺骗的

收益率因而也较高）的商品也能在网上交易。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则可以使无

法证实的契约条款变得可以证实，提高了契约的完备程度。当引入第三方中

介的成本较低时，网上交易中的有组织私人秩序就可以起到补充自发的私人

秩序的作用。网上交易的声誉机制以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来保证交易者的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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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为，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第三方托管等机制则起到补充声誉机制的作用。

（一）网上交易的争议解决机制

1. 法律及执法部门

对于网上交易中出现的一般争议，法律无法解决或解决成本非常高。但

是对于网络欺诈，则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尽管欺诈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据 eBay的报道，每 40000 件交易中有 1 件是欺诈。但是，相对网下交易，网

上交易出现欺诈的概率非常高。根据 FBI 的报告，2001 年 42%的欺诈投诉与

网上拍卖有关。
15
对于网上欺诈行为，eBay成立了专门的网上交易欺诈调查小

组对 eBay上的交易进行监视，并在出现欺诈行为后配合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虽然法律这种公共秩序对网上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但是，对交易中发生的一般争议，由于契约是不完备的，法庭可能无法验证

契约条款，因此，法律制度不能很好地解决网上交易中出现的各种争端。

2. 网站提供的争议解决机制

除了网络欺诈，网上交易中的纠纷大多是物品未收到或物品与卖家在网

上所做的描述显著不符。
16
当出现“物品未收到或与描述显著不符”（Item Not

Received or Significantly Not as Described）时，eBay建议交易者通过“物品未

收到或与描述显著不符”处理流程来进行沟通，使用信用卡支付的用户需要

先通知信用卡公司，在美国，信用卡公司给予了消费者很好的保护，发卡公

司通常提供防止在线欺诈的保护措施。“物品未收到或与描述显著不符”处理

流程是一个买家和卖家交流的标准平台，许多问题仅仅是由误解造成的，通

过相互沟通可能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通过“物品未收到或与描述显著不符”

处理流程无法解决争议，eBay建议交易者将争议提交中立的在线争议解决机

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ODR），绝大多数争端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

得到解决。eBay并不介入争议的解决，如果买卖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使用

PayPal进行支付的用户可以申请贝宝买家保护项目（PayPal Buyer Protection）

或贝宝卖家保护（PayPal Seller Protection）的补偿。用户每半年只能申请三次

补偿。

15 Baron，David P.，“Private Ordering on the Internet：The eBay Community of Traders”，Business and Poli-
tics，2002，4（3），p. 271.
16 除了网上欺诈行为，网上交易出现的争端绝大多数是以上两种。

3. 私人第三方仲裁———在线争议解决机制

在线争议解决主要包括在线沟通（online negotiation）、在线调解（online

mediation）和在线仲裁（online arbitration）三种方式。在线争议解决是自愿

的，只有当买家和卖家都同意将争议提交私人第三方中介时，在线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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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可以介入到争议中。SquareTrade. com是 eBay推荐其用户使用的在线争议

解决网站，它为 eBay上的交易者提供在线沟通和在线调解这两种争议解决

方式。

当买家和卖家同意将争议提交 SquareTrade 后，争议进入在线沟通期。

SquareTrade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一个密码保护的网页，争议双方在网页上传递

信息，交换各自的观点和请求。网站实质上起的是一个提供场所、加强沟通、

促进交流的作用。很多争议通过彼此沟通便很快得到解决。SquareTrade 的在

线沟通对所有用户都是免费的。

当买家和卖家无法通过在线沟通解决争端，争议进入到在线调解（online

mediation）阶段。争议由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调解员来调解。调解

员帮助争议双方分析争议焦点，明确双方的利益，帮助当事人之间达成解决

方案。在整个争议解决过程中，调解员并不评价争议双方的对错，也不由调

解员做出调解协议。在线调解是在线争议解决中使用最多、最重要的一种方

式。在线调解是收费的，对一项 eBay上的在线争议调解 SquareTrade的收费是

19. 5 美元，其中的 15 美元由 eBay代替用户支付。

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一个作用是扩展了交易的“可缔约性”，即提高了契

约的完备程度，使契约变得明晰（explicit）和正式（formal）。网上交易中的

契约条款是法庭无法证实的或证实成本非常高，但是私人仲裁机构可以利用

其专业知识，以较低的成本做出事实判断。一项争议对法庭可能是无法证实

的，但对私人仲裁来说，可能就是可证实的（Dixit，2003a）。由于私人仲裁

机构比法庭掌握更多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在美国的司法惯例中，法官往往遵

循私人仲裁机构的裁决，因此第三方仲裁也具有一定的强制力。由于正式契

约的作用范围大于关系型契约，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引入扩大了交易机会。

买家和卖家可以通过一些措施降低交易条款的证实成本，比如，交易者

可以保留交易过程中双方的聊天记录、发货或付款的凭证以及截图，一旦出

现纠纷后，这些都可以作为以后私人仲裁机构或法庭裁决的证据。

在线争议解决机制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交易者取消不合理的负面评价。对

eBay用户来说，如果认为交易对手给予的信用评价不合理，他可以求助于 eBay

的“物品未收到或与描述显著不符”处理流程，或直接提交给 SquareTrade。作

为 eBay认可的在线调解商，SquareTrade可以帮助交易者取消不合理的中评或差

评。因此，在线争议解决机制降低了信用评价出现噪声的概率 α，使信用评价
更能反映交易者的声誉。（2）式的右边随 α的降低而增大，在线争议解决机制
扩大了信用评价系统的作用范围，增强了网上交易的声誉机制。

由于第三方市场中介发育的不完善，中国的网上交易还没有引入在线争

议解决机制，交易网站充当了争议解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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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方托管

网上交易的惯例一般是要求买家先付款，因此买家网上购物面临的最

大风险就是付款后收不到货物。第三方托管机构作为受托方起到了代收代

付的作用，极大地降低了卖家欺诈的概率。第三方托管的基本流程是，买

家在网上把货款汇给第三方托管机构，第三方托管机构收到货款之后通知

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物之后再通知第三方托管机构，第三方托管机构才

把钱转到卖家的账户上。第三方托管机构会追踪货物的托运直至发送到买

家。www. escrow. com是 eBay推荐其用户使用的一家网上第三方托管机构。

由于每一笔网上交易第三方托管机构要付出几乎相同的服务，因此第三方

托管服务具有规模经济，货物的价值越大，第三方托管机构收取的佣金比

例就越低。对价值在 5000 美元以下的商品，www. escrow. com标准的托管服

务收取的佣金率为 3. 25%，但不低于 50 美元。

在 eBay发展的早期，交易的商品大多是价值较小的各种收藏品、计算机

及其配件。第三方托管的出现降低了卖家欺骗的收益 d，进而降低了欺骗的收

益率（d - c）/ c，使得价值较高（欺骗的收益率也较高）的商品，如汽车也能

在网上交易。第三方托管这种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很好地补充了网上交易的声

誉机制。

（三）商盟

卖家商盟制度是淘宝网的一个创新。淘宝网鼓励卖家组织起来建立商盟，

卖家的自我管理可以减少淘宝网付出的成本。目前在淘宝网上有两类商盟，

一类是行业商盟，另一类是区域商盟，主要是城市商盟。

商盟可以起到以下作用：众多卖家组织成商盟，尤其是行业商盟可以形

成外部效应，从而使商盟中的每一个商家从中获利；小卖家组织成城市商盟

可以增加其谈判力量，降低商品配送费用和采购成本；通过加入商盟，小卖

家不但可以汲取经验教训，获得商业信息，还可以找到归属感；商盟还可以

起到协调的作用，防止成员之间展开恶性的价格竞争。

17 集体声誉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卖家过去的行为是无法完全观测到的（Tirole，1996；Winfree and McClus-
key，2005）。例如，卖家欺骗买家，然后辩解是双方沟通出现差错造成的。eBay和淘宝网提供的卖家的
交易者简介中往往可以看到卖家和买家就争议各执一词，有时很难判断究竟是卖家还是买家应该为争议

负主要责任。如果单个卖家过去的行为是可完美观测的（perfectly observed），那么卖家就有激励去维护
个人声誉（individual reputation），集体声誉就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商盟还可以起到承诺作用。单个卖家通过建立起商盟，并

以商盟形成的集体声誉作为抵押（hostage）向买家承诺商盟成员不会有欺骗

行为。商盟成员的欺骗行为将损害整个商盟的集体声誉（collective reputa-

tion）17，买家因而可以对整个商盟实施惩罚。通过建立商盟，商盟成员就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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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出一个明确的承诺：本商盟成员提供的商品都是高质量的；否则，所有

的成员都会受到牵连；如果某一成员提供了低质量的商品，商盟将对其实施

严厉惩罚。

为了使向买家发出的承诺是可置信的（credible），商盟制定了严格的入

盟程序和规章制度。另外，与其他第三方执行中介相比，商盟成员之间比较

熟悉，因此商盟拥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更清晰、以更低的成本对争议进行裁

决。例如，武汉商盟就承诺：在商品确认签收后的 3 天内，如果商品无损坏

情况，商盟包退换。商品有任何问题，买家可以直接向商盟管理部门投诉。

商盟以其集体声誉作为抵押向买家发出可置信承诺，因此，加入商盟的

卖家更值得买家信任。

对淘宝网来说，商盟可以增加淘宝社区的凝聚力，吸引更多的卖家到淘

宝网上进行交易。商盟可以使卖家自我管理、互相监督来打击欺诈行为。目

前，商盟运作已进入良性循环，欺诈行为一旦发生，买家举报后商盟内部会

对欺诈者先行予以处罚，然后交给淘宝网管理员处理。商盟从而起到补充信

用评价系统的作用，减少了交易网站的付出，增加了网上交易中买家与卖家

之间的信任。李维安、吴德胜和徐皓（2006）验证了淘宝网上商盟制度所起

到的对声誉机制的补充作用。为了支持商盟的发展，淘宝网在促销、推荐上

对各商盟进行支持。

鉴于商盟在网上交易中所起的作用，易趣也于 2006 年底成立了具有类似

功能的易趣卖家公社。易趣网这样描述成立卖家公社的目的：“易趣卖家公社

建立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卖家队伍的凝聚力以将各方的优秀卖家组织起来，共

谋福利，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互相交流销售经验。帮助 eBay易趣制定更加

符合市场规范的诚信安全政策。”
18

18 http：/ / forums. ebay. com. cn / forum. jspa？forumID = 400000038.

对商盟制度如何起到补充声誉机制的作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正式分析。

四、中美网上交易的制度差异

中国的网上交易有许多不同于美国的特点，这一点体现在英文拍卖网站

eBay与 eBay控股的中文网站易趣，以及易趣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之间的

差异上。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个完善的全社会信用体系，仅依

靠声誉机制不足以遏制不诚实卖家的欺骗行为。

（一）支付体系的不同

美国 eBay上使用的支付工具———PayPal 只是一个第三方支付工具，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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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第三方托管的功能，而淘宝网推出的“支付宝”则同时具备了第三方支

付和第三方托管的功能。
19

19 淘宝网还制定了支付宝交易纠纷处理规则，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一般根据支付宝交易纠纷处理规

则来解决。支付宝实际上代替淘宝网起到了第三方执行中介的作用。

eBay的 PayPal线上支付平台在欧美国家使用率非常高。PayPal 的交易流

程是：当买家将货款汇到其 PayPal 上的账户后，PayPal 会直接转到卖家的账

上，交易速度非常快，也避免了不同银行之间转账的麻烦。如果买家出现货

物未收到或与描述不一致，再通过各种争议解决方法将货款追回。在欧美发

达国家，由于有完善的信用卡系统作为在线支付的保障，如果用户在网上交

易中欺骗了对方，很容易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影响其网下的经济交往和生

活，因此卖家收到货款而不发货的概率非常小，PayPal 和买家承担的风险也

很小。不过，2005 年 7 月 eBay将 PayPal引入到易趣交易平台后，并没有受到

交易者的欢迎。在中国，由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信用征集机构，交易者可以

轻易地改变银行账户，如果没有其他保障机制，卖家收到货款而不发货的概

率非常高，这正是 PayPal在中国无法推行的主要原因。

易趣的竞争对手淘宝网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出了具备第三方托管功

能的交易平台“支付宝”。支付宝的交易流程是：买家将货款汇给支付宝，支

付宝通知卖家可以发货；卖家发货，买家签收后通知支付宝货物已收到，支

付宝再将货款转移到卖家在支付宝上的账号上。从支付流程上来说类似于

PayPal的支付模式，不同之处在于支付宝同时具有第三方托管的功能，相当

于 eBay上的 PayPal + escrow. com，即“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托管”。在中国，

网上交易者不相信贝宝，这迫使易趣不得不模仿淘宝网推出了第三方托管工

具———安付通，而在美国，eBay 只推荐交易金额较高的商品（1000 美元以

上）使用第三方托管机构 escrow. com。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

普通商品的交易也必须使用第三方托管，而第三方托管服务是有成本的，因

此，与美国相比，中国网上交易要支付更多的交易成本。

（二）网站在网上交易中承担的角色不同

淘宝网与 eBay在网上交易中承担的角色不同。在美国，eBay只负责提供

网上交易场所和支付工具，通过双向信用评价系统提供交易者的信息，吸引

更多的用户加入到 eBay社区中，并不介入双方的交易和争议的解决，交易产

生的风险、损失、责任由买卖双方自行承担，其功能类似于 Dixit（2003b）文

中的信息中介。在中国，淘宝网、易趣不得不建立起一整套网上交易机制，

从提供网上交易场所、支付工具到第三方托管等交易机制，不但充当了信息

中介的角色，而且还充当了 Dixit（2003b）文中执行中介的角色。当出现了物

品未收到或与描述显著不符时，如果买家和卖家不能就争端达成一致，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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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通过其制定的支付宝交易纠纷处理规则来解决争端。在美国，上述执行中

介的角色则由其他第三方中介，如 SquareTrade 来充当。淘宝网充当执行中介

可能会影响其公正性，也可能会给其带来法律风险。由于承担了过多的市场

功能，易趣和淘宝网至今仍未实现盈利。另外，淘宝网还建立了商盟制度，

商盟的自我管理可以减轻淘宝网在执行功能上的付出。这一点在上一节已进

行了介绍。

（三）社会信用体系在网上交易中的作用

中国和美国网上交易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建立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信用体

系。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和监管将信用体系纳入法律范畴，个人征信则以市场

化运作为主。信用服务公司———信用局（credit bureau）对消费者信用进行评

估并提供个人信用服务。信用局主要从银行、信用卡公司、公用事业公司和

零售商等渠道了解消费者付款记录的最新信息。交易者在网上交易中的不良

记录会影响其在网下的声誉。这样网上交易与网下交易就形成了一个关联博

弈（linkage game），网下的惩罚机制就加强了网上交易的惩罚力度，降低了

交易者的违约诱惑（Aoki，2001）。简单地说，卖家选择欺骗虽然得到了很高

的暂时收益 d，但由于其网下的信用有不良记录，社会信用体系将对其实施一

段时间的惩罚 p，从而加强了对网上交易中不诚实行为的惩罚力度。在美国，

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公共秩序形成了网上交易的制度基础设施，从而减少了

网上交易参与者付出的成本。

由于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全社会信用体系，中国的网上交易与网下交易被

割裂开来，网上交易中的不良记录对欺骗者网下的交易和生活并不会造成很

大的影响。为了保证网上交易的顺利进行，易趣和淘宝网就必须承担更多的

功能，建立起一系列的交易机制。由于法律和社会信用体系这两种公共秩序

的缺乏，中国的网上交易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因此，有组

织的私人秩序就起到了替代公共秩序的作用。

五、结论、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网上交易中存在非常严重的囚徒困境问题，在法律这种公共秩序缺失的

情况下，交易网站以及其他第三方中介建立了信用评价系统、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托管、在线争议解决、商盟等机制来减轻网上交易中囚徒困境问题。

随着网上交易的迅速发展，违约以及欺诈发生的概率非常小，说明上述机制

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本文首先运用随机匹配博弈模型对网上交易中信用评价系统的作用进行

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建立在信用评价系统上的声誉机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

用。本文进一步分析在线争议解决、第三方托管以及商盟等机制的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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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机制可以起到补充声誉机制的作用。这样，本文就说明了在法律这种公共

秩序缺失的情况下，自发的私人秩序和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减轻了网上交易中

囚徒困境问题，从而起到了替代法律制度的作用。

与美国相比，中国缺乏一个完善的全社会信用体系，网上交易与网下交

易被割裂开来，网上交易中的欺骗记录对欺骗者网下的交易和生活并不会造

成多大的影响。社会信用体系的缺乏导致中国的交易网站承担了比美国 eBay

更多的角色，建立了一系列 eBay没有的交易机制。这样，本文也说明了有组

织的私人与社会信用体系这种公共秩序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在公共秩序缺失的情况下，网上交易中自发的私

人秩序和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起到替代公共秩序的作用。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没有像 Milgrom et al.（1990）和 Dixit（2003b）

那样建立一个包含第三方中介的博弈模型，而是在声誉模型的基础上对第三

方托管、在线争议解决、商盟等第三方中介和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进行了简

单的定性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网上交易内容是如此丰富，第三方中介所起的

作用各不相同，以至于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来说明网上交易中各交易机制

的作用。Milgrom et al. 对中世纪欧洲集市里法商的作用做了高度的抽象后才

建立了一个包含第三方中介的模型。网上交易中，如果要在一个统一的模型

中分析第三方中介的作用，势必要做非常抽象的假设，但这会忽略很多有价

值的内容。

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商盟、第三方托管本身就是一系列有意义的制度，

值得单独进一步的分析。例如，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作为第三方仲裁提高了网

上交易契约的完备程度，买家就可以选择在交易前与卖家签订一个比较正式

的契约，规定商品的质量。因此，就需要考虑引入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后正式

契约与关系型契约（非正式契约）之间的关系。
20
本文只是笼统地说明了在线

争议解决机制的引入可以起到补充信用评价系统的作用，没有对第三方执行

中介的作用做详细的分析。对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商盟、第三方托管等第三

方中介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与信用评价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将是下一步的

工作。

20 非正式契约或关系型契约与正式契约的关系也是最近契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一些理论、实证以及

实验文献对非正式契约与正式契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rown，Falk and Fehr，2004；Dixit，2003a；Lazzari-
ni，Miller，and Zenger，2004；Pearce and Stacchetti，1998；Poppo and Zenger；2002；Schmidt and Schnitzer，
1995）。

附录 A 命题 1 的证明

证明：要证明上述策略组合是子博弈完美均衡只需证明卖家在每一期都不会选择欺

骗，买家不会偏离上面的集体惩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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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t期，如果卖家选择诚实，并在随后各期都选择诚实，则每期都可以得到收益 c。

如果卖家欺骗了买家，那么在第 t期可以获得欺骗的收益 d，随后的 T期，其他买家都观

察到这一点，不再同其进行交易，惩罚一直持续到第 t + T期。在第 t + T + 1 期，卖家如果

选择诚实，则随后每期可以得到 c。定义卖家选择诚实得到的贴现到第 t 期的收益为 V
c
，

则 V
c

= c/（1 - δ）。定义卖家选择欺骗得到的贴现到第 t 期的预期收益为 V
d
，V

d
= d + δT + 1

c/

（1 - δ）。当且仅当 V
c≥V

d
，即下式满足时，卖家才会选择诚实行为：

d - c
c

≤ δ（1 - δT
）

1 - δ
. （1）

不等式的右边是关于 δ的递增函数，因此存在唯一的 δ使等号成立。在 d、c、T和 α
既定的情况下，当 δ≥δ时，上式成立。

接下来验证买家不会偏离上面的策略。对买家来说，如果他观察到一个处于惩罚期的

卖家，因为信用评价没有噪声，诚实的卖家也不会选择欺骗，因此他会断定这个卖家是一

个机会主义者，从而不会同该卖家进行交易，转而去寻找诚实买家。因此，买家不会偏离

上面的集体惩罚策略。

所以，在（1）式满足的情况下，上述策略组合就是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证毕。

附录 B 命题 2 的证明

证明：要证明上述策略组合是子博弈完美均衡只需证明卖家在每一期都不会选择欺

骗，买家不会偏离集体惩罚。

在第 t期，如果卖家选择诚实，当期可以获得收益 c。由于信用评价存在噪声，有

（1 - α）的概率买家认为其选择了诚实行为，在第 t + 1 期，卖家的收益流与第 t期相同。有

α的概率买家认为卖家选择了欺骗，所有的买家将对其实施时间长度为 T的集体惩罚。惩

罚持续到第 t + T期结束，卖家在 t + T + 1 期面临与第 t期相同的收益流。

卖家选择欺骗的收益流与信用评价不存在噪声时相同。如果卖家欺骗了买家，那么在

第 t期可以获得收益 d，随后的 T期，其他买家都观察到这一点，不再同其进行交易。集

体惩罚持续到第 t + T期。卖家随后的收益流与第 t期相同。

定义卖家选择诚实行为得到的贴现到第 t期的预期收益为 V
n

c
，则 V

n

c
= c +（1 - α）δVn

c
+

αδT + 1
V

n

c
，解 V

n

c
，得到

V
n

c
=

c

1 -（1 - α）δ - αδT+1 .

定义卖家选择欺骗得到的贴现到第 t 期的收益为 V
n

d
，V

n

d
= d + δT + 1

V
n

c
。当且仅当 V

n

c ≥

V
n

d
，即下式满足时，

d - c
c

≤ （1 - α）δ（1 - δT
）

1 -（1 - α）δ - αδT+1， （2）

卖家才会选择诚实行为。不等式的右边是关于 δ的递增函数，因此存在唯一的 δ使等号
成立。即存在一个 δ，在 d、c、T和 α既定的情况下，当 δ≥δ时，上式成立。

对买家来说，如果他观察到一个处于惩罚期的卖家，他会根据贝叶斯推断，判断该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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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机会主义卖家还是诚实卖家。因为诚实卖家只有在信用评价出现噪声时才会被误认为

是机会主义者，而 α是一个很小的概率，在一次交易中，卖家收到了差评，那么买家有足
够的理由认为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此买家不会选择该卖家，而会选择其他最近没有收

到差评的卖家。

较为正式的证明如下：

用 O表示机会主义（Opportunistic）卖家，H表示诚实（Honest）卖家；D表示欺骗

（Deception）；C表示合作（Cooperation）；N表示差评（Negative），P 表示好评（Positive）。

Pr（N| O）和 Pr（N| H）分别表示机会主义卖家和诚实卖家收到差评的概率，Pr（N）为卖家收

到差评的概率，Pr（O）和 Pr（H）分别表示机会主义卖家和诚实卖家所占的比例，

Pr（O）= 1 - x，Pr（H）= x。

卖家收到差评后买家认为其属于机会主义卖家的概率为：

Pr（O | N） =
Pr（N | O）Prob（O）

Pr（N）
=

Pr（N | O）（1 - x）
Pr（N）

.

卖家收到差评后买家认为其属于诚实卖家的概率为：

Pr（H | N） =
Pr（N | H）Pr（H）

Pr（N）
= αx

Pr（N）
.

机会主义者收到差评的概率等于买家认为机会主义者会选择欺骗的先验概率 Pr（D| O）

加上机会主义卖家选择诚实但却收到差评的概率 α，即 Pr（N| O）= Pr（D| O）+ α。
先验概率 Pr（D | O），即机会主义卖家选择欺骗的概率大于零，且 1 - x > x，这样

Pr（O| N）> Pr（H| N）。如果卖家收到差评，买家断定他是机会主义者，不同他进行交易。这

就证明了买家不会偏离集体惩罚机制。

所以，在（2）式满足的情况下，上述策略组合就是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证毕。

附录 C 一个卖家的交易简介

下面的两张图是淘宝网上一个卖家的交易者简介。交易者简介包含两部分，一是交易

者的信用评价，二是交易者收到的评价的具体内容，图 2 显示的是卖家 angelskysky收到的

“来自买家的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图 1 交易者的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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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易者历史上收到的（部分）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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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r ies

DESHENG WU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off-line trade，online trade reduces information collecting and dis-

seminating costs，and makes sellers and buyers match easier. However，severe prisoners dilemma

exists in online C2C trade. Online auction sites and other third-party intermediaries established on-

line feedback systems，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third-party escrow to reduce traders

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raders and third-party intermediaries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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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均衡移动模型研究农业生产者与食品零售商之间的纵
向价格传递关系。模型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即农产品（食品）营销企业在零

售环节拥有寡占卖方力量、在农产品收购环节拥有寡占买方力量、营销企业所

需要的农产品投入与其他营销投入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并拥有规模报酬可变

的技术。结果表明，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的影响十分复杂，一方面

取决于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外生冲

击作用下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售环节市场力量变化的相对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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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纵向关联的市场之间，某一环节的价格变化会通过产业关联传递到其

他环节并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福利再分配。2003 年 10 月下旬中国再次发生农产

品价格普遍上涨，甚至又一次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张永军，2003；

王秀清、钱小平，2004）。媒体、学者和消费者普遍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

农产品及食品零售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农民所实际感受到的农产品收购

价格上涨幅度，也就是说出现了所谓的“农产品价格放大效应”（辛贤、谭向

勇，2000）。而另一方面，以禽流感和疯牛病为代表的食品安全事件直接对消

费者的食品需求造成冲击，相关食品零售价格迅速下降并传递到畜产品收购

价格，对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同样，相对于食品零售价格下降而言，

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幅度更大。这种纵向关联市场间价格变动的不对称性

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例如，从农产品收购环节到食品零售环节价格上

涨幅度的放大就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食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拥有市场力量的企业常常具备一定能力来操纵

市场价格，从而使价格传递偏离完全竞争的轨道。就农业产业链而言，在农

产品收购环节农民常常不得不面对买方寡占力量，而在食品零售环节广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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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又不得不面对零售商的卖方寡占力量。市场力量的存在与变化直接影响

到农业产业链条两端乃至营销企业的福利。第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技术特

征。在农产品加工、批发和零售过程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农产品和其他

投入品之间是否可以替代以及替代程度如何，都会影响农产品收购价格发生

变化时营销企业的决策安排，从而最终影响零售价格。第三，营销投入品的

供给弹性。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常常导致在市场之间难以及时调度农

产品。短期内营销投入品供给缺乏弹性也容易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下降幅

度的加剧。第四，价格传递滞后。针对价格变化，营销企业和农户都可能需

要一定的反应和调整时间。因此，零售环节发生的价格变化可能要经过一定

的滞后期才能传递到农产品收购环节，反之亦然。第五，农产品供给弹性和

食品零售需求弹性。针对食品零售价格的变化，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变化幅

度与农产品供给弹性密切相关。反之，针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变化，食品

零售价格的变化幅度与食品零售需求弹性密切相关。第六，替代品。农产

品收购价格变化导致以之为原料的食品零售价格变化。但是零售价格变化

的幅度要受到其他食品替代程度以及价格水平的影响。第七，库存调整。

食品加工营销企业常常会通过调节库存来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化以获得最大的

利润，因此库存量和库存计划也会对市场间的价格传递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是，究竟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价格传递、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

的足够重视。而从国际学术界研究进展来看，虽然从 70 年代起就有大量文献

对价格传递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或经验检验，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需要

进一步的理论探索。

学术界有关价格传递问题的研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依据时间序列数

据进行计量经济检验。这类研究得益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

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文献。起初，这些方法主要用于检验纵向相关的两个市

场之间是否存在整合关系，从而判断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甚至用于反垄断实

践中的市场界定。近年来又广泛应用于价格传递的对称性检验。但是，由于

缺乏理论的框架，该方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价格传递的

不对称。第二类着重从理论上推导纵向关联市场间的价格传递关系，确定价

格传递弹性的模型。这类研究建立在有关纵向关联市场上企业行为的基本假

设之上。本文属于这类研究方法，因此对第一类的文献不做详细的总结与

评论。

最早从理论上研究农产品价格传递问题的是美国学者 Gardner（1975）。在

这篇开创性文献中，Gardner采用 Muth（1964）开发的均衡移动模型（Equilib-

rium Displacement Model）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农产品价格传递，在

营销企业存在规模报酬不变技术的假设前提下分别推导出两个价格传递弹性

公式。一个用于反映从农产品收购环节向食品零售环节的价格传递，另一个

反映从食品零售环节向农产品收购环节的价格传递。多年来，在该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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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一大批学者运用美国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数据进行了价格传递弹性模

拟。在中国最早研究农产品价格传递问题的是辛贤、谭向勇（2000），在这篇

文献中他们以 Gardner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从生猪收购到猪肉零售市场间的

价格传递，发现中国存在明显的农产品价格放大效应。但是，完全竞争假设

显然不符合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实际。Holloway（1991）和 McCorriston 等

（1998）的研究解除了完全竞争假设，建立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从农产品收购

向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模型。这些模型假设在食品零售环节存在卖方寡占力

量，而在农产品收购环节依然存在完全竞争，食品营销企业依然具有规模报

酬不变的技术特征。McCorriston 等（2001）进一步在最新的研究中解除了上述

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分析了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的价格传递，解释了规模经

济对农产品价格传递的影响，并建立了相应的价格传递弹性公式。把农产品

收购环节不完全竞争因素考虑进来的是 Weldegebriel（2004）。Weldegebriel 的

研究同时把农产品收购环节存在的不完全竞争特征和食品零售环节存在的不

完全竞争特征考虑进来，借鉴 Azzam and Pagoulatos（1990）检验美国肉类加

工产业卖方寡占力量和买方寡占力量以及 Kinnucan（2003）确定不完全竞争

条件下最优广告密度的分析手段，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

售的价格传递模型。至此，价格传递的理论模型终于可以通过与完全竞争情

况下的模型对比来揭示各个环节市场结构及其变化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

从而更接近经济运行的实际。但是，在严格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该模型

还不能够很好地揭示规模经济对价格传递的影响，也不能解释规模经济和市

场力量交叉作用对价格传递的影响。另一方面，自 Gardner（1975）在完全竞

争市场假设前提下给出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弹性公式以来，

一直没有新的文献能够在研究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时考虑不

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解除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来进一

步揭示规模经济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情况下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

传递特征以及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特征。本文接下来的安排

如下：第二节给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分别推导得到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

以及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弹性公式；第三节以农产品收购到

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为例，根据新的弹性公式集中分析规模经济和市场力量

共同作用对价格传递的影响；第四节是本文的结论。

二、模 型

（一）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均衡移动分析方法来研究纵向关联市场间的价格传递。基本假

设前提如下：在某一农产品的纵向产业链上，众多农业生产者把所生产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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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卖给下游的营销企业，这些营销企业在农产品收购环节具备一定的买方

寡占力量。营销企业利用所购买的农产品和其他营销投入品生产出可供消费

者直接消费的食品，并将这些食品在零售市场直接卖给消费者。营销企业生

产同质产品、在食品零售环节从事数量竞争并具有一定的卖方寡占力量

（Rogers and Sexton，1994）。也就是说，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从农产品收购

到食品零售之间的加工批发环节视为黑箱，不考虑黑箱内的价格传递。这相

当于假设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是若干个一体化的农产品营销企业。营销企业生

产中只有两种投入品，一种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的农产品，另一种是营销投入

品，这两种投入之间存在替代的可能性（例如在农产品运输时既可以选择铁

路也可以选择公路，相对于农产品与营销投入品的组合比例发生变化）。这里

的营销投入品相当于各种营销投入品的组合（包括加工流通过程中的劳动力、

包装和运输等）或标准化，假设营销投入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着重考察

农产品收购和食品零售环节市场力量对价格传递影响时做这样的假设不会影

响分析的结论。以上假设跟 Weldegebriel（2004）的文献完全一致。不同的

是，本文假设在营销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可变的规模报酬技术，而不仅仅

是规模报酬不变。在上述基本假设前提下，纵向关联市场的初始均衡可以由

以下六个公式来表示：

食品（农产品加工品）的零售需求函数如（1）式所示。式中 R代表食品

零售价格，Q代表食品的零售需求量，N代表影响食品零售需求的外生变量

（代表诸如禽流感、疯牛病等能够影响食品零售需求的冲击源）。

R = h（Q，N）. （1）

营销企业生产函数如（2）式所示。式中 A和 M分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

入品的投入量。生产过程中只有两种投入，而资本投入在短期内固定不变。

为了揭示规模报酬的影响，假设营销企业生产函数为 ρ 次齐次。ρ > 1 代表规

模报酬递增，ρ = 1 代表规模报酬不变，ρ < 1 代表规模报酬递减。

Q = f（A，M）. （2）

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供给函数分别如（3）和（4）式所示。式中 P 和 W分

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市场价格。Z 为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外生变量

（代表诸如自然灾害等能够影响农业生产的供给冲击源）。

P = k（A，Z）， （3）

W= g（M）. （4）

营销部门的农产品需求函数和营销投入品需求函数分别如（5）和（6）式所

示。根据营销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推导出每个企业的要素需求函数，

然后按照各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加权求和得到营销部门总体的要素需求函数。

具体推导过程可以参考 Cowling and Waterson（1976）和 Bhuyan and Lopez（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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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献。式中 fA和 fM 分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边际产出；η，ε 分别
代表食品零售需求弹性和农产品供给弹性；θ和 φ分别代表食品零售环节和农
产品收购环节营销企业的猜测弹性；θ /η 和 φ /ε 则分别代表营销部门在食品
零售市场上的卖方寡占力量和农产品收购市场上的买方寡占力量。

R 1 + θ( )η
fA = P 1 + φ( )ε

， （5）

R 1 + θ( )η
fM = W. （6）

（二）外生冲击下的均衡移动

上述初始均衡市场在外生冲击下会发生一系列反应，从而移动到新的均

衡。外生冲击下的均衡移动可以通过对（1）至（6）式求全微分来进行分析。在

外生冲击来自农产品供给时（即 dlnN = 0，dlnZ≠0），对初始系统求全微分，并

用对数形式表示变量的变化率，可以得到以下六个新的方程（而有关外生冲

击来自食品需求方面的分析过程放在附录中）：

dlnQ = ηdlnR， （7）

dlnQ = αdlnA + βdlnM， （8）

dlnP =
1
ε

dlnA + tdlnZ， （9）

dlnW= γdlnM 或 dlnW =
1
em

dlnM， （10）

dlnP =
1 + μ
1 + δ

dlnR +
1
（1 + δ）（ρ - 1）-

1 + σ（ρ - 1）
σρ[ ]β dlnA

+
1 + σ（ρ - 1）
（1 + δ）σρ βdlnM， （11）

dlnW=（1 + μ）dlnR +
1 + σ（ρ - 1）

σρ αdlnA

+ （ρ - 1）-
1 + σ（ρ - 1）

σρ[ ]α dlnM. （12）

上述公式中，α和 β 分别代表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产出弹性（α + β =

ρ）；ρ为规模报酬；ε代表农产品供给弹性；γ（ = 1 /em）为营销投入品供给弹

性的倒数；σ代表农产品与营销投入间的替代弹性；t代表农产品供给方面的

外生冲击所导致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的弹性；而 s则代表食品零售需求方面的

外生冲击导致的食品零售价格变化的弹性；μ = - θ /（η + θ），反映食品零售
价格因外生冲击而变化时卖方寡占力量的变化； = lnη /lnR，代表食品需

求弹性随食品零售价格变化而变化的程度；δ = - λφ /（ε + φ），反映农产品收
购价格因外生冲击而变化时买方寡占力量的变化；λ = lnε /lnP，代表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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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弹性随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在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共

同作用条件下，农产品和营销投入品的价值份额分别由以下两个式子表示：

ψA =
（1 + φ /ε）
ρ（1 + θ /η）

× SA = α
ρ 和 ψM =

1
ρ（1 + θ /η）

× SM = β
ρ
，ψA + ψM = 1。式中 SA，SM

分别代表 A和 M在完全竞争且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成本份额。

由农产品供给（Z）或食品需求（N）方面的外生冲击所导致六个内生变量

（Q，A，M，R，P，W）的短期变化率可以通过求解上述方程组而获得。把公式

（7）、（9）和（11）分别代入公式（8）、（10）和（12）并经过一些变换，可以得到以

下三个系统方程：

- ηdlnR + αεdlnP + β
γ

dlnW = αεtdlnZ，

1 + μ
1 + δ

dlnR + σρ（ρ - 1）-［1 + σ（ρ - 1）］β
（1 + δ）σρ ε -[ ]1 dlnP +

［1 + σ（ρ - 1）］β
（1 + δ）σργ

dlnW

= σρ（ρ - 1）-［1 + σ（ρ - 1）］β
（1 + δ）σρ εtdlnZ，

（1 + μ）dlnR +
［1 + σ（ρ - 1）］αε

σρ
dlnP + σρ（ρ - 1）-［1 + σ（ρ - 1）］α

σργ
-[ ]1 dlnW

=
［1 + σ（ρ - 1）］α

σρ εtdlnZ.

运用克莱姆法则（Cramers rule）求解上述联立方程组，可以得到外生冲击所

导致的食品零售价格变化率（dlnR）、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率（dlnP）和营销

投入品价格变化率（dlnW）。根据这些变化率可以推导得出价格传递弹性。

第一类，因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击（即 dlnN = 0，dlnZ≠0）所导致

的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其价格传递弹性定义为 τ =（dlnR/

dlnP）。具体表达式为：

τp→R = αρ（1 + δ）（1 + σγ）
（ρ + ασγ）［（1 + μ）ρ + η（ρ - 1）］- ηβγ

=
ρψA（1 + δ）（1 + σγ）

（1 + ψAσγ）［（1 + μ）ρ + η（ρ - 1）］-（1 - ψA）ηγ
.

第二类，因食品需求方面的外生冲击（即 dlnZ = 0，dlnN≠0）所导致的

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其价格传递弹性定义为 τ =（dlnP /

dlnR），具体表达式为（分析过程见附录）：

τR→P = ρ（1 + μ）（1 + σγ）
（1 + δ）［（α + ρσγ）- σ（ρ - 1）β］- ε［（ρ + ασγ）（ρ - 1）- βγ］

=
（1 + μ）（1 + σγ）

（1 + δ）［（ψA + σγ）- σ（ρ - 1）（1 - ψA）］- ε［（1 + ψAσγ）（ρ - 1）-（1 - ψA）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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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的影响

显然，价格传递弹性受到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揭示

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的作用，我们讨论上述价格传递弹性公式的几种变形。

有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因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击所导致的从农产品收购到

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而类似的分析过程也可以用于从食品零售到农产品收

购的价格传递。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了后一种价格传递的讨论。

（一）完全价格传递（即价格传递弹性等于 1）

当营销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特性（ρ = 1）、营销投入品具有无限

的供给弹性（γ = 0）、营销过程中农产品的产出弹性达到某一关键值时（α =

（1 + μ）/（1 + δ）），无论是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还是从食品
零售到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传递，价格传递弹性均等于 1。也就是说，在上述条

件得以满足情况下，能够出现价格变化在纵向关联市场之间的完全传递。

（二）价格传递被阻止

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外生冲击导致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如果随着农产品

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弱化，或者随着农产品收

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增强（即 δ = - 1 或 λ =

（ε + φ）/φ），那么农产品收购环节的价格变化就不会传递给食品零售环节
（即价格传递弹性等于零）。

类似地，食品需求方面的外生冲击导致食品零售价格变化。如果随着食

品零售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卖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弱化，或者随着食品零

售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卖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增强（即 μ = - 1 或 =

（η + θ）/θ），那么食品零售环节的价格变化就不会传递给农产品收购环节
（即价格传递弹性等于零）。

（三）规模报酬的影响

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可以通过对规模报酬参数 ρ 求偏导数
来考察。从农产品收购到食品零售的价格传递，其弹性对规模报酬的偏导数

如下所示：

τ
ρ

=
- ψAη（1 + δ）（1 + σγ）［（1 + ψAσγ）+（1 - ψA）γ］
｛（1 + ψAσγ）［（1 + μ）ρ +（ρ - 1）η］-（1 - ψA）η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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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δ > - 1，

= 0， δ = - 1，

< 0， δ < - 1
{

.

显然，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分母、ψA、γ
和 σ等参数为正，而食品需求弹性 η 为负，因此偏导数的符号主要取决于参
数 δ的大小。也就是说，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跟农产品收购环节
买方寡占力量的变化幅度密切相关。

如果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弱化，

或者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同幅度增强（即

δ = - 1），那么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就丝毫没有影响。

如果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低的幅

度弱化，或者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低

的幅度增强（即 δ > - 1），那么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就会有显著的正影

响。随着规模报酬参数值 ρ 的增加，价格传递弹性 τ 也相应扩大；反之，如
果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大的幅度弱化，

或者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而营销企业买方寡占力量以相对较大的幅度增

强（即 δ < - 1），那么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就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随

着规模报酬参数值 ρ 的增加，价格传递弹性 τ 则相应减小。因此，及时监测
伴随价格变化而发生的市场力量变化，对反垄断实践而言至关重要。

（四）市场力量的影响

解析市场力量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需要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

Gardner（1975）的文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纵向关联市场是完全竞争

的（即 θ = φ = 0），营销企业拥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即 ρ = 1），其价格传

递弹性公式如下所示：

τc = α（1 + σγ）
1 + ασγ - ηβγ

=
SA（1 + σγ）

（1 + SAσγ）-（1 - SA）ηγ
.

用参照系的价格传递弹性公式除以一般公式得到如下比值：

τc

τ
=
［ρ（1 + θ /η）+（1 + φ /ε）SAσγ］［（1 + μ）ρ + η（ρ - 1）］-（1 - SA）ηγ

ρ（1 + δ）（1 + φ /ε）［（1 + SAσγ）-（1 - SA）ηγ］
.

为了集中分析市场力量的影响，我们假设营销投入品供给具有无限弹性

（即 γ = 0，该假设并不影响分析的结论），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简化式：

τc

τ
=
（1 + θ /η）［（1 + μ）ρ +（ρ - 1）η］
（1 +  /ε）（1 + δ）

.

首先分解规模报酬的影响。令 θ = φ = 0（因而 μ = δ = 0），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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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cCorriston et al. （2001）类似的公式：

τc

τ
= ρ + η（ρ - 1）

> 1， 若 ρ > 1，η > - 1 或 ρ < 1，η < - 1，

= 1， 若 ρ = 1 或 η = - 1，

< 1， 若 ρ > 1，η < - 1 或 ρ < 1，η > - 1
{

.

与完全竞争情况相比，价格传递弹性既可能放大也可能缩小，食品需求弹性

和规模报酬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完全竞争的情况相比，当食品需求富有弹性

时（即 η < - 1），规模报酬递增（ρ > 1）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放大，而规

模报酬递减（ρ < 1）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缩减。与此相反，当食品需求缺

乏弹性时（即 η > - 1），规模报酬递增（ρ > 1）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缩减，

而规模报酬递减（ρ < 1）将会导致价格传递弹性放大。

接下来分解市场力量的影响。令 ρ = 1，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τc

τ
=
（1 + θ /η）
（1 + φ /ε）

×
（1 + μ）
（1 + δ）

=
1 +（1 - ）θ /η
1 +（1 - λ）φ /ε

.

显然，价格传递弹性偏离完全竞争状态的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是既存的农产品收购环节买方市场力量与食品零售环节卖方市场力量，二

是在外生冲击作用下上述两种市场力量的变化程度。在不知道农产品供给和

食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市场力量及其变化究竟导致

价格传递弹性放大还是缩减。如果营销企业在与对手竞争过程中把市场力量

控制在接近于零的状态，那么价格传递弹性的放大或缩小则主要取决于外生

冲击时市场力量的变化。如果收购环节买方寡占力量的增加幅度大于零售环

节卖方寡占力量的增加幅度，价格传递弹性将会放大，反之则缩小。为了能

够获得一些更直接的信息，我们接下来讨论两种经常被用于计量经济检验的

特殊函数形式，即线性函数和固定弹性函数。

如果农产品供给和食品需求都是线性函数，那么上述公式则可以表示

如下：

τc

τ
=

1 +（1 - ）θ /η
1 +（1 - λ）φ /ε

=
1 + θ
1 + φ

> 1， θ > φ，
= 1， θ = φ，
< 1， θ < φ

{
.

在线性函数下，价格传递弹性偏离完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纵向关联市场间两

类猜测弹性大小的对比。当食品零售环节猜测弹性大于农产品收购环节猜测

弹性时，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当两种猜测弹性相等时，价格

传递弹性保持完全竞争的水平；当农产品收购环节猜测弹性大于食品零售环

节猜测弹性时，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

如果农产品供给和食品需求都是固定弹性函数，则 = λ = 0，从而 μ = δ
= 0。这等价于在外生冲击作用下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依然保持不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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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传递弹性偏离完全竞争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原有的市场力量对比。其表

达式如下：

τc

τ
=

1 +（1 - ）θ /η
1 +（1 - λ）φ /ε

=
1 + θ /η
1 + φ /ε ≤ 1.

因为 θ /η≤0 且 φ /ε≥0，所以上述比值始终不会大于 1。这意味着在固定

弹性函数或者市场力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或食品零售中任何

一个环节拥有市场力量或具备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特性，那么价格传递弹性都

会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沿着 Weldegebriel（2004）的分析思路，我们在表 1

给出了线性函数和固定弹性函数四种不同组合的分析结果。

表 1 市场力量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ρ =1，γ =0）

农产品供给函数与食品需求函数特征

与参照系的价格传递弹性比较

买方寡占

（φ≠0，θ = 0）
卖方寡占

（θ≠0，φ = 0）
买方寡占和卖方寡占并存

（φ≠0，θ≠0）

线性农产品供给与线性食品需求

+ - θ > φ -

+ - θ = φ 0

+ - θ < φ +

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与固定弹性食品需求 + + δ = μ = 0 +

固定弹性食品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 + + （1 + φ）>（1 + θ /η） +

线性食品需求与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

+ - θ >（φ /ε） -

+ - θ =（φ /ε） 0

+ - θ <（φ /ε） +

注：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参照系而言，- 表示弹性缩减，+表示弹性放大，0 表示弹性不变。

表 1 显示，在规模报酬不变、营销投入供给弹性无限大的情况下，市场

力量对价格传递弹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食品需求具有固定不变的弹性，

那么无论是买方寡占、卖方寡占，还是买方寡占与卖方寡占并存，都将导致

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情况而放大。如果食品需求曲线呈线性，那么买

方寡占的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卖方寡占的价格传递弹性相对

完全竞争而缩减，而买方寡占与卖方寡占并存的影响十分复杂。在线性食品

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相组合的市场上，食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大于（小

于）农产品收购环节的猜测弹性将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

（放大），而猜测弹性相等则具有与完全竞争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在线性

食品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相组合的市场上，如果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

售环节的猜测弹性一致，那么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相互抵消，从而也能达到

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价格传递弹性。这意味着即使存在市场力量，也不一定会

偏离完全竞争的轨道。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发现价格传递弹性与完全竞

争水平一致而否定市场力量的存在。同理，在线性食品需求与固定弹性农产

品供给相组合的市场上，食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大于（小于）农产品收购

环节的市场力量将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放大），而食品零

售环节猜测弹性等于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市场力量则具有与完全竞争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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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五）规模报酬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影响

规模报酬和市场力量交叉作用的影响十分复杂，在不了解农产品供给和

食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的情况下，很难给出一般性结论。为此，我们继续考

察线性函数和固定弹性函数不同组合情况下市场力量与规模报酬交叉作用对

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效果。分析主要集中在买方寡占与卖方寡占并存的情况，

结果如表 2 所示。在规模报酬不变、农产品供给和食品需求均呈线性函数情

况下，如果农产品收购环节的猜测弹性等于食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或者

在规模报酬不变、农产品供给呈固定弹性而食品需求呈线性函数情况下，食

品零售环节的猜测弹性恰好等于农产品收购环节的市场力量，那么都可以导

致纵向关联市场上两个环节的市场力量作用相抵，从而达到与完全竞争相同

的效果。但是，如果规模报酬可变，就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的效果。规模报酬

递增时，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参照系而缩减，规模报酬递减时相对完

全竞争参照系而放大。表 2 显示，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市场力量的作用

效果相对容易确定，而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市场力量与规模报酬交叉作用的

效果很难确定。从总体趋势来看，规模报酬递增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

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尽管也存在放大的可能），而规模报酬递

减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尽管也存

在缩减的可能）。

表 2 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弹性的影响（γ =0）

农产品供给函数与食品需求函数特征

与参照系的价格传递弹性比较

买方寡占和卖方寡占相结合（φ≠0，θ≠0）

ρ = 1 ρ > 1 ρ < 1

线性农产品供给与线性食品需求

θ > φ且 θ≤ - η - - ？

θ = φ且 θ≤ - η 0 - +

θ < φ且 θ≤ - η + ？ +

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与固定弹性食品需求 δ = μ = 0，θ≤ - η + ？ ？

固定弹性食品需求与线性农产品供给 θ≤ - η + ？ ？

线性食品需求与固定弹性农产品供给

θ > φ /ε且 θ≤ - η - - ？

θ = φ /ε且 θ≤ - η 0 - +

θ < φ /ε且 θ≤ - η + ？ +

注：相对于完全竞争的参照系而言，- 表示弹性缩减，+表示弹性放大，0 表示弹性不变，？表示结果

不确定。

四、结 论

本文研究了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纵向关联市场间价格传递的影响。所

得出的价格传递弹性模型适用于以下市场特征：农产品收购环节存在买方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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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力量、食品零售环节存在卖方寡占力量、生产同质产品并从事数量竞争的

一体化营销企业拥有规模报酬可变的技术、农产品和营销投入之间存在一定

替代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力量和规模报酬对价格传递的影响十分复杂，其结

果一方面取决于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另一方面还取

决于外生冲击作用下农产品收购环节与食品零售环节市场力量变化的相对幅

度。在不了解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具体形式情况下，很难为竞争

政策的制定给出确定性的结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力量的存在常常

导致价格传递偏离完全竞争的轨道，但在农产品营销企业具有规模报酬不变

的技术特征情况下，仍然存在收购环节买方寡占力量与零售环节卖方寡占力

量相互抵消从而使价格传递接近完全竞争效果的可能性。我们既不能因为价

格传递接近完全竞争的效果而否认市场力量的存在，也不能因为存在市场力

量而断然认定价格传递必然偏离完全竞争的效果。

有关农产品供给函数和食品需求函数的四种不同组合分析结果表明，从

总体趋势来看，规模报酬递增技术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价格传递弹性

相对完全竞争而缩减（尽管也存在放大的可能），而规模报酬递减技术与市场

力量相结合容易导致价格传递弹性相对完全竞争而放大（尽管也存在缩减的

可能）。

附 录

当外生冲击来自食品零售需求时，dlnZ = 0，dlnN≠0。对初始系统求全微分并用对数

形式表示变量的变化率可以得到以下六个新的方程：

dlnQ = ηdlnR + sdlnN， （A1）

dlnQ = αdlnA + βdlnM， （A2）

dlnP =
1
ε

dlnA， （A3）

dlnW= γdlnM 或 dlnW =
1
em

dlnM， （A4）

dlnP =
1 + μ
1 + δ

dlnR +
1
（1 + δ） （ρ - 1）-

1 + σ（ρ - 1）
σρ[ ]β dlnA

+
1 + σ（ρ - 1）
（1 + δ）σρ βdlnM， （A5）

dlnW=（1 + μ）dlnR +
1 + σ（ρ - 1）

σρ αdlnA + （ρ - 1）-
1 + σ（ρ - 1）

σρ[ ]α dlnM.（A6）

由食品需求（N）方面的外生冲击所导致六个内生变量（Q，A，M，R，P，W）的短期变化

率可以通过求解上述方程组而获得。把（A1）、（A3）和（A5）式分别代入（A2）、（A4）和（A6）

式并经过一些变换，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系统方程：

- ηdlnR + αεdlnP + β
γ

dlnW = sdl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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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μ
1 + δ

dlnR + σρ（ρ - 1）-［1 + σ（ρ - 1）］β
（1 + δ）σρ ε -[ ]1 dlnP +

［1 + σ（ρ - 1）］β
（1 + δ）σργ

dlnW = 0，

（1 + μ）dlnR +
［1 + σ（ρ - 1）］αε

σρ
dlnP + σρ（ρ - 1）-［1 + σ（ρ - 1）］α

σργ
-[ ]1 dlnW = 0.

运用克莱姆法则（Cramers rule）求解上述联立方程组可以得到外生冲击所导致的食

品零售价格变化率（dlnR）、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率（dlnP）和营销投入品价格变化率

（dlnW）。根据这些变化率可以推导得出价格传递弹性公式如下：

τR→P = ρ（1 + μ）（1 + σγ）
（1 + δ）［（α + ρσγ）- σ（ρ - 1）β］- ε［（ρ + ασγ）（ρ - 1）- βγ］

=
（1 + μ）（1 + σγ）

（1 + δ）［（ψA + σγ）- σ（ρ - 1）（1 - ψA）］- ε［（1 + ψAσγ）（ρ - 1）-（1 - ψA）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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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机制的博弈分析

聂海峰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高考招生中考后知分报考录取机制下的志愿填报博
弈。完全信息时这个显示偏好博弈只有唯一的纳什均衡结果，均衡是帕累托有

效和公平的。但是，真实的偏好并不一定是每个考生的均衡策略，达到均衡结

果需要参与人之间的协调。使用文献中的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真实偏好
是学生的优势策略，结果也是帕累托有效、公平的。本文介绍的录取机制，对

于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 匹配，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优势策略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电话：
（020）84110652；E-mail：niehf@ mail. sysu. edu. cn。作者感谢 2005 年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各位年会参与人
的评论，也非常感谢陈晓阳和匿名评审人的意见，这些意见使文章增色不少。当然，所有文责由作者

承担。

一、引 言

在当前高考招生制度下，“高分低就”是一个一直困扰考生和招生机构的

问题。通过统一考试被录取是学生进入大学的基本方式，招生学校根据考生

的志愿和考试分数的高低决定考生是否被录取。但是由于各个学校先录取第

一志愿的学生，相同志愿的考生按照分数高低排序后录取，只有当第一志愿

录取不满的时候才招收第二志愿的学生。因此，当考生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

录取时，他可能因第二志愿学校已经招满学生而不能被录取，即使他的分数

高于该校已经录取的学生。如果志愿填写不当，考生不但有丧失分数优先性

的风险，甚至可能遭遇不能被任何大学录取的厄运。这种现象被称作“高分

低就”或者“高分落榜”。这在高考录取中并不鲜见。据 2005 年 7 月 26 日的

《中国青年报》报道，甘肃省招办统计，在当年甘肃省高考第一批次录取过程

中，就有八百多名高分考生落榜。

为了避免考生“高分落榜”，招生部门尝试了许多办法。以填报时间为

例，越来越多的省份采用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2004 年有 10 个省市采用知分

填报，到了 2006 年就有 14 个省市。除此之外，江苏省 2005 年还同时采用了

“平行院校志愿”的录取机制，对“第一志愿优先”的录取机制进行了重大

变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分低就”现象，但是这些尝试都处在分

散的试验阶段，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如果对高考录取制度建立

一个模型，这必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高分低就”和“高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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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现象。

本文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高考录取机制

的运作。我们分析了知分填报时“第一志愿优先”的录取机制衍生的考生志

愿填报博弈。当考生的偏好是所有考生的共同知识时，这个显示偏好博弈的

纳什均衡结果是帕累托有效、公平的，没有“高分低就”现象发生。因而，

在知分填报完全信息时，考生间的策略互动可以消除“高分低就”现象。这

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各省逐渐采用考后出分填报方式的合理性。

虽然在均衡中考生可以避免“高分低就”，但是考生的真实偏好可能不是

考生的均衡策略，寻求最优策略和协调到均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高考录取是否存在一个录取机制，使得录取的结果是帕

累托有效、公平的，并且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填报自己对学校的真实偏好是他

的优势策略？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就满足这些性质。

对于高考录取问题，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下，真实显示偏好是每

个学生的优势策略，不需要和其他人的策略进行协调。考生真实显示偏好时

得到的结果也正是高考录取机制下考生博弈的均衡结果。同时，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也尊重考生的分数进步，如果考生的高考成绩提高，录取他的

大学在他的偏好次序上不会下降。在这个机制下，不论填报志愿是在考前、

知分还是估计分数填报，真实偏好都是学生的均衡策略。Gale-Shapley学生最

优机制使得考生无需费心进行策略操纵，也避免了“高分低就”的损失。

钟笑寒、程娜和何云帆（2004）最早对中国高考录取机制进行研究，讨

论了完全信息时分数不确定时不同填报志愿方式对于不同能力考生录取结果

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高考的录取结果对填报时间是敏感的，分数不确

定对于低能力考生的填报有遏制作用。聂海峰（2006）讨论了填报志愿时间

不同时高考录取机制产生“高分低就”的原因，与知分填报时均衡中没有

“高分低就”现象发生不同，在考前填报时会出现没有纯策略均衡的情况，

“高分低就现象”不可避免。聂海峰（2006）中的例子也表明，当考生的偏

好是考生的私人信息时，知分填报时也存在均衡时发生“高分低就”的可能。

对招生录取机制的研究属于文献中的大学招生模型，这类文献滥觞于

Gale and Shapley（1962）的文章。和高考录取中只有学生是积极参与人不同，

在 Gale-Shapley大学招生模型中，学生和学校都是积极的参与人，每个学生对

所有大学有一个偏好排序，每个大学也对所有学生有偏好排序。他们证明，

对于学校和考生任意的偏好，都存在学生和大学的组合，使得录取的结果是

稳定的，并且提出了达到稳定匹配的 Gale-Shapley 机制。此后，Gale-Shapley

机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在 Roth and Sotomayor（1990）中有全面的总结。

Gale-Shapley机制作为录取分配机制在最近的文献中得到越来越多的研

究，并且在实践中已有广泛的应用。土耳其也是通过标准化考试来进行大学

录取的。但和中国不同，它通过一个类似中央招生办公室的机构，对全体学



第 3 期 聂海峰：高考录取机制的博弈分析 901

生按照志愿和报考专业需要的单科成绩排名来统一录取。Balinski and Sönmez

（1999）研究了土耳其的大学招生制度，指出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可

以更好地录取学生。Abdulkadiroglu and Tayfun Sönmez（2003）首次从机制设

计的角度研究了美国公立学校的择校制度。在择校问题中，学校所在地的法

律使得所有学生在每个学校中都有一个优先顺序，不同的学校中学生的排序

不同，学生的志愿顺序和在学校的优先顺序决定他是否被录取。他们研究的

“波士顿机制”和高考的录取机制类似，也有因第一志愿不当而丧失排序优势

的风险。他们提出 Gale-Shapley机制是一个改进的替代机制。Sönmez and Ergin

（2006）研究了“波士顿机制”下的各种博弈。Sönmez and Chen（2006）利

用试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波士顿机制”，发现这个机制下学生会操纵自己

申报的偏好，与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相比有较大的效率损失。在 Roth

等博弈论专家的咨询协助下，波士顿和纽约的公立学校择校机制改革为 Gale-

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 （Atila Abdulkadiroglu，Parag A. Pathak and Alvin E.

Roth，2005；Atila Abdulkadroglu，Parag A. Pathak，Alvin E. Roth and Tayfun

Sönmez，2005，2006）。除了择校机制外，在真实的世界中，Gale-Shapley学生

最优机制也被应用于美国和英国住院医生和医院的匹配（Roth，1991；Roth

and Peranson，1997，1999）。Roth（2002）以 Gale-Shapley机制的应用为例描

述了在市场设计时的问题和方法。

本文其他部分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高考招生问题的描述；第

三部分刻画了高考博弈均衡结果的性质；第四部分论述了 Gale-Shapley学生最

优机制和这个机制在高考录取中的性质；最后是结论。

二、高考招生问题

（一）高考录取机制

高考录取的基本要素是学生的考分、学生的志愿和学校的招生计划。志

愿是学生向招生负责机构申报的对大学的偏好。在不同的省份，志愿递交的

时间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时间并不一致。统一招生考试由法定统一时间进

行，志愿递交时间各省自行安排。目前共有三种制度安排：考前填报，这时

考生没有参加招生考试；估分填报，在招生考试结束后的 1—2 日内填报；知

分填报，每个考生知道自己的分数和所有考生的分数分布。在 2006 年，北

京、上海、吉林、广东等 4 个省（市）为考前填报，浙江、江苏、四川等 14

个省市是知分填报，其他的地区是估分填报。除了江苏省外，其他知分填报

的省份的录取机制都保留着“第一志愿优先”的特点，我们把这种“第一志

愿优先”的机制称为高考录取机制。这其中以浙江省的录取机制最为典型，

因此，在本文中的高考录取机制就是浙江省采用的录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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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是由省招生办公室和学校共同完成的。学校制定并公布招生计

划，学生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分数公布后向省招生办公室填报自己的志

愿。
1
根据全部考生的分数和全部学校的招生计划人数，各省招办划定最低录

取分数线。只有分数高于最低录取分数的考生才能参与录取。招生办公室根

据考生的志愿向学校投递考生的档案，学校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的考分排名

录取。这个录取机制可以描述如下：

1 在实际申报的志愿中，只允许包含有限数目的学校，这个限制相对于参与录取的学校来说是一个非常

大的限制，这种数目限制也可能会引起无效率，在本文的分析中假设不存在这个数目限制。随着计算机

和网络填报方式的推广，这个数目限制可以轻易地取消。另一方面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考生偏好中能

包含的学校数目可能也是有限的，但是具体的数目可能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第一轮 考虑所有考生的第一志愿。根据考生的志愿，招生办公室将考

生分配到相应的学校。各个学校根据考生的分数排序，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录

取。如果考生数超过招生计划数，则只录取招生计划的人数，其他考生被拒

绝。如果考生数小于招生计划数，所有考生都被录取。

第二轮 接下来考虑所有没有被录取的考生的第二志愿。招生办公室根

据考生第二志愿把考生送到相应的学校。如果考生该志愿的学校已经招满人

数，则该考生被拒绝；若学校仍有空余名额，根据第二志愿考生的成绩排序，

从高到低一次一个录取，直到用完所有名额或者所有考生都被招收。

第三轮 考虑所有还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在这一轮，把所有没有被录取

的考生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排序，依次考虑每个学生的志愿。首先对于分数最

高的学生，按照他的志愿顺序从高到低依次考虑，如果这个学校还有空余名

额，则考生被录取，同时学校的招生名额减少一个，如果学校此时恰好用完

了招生名额，则停止招生；如果志愿学校没有空余名额，就考虑考生的下一

个志愿学校；如果考生所有的志愿都被考虑，所有志愿学校都已经停止招生，

则这个考生落榜。然后处理排在其后面的考生的志愿。这样顺次下去直到所

有考生都被考虑或者所有招生学校的名额都用完，录取程序停止。

这里描述的录取机制和实际执行的录取机制相比，我们没有区分学校志

愿和（学校，专业）志愿。在实际填报志愿中，考生的志愿包括学校排序和

学校内的专业排序，并且有是否服从学校内专业调剂的选项。这种志愿的填

报方式，使得考生对学校和专业的志愿成为字典序形式的偏好。在实际操作

中，由招生办公室执行学校的录取，而由学校来执行专业的录取。当学校专

业只录取有志愿的学生时，专业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校；当学校按照分

数高低排序后分配专业招收的时候，学校志愿和（学校，专业）志愿的执行

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区分学校和（学校，专业），统一称为学校。

考生的分数虽然决定了他在一所学校中的排序，但在高考录取机制下这

个排序是内生的，是由考生的分数和他填报的志愿共同决定的，考生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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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操纵他的志愿来操纵他的排序。因而，考生填写的志愿不一定反映他对大

学真实的偏好，而只是其分数有优势的学校。如何首选第一志愿是每个考生

及其家庭都极为关注的事情，整个志愿填报过程成了他们寻求最优操纵策略

的博弈过程。

（二）高考录取模型

为了分析高考录取机制下的志愿填报博弈，我们引入一些符号。一个高

考招生问题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2 在实际中考生的总分相同时，可以使用一定的规则再排序，如单科成绩优先等方式。

（1）所有考生的集合 S =｛s1，s2，⋯，sn｝。

（2）所有学校的集合 C =｛c1，c2，⋯，cm｝。

（3）一个招生计划人数向量 q =（qc1
，qc2
，⋯，qcm
），其中 qci

是学校 ci 的计划

招生人数。

（4）每个学生高考录取分数的向量 f =（fs1
，fs2
，⋯，fsn
），其中 fsi

是学生 si 的

高考分数和规定的加分后的录取分数。我们假设考生的考分没有相同的
2，对

任意的 s，s∈S，都有 fs≠fs，所有的考生的录取分数就得到一个完全的排序。

（5）学生的严格偏好集合 P S =｛P s1
，P s2
，⋯，P sn
｝。每一个学生 si 都在集合

C∪｛c0｝上有一个严格的偏好 P si
，这里 c0 表示不上学的选择，我们规定 qc0

=

| S|，表示不上大学的选择可以容纳所有的学生。我们用集合 R表示 C∪｛c0｝

上所有严格偏好序的集合。对任何 si∈S，Rsi
是由 P si
得到的非严格偏好，即对

于 c，珓c∈C∪｛c0｝，cRsi
珓c当且仅当 cP si

珓c或者 c = 珓c。如果 cRsi
c0，学校 c对于学生

si 是可接受的。这样，如果考生 si 的偏好为 P si
：c1 - c0，表示学生只选择学校

c1，其他学校都不可接受，我们省略了学生不可接受学校的排序。对所有的

s∈S，我们用 P - s =｛P s｝s∈Sh｛s｝表示除去学生 s外其他所有学生的偏好组。

由于不能使每个学生都被自己最偏好的大学录取，因此高考录取制度根

据学生的偏好和考试成绩选择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把学校入学资格分配给

学生。我们把录取结果称为匹配。一个匹配（match）就是把招生学校分配到

所有考生的一种方案，方案中每一个考生最多能够得到一个大学的入学名额，

每个大学招收的人数不超过它的招生计划。形式上，一个匹配就是一个函数

μ：S→C∪｛c0｝，满足对所有的 c∈C∪｛c0｝，有 | μ - 1（c）| ≤qc，即每个大学招

生不超过它的计划。如果 μ（s）= c0，就表示学生 s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我

们把所有匹配的集合记为 M。学生 s的偏好 P s 是定义在 C∪｛c0｝，我们可以

把它扩展到匹配的集合 M 上：学生 s 偏好匹配 μ 超过匹配 η，当且仅当
μ（s）P sη（s）。在下文中，我们仍用 P s 表示这个扩展的偏好。

接着我们定义一些匹配可能满足的性质。对于所有的 s∈S，都有 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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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c0，则匹配 μ是个人理性的。也就是说，个人理性的匹配中所有的学生得到
的学校都是可接受的。如果对任意的 s∈S和 c∈C，若 cP sμ（s）就有 | μ - 1（c）|

= qc，匹配 μ就被称为是没有浪费的。在没有浪费的匹配中，如果学生更偏好
的学校没有录取他，那么这所学校必定已经招满了学生。对于两个匹配 μ 和
η，如果所有的学生都不偏好 μ甚于 η，而有些学生偏好 η 甚于 μ，则 η 帕累
托优于 μ。用符号来表示，η 帕累托优于 μ，就是对所有的 s∈S，都有

η（s）Rsμ（s），且存在 si∈S，η（si）P si
μ（si）。如果不存在匹配帕累托优于匹配

η，匹配 η就是帕累托有效的。可以看到，一个匹配是帕累托有效的，必然满
足个人理性并且没有浪费。

在高考录取中，分数高低决定了学生在学校录取时的排序，是一个公平

的指标，我们自然希望录取的结果有一种分数面前的公平性。Balinski and

Sönmez（1999）分析土耳其的招生制度时，引入了公平的概念：

匹配 μ被称为是公平的（fair），如果对任意的 s∈S和 c∧∈C∪｛c0｝，若

c∧P sμ（s）必然有 | μ - 1（c∧）| = qc，且对任意的珓s∈μ - 1（c∧），有 f珓s > fs。

在公平的匹配中，一个学生不能被他喜欢的学校录取，是由于这个学校

用完了招生名额，并且已经录取的学生的成绩都高于这个学生，这个性质反

映了学生在分数面前的公平性。因而，公平的匹配就是没有“高分低就”现

象发生的匹配。

在高考招生问题中，对于录取结果的公平性和帕累托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有如下的定理，定理的证明放在了附录中。

定理 1 一个匹配若满足公平性、个人理性，必然是帕累托有效的匹配。

高考录取的目的就是给定五元组｛S，C，q，f，P S｝，通过统一的录取程序达

到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匹配。在下面的分析中，｛S，C，q，f｝都是固定的，因而给

定一个学生的偏好组 P S，就得到了大学招生的基本要素，我们称其为一个高

考招生问题。我们把所有学生偏好组 P S 的可能集合记为 P。一个录取机制
（mechanism）就是一个系统的程序T：P→M，对于每个高考招生问题 P S∈P，

得到一个学生和学校的匹配。如果一个机制对每个高考招生问题给出的匹配

都是帕累托有效的匹配，这个录取机制就是帕累托有效的机制。如果它对每

个高考招生问题给出的匹配都是公平的匹配，这个录取机制是公平的机制。

如果一个录取机制需要每个学生报告他对学校的偏好，这个机制就是直接机

制。高考录取机制就是一个直接机制，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这个机制不是

公平的机制。但是当考生操纵自己的偏好时，这个机制下显示偏好博弈的纳

什均衡总是公平的匹配。

三、高考志愿填报博弈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分析高考录取机制下的考生志愿填报博弈。由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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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录取机制是一个直接机制，给定考生真实偏好 P S，每个考生的策略空间 Msi

就是 C∪｛c0｝上的所有严格偏好的集合 R3。给定每个考生 s 的一个策略

Qs∈R，就得到全体考生的策略组合 Qs =｛Qs1
，Qs2
，⋯，Qsn
｝，则 QS 的全体集合

为 P = 
n

i = 1

Msi
。允许混合策略存在时，每个考生 s的混合策略是 Δ（Ms），表示

C∪｛c0｝上的所有严格偏好集合上的概率分布，这时全体考生策略集合为

M = 
n

i = 1
Δ（Msi
）。在这一节的分析中假设 P s 是所有考生的共同知识，T表示高

考录取机制。在知分填报时，学校招生计划和考生分数都已经确定，是所有

考生的共同知识，高考志愿填报博弈就是一个显示偏好博弈｛S，（M，T），P s｝。

3 这意味着学生申报的志愿不受限制，可以包含任意数目的可接受的学校。考生在申报志愿时不需要申报

所有学校的一个完全排序，只需申报他可接受的学校即可，考生的志愿就是他申报的可接受学校的排序。

这个博弈的顺序如下：首先，学校招生计划和考生的考试分数确定，考

生进入填报志愿阶段，全部考生同时行动。每个考生 s向招生办公室报告他的

志愿 Qs∈R，Qs 不一定是他的真实偏好 P s，所有人的志愿组合 Qs =｛Qs1
，Qs2
，

⋯，Qsn
｝。接着，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 Qs，招生办公室和学校根据｛S，C，q，f，

QS｝按照高考录取机制进行录取，得到最后的匹配 T［QS］。

我们定义这个博弈的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为一个志愿组合 Q
s =｛Q

s1
，

Q
s2
，⋯，Q

sn
｝，对所有的 si∈S，对任意的 Qsi

∈R，都有 T［Q
s ］（si）Rsi

T［Qsi
，

Q
- si
］（si）。这里 Rsi

是学生 si 的真实偏好，T［Q
s ］（si）表示学生 si 在志愿组

Q
s 时得到的录取学校，T［Qsi

，Q
- si
］（si）是给定其他人的志愿组合 Q

- si
，学生

si 填报 Qsi
时按照高考录取机制得到的录取学校。

在高考录取这个显示偏好博弈中，每个人都寻求最优的策略，努力使他

的高考分数发挥最大的作用。在高考的实际招生中，我们看到会发生“高分

低就”的现象，是否在这个博弈中没有均衡结果导致了这些现象。我们有如

下的结果：

定理 2 在高考志愿填报博弈｛S，（M，T），P S｝中存在纳什均衡。

证明 由于每个考生的纯策略是对所有学校和不上学这个选择的一个严

格偏好，由于学校的数目是有限的，因而严格偏好的种类也是有限的。同时，

考生的数目是有限的。因此，这是一个有限博弈。根据纳什定理，任何有限

博弈都存在均衡（可能是混合策略均衡）。

虽然这个博弈存在均衡，但是我们更加关心是否存在纯策略的均衡，混

合策略的均衡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在下一节我们将证明，确实存在纯策略

的纳什均衡。我们先用下面的例子说明浙江机制录取的过程和这个机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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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偏好博弈。

例 1 假设有三个考生（i1，i2，i3）和两所学校（c1，c2），c0 表示不上学。每个

学校的招生名额 qci
= 1，考生的成绩和真实偏好如下：

i1 90 c1 - c2 - c0

i2 85 c1 - c2 - c0

i3 80 c2 - c0 - c1

如果考生都真实地申报自己的志愿，在高考机制下的录取结果是：

第一轮，考虑所有考生的第一志愿，考生 i1，i2 投档到学校 c1，考生 i3 被

投档到学校 c2。学校按照考分从低到高录取。学校 c1 录取考生 i1，考生 i2 被

拒绝；考生 i3 被学校 c2 录取。两所学校都用完了招生名额。

第二轮，考虑没有被录取的考生的第二志愿。但是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录

取满额，录取结束，i2 高考落榜。

这样，考生真实申报志愿的录取结果是 μ1 =
i1 i2 i3

c1 c0 c[ ]
2

。给定考生的真

实偏好，我们可以看到匹配 μ1 不是公平的，考生 i2 偏好学校 c2，他的分数也

比 c2 录取的考生 i3 高。

这表明高考录取机制不是公平的机制，考生真实申报志愿有可能“高分

低就”。

在这个例子中，真实申报“高分落榜”使得 i2 有动机操纵他申报的志愿。

当其他人申报真实志愿时，i2 操纵他的偏好填报 c2 - c1 - c0，这时录取的结果

是
i1 i2 i3

c1 c2 c[ ]
0

。可以验证，志愿组合

i1：c1 - c2 - c0

i2：c2 - c1 - c0

i3：c2 - c0 - c









1

是一个纳什均衡。

在这个简单的高考博弈中，所有的纯策略纳什均衡为志愿组合

i1：c1 - c2 - c0

i2：c2 - c1 - c0

i3：ci1 - ci2 - ci









3

，其中 i3 的志愿 ci1 - ci2 - ci3是（c1，c2，c0）的一个任意排列。所

有这些纳什均衡的结果都是
i1 i2 i3

c1 c2 c[ ]
0

，这个结果是公平的匹配。

上面的例子表明，在知分报考的填报博弈中，博弈的纯策略均衡结果是

唯一的，并且是公平的匹配，这个特点在一般的情形下也是成立的。

定理 3 在高考博弈｛S，（M，T），P S｝中，纯策略纳什均衡结果是唯一的：

令 A=｛μ | μ = T［Q］，Q∈M，Q是纯策略纳什均衡｝，则 | A| = 1。

有关定理 3 的证明详见附录，这里叙述一下证明的主要思路：首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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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录取博弈的纳什均衡，均衡结果是个人理性、没有浪费和公平的。其

次，我们用归谬法证明，公平性使得均衡只有一个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结果。

这个定理的证明也表明，在知分填报的显示偏好博弈中，博弈的纯策略均衡

结果是唯一的，是公平的。

我们前面的例子表明真实偏好可能并不是均衡策略，虽然均衡结果是唯

一的，但是可能存在多个均衡。因此在这个博弈中达到均衡结果需要考生间

的协调。每年各省参加高考人数有几十万，整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成了一个成

千上万人参加的巨大博弈。对每个家长来说，如何寻找自己的最优策略，并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实际报考中也存在协调的努力，各学校、各市

都举办考前志愿预报来协调本地区考生之间的志愿，避免报考志愿的过度集

中。这些协调的规模与实际招生的规模相比很小，每个考生也仍然可能很难

调整到均衡的策略。是否存在一种招生机制，使得每个学生的真实偏好是他

的均衡策略呢？

仍然以例 1 中的情形为例，我们介绍下面的录取程序，在所有考生真实

申报自己的偏好的情况时，可以达到高考录取机制下显示偏好博弈的均衡

结果。

第一轮 所有考生向可接受的学校中最偏好的学校提出申请，考生 i1，i2

投档到学校 c1，考生 i3 投档到学校 c2。学校按照考分从高到低录取。考生 i1

被学校 c1 预录取，考生 i2 被拒绝；考生 i3 被学校 c2 预录取。两所学校都用完

了招生名额。

第二轮 考虑上一轮被拒绝的考生，向没有拒绝过他的可接受的学校中

最偏好的学校提出申请。考生 i2 向学校 c2 申请。学校 c2 考虑新的考生 i2 和上

一轮预录取的考生 i3，考生 i3 被拒绝，i2 被学校 c2 预录取。学校 c1 本轮没有

申请的考生。

第三轮 考虑上一轮被拒绝的考生。考生 i3 没有可接受的学校，停止申

请。本轮没有学校拒绝申请，学校录取程序结束。这时，在学校预录取名单

上的考生被正式录取，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的考生落榜。最后的录取结果

是：
i1 i2 i3

c1 c2 c[ ]
0

。

在所有考生真实显示偏好的情况下，这个录取程序达到了和高考录取机

制博弈均衡时同样的招生结果。这个机制和高考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

轮学校的录取都不是最终录取，这使得考生申报偏好时不用担心丧失分数的

优势。这个机制正是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我们在下面将说明在这个机

制下每个考生真实显示自己的偏好是他的优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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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最早是在大学招生模型中提出来的（Gale and

Shapley，1962）。大学招生模型由｛S，C，q，P S，P C｝组成，包括一组学生的集合

S =｛s1，s2，⋯，sn｝和一组学校的集合 C =｛c1，c2，⋯，cm｝，每个学校有固定的招

生人数向量 q =（qc1
，qc2
，⋯，qcm
）。每一个学生 s对所有学校 C和不上学的选择

c0 有一个严格的偏好 P s，全体学生的偏好集合 P S =｛P s1
，P s2
，⋯，P sn
｝，同时，

每个学校 c也有一个对全体学生 S的严格偏好 P c
4，全部学校的偏好集合 P C

=｛P c1
，P c2
，⋯，P cm
｝。对于任何 c∧∈C，我们用 P - c∧ =（P c）c∈Ch｛ c∧｝表示其他学

校的偏好，Rs 和 Rc 表示分别 P s 和 P c 相应的非严格偏好。

4 由于学校可以录取多个人，因此学校也对不同集合的学生存在偏好，关于学校的偏好讨论参见 Roth
（1985）。

高考和大学招生模型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大学招生模型中，学

生和学校都是积极参与人，他们同时可以操纵自己的偏好。而在高考录取中，

只有学生是积极行动的参与人，大学按照学生的考分高低录取学生，几乎没

有自己的选择余地。但是，给定一个高考招生问题｛S，C，q，f，P S｝，我们可以

通过考生的分数构造大学的偏好，把高考问题转化为相应的大学招生模型

｛S，C，q，P S，P C｝，使得大学招生模型中的概念和方法可以应用在高考招生问

题中。

学校偏好 P C 的构造方法如下：对于每个大学 c∈C，它的偏好 P c 满足：

对所有的 s1，s2∈S，s1 P cs2，当且仅当 fs1
> fs2
，并且对所有的 s∈S，sP cs0。这里，

s0 表示一个学生也不录取的选择。

这样一来，在高考招生问题对应的大学招生模型中所有的学校对考生有

相同的偏好。大学招生模型中录取的结果也是学校和考生的匹配。我们前面

在高考招生问题中定义的匹配和个人理性的概念仍适用于大学招生模型。在

大学招生模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稳定性（stable）。一个学生和学校

的组合（s，c）∈S × C 阻碍 （block）了一个匹配 μ：如果 cP sμ（s），并且

| μ - 1（c）| < qc；或者 cP sμ（s），并且存在珓s∈μ - 1（c），sP c珓s。如果匹配 η 是个人
理性的，并且不会被任何学生和学校的组合阻碍，那么这个匹配是稳定的。

由稳定性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稳定性和公平有很大的关联，一个匹配是稳定

的当且仅当它是个人理性的、没有浪费和公平的。由我们前面的证明可知，

完全信息时高考显示偏好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是一个稳定的匹配。

Gale and Shapley（1962）证明，在大学招生模型中稳定匹配总是存在的，

并且在所有的稳定匹配中，存在一个匹配对于学生来说是帕累托最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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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匹配对于所有学校帕累托最优。他们提出了达到学生（学校）最优稳定匹

配的机制，这个机制通过延迟接受学生（学校）申请来达到。我们在前文已

经看到了学生最优机制如何运作，这里将它概述如下：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

第一轮 所有的学生向他可接受的大学中最偏好的学校申请。每一所大

学 c从所有申请的学生中留下它偏好排序上最好的 qc 个学生，其他的学生都

被拒绝，进入下一轮申请。被留下的 qc 个学生记入预录名单。如果申请的学

生不足 qc 个，就预录所有的学生。

第二轮 所有被拒绝的学生向他可接受并且没有拒绝过他的大学中最偏

好的学校申请。每一所大学 c考虑所有本轮申请的学生和上一轮留在预录名

单上的学生，从中留下最好的 qc 个学生，拒绝其他学生；如果学生不足 qc

个，就留下所有的学生。被拒绝的学生进入下一轮申请，留下的学生记入预

录名单。

⋯⋯

第 K轮 所有在上一轮被拒绝的学生向他可接受并且没有拒绝过他的大

学中最偏好的学校申请。如果没有可接受的学校，这个学生就停止申请。每

一所大学 c考虑本轮所有申请的学生和上一轮留在预录名单上的学生，从中

留下最好的 qc 个学生，拒绝其他学生；如果学生不足 qc 个，就留下所有的学

生。被拒绝的学生进入下一轮申请，留下的学生记入预录名单。

当没有学生的申请被拒绝的时候，这个录取程序停止。由于学生和学校

的数目有限，这个过程一定会在有限步后停止，所有留在预录名单上的学生

就被学校正式录取。如果一个学生被所有的学校拒绝，那么这个学生就落

榜了。

在高考问题对应的特殊大学招生模型中，通过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

可以达到学生最优的稳定匹配。由于所有学校的偏好都和考生分数排序相同，

这时只存在唯一的稳定匹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证明每一个稳定的匹配

都可以作为高考录取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

定理 4 每一个稳定的匹配都可以作为一个高考录取博弈的均衡结果。

证明 设 μ是一个稳定的匹配，我们考虑如下的策略组合 Q =（Qs，Q - s），

学生 s的策略 Qs 是把他的匹配 μ（s）作为第一志愿，其他的学校都不可接受。

这时，通过高考机制我们必然有 μ（s）= T［Q］（s）。对于学生 s如果存在一个

策略 槇Q使得 c = T［槇Q，Q - s］（s）P sμ（s），这里 P s 是学生 s的真实偏好，必然有

| μ - 1（c）| < qc，或者存在珓s∈μ - 1（c），sP c珓s，但这和匹配 μ稳定矛盾。

这个定理也提供了一种构造高考招生博弈中纯策略均衡的方法。由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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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匹配总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也证明了在高考志愿填报博弈中总是存在纯策

略纳什均衡的。结合我们证明的填报博弈中均衡结果的唯一性，我们证明

了在高考问题对应的大学招生模型中稳定的匹配是唯一的。通过高考填报

博弈的均衡和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都可以达到这个稳定匹配。但是

和高考填报博弈相比，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在高考录取中更多的优

势是：

定理 5（Dubins and Freedman，1981；Roth，1982） Gale-Shapley学生最

优机制是抗操纵的（strategy-proof）。

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下，每个人的真实偏好就是他的优势策略，

不论其他人如何填报，考生填报自己真实的偏好得到的结果不比填报任何其

他志愿来得差，这就是无操纵（Strategyproof）的含义。虽然在这个机制下均

衡不唯一
5，但是由于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的无操纵性，给定其他人的

均衡策略，考生使用自己真实偏好和他的均衡策略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给

定其他人的任何策略组合，考生的真实偏好总是他的最优反应之一，因而考

生不需要协调，可以不必关心其他人填报的策略。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

制下，得到的匹配总是公平的，考生也不需要担心由于填报志愿不当而丧失

了考分的优先性。Roth（1989）证明，即使考生对其他人和学校的偏好存在

不确定时，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下每个考生申报真实偏好仍然是他的

均衡策略。这样一来，即使是在考前或者估分填报时，使用 Gale-Shapley学生

最优机制仍使所有考生真实填报自己的志愿构成一个均衡，填报志愿十分简

单，考分真正地发挥分配的作用。

5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在高考招生中，分数面前的公平性是实际操作中的基本要求，考分高的

学生有更大的优先性录取到他偏好的学校，我们希望录取的机制是一个公平

的机制。在所有的公平的机制中：

定理 6（Gale and Shapley，1962；Balinski and Sönmez，1999） Gale-Sha-

pley学生最优机制帕累托优于任何公平机制。

这个定理的含义是给定一个招生问题，按照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录

取得到的结果帕累托优于任何公平匹配的机制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最

后录取结果没有“高分低就”现象，那么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得到的

结果是所有分数公平匹配中帕累托最优的。

定理 7（Alcalde and Barberà，1994） 在高考招生问题中，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是唯一满足个人理性、公平、没有浪费和抗操纵的学生录取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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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理刻画了在高考招生问题中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的唯一性。

只有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才做到使得录取结果满足个人理性，没有浪费

和分数公平，并且考生真实申报自己的学校偏好是优势策略。

分数的公平性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在高考录取过程中，一个学生的考分

是他能否被学校录取的指标；另一方面，录取机制也应当尊重学生考分的进

步，当一个学生的考分提高时，他所能达到的学校不会比他分数低时所能达

到的学校还差。这样的机制就是尊重考分的机制。

定理 8（Balinski and Sönmez，1999） 唯一的尊重学生考分进步，并且满

足个人理性，没有浪费和公平的学生录取机制是 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

以上这些定理表明，如果高考制度仍然是用统一考试和分数来决定录取，

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具有的许多性质优于当前的高考录取机制。

在 Gale-Shapley大学招生模型中，与学生最优机制相应的还有大学最优机

制，这个机制和学生最优机制的不同在于每一轮中由大学发出邀请，考生决

定是否接受学校的邀请。Gale and Shapley（1962）证明学校最优机制也可以

达到稳定的匹配。

Gale-Shapley学校最优机制

第一轮 所有的学校向它偏好排序上前 qc 个学生发出入学邀请。收到邀

请的学生从中选择他最偏好的大学，拒绝其他大学的邀请。

第二轮 所有被拒绝的大学依据被拒绝的名额向它可接受并且在其偏好

排序上未被邀请过的学生发出邀请。收到邀请的学生考虑本次所有的邀请和

上一轮保留的邀请，从中选择他最偏好的学校，拒绝其他的邀请。

⋯⋯

第 K轮 所有在上一轮被拒绝的学校根据被拒绝的名额向它可接受并且

在其偏好排序上未被邀请过的学生发出邀请。收到邀请的学生考虑本次所有

的邀请和上一轮保留的邀请，从中选择他最偏好的学校，拒绝其他的邀请。

当没有学校的邀请被拒绝时，录取程序就停止。由于学生和学校的数目

有限，这个过程一定会在有限步后停止，所有学校的邀请就被学生正式接受，

学生被该学校正式录取。如果学生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邀请，那么这个学生

就落榜了。

在高考录取对应的大学招生问题中，所有学校的偏好都相同，只有一个

稳定的匹配，因此学校最优机制得到的结果和考生最优机制录取的结果是一

样的。在一般的大学招生模型中，这两个机制下的结果是不同的。由于学校

的偏好是考生的考分决定的排序，所有学校会偏好同样的考生，所有被拒绝

的学校总是给同样的学生发送邀请，因而 Gale-Shapley学校最优机制等价于下

面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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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公平系列独裁机制

先把所有考生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然后从高分到低分一次一个依次录

取。第一个考生从所有招生学校中，选择他最偏好的学校，被选学校的招生

名额减少一个；如果一个学校用完招生名额，就停止招生；如果没有考生可

接受的学校，他选择不上学。然后考虑下一个学生。一般来说，第 k个考生

从在他选择时仍招生的所有学校中选择他最偏好的学校，被选学校的招生名

额相应地减少一个，如果学校用完招生名额，就停止招生；如果没有可接受

的学校，他选择不上学；然后考虑下一个学生。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所有的

考生都被考虑或者所有的学校的招生名额用完，招生停止，剩下的考生落榜。

在这个机制下，考生按照分数高低排序后依次选择，最后的录取结果是

公平的，这个机制是帕累托有效，并且是抗操纵的（Zhou，1990）。这个机制

在高考的具体录取操作中已经被应用了，就是江苏省 2005 年的“平行院校志

愿”机制：

“平行院校志愿的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具体地说，在某

个批次投档时，计算机投档系统按照考生的高考 5 门科目总分从高到低顺序

逐个检索、投档。当检索到某个考生时，再依次检索该考生所填报的 A、B、

C或 A、B、C、D、E志愿。只要以上被检索的 3 所或 5 所院校志愿中一经出

现符合投档条件的院校即向该院校投档，由高校决定该生录取与否及所录取

专业；如该生填报的志愿经检索后均不符合投档条件，该生则无法被投档，

但该生此时也已享受了本批次平行院校志愿的检索、投档机会，计算机将自

动进行下一个考生的检索、投档。”

6 考生只能填写三个学校，而在每个批次招生的学校上百个，数目限制可能会造成拥挤导致无效率。
7 来自《我省部署 2006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见 http：/ /www. jszs. net /zhaokaodongtai /184357. shtml。

如果不考虑考生志愿中的学校数目限制
6，“平行院校志愿”机制就是我

们上面描述的系列独裁机制。因而，“平行院校志愿”机制也等价于 Gale-

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关于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对传统的高考录取机

制可能造成的改进，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数据对比，但是从江苏省的政府工

作总结中对于“平行院校志愿”机制的评价可以看到部分的效果
7：

“⋯⋯去年，我省实行平行志愿填报方式，志愿填报率明显提高、高分落

榜考生明显减少、志愿有效率明显增强、降分院校和降分幅度明显降低，受

到考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广泛赞誉。今年将继续实行平行志愿的方式，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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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高考录取机制“第一志愿优先”的性质，致使录取机制不是一个公平机

制，也不是一个抗操纵的机制。考生为了避免“高分低就”，使得高考志愿填

报成了一个几十万考生参加的协调博弈。与当前的高考录取机制相比，Gale-

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具有一系列的优良性质，而且这个机制也已经在实践中

被广泛使用。江苏省 2005 年采用的“平行院校志愿”机制正是 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录取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制度自发演进的

一个例子，印证了制度的变革可以减少无效率的原理。

“波士顿机制”与高考录取机制类似，也是 “第一志愿优先”，Atila

Abdulkadroglu，Parag A. Pathak，Alvin E. Roth 和 Tayfun Sönmez（2006）分析

了这个机制下学生填报的志愿数据。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意

识到或者有能力在这个机制下操纵自己的偏好，一些家长没有避免明显的错

误。和经济理论中的均衡分析不同，在实际中可能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有同样

的能力和资源计算出均衡策略。因而录取机制无操纵也是一种公平的要求，

使所有考生在同一平台上竞争。

本文分析了知分报考时的情形，只是把分数作为确定录取顺序的公平分

配指标。使用分数的理由之一是分数反映了能力，分数如何反映能力这一点

在比较报考时间安排时显得更加重要了。钟笑寒、程娜和何云帆（2004）得

到了初步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结论依赖分数只是能力反映的假设。另一方面，

高分数也和家庭教育和家庭投资有关。因而，需要经验研究考生高考分数的

决定因素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理解高考分数录取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对于是否按照考分标准来录取学生也存在争论，一些院校也在探索自主

确定招生标准。当允许学校对学生有不同的排序时，高考录取机制就变成了

“波士顿机制”，而这个机制与 Gale-Shapley 学生最优机制相比是有缺陷的

（Abdulkadiroglu and Sönmez，2003）。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中也允许不同

的学校对考生有不同的偏好，在这个情形下仍然是抗操纵的。如果高考录取

仍然实行集中录取，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既可以允许学校有不同的评价

标准，同时也提供给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这个机制可以是高考录取机制改

革方案的一个备选项。

本文只是理论的分析，从理论上比较了不同机制的效果。作为一个经验

比较，一个工作就是可以利用考生实际填报的志愿数据比较 Gale-Shapley学生

最优机制和实际录取结果，虽然这些偏好不一定是考生真实偏好，但是可以

提供考察机制变换对于不同考生的影响的一个可能基准。另一个常见的担心

是由于高考录取人数规模太大，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的适用性可能受到

限制。由于这个算法是多项式时间的，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可以分成两阶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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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阶段是考生和学校分别形成并报告自己的偏好，第二阶段是利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得到学生和学校的匹配。实际的高考录取也持续 3

个月的时间，随着现在计算机能力的提高，得出结果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时

间。当然，机制的实际设计执行可能需要更多的考虑。
8

8 Atila Abdulkadroglu，Parag A. Pathak，Alvin E. Roth（2005），Atila Abdulkadöroglu，Parag A. Pathak，Al-
vin E. Roth and Tayfun Sönmez（2005）总结了他们在美国公立学校录取中应用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
时的经验和结果。

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了志愿填报中包含的学校数目的限制，假设考生申报

的志愿中可以包含任意数目的学校。志愿数目限制的存在使得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必须选择填报的学校，这种量的限制可能引起质的变化。Antonio Romero-

Medina（1998）已经分析了存在数量限制时的 Gale-Shapley学生最优机制下的

博弈，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就是分析存在数量限制时高考录取机制下

的博弈，比较本文中的结论是否成立。

附 录

定理 1 的证明 给定个人理性、公平的匹配 μ，假设它不是帕累托有效的，则存在一
个匹配 η，对于任意的 s∈S，都有 η（s）Rsμ（s），并且存在 si1

，η（si1
）Psi1

μ（si1
），由偏好的

严格性，我们知道 η（si1
）≠c0。令 η（si1

）= ci1
，则由匹配 μ的公平性，可以知道 | μ - 1（ci1

）|

= qci1
，并且对于任意的珓s∈μ - 1（ci1

），都有 f珓s > fsi1
。由于在匹配 η中，η（s1）= ci1

，因此必

然存在 si2
∈μ（ci1
），满足 η（si2

）Psi2
μ（si2
）。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对任意 η（sik

）Psik

μ（sik
），我们都可以找到 sik + 1

，满足 η（sik + 1
）Psik + 1

μ（sik + 1
），并且 fsik + 1

> fsik
。由于学生的

人数是有限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就证明了任何一个个人理性、公平的匹配都是

帕累托有效的匹配。

定理 3 的证明 （1）如果一个匹配 μ是均衡的结果，必然是个人理性的。

不然，存在 s∈S，有 c0 Ps μ（s）。这里 μ = T［Q
s
，Q

- s
］，Q

s 是在均衡时学生 s 的策

略，他的真实的偏好是 Ps，Q
- s是除学生 s 外其他所有人的均衡策略。给定其他人的策略

Q
- s不变，学生 s 的策略变为偏好 Q

∧

s，偏好 Q
∧

s把选择 c0 作为学生 s 的第一志愿。在偏好

组（Q
∧

s，Q

- s
）下，高考机制的结果必然有 c0 = T［Q

∧

s，Q

- s
］（s），这样我们就得到 c0 Ps μ

（s）。这和匹配 μ是均衡匹配结果相矛盾。

（2）如果一个匹配 μ是均衡的结果，必然是公平的。

如果匹配 μ不是公平的，那么存在 s∈S和 c∧∈C，有 c∧Ps μ（s），或者 μ - 1（c∧） < q c∧

或者存在珓s∈μ - 1（c∧），有 f珓s < fs。这里 μ = T［Q
s
，Q

- s
］，Q

s 是在均衡时学生 s 的策略，他

的真实的偏好是 Ps，Q
- s是除学生 s 外其他所有人的策略。给定其他人的策略 Q

- s不变，

学生 s 的策略变为偏好 Q
∧

s，偏好 Q
∧

s 把学校 c∧ 作为学生 s 的第一志愿。在偏好组（Q
∧

s，

Q
- s
）下，高考机制的结果必然有 c∧ = T［Q

∧

s，Q

- s］（s）。这样我们就得到 c∧（s）Ps μ（s），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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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μ = T［Q
s ，Q


- s］是纳什均衡结果矛盾。因此均衡结果必然是公平的。

（3）如果 | A|≠1，则存在两个均衡结果 μ1 = T［Q1］，μ2 = T［Q2］，并且 μ1≠μ2。必然

存在 s0∈S，有 μ1（s0）≠μ2（s0），不妨设 μ1（s0）Ps0
μ2（s0），这是根据偏好的严格性得来的。

令 m0 = μ1（s0），由于 μ2 是公平的，我们必然有对于任意的珓s∈μ - 1
2 （m0），fs > fs0

，并且

| μ - 1
2 （m0）| = qm0

。由于 μ1 是公平的，我们必然对于任意的 珓s∈μ - 1
2 （m0），有 μ1（珓s）R珓sm0，

不然就违反公平性。由于在 μ1 中可以有 qm0
+ 1 个人被学校 m0 录取，我们必然有 s1 ∈

μ - 1
2 （m0），fs1

> fs0
而且 m1 = μ1（s1）≠m0。由于偏好是严格的，我们必然有 m1 Ps1

m0；这样我

们得到 μ1（s1）Ps1
μ2（s1），且 fs1

> fs0
。对于任意的 μ1（si）Psi

μ2（si），按照和上面同样的推理

我们可以得到 si + 1∈μ - 1
2 （mi），fsi + 1

> fsi
并且 μ1（si + 1）Psi

μ2（si + 1）。

这个推理可以一直进行下去，这和学生人数有限相矛盾，因此前提不成立，只有一个

纳什均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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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ved if the existing college admission mechanism had been re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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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规模与效应分析

杨德才

摘 要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不仅盈利极其丰厚，而且还
严重抑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利润率以及外国投资与日俱增

背景下中资企业成长、发展情况的分析，发现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章认

为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没有成为中资企业发展

的阻碍，而且还刺激并促进了中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当然，至于外国间接投

资的效应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近代外国投资，规模，效应

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经济学系，210093；电话：（025）
83592024；E-mail：ydc@nju. edu. cn。本文为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中肯而
又富有启发性的评论。笔者文责自负。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紧随坚船利炮来到了中国，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

资帷幕便由此拉开。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国外投资最基本的动机是资本所

有者追求其资产组合价值或资产净值最大化的愿望。资本逐利，追求价值的

最大化本无可厚非，然而，近代外国在华的投资则是在列强强迫中国签订并

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发生的，因而，这种外国投资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变

异。尽管近代中国政府允许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办厂（即外国投资在华取得合

法权）是在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但事实上，西方列强在华的投资早在

鸦片战争后便已开始。那么，近代外国在华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些外国投资

赢利情况怎样？它们对近代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甚至，它们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呢？本文将对这

些问题逐一进行研究。

一、外国投资作用：意见与争论

所谓外国投资（Foreign Investment），是从投资的接受国来讲的，是指来

自本国（或称为母国）之外的资本所从事的投资行为；而如果站在投资者所

属的国家来讲，则又称为国外投资，是指从投资者所属的国家之外获得资产

的行为。外国投资一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外国

间接投资（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两种基本形式，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外

国直接投资（简称 FDI）。直接投资一般涉及工厂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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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如兴办工厂、开发房地产等活动，而间接投资则主要涉及债券、银行贷

款和证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不直接参与生产。如果股票所有权使股东控

制了厂商的经营活动，股票投资也可以认为是直接投资。

赫伯特·G.格鲁贝尔认为，造成外国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很复杂的，除了

追求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外，还有其他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牵涉到外在性或

与市场的不完全性有关系，而通过在国外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它们会顺次

被内在化或者被消除掉。另外，厂商之所以要从事外国直接投资，还在于它

们要控制产品质量和保持商业秘密。外国直接投资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涉及政

府政策造成的扭曲。
1

1 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陈岱孙主编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2 页。
2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黄卫平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7—530 页。

外国投资行为虽然是与西方列强的对外侵略活动同步发生的（甚至更

早），但对外国投资行为的经济研究则是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外国投资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争论颇多，难以统一：一派持支持赞成的态度，

另一派则持反对批评的观点。
2

持支持赞成态度的认为，外国投资可以补充东道国可用资源供给，如储

蓄、外汇、政府财政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等与获得增长和发展目标应有的资

源水平的差距。例如，在一个简单的“储蓄 投资缺口”模型中，哈罗德 多

马模型提出国内储蓄率 s与产出增长率 g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用方程式表示为

g = s/k，其中 k是国内资本产出比率。如果希望的国民产出增长率 g定为每年

7%，而资本 产出比率是 3，则必需的年储蓄率是 21% （因为 s = gk）。比如，

如果国内所能够动员的储蓄率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则可以说存在 5%

的“储蓄缺口”。如果一国可以用外国投资弥补这个缺口，它就可能很好地达

到预定的增长率。持支持赞成态度的还认为，外国投资除了为东道国提供金

融资源和新工厂外，而且还提供了“一揽子”所需资源，包括管理经验、企

业家能力和技术技能，这可以通过培训计划和在工作中学习的方式被转移到

当地国家。他们认为，这种知识、技能和技术的转移对接受国而言是富有生

产效益的。

对外国投资持反对批评的观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经济方面，外国投

资并不能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资本缺口，尽管外国投资会提供资本，它们

也可能降低储蓄和投资率。这是由于它们会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排他性的生产

协定而窒息竞争，不能将大量的利润再投资，并以高利率贷款给东道国。外

国投资提供的管理、企业家技能、思想、技术等对促进当地这些资源的发展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可能由于外国投资所创办的公司（尤其是那些进行

国外投资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国内市场从而窒息了国内企业家的发展，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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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阻碍了这些资源的发展。此外，外国投资所创办的公司可能会压抑国内

企业家和运用它们的先进技术等，抑制当地小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从而损害

东道国的经济。最后，从政治的角度看，极端的情况是外国投资所创办的公

司甚至可能用回扣的直接手段贿赂最高阶层的政府官员或其他重要人员，从

而在各个阶层的政治决策中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阻碍东道国经济效益、

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上述关于外国投资作用的争论，是针对一个主权完整的东道国而言的。

虽然不能肯定地说对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而言外国投资尽是正面的积极的效

应，但是至少外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正效应是主要的。而在近

代，外国投资的大量进入显然不是在中国主权完整的状态下发生的，它们受

到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特权的庇护，那么，享有特权的外国投资对近代

中国经济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需要客观、具体地分析。

二、外国直接投资及其热潮

（一）甲午战争前的外国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资

首先是从直接投资开始的。从直接投资的规模、方向和影响上来看，近代外

国在华投资明显地以甲午战争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3 赵德馨（1988），第 76 页。关于外国投资到甲午战争前在华创办的工业企业准确数字，争论颇多。据孙
毓棠研究，到甲午战争前，外国投资在华创办的工业企业计 88 个（孙毓棠、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工业
史资料》第一辑，第一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42—247 页）。还有人认为其数量应为 103 个（费正
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 页）。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它们获得的特

权越来越多，它们在华因直接投资而设立的各种工厂、企业也越来越多，涉

及的行业主要是航运业、船舶修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服务性轻小工业和

公用事业等。其中在鸦片战争后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期间，外国投资的重

点是航运业和船舶修造业，成立了许多后来比较著名的船厂和轮船公司，如

祥生船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耶松船厂、旗昌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太古

洋行等。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期间，外国投资相对集中于农副产品加工业，

投资兴办了许多砖茶厂、缫丝厂、轧花厂、制糖厂等。在 80 年代后至 1894

年，外国投资的重点是公用事业和杂项工业，如在租界内开办自来水、自来

火、电光公司等，还投资兴办酿酒、制药等工业。这样，到甲午战争前，外

国在华直接投资设立的工业企业，据估计，共有 191 个，3 其中船舶修造业和

出口商品加工业 116 个，印刷厂 13 个，食品加工业 23 个，公用事业 8 个，化

学工业 11 个，建筑及杂项工业各 10 个。到 1894 年，据估计，外国在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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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总额近 2000 万元，投资总额近 2800 万元（约折合 1424. 5 万美元）；航

运业投资总额约为 1334. 3 万美元。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甲午战争前外国直接投资估计（1894 年） 单位：万元

业 别 资本额 投资额

工业投资

船舶修造业

砖茶制造业

机器缫丝业

进出口加工业

一般轻工业

公用事业

494. 3

400. 0

397. 2

149. 3

379. 3

152. 3

811. 2

560. 0

517. 3

193. 8

491. 0

204. 5

合计 1972. 4 2777. 8

（约为 1424. 5 万美元）

航运业投资 1334. 3 万美元

总计 2758. 8 万美元

资料来源：（1）孙毓棠（1981），第 116 页；（2）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133 页。

4 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赢利状况，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尤其是我国的老一辈经济史学家）

认为很高，有的（如我国新生代经济史学研究者和一些国际著名的从事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学者）认为

其实并不是很高。究竟是高还是低，在本文后面的部分将作出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船

舶航运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其目的是直接为进出口贸易服务。这一时期，

外国在华投资之所以相对集中于上述两个产业，是因为当时这两个产业的市

场比较大，每个产业中的具体的每个工厂投资规模则不需要太大，但利润率

却很高，利润比较丰厚。
4
表 2 是甲午战争前某些年份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创办

的部分企业的赢利状况。

表 2 甲午战争前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创办企业的获利状况
企业名称 年代 资本 利润 利润率 股票附息率

香港黄埔船坞公司 1886

1893

1562500 元
1562500 元

375049 元
322386 元

24. 0%

20. 6%

16%

14%

祥生船厂 1891. 5—1892. 4

1893. 5—1894. 4

800000 两
800000 两

139903 两
138964 两

17. 5%

17. 4%

12%

12%

耶松船厂 1892. 7—1893. 6

1893. 7—1894. 6

750000 两
750000 两

101128 两
157259 两

13. 5%

21. 0%

9%

11%

美查兄弟有限公司 1889. 11—1890. 10

1892. 11—1893. 10

275000 两
275000 两

32471 两
15796 两

11. 8%

5. 7%

10%

—

老德记药房 1892 120000 元 21422 元 17. 9% 7%

新上海制冰厂 1893 36000 两 5138 两 14. 3% 9%

上海大英自来火房 1874

1889

1894

150000 两
200000 两
200000 两

23121 两
43476 两
49456 两

15. 4%

21. 7%

24. 7%

11%

12%

12%

上海自来水公司 1884

1890

1894

119639 镑
143926 镑
144000 镑

4885 镑
55630 两
71355 两

4. 1%

9. 1%

10. 7%

4%

8%

9%

资料来源：历年《北华捷报》载各企业营业报告与股东年会报告。转见孙毓棠（1981），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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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午战争后的外国直接投资

这一时期，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有明显增加，其直接投资涉及的产业主

要有：制造业、矿冶业、铁路航运业和房地产业等。投资的范围也由甲午战

争前集中于东南部沿海和租界而不断地向内地拓展，几乎遍及各地。投资的

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 1913 年较 1894 年增长二

十余倍，1920 年较 1894 年增长近三十倍，5 从而形成了外国投资中国的热潮。

5 赵德馨（1988），第 116 页。
6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548 页。

制造业方面的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纺织、面粉、卷烟、造船及农副产品

加工等，在华直接设厂制造生产。根据汪敬虞先生的研究，在 1895—1913 年

间，外国直接投资创办了 115 个工厂企业，投资总额为 4807. 8 万元。其中，

英国 24 个，投资总额为 1069. 3 万元；日本 36 个，投资总额为 1868. 9 万元；

俄国 37 个，投资总额为 907. 6 万元；德国、法国和美国分别为 6 个、4 个和 6

个，各自的投资总额分别为 361. 9 万元、258. 1 万元和 311. 0 万元；另外还有

其他国家的企业 2 个，投资总额为 31. 0 万元。6 至于 1895—1913 年间外国直

接投资在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间的分布状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分布状况（1895—1913 年）

家数 投资额（万元） 占制造业比重（%）

造船工业 7 289. 5 6. 02

纺织工业 16 1251. 5 26. 03

其中：棉纺织 12 1082. 6 22. 52

缫丝 4 168. 9 3. 51

食品工业 69 2355. 6 49. 0

其中：面粉 43 1035. 9 21. 55

卷烟 4 383. 2 7. 97

榨油 11 536. 2 11. 15

其他工业 23 911. 2 18. 95

资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上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7—11 页。

外国投资兴办的制造业中，资本主要集中于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两者投

资额占整个制造业投资总额的 44. 07%。棉纺织业又主要以投资办纱厂为主，

1897—1914 年间，仅英、美、德、日四国在华纱厂投资额就达 916. 6 万元。

其中著名的纱厂有英国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和日本的日信纱厂、上海纺

绩公司等。面粉业以俄商和日商的直接投资为主，截止到 1913 年，外国在华

投资所办的面粉厂达 43 家，投资总额达 1035. 9 万元。其中俄商工厂 35 家、

日商工厂 6 家，各自的投资额分别为 700. 2 万元、264. 7 万元。

在 1895—1913 年间，外国在华用于矿冶业方面的投资总额达 4996. 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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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设立厂家计 32 个。用于矿冶业方面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制造业，使得矿

冶业成为甲午战争之后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产业，这其中又以英国商人投资

最多，达 3793. 0 万元。据研究，外国投资在中外煤矿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

1906 年为 84. 8%，1913 年为 79. 6%，1919 年为 60. 6%。在煤矿开采方面，

1913 年中国煤总产量为 1288 万吨，其中机械采煤 767. 8 万吨，而外国资本控

制的 7 大煤矿（开滦、焦作、抚顺、本溪湖、华德、井陉、临城）在煤总产

量和机械采煤量中分别占 46. 8%和 78. 4%。外国投资在近代中国铁矿业与冶

铁业中，几乎达到了完全垄断的程度，其中在 1900—1925 年间，生铁与铁矿

产量接近 100%都被外资控制着。

7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529 页、540 页。

甲午战争后，以铁路航运业为主的运输业是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产业

中增长最快、比重最大的产业。据统计，外国在华运输业的投资由 1894 年的

13. 3 百万美元增加为 1914 年的 335. 6 百万美元，增长 24 倍，其所占外国在

华投资总量的份额由 1894 年的 12. 2%上升到 34. 9%。7 外国对中国航运业的

直接投资在甲午战争前即已开始，甲午战争后继续增长，1894 年前，在华外

国轮船公司有 14 家，1895—1913 年新设 14 家，1914—1930 年又设立 15 家。

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总吨位中，外轮 1897 年占 76. 8%，1916 年占

77. 6%，1926 年占 80. 0%。1911 年，在长江轮运总吨位中，中国最大的轮船

公司招商局与外国太古、怡和、日清三大轮船公司相比较，只占16. 2%。然

而，这一时期在铁路航运业中增长最快的并不是航运业，而是对铁路业的投

资。截止到 1914 年，外国直接投资于铁路航运业的总资本额为335. 6 百万美

元，而其中铁路业投资即达 292 百万美元。关于外国在华铁路投资的具体情

况，吴承明先生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结论大致如表 4 所示。

表 4 1914 年外国在华铁路直接投资估计
单位：里程（公里）、投资估计（百万美元）

国别 铁路名称 建筑年代 里程 投资估计

俄 中东铁路 1898—1903 1721 189. 3

德 胶济铁路 1899—1904 446 15. 0

法 滇越铁路 1903—1909 464 32. 0

日 南满铁路 1899—1903 1105 49. 0

英 广九铁路（英段） 1907 36 6. 7

合计 3772 292. 0

资料来源：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68 页。

外国人在中国占有土地和建造房屋也是一种直接投资，这种直接投资行

为同样在甲午战争前即已发生，只是在甲午战争后增长更为迅速而已。据仅

仅对英、美、法、日、德五国在华房地产业投资的估计，1902 年投资总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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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9. 6 百万美元，而至 1914 年则已达 225. 3 百万美元，为 1902 年的 2. 83

倍，增长还是比较快的。

外国在近代中国的直接投资，在甲午战争前多以中小资本为主，许多外

国中小资本借助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试图通过在华的直接投资、获取高额

利润，迅速度过资本积累阶段，寻求更大的扩张，因此，甲午战争前，从总

体上看，直接投资的规模并不很大。而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总

量增长很快，其投资特点也由起先的中小资本唱主角渐变为具有垄断性质的

大公司（如英国的怡和洋行、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来投资扩张，因

而增长很快。由于垄断生产经营、多元化经营、规模经营，一般获利程度都

不错，平均利润率大致在 10%—15%之间。

三、外国间接投资与日俱增

外国在近代中国的投资，从总量上来看，甲午战争前以直接投资为主，

而甲午战争后虽然直接投资额比战前增长了很多，但在外国投资总量中其所

占的比重则是下降的，更主要地是以间接投资为重。吴承明先生在对甲午战

争前外国在华投资的估计中，其中直接投资的有：航运业、工业、贸易业、

其他商业等，它们各自占外国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1. 17%、11. 93%、

35. 12%、4. 55%，即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 62. 77%。而间接投资有：银行业、8

保险业、政府贷款等，其各自占外国投资总额的比重对应的是：23. 52%、

5. 02%、8. 69%，间接投资占总投资额的 37. 23%。9 间接投资量明显小于直接

投资量。而甲午战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8 关于外国在东道国银行业的投资，究竟应看作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本文

中采用的是现代外国投资的相关理论及主要观点，将其视为间接投资的一部分。
9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133 页。
10 关于 Oriental Bank、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中文有译为丽如银行、金宝银行和东亚银公司的。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的间接投资首先是从设立银行开始的。鸦片战争后，

外国在华设立的第一家银行是东方银行（初名 Oriental Bank，1851 年改称 Ori-

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分行，10
是由英国人设立的。期后，英国人又设立了

有利银行（原为 Chartered Bank of Asia，1858 年与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合并，改组为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和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and China，亦称渣打

银行）分行。这期间最著名的、发展最快的银行是由几个在华的英国大商人

1865 年发起成立于香港的汇丰银行，该银行原定注册资本为 500 万港元，而

实际注册资本则不到一半，然而，经过短暂的发展，其拥有资本额迅速增长，

1883 年增资至 750 万元、1890 年增资至 1000 万元；同时它还在汉口（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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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津（1880 年）和北京（1885 年）开设了分行。11
后来在中国开设银行

的还有法、德、日等国。截止到 1894 年，在中国共有 8 家外资银行，它们的

资本及投资额估计如表 5 所示。

表 5 甲午战争前外资银行在华投资估计（1894 年）

银行名称 资本额
在华投资额估计

比重 投资额 折合美元

呵加剌 1000000 镑 1 /2 500000 镑 2450000

有利 7500000 镑 1 /4 1875000 镑 9187500

麦加利 800000 镑 1 /3 350000 镑 1715000

汇丰 15000000 港元 全部 15000000 港元 7500000

德华 5000000 两 全部 5000000 港元 3500000

大东惠通 300000 镑 1 /3 100000 镑 490000

中华汇理 2219000 港元 全部 2329000 港元 1164500

横滨正金 4500000 日元 1 /2 4094000 日元 2087940

合计 28094940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127 页。

11 孙毓棠，《抗戈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6—147 页。
12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128 页。
13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132 页。
14 王利华，《近代外人对华投资的影响因素剖析》，《南开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

甲午战争前在外国间接投资中还有对保险业的投资和对中国政府的放贷。

按吴承明先生的估计，到 1894 年止，在华设有机构的保险公司共有 9 家，投

资总额合计 5992800 美元。12
同一时期，外资银行或洋行还通过向中国政府放

贷的形式进行间接投资，以获取利息。依据徐义生统计，自 1853 年至 1894

年共有贷款 46 笔，到 1894 年尚有 7 笔未清偿，仅这 7 笔未清偿的放贷，估计

折合即达 10380349 美元，13
可见当时通过放贷向中国进行间接投资的数量也并

不很小。

甲午战争后，从外国对华投资的构成来看，间接投资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外国投资总额中的份额明显增长许多。有论者认为，从 1894 年到 1913 年

间，中国长期资本流入量中外国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占据很大份额，1895、

1912、1913 年，外国对中国的贷款约占长期资本流入量的 78%，而这三年外

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只占 20%左右。14
目前，关于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间接投

资占这一时期外国总投资的比重，学术界争论还颇多，但是，不管间接投资

具体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外国间接投资的份额上

升是比较迅速的。

甲午战争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总是面临着赔款抑或财政正

常开支的沉重压力，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中国政府决定大举外债，向

外国借款，因而，也就为外国的间接投资提供了市场，使得当时以向中国政

府提供贷款方式进行的间接投资的数额，占到了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一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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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据徐义生的统计，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中国历届政府

向外国举借的贷款总额（单位：库平银两）分别如下：
15

笔数 贷款额 实收额

清政府所贷（1894—1911） 112 1203825452. 94 660535961. 08

北洋政府及南方政府（1911—1914） 77 565986935. 89 347300073. 28

合计 189 1769812388. 83 1007836034. 36

另据吴承明先生研究统计，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外国通过向中国历届政府提供贷款（这里仅指军事财政贷款）方式进行

的间接投资总额即达 2500. 3 百万美元，16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时 期 国外贷款总额 年均贷款额

1865—1902 286. 4 7. 5

1903—1914 238. 3 19. 9

1915—1930 304. 1 19. 0

1931—1936 35. 8 6. 0

1937—1941 635. 9 127. 2

1942—1948 999. 8 142. 8

合计 2500. 3 29. 8

15 这里所列出的贷款额系指有明确记载、可以统计到的数字，而一些资料不详的则不包括在内（徐义生
（1962），第 52、240 页）。
16 吴承明（1985），第 47 页。

对铁路业及其他实业的间接投资。根据宓汝成的研究，截止到 1914 年

底，外国对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进行间接投资（即贷款）修筑的铁路里程为

4846 公里，占当时铁路总里程的 50. 65%。具体而言，甲午战争后由外国间

接投资修筑的铁路主要有：京奉铁路（英）、京汉铁路（英、法）、粤汉铁路

（美、英、德、法）、津浦铁路（英、德）、吉长铁路（日）、广九铁路（英）

等。投资国家除了美、英、德、法、日外，还有俄、比、荷等国，而以英国

最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超过英国。从 1898 年至 1927 年，外国对中

国的铁路贷款重要的有 63 笔。在对中国铁路进行间接投资的同时，外资还对

当时的其他实业进行了间接投资，如煤矿、铁矿、通讯、航运等。发生在清

政府覆亡前的除铁路以外的著名实业间接投资有：1899 年的萍乡煤矿借款、

1902 年的汉阳铁厂借款、1908 年的邮传部借款和汉冶萍借款、1910 年的井陉

煤矿借款等。到北洋政府时期，外国对中国实业的间接投资依然继续着，但

与晚清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外国间接投资的总额中，绝大多数的对

中国间接投资的份额是以中国政府军事、财政借款的方式发生的，实业性借

款在北洋政府时期外国间接投资总额中占有 1 /4 左右的比重。如整个北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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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时期，实业借款额共计只占当时借款总额的 23%左右，而在贷款的实收总

额中也只占 29%左右。17

17 北洋时期的总借款额为 1336996790. 11 银元，其中铁路借款为 232326594. 97 银元，占总借款额的
17. 34%；航运电信借款额为 38913570. 60 银元，占总借款额的 2. 90%；工矿借款总额为 38135413. 58 银
元，占总借款额的 2. 85%。在上述总借款额中，北洋政府实收到贷款 976414254. 08 银元，上述三大实业
实际收到的贷款分别为：214264993. 52、35538675. 19、34399378. 45 银元，各占北洋政府实收到贷款总额
的 21. 89%、3. 63%、3. 51%（徐义生（1962），第 242—243 页）。
18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536 页。
19 本节分析参考了王利华先生发表在《南开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上的《近代外人对华投资的影响因
素剖析》一文的部分内容。
20 Svedberg，P.，“The Portfolio-Direct Composition of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1914 Revisited”，Economic
Journal，1978，88（352），763—777.

在甲午战争后与日俱增的间接投资热潮中，外国的在华银行扮演了十分

重要的角色，对间接投资的持续上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甲

午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业发展很快。1895—1914 年间，新设的西方银行约

有十家，分支机构四十余处，尚有日本在华银行和中日合资银行，加上分支

机构近三十处。这一时期在外国对华进行间接投资中最为活跃的银行是汇丰

银行与华俄道胜银行。这样，到 1914 年，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在内的外国金

融业在中国的投资估计总额为 75572000 美元。18

四、利润率、资本成本与资本吸收能力
19

资本逐利、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流动方向。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已

经比较发达的时候，中国则还停留在传统落后的农业文明里，生产力低下、

商业经济落后、社会贫困、人口众多，但所有这些在投资者的眼里却尽是商

机，因为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资本短缺而投资空间大、劳动力与资源丰富而

廉价、市场广阔而盈利机会多，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投资将会有一

个非常不错的预期利润率。预期利润率的高低成为影响资本流向的最为重要

的因素。此外，资本成本、资本的吸收消化能力、社会政治的稳定程度等都

影响到资本的流动。

虽然投资于中国市场的预期利润率很高，但资本的流动及其变动趋势显

然更受到实际利润率的影响，实际利润率成为外国投资额和投资方向的最终

决定因素。更何况，在近代中国从事投资的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民间私人投

资呢？私人投资对实际利润率高低更是十分敏感。仅以 1913—1914 年为例，

在英国对华投资总额中，属于民间资本的投资总额即达 1610 百万美元，数量

很大。
20
再如美国，在其对外的投资总额中，长期的情况是民间投资的份额超

过政府或国家投资的份额，即使到 20 世纪初，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如 1914

年、1919 年、1924 年和 1930 年，政府或国家投资的份额仅占美国所有对外

投资总额的 30%、27. 8%、27. 8%和 20%，国家投资份额不断下降，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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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却不断上升。
21
虽然近代中国的潜在市场比较大，潜在需求也不小，但是，

从已有的资料可以看出，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所办的一些企业其实际利润率却

并不高，远远低于预期利润率。如表 6 所示。

表 6 1872—1932 年中国几个行业外企利润率各区间分布状况（%）

利润占净值的% 

（区间）
外贸行业 保险业 银行业 运输业 公用事业 制造业 其他 全部投资

亏损 5. 0 0. 8 1. 7 7. 3 3. 2 10. 4 6. 8 5. 0

0—4. 99 10. 0 3. 3 6. 8 9. 1 4. 8 18. 3 22. 7 10. 3

5—9. 99 45. 0 10. 6 37. 3 40. 0 32. 3 20. 0 34. 1 25. 9

10—14. 99 20. 0 16. 3 32. 2 23. 6 32. 3 21. 7 15. 9 22. 6

15—19. 99 15. 0 17. 9 13. 6 18. 2 14. 5 12. 2 6. 8 14. 4

20—24. 99 0. 0 20. 3 1. 7 0. 0 9. 7 7. 0 6. 8 9. 0

25—29. 99 0. 0 13. 0 1. 7 0. 0 3. 2 4. 3 2. 3 5. 2

30 以上 5. 0 17. 9 5. 1 1. 8 0. 0 6. 1 4. 5 7. 5

总数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0—10 60. 0 14. 7 45. 8 56. 4 40. 3 48. 7 63. 6 41. 2

0—15 80. 0 31. 0 78. 0 80. 0 72. 6 70. 4 79. 5 63. 8

序号 20 123 59 55 62 115 44 478

说明：利润是根据现代会计方法重新计算的，如折旧和坏账被视作花费；净值不仅包括实收资本，

而且还包括所有结余。公开发表的利润数据未将折旧扣除，资本只包括实收资本，如表 2 孙毓棠先生使

用公布的利润和资本数据。再如孙毓棠先生计算出，1879 年上海煤气公司的利润率为 23. 4%（见孙毓

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卷，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81 页），而根据现代会计方法计算的结果

却是 14%。

资料来源：（1）《北华捷报》，1873 ～ 1933 年；（2）王利华，《近代外人对华投资的影响因素剖析》，

《南开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

21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Part 2，pp. 868—869. 转见宫崎
犀一等（1990），第 63 页。

由表 6 可知，1872—1932 年间在华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所获利润率大多

在 5%—20%之间，其中，约 41%的企业利润率在 10%以下，64%左右的企

业利润率低于 15%，对华直接投资利润率达到 25%或在其上的大约只占总数

的 13%。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利润率极低，其半数左右的利润率低于

10%。根据表 7，可以算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加权平均利润率为 13. 38%。而

1908—1937 年英国国内直接投资的利润率并不比在中国从事直接投资的利润

率低多少，有的年份甚至还比中国高。美国情形稍有不同，1900—1914 年美

国国内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利润率较低，而 1919—1928 年其制造业的利润率却

有大幅度提高，1919 年甚至高达 18. 3%，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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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英国与美国国内直接投资的利润率（%）

年份

英国

所有

股本
普通股

美国

（制造业）
年份

英国

所有

股本
普通股

美国

（制造业）
年份

英国

所有

股本
普通股

美国

（制造业）

1900 8. 34 1912 10. 88 14. 47 6. 20 1926 10. 81 14. 06 12. 4

1901 7. 72 1913 11. 53 16. 08 6. 16 1927 10. 84 14. 07 9. 5

1902 8. 25 1914 10. 37 13. 72 5. 60 1928 10. 74 13. 77 11. 0

1903 7. 57 1915 12. 39 17. 46 1929 10. 56 13. 44

1904 6. 45 1916 12. 93 17. 86 1930 8. 68 10. 55

1905 7. 09 1917 12. 88 17. 43 1931 5. 73 6. 18

1906 8. 34 1918 13. 67 18. 62 1932 5. 72 6. 41

1907 7. 90 1919 14. 60 19. 92 18. 3 1933 6. 69 7. 92

1908 6. 83 8. 38 6. 07 1920 13. 24 17. 58 12. 3 1934 8. 04 9. 80

1909 7. 74 9. 40 6. 89 1921 6. 81 7. 75 2. 9 1935 9. 05 11. 51

1910 9. 35 11. 97 7. 26 1922 9. 05 11. 18 10. 2 1936 10. 62 13. 66

1911 9. 95 12. 82 7. 10 1923 9. 94 12. 67 11. 2 1937 12. 10 15. 83

1924 10. 68 13. 77 10. 0

1925 11. 37 14. 91 12. 1

资料来源：（1）Hargreaves Parkinson，“British Industrial Profits”，The Economist，Dec. 17，1938. pp.

597—603.

（2）E. I. Epstein and R. A. Gordon，“Profits of Selected American Industrial Corporations，1900—

1914”，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Feb. 1939，pp. 122—128.

（3）Ralph C. Epstein，Industrial Pro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934，p. 56.

（4）王利华，《近代外人对华投资的影响因素剖析》，《南开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根据表 7 可以计算出，1908—1937 年间英国全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为 10.

13%，普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为 13. 11%；1900—1928 年间美国制造业投资

的平均利润率为 8. 68%。对照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或平均利润

率，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利润率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高，与在其国内

投资相比也未见得高出很多。

2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97 页。
23 E. B. Alaerfer，Economics of American Industry，New York，1957，p. 636.

在实际的投资中，投资的实际利润率低于预期利润率是经常发生的一种

很正常的经济现象，不正常的是，一些外国投资者发现，其在华投资获得的

实际利润率甚至也并不比在他自己的国家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高，这对他们

后来决定资本的流向影响很大。如 1920—1938 年间驻华英美烟公司的账面利

润率在 14%左右，22
而同期前后美国卷烟工业年均利润率亦达 13. 9%。23

资本成本对资本的流向也有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资本成本的高低受

资本的可获得程度、市场分割或市场一体化程度、汇率风险、货币状况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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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风险（包括政治局势、政府政策、文化差异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投

资环境不太理想，可供投资用的资金不多（即资本可获得程度不高），资本市

场发育不良且处于分割状态，货币单位繁杂，政治动荡不安，与西方存在很

大的文化差异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资本成本提高，从而降低了资本收

益率，最终导致较低的投资额。这里仅以资本的可获得程度、市场分割和市

场一体化程度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为例，说明资本成本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资本成本等于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即

K = ke［E /（E + D）］+ kd［（1 - T）D/（D + E）］.

上式中 K表示企业资本的加权平均成本或资本成本，ke 表示税后权益资

本成本，kd 表示税前债务资本成本，T表示边际税率，E表示权益资本的市场

价值，D表示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此式表明，资本成本不仅受权益资本成

本的影响，而且也受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这两种资本成本都受资本市场各

种风险的影响。

24 侯继明，《关于外人在华投资的“压迫论”（1895—1937 年）》，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 5 辑，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1—129 页。

国内企业的资本可获得程度是由国内资本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国

内企业按其最佳资本结构（即资本成本最低时的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比例）

筹集资金，但由于筹集的资本仅限于国内市场，当筹集的资本绝对额超过一

定水平时，边际资本成本就会上升。进行国际投资的企业其资金来源不限于

某一国内市场，它们除在母国市场筹资外，还在国际资本市场和所在国资本

市场筹资。若国际资本的可获得程度高，企业不仅能在资本结构不变的条件

下增加集资能力，而且还能筹集到成本比国内企业更低的资本。

因此，资本可获得程度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资本成本就越低，

资本预算越多，投资额就会增加；反之，较低的资本可获得程度和资本市场

被分割必然带动资本成本上升，减少资本预算，投资额也就必然会降低。

近代中国由于未能形成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由存款积蓄转化而来的资

本不多、将十分有限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也很不健全，加之中国实行银

本位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金本位，使得中国货币无法纳入国际货币体系，从

而致使在近代中国的市场上筹资的成本一直很高。此外，近代中国的政治高

风险、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普遍的排外情绪都增加了外国在华投资的资

本成本，甚至有时有些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也会出现在亏损状态下经营的

情形。
24

除了上述的实际利润率、资本成本的影响外，一国对资本的吸收能力的

大小也直接关系到资本的盈利程度和后续资本的流动方向。一般来讲，影响

资本吸收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有：人口的数量、消费需求、人力资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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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民族文化传统等。

人口数量与消费需求对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产品市

场实现等方面。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对此早有论述。人口的

多少直接关乎产品市场需求的多少，两者一般是成正比的。也正因为这个原

因，在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外国的资本与商品蜂拥而入。同样，在历史

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国外投资投向了美洲，是因为

在美洲的开发过程中，有大量的移民人口进入了美洲，从而创造了极大的市

场需求。近代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之众，但并未产生很大的市场需求。

25 关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比例，即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孰重孰轻的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有

不少学者认为直接投资的份额更多一些，如雷麦认为，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 1902 年为 63. 9%、1914
年为 67. 3%；吴承明认为，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 1902 年为 65. 1%、1914 年为 66. 3%。但也有不少学
者的观点正好与他们相反，认为间接投资的份额更多。本文作者将外国的借款视为间接投资，因而，也持

间接投资份额更多一些的观点。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判断观点上的相左，是因为每个学者在分析时候

的统计口径不一致而造成的。

有人将近代中国未产生巨大市场需求、进而未引致外国投资规模迅速上

升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未能形成一个向中国移民的热潮。

我们认为，这个分析有失偏颇。事实上，移民也是一种投资，移民热潮之所

以能形成是因为移民移往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创业与赢利机

会。近代中国之所以未形成外国人移往中国的热潮，是因为中国不具备这样

的条件或机会。没有移民的国家或地区，其市场需求的扩大可以借助于内在

的原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而扩大。一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受到诸如人

均国民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等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消费

需求不旺，显然与中国的贫弱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低关联在一起的。没有旺

盛的市场需求，意味着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难度加大，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生

产能力的利用和发展，直至影响其赢利和投资意愿。

人力资本质量对资本的吸收能力大小影响最为直接，低水平的人力资本

质量直接影响着生产力水平的发挥与发展，相反，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却可以

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并获得一个增长“余值”，进而产生示范效应，促

进投资的进一步增长。近代中国不论是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其后，人力资本

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反而因社会的动荡而每况愈下，这样的人力

资本状况决定了其对外国投资的吸收能力将是十分有限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影响着资本的吸收能力。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

农本思想、小农意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等，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对外来势

力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既影响了外国投资设厂，又影响了市场扩大。

实际利润率、资本成本以及资本吸收能力的大小、高低对外国直接投资

的影响十分巨大，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外国在华投资的方向作出了比较

大的调整，即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的份额持续上升。
25
这是因为有利于外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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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进行间接投资（主要是借款）的因素更多，主要有：

利率高。以借款为主的外国间接投资，几乎全部是以高利率为条件的。

外国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年利率一般是 4%—5%，铁路借款则有不少高达

7%，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是高达 8%—10%。这样的利率，即使在

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属于比较高的。

回扣大。除了比较高的利息收入外，回扣高也是外国间接投资不断增长

的一个重要原因。高额的回扣也构成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当时回扣小者为

5. 875%、大者为 17%。如 1896 年的“英德借款” 1600 万镑是按 94%实付，

债券分两部分发行，1000 万镑于该年 3 月按 98. 75%发售，600 万镑于同年 9

月按 99%发售；发行银行获得 77. 5 万镑的现实利润（即回扣）。再如“善后

大借款”，总额为 2500 万镑，按 84%付款，债券按 90%发行，发行的银行团

净赚 150 万镑，手续费约 30 万镑。26

26 许涤新、吴承明（1990），第 567—568 页。

风险小。直接投资由于绝大多数是自己投资、自己经营，生产出来的产

品能否迅速实现其价值或有多少能实现其价值，却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

由市场来决定，因而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而间接投资，尤其是借款，由于

是以国家信用做担保、由当时中国最为稳定的几个大的税种的税收来做抵押

担保，因而，风险很小。风险小而收益高，外国投资者又何乐而不为呢？

成本低。由于直接投资需要调研、组织、设计和管理，所以相应地需要

支付各项费用，致使生产成本中非直接生产性成本不断上升。而间接投资因

为并不涉及生产与管理，因而，省去了直接投资所需支付的一切交易成本、

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等，有利于投资总收益的提高和增长。

利润率、资本成本与资本吸收能力对直接投资的抑制，利息与回扣、风

险与成本对间接投资的诱致，使得外国投资的结构在甲午战争后发生了明显

变化：直接投资份额下降，间接投资份额上升。但是，这种变化也不是绝对

的，不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的变动都是非线性的、无规律的，呈现不

规则的变动，究其原因，恐怕与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国现实国情

关联在一起的。由于近代中国是个政治动荡不安的国家，而且市场又被严重分

割，极高的政治风险和不良的市场状况决定了外国对华投资变动的可能趋势。

五、外国投资增长中的中资企业发展

在外国投资的不断增长中，中资企业发展状况又呈现怎样一种情景呢？

对外国投资增长背景下的中资企业发展情景的分析，有助于全面认识外国

投资的性质与效应。事实上，国内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将近代与日俱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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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定性为经济侵略，并将其视为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

一。
27
而很少或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外国投资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是资本逐利增

殖本性的外在表现，其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正效应。实际上，应对近

代外国在华投资的性质与效应做出具体分析，不可概而论之，否则，将很难

辨明是非曲直。

27 近代外国投资被定性为经济侵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吴承明（许涤新、吴承明，1990）、汪敬虞（汪敬
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郑友揆（1984）等。而国外的研究者则持相反的观
点，认为并非仅仅是经济侵略，如侯继明（Hou 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费正清（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
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等。
28 Brown，M. B.，Economics of Imperialism，Penguin，1974，p. 171.

首先分析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占其国际投资总额的比例。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之前，英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其对外投资构成了当时国

际投资的最主要部分，如 1885 年、1900 年和 1913 年，主要国家对外投资额

分别为 12000、22000 和 44000 百万美元，其中英国分别占 7000、11000 和

18300 百万美元；其次是法国，其对应年份的投资额分别为 3500、5600 和

8700 百万美元28。既然英法两国是当时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那么，

只要分析这两个国家对外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地区的分布，便可对其在华投资

的性质做出一个一般性的、浅层次的判断。表 8 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法

两国对外投资的地区投资额分布状况。

表 8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法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

单位：100 万美元，%

地区 英国（1896 年） 法国（1902）

欧洲 1250（10. 4） 4100（70. 6）

北美洲

美国

加拿大

2250（18. 8）

1550

700

150（2. 6）

100

50

拉丁美洲 1250（10. 4） 650（11. 2）

大洋洲 1600（13. 3） n.（n.）

亚洲

印度、锡兰

中国

1700（14. 2）

1450

150

200（3. 4）

⋯

150

非洲 1900（15. 8） 700（12. 1）

其他地区 2050（17. 1） ⋯

合计 12000（100） 5800（100）

注：包括法属殖民地和菲律宾的大约 3000 万美元。

资料来源：转见宫崎犀一等（1990），第 58 页。

根据表 8 可以计算出，1896 年英国对华投资数量只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

1. 25%，1902 年法国对华投资数量也只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 2. 07%；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几个主要国家对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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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分别为 600、150、250 和 50 百万美元，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 3%、

1. 66%、4. 31%和 1. 43%。29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前，上述几个国家

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如下：英国集中在北美洲和亚洲、法国和德国集中在欧洲

和美洲、美国集中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英国在亚洲进行国际投资的分布具

体状况如表 9 所示。

表 9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前英国在亚洲国际投资分布

单位：百万美元，%

地区 1896 年 1914 年 1938 年

印度、锡兰 1450（85. 29） 1850（52. 11） 3050（35. 47）
中国 150（8. 82） 600（16. 90） 850（9. 88）

亚洲 1700（100. 00） 3550（100. 00） 8600（100. 00）

注：包括缅甸在内。还包括大洋洲在内。

资料来源：根据宫崎犀一等（1990），第 58—60 页表格数字计算而得。

根据表 9也能看出，英国在亚洲地区进行的国际投资中，其对中国的投资

所占份额一直不是很高，最高的时候也未超过 20%。一般来讲，要通过投资对

一个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则侵略国应集中其国际投资的绝大多数份额投资于被

侵略国，否则，要形成经济侵略将是比较困难的。是不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存量

过分薄弱、是不是由于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太少，而只需要较少的投资就可以形

成经济侵略并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呢？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后方能回答，

但如果对照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情况，将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29 宫崎犀一等（1990），第 59 页。

其次分析外国在华投资的结构与行业分布。正像前面分析所指出的一样，

外国投资的结构分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如果将外国金融机构向中国政府

提供的贷款视为投资，那么，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的间接投资比例是不断上

升的。就这些以贷款形式出现的间接投资而言，由于附有十分苛刻的政治条

件，使得中国政府在获得这些借款后，实际上跌入了别人早已设计好的陷阱，

被人左右，任人宰割。从这个角度而言，以贷款为主要方式的外国间接投资

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奴役性和侵略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中，不论是直接投资

还是间接投资，其投资的主体始终是外国的民间资本而非外国的国家或政府

资本，甚至许多附有苛刻条件的借款也是由外国民间资本扮演主角的。既然

是民间资本成为了外国投资的主体，而民间资本除了最具有资本的原初特性

（即逐利、增殖）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分散性与盲目性。分散性与盲目性这

一特点决定了民间资本的投资不可能是有意识的、有目的地去对一个国家进

行经济侵略，其在东道国某些行业投资的相对集中，很可能是因为这个行业

的产品或服务有着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或严重的供给不足，即有很好的市场

利润前景。在市场利润这个杠杆的引导下，资本迅速在某些行业聚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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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国某些重要行业或部门的控制与垄断。如果外国的投资及其聚集，仅此

而已，这仍只能视为是市场的自发行为而非目的性很强的经济侵略。当然，

必须要看到的是，近代外国投资的大量进入是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并享有许

多经济政治特权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使得外国投资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变异，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近代外国在华的投资具有一定的侵略性。

表 10 为近代外国在华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情况，从这个表中大

致可以看清外国投资在华的行业、地区分布，由此可以对外国在近代中国的

投资是否形成经济侵略、进而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做出自己的判断。

表 10 1895—1913 年设在中国的外资厂矿和中外合办厂矿的国别、
产业、地点和创办资本的规模

厂 矿 数 创办资本（1000 中国元）

外资

（A）
中外

合办（B）
A + B
占总数

的%
外资

（A）
中外

合办（B）
A + B
占总数

的%

国

别

英国 28 9 37 27. 21 25465 24216 59681 48. 16

法国 4 2 6 4. 41 2986 1609 4515 4. 38

德国 9 3 12 8. 82 6534 1147 7681 7. 45

日本 35 14 49 36. 03 19829 6501 26330 25. 53

俄国 9 8 17 12. 50 3866 2782 6648 6. 44

美国 6 2 8 5. 88 2551 689 3240 3. 14

其他 5 2 7 5. 15 3028 1950 4978 4. 83

合 计 96 40 136 100. 00 64259 38894 103153 100. 00

行

业

采矿 10 22 32 23. 53 18533 31436 49969 48. 44

工程与造船 7 0 7 5. 15 2895 0 2895 2. 81

电力与自来水 16 3 19 13. 97 10772 742 11514 11. 16

纺织 12 4 16 11. 76 10325 2190 12515 12. 13

食品 34 5 39 28. 68 15126 2022 17148 16. 62

其他 17 6 23 16. 91 6608 2504 9112 8. 83

合 计 96 40 136 100. 00 64529 38894 103153 100. 00

地

点

江苏 33 11 44 32. 35 18501 5121 23622 22. 90

直隶 7 6 13 9. 56 4645 24309 28954 28. 07

湖北 8 2 10 7. 35 3576 1609 5185 5. 03

山东 5 1 6 4. 41 3503 92 3595 3. 49

满洲 37 16 53 38. 97 18680 5332 24012 23. 28

其他 6 4 10 7. 35 15354 2431 17785 17. 24

合 计 96 40 136 100. 00 64259 38894 103153 100. 00

创
办
资
本
规
模

不到 100000 2 5 7 5. 15 120 288 408 0. 40

100000—249999 32 15 47 34. 56 5021 2213 7234 7. 01

250000—499999 30 7 37 27. 21 11623 3132 14755 14. 30

500000—999999 17 6 23 16. 91 12887 4088 16975 16. 46

1000000—4999999 14 5 19 13. 97 20622 7541 28163 27. 30

超过 5000000 1 2 3 2. 21 13986 21632 35618 34. 53

合 计 96 40 136 100. 00 64259 38894 103153 100. 00

资料来源：（1）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 年》第二辑第一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13 页计算。（2）转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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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清楚地显示出，甲午战争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外国在华

投资行业比较多的为采矿业和食品业，采矿业占外国在华设厂总数和投资总

额的对应份额分别为 23. 53%与 48. 44%、食品业则为 28. 68%与 16. 62%。除

掉外国直接投资设厂和中外合资办厂外，其余的份额应该是属于包括官办资

本企业在内的中资企业的，这样算来，在甲午战争后，采矿业中有 76. 47%的

企业和 51. 56%的投资额、食品业中有 71. 32%的企业和 83. 38%的投资额是

属于中资企业的，外国投资在最为集中的两个产业上都未达到绝对垄断的地

步，由此可见，外国投资即使有经济侵略，也没有曾经论述和想象的那么

严重。

30 Hou 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138—139.
31 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318 页。

最后来看外国投资不断增长背景下的中资企业发展情况。学者侯继明认

为，随着外国人在 1895—1937 年间增加了其工业投资，“中国经济的现代部

分出现了华人企业与外国企业长期共存的情况⋯⋯（而这种）共存⋯⋯表明，

从长远看，（华人企业）能够与（外国企业）发展一样快。”
30
学者高家龙在研

究了 1890—1930 年英美烟公司与南洋烟草公司的竞争、发展情况后，认为这

两家公司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且都是非常成功的大企业，是由于两者的直

接竞争导致了它们的成功。
31
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人取得了在华投资办厂的

合法权，从而导致了在许多产业中都存在着中外企业竞争的情况：棉纺市场

上有华人申新纱厂与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之间的竞争；纺织机械市场上有华

人大隆机器厂与两个美国制造业者———萨科—洛厄尔机器厂和维定机器厂之

间的竞争；火柴市场上有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与两个外国的公司———瑞

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之间的竞争；图书和出版市场上有两个华人出版

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与英人兆祥洋行之间的竞争；肥皂、制碱与肥

料市场上有华人永利制碱公司和五洲皂药厂与英国利华兄弟公司、卜内门洋

碱有限公司和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之间的竞争；水泥市场上有华人广东水泥厂

与在香港的英国青洲英妮公司之间的竞争；钢铁市场上有华人汉阳铁厂与日

本在鞍山和本溪的南满株式会社之间的竞争；烟草市场上有华人的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与外国的英美烟公司之间的竞争；等等。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

的竞争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各个产业与行业。

虽然创办企业和发展企业的市场环境充满了竞争和不确定性，但是市场

尤其是企业发展的活力也正来源于此。如果没有竞争，企业就将失去发展的

动力。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外资企业的进入和竞争，中资企业就可以从从容

容地去发展，并能最大化地从事资本积累而逐步扩大，但事实上，在外资企

业进入还不是很多的甲午战争前，中资企业并没有发展起来。更有，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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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资企业的进入及其对中国利权的攫取，中国政府能否进行允许中国人办

企业的制度变迁还不可预测！几千年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制度安排决定

了，中资企业即使没有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与压力也将很难发展起来。中国

的历史实际上早已为此做出了最好的注释。反观甲午战争后市场竞争日益加

剧的情景下，反而是近代史上中资企业成长与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如表 11 所

示），实在值得深思！

表 11 1895—1913 年开业的中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企业数和创办资本（按行业）
资本单位：1000 中国元

行业 企业数 占总数的% 创办资本 占总数的% 平均资本

煤矿 42 7. 65 14508 12. 06 345

金属采矿和冶炼 39 7. 10 7565 6. 29 194

金属加工 15 2. 73 2787 2. 32 186

公用事业（水电） 46 8. 38 21600 17. 96 470

水泥 3 0. 55 2620 2. 18 873

砖瓦 12 2. 19 651 0. 54 543

陶器 7 1. 28 772 0. 64 110

玻璃 10 1. 82 3429 2. 85 343

火柴 26 4. 74 3444 2. 86 132

蜡烛、肥皂 18 3. 28 805 0. 67 45

轧花 3 0. 55 280 0. 23 93

纺纱 19 3. 46 10454 8. 69 550

织布、印染 27 4. 92 1261 1. 05 47

缫丝 97 17. 67 11584 9. 63 119

毛织 7 1. 28 5215 4. 34 745

麻织 4 0. 73 1000 0. 83 250

其他织布 6 1. 09 732 0. 61 122

碾米 9 1. 64 1012 0. 84 113

制面 53 9. 65 8622 7. 17 163

榨油 28 5. 10 4752 3. 95 170

纸烟、烟草 20 3. 64 1378 1. 15 69

其他食品 15 2. 73 3111 2. 59 207

造纸 14 2. 55 5929 4. 93 424

印刷 6 1. 09 1160 0. 97 193

鞣革 11 2. 00 4608 3. 83 419

其他 12 2. 19 1009 0. 84 84

合计 549 100. 00 120288 100. 00 219

资料来源：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 年》第二辑第二册，第 869—920 页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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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1 来分析，中资企业不仅行业分布十分分散而且资本规模都不大。

若从企业数量来看，中资企业最为集中的行业依次是缫丝、面粉、煤矿和公

用事业（水电）；而若从资本规模来看，中资企业资本集聚最多的行业又依次

是公用事业（水电）、煤矿、缫丝和纺纱。综合来看，在企业数和创办资本这

两方面，中资企业的大部分集中在纺织业等轻型制造业（共 160 个，占企业

总数的 29. 14%；资本额共 30246000 中国元，占总资本的 25. 14%）和食品加

工业（计 125 个，占企业总数的 22. 76%；资本额共 18875000 中国元，占总

资本的 15. 69%）这类行业。采矿业占总企业数的 14. 75%，占总资本的 18.

35%。对照表 10，如果仅从企业数量与资本数量分布而言，中资企业与外资

企业呈现了类似的特征。如果从投资的总规模和企业的平均资本来比较，则

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别似乎也不是很大。具体如表 12 所示。

表 12 1895—1913 年中资、外资企业规模比较

资本单位：1000 中国元

创办资本规模

企业数量及各占份额 资本数量及各占份额

企业数 占总数的% 创办资本 占总数的%
平均资本规模

中资 外资 中资 外资 中资 外资 中资 外资 中资 外资

10000—49999 214 38. 98 5899 4. 90 28

50000—99999 89 2 16. 21 2. 08 7052 120 5. 86 0. 19 79 60

100000—249999 104 32 18. 94 33. 33 17732 5021 14. 74 7. 81 170 157

250000—499999 85 30 15. 48 31. 25 29901 11623 24. 86 18. 09 352 387

500000—999999 40 17 7. 29 17. 71 27980 12887 23. 26 20. 06 700 758

1000000—4999999 17 14 3. 10 14. 58 31725 20622 26. 37 32. 09 1866 1473

5000000 以上 1 1. 04 13986 21. 77 13986

合计 549 96 100. 00 100. 00 120288 64259 100. 00 100. 00 219 669

注：外资企业不包括中外合资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42、48 页表格资料计算而得。

综合表 10、表 11 和表 12 来看，在甲午战争后外国投资绝对量明显增多

的情况下，中资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非常快的，外国投资对中资企业发

展的挤压之势似乎也并未形成，或即使已经形成但并不十分严重，而且，这

种挤压似乎更应该理解为构建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之上的市场竞争。中国的经

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形式的中外竞争是不平等的，并列出了外资企业较中资

企业拥有的有利条件，如易于获得外资、尖端技术、企业人才、管理效率以

及政治和外交特权等以证明这种观点。但国外的学者则不赞成此观点，认为

中外竞争是平等的，他们也承认外资企业可能拥有上述各种优势，但他们又

认为这些优势被中资企业所拥有的有利条件抵消了。侯继明认为，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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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多的资本，更大的资本密集程度，先进的技术，不受官方干涉”等

优势，但中资企业也独享某些优势，如“了解本地情形、民族主义和企业易

于转向”。
32
帕金斯认为，外资企业可能“资本成本较低⋯⋯但是这一优势被

华人企业中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更大的劳动强度所抵消。”
33
吉尔伯特·罗兹

曼认为，外国投资有利于中资企业的仿效行为发生，并且认为，“任何企业家

只要能有效地制造并销售其产品，就能获取利润。外国企业家在现代技术、

信贷以及对国际市场行情的掌握方面，优于中国企业家，但中国企业家在雇

佣劳动力、获得本地产销信息方面同样也优于外国企业家。中外企业家究竟

谁最有优势，实际上要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市场情况。”
34
关于竞争平等与否的争

论虽然难以达成一致，但甲午战争后中资企业的蓬勃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事

实。基于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在外国投资与日俱

增的情形下，中资企业的发展不仅未受到太大的约束和阻滞，而且在外资企

业扩张的冲击下也成长迅速。

32 Hou 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 p. 154.
33 Perkins，Dwight H.，China 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
45.
34 吉尔伯特·罗兹曼（1988），第 423 页。
35 吉尔伯特·罗兹曼（1988），第 420 页。
36 陈谦平等：《近代英国在华直接投资评析》，载吴景平等主编：《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2 年版。

六、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效应

外国间接投资由于绝大部分是以借款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外国投资加

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灾难，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任

何的正效应可言，因而，不再予以分析。至于以铁路借款等“实业借款”形

式出现的间接投资，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由于这些间接投资对近

代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供给、对中国实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

将其连同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应一并加以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是紧随坚船利炮来到中国的，由外国直接投资而创设的外

资企业，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文明。尽管外

国直接投资对近代中资企业的正常成长有一些影响，“尽管有外资企业和进口

商品的竞争”，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现代部门的工业仍在扩展”，
35
外国在华

投资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和

发展，对中资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对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制度的建设等也是有

推动力的，
36
因而，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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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的溢出效应

外国投资增加了中国社会的资本流量，有利于缓解近代中国社会资本的

短缺。由于资本严重不足，导致中国资金市场求大于供，银行放款利率居高

不下。根据日本人的调查，1910 年中国银行放款利率一般在 10%左右，最高

达 20%。37
这时工厂融通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钱庄。辛亥革命以前，上海钱庄放

款年利率大抵在 7. 2%—12%左右，银根紧张时甚至在 20%左右。上海以外

的各埠钱庄放款利息“多数比上海为高”。
38 1920 年左右，中国一些城市放款

利率又有所上升。从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材料看，当时京、津一带资金短缺，

“所有各项利率均较前增高”。其中以“救济农工”相标榜的农工银行，1917

年以来放款利率最高为 18%，而到 1921 年时这一上限已升至 21. 6%。39
高利

率一方面侵蚀原有的产业资本，另一方面又吸引社会资金流向流通领域，而

使生产领域资本形成更加不足。这样形成一个“低资本形成—低收入—低储

蓄能力—高利率—低资本形成”的恶性循环。而从资金的需求者，即生产企

业角度来看，甲午战争后近代工业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其中纺纱业的发

展又超过织布业，其原因之一是创办纺纱厂“资本可以稍轻”，其规模可以

“随其资本之大小而设立”，
40
对于资本实力微薄的实业家来说，选取纺纱厂作

为投资对象，就不难理解其苦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英国银行

贷款利率的低下。当时在华英国银行的放款利率一般在 4%—8%之间，41
而英

国国内银行的放款利率在 1900—1908 年间更低，平均不过 3. 4%。42
大量价格

低廉的外国资本的流入为中国“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部分资金”，
43

这些资金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37 严中平（1955），第 144 页。
38 严中平（1955），第 146—147 页。
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20—424 页。
40 张国辉（1988）。
41 张继凤（1982）。
42 转见严中平（1955），第 161 页。
43 侯继明：《外国投资和经济现代化》，载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1987 年版，第 52 页。

2. 技术与管理技能的正外部效应

所谓技术的正外部效应主要是指投资主体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

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其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出技术及其引起的

技术提高。它的主要形式有：在外国投资企业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人员流动、

外国投资者的竞争压力迫使当地生产厂家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仿效外国投

资者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等。所谓管理技能的正外部效应是指东道国可以借助

外国所设公司的人员流动，使东道国有关人员获得管理经验；借助东道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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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仿与之竞争的外国投资者的管理技术，提高组织技能。吉尔伯特·罗兹

曼说：外国直接投资“能使中国企业家学会新的技术，借到资金且仿效外国

企业的一套经营管理程序”。
44

3. 进口替代效应的增强

鸦片战争以后，洋货进口不断增加，机制品市场日益扩张。在洋货行销

的刺激下，中国的仿洋机制品工业产生了。洋货多销一分，利益多外流一分，

于是商战、实业救国思潮掀起，民族替代工业纷纷崛起。而外国在华直接投

资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进口替代效应。以卷烟业为例：卷烟是近代中国进口

之大宗商品，民国以后进口值增长较快，从民国初年的每年一千多万元增长

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六千多万元；尤其是英美烟公司在华经营的成功，刺激

了国货卷烟工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从民国初年的十余家，发展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百多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大支柱产业。其他如肥皂、造

纸、电灯、酸碱、铅笔、化妆品、电扇、甘油等国货工业都是以进口替代的

形式切入市场而发展起来的。据 1936 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中国近代工

业有食品、棉纺织、碱、酸、盐等 18 个主要行业，其中 14 个是进口替代行

业，占主要行业总数的 77. 8%。再对国货工业的地域分布进行分析，这一

情况将会看得更加清楚：口岸地区，特别是上海，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

主要地区，而民族工业的产值也在 50%左右，是近代民族工业无可争议的

经济中心。进口替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与外国直接投资设厂的刺激有着密

切关联的。

44 吉尔伯特·罗兹曼（1988），第 423 页。
45 安格斯·麦迪森（1999），第 77 页。

4.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效应与溢出效应

基础设施供给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

善不仅可以降低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而且还可以获得积聚效应、

规模效应。中国传统的运输工具是木帆船，而随着外国投资航运业，以蒸汽

为动力的轮船开始在中国出现，从而引发了中国航运业的一场革命：汽船开

始逐步取代帆船。据研究，到 19 世纪 60 年代，帆船与汽船各半；至 90 年代，

帆船运载量只占总吨数的 1 /30，并继续呈现不断减低的趋势。轮船在运载量

和速度上均优于帆船，对市场的扩大以及运输成本的下降是很有利的。再如

铁路建设，从 1903 年至 1907 年，外国直接投资兴建的铁路计 3772 公里，外

国间接投资（即中国政府借款）修建的铁路为 4846 公里，在外国投资的带动

下，中国政府也开始自筹资金增加铁路的供给，这样，到 1913 年，中国建成通

车的铁路里程达 9854公里，改变了二十多年前中国无一寸铁路的局面。45
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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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通车，既给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带去了商品经济观念、扩大了市场，

又方便了货物的运输、节约了成本。由于铁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著，

此后的中国政府继续利用内外资进行建设，以增加铁路的供给。据史载，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共建筑铁路 16972 公里，其中 13353 公里归当时中

国政府所有。“在这 13353 公里铁路的投资中，45. 5%是外国贷款的，由六

七个国家在近四十年内提供的贷款总额累计达 5400 万英镑。”46
此外，外国

投资在租界内和通商口岸城市对自来水、煤气、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

设与供给，也带动了中国政府对其他“自开商埠”及非通商口岸以至所有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供给，促进了城市本身以及近代城市化的发展。

至于外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由于外国投资的地域

相对集中，使得其基础设施产品的供给也相对集中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几个大

城市。这些大城市基础设施因不断得到外国投资而日益改善，也为中资企业

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而可以乘机“搭便车”，对中资企业外部成本的降低至关重

要。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可以看到，近代兴起的中资企业绝大多数都集中在

以上海为主的几个大城市，而这正是外国投资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有利于中

资企业发展的表证。当然，还应该看到中资企业在上海等地相对集中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即安全感的影响。由于“中国的企业家们感到条约口岸是一个

能够提供商业安全和有效生活方式的世外桃源，在这些避风港里，他们通过

对制造业的投资不仅能保持自己的财富，而且享有更大的自由去支配这些财

富”，
47
所以导致了中资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

46 郑友揆（1984），第 53 页。
47 吉尔伯特·罗兹曼（1988），第 420 页。
48 吉尔伯特·罗兹曼（1988），第 422 页。

关于外国投资的效应问题，吉尔伯特·罗兹曼的这段论述也是很有启发

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地方企业所使用的工具依然主要是依靠人力而不是资

本。他们通过经纪人和商人组成的网络交换产品，有一整套的城镇和乡村各

级市场，乡村市场是定期逢集的。而手工业生产始终与农田耕作的忙闲相关。

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去等待良好的条件来组织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这些条件

包括：适宜的技术、与其他行业（房地产、金融、商业）一样有吸引力的利

润、需有充足的低利率贷款以购买机器设备。以上条件只有条约口岸才具备，

西方人在那里也有开办银行或其他企业的自由。有这些自由的口岸市场和大

规模的外国公司的存在，中国企业才会有刺激和榜样组织起来，否则什么也

谈不上。”
48

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非常明显的示范、溢出与积聚等效应，但众所周

知，外国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这些效应能否发挥出来、对东道国的民族产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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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否产生带动作用，主要取决于东道国民族企业的投资能力、投资冲动。

一位外国学者在比较中、日、俄三国近代经济发展历史时认为，三国都有吸

引、利用和控制外资的问题，日、俄在“利用那些可能成为剥削他们的人这

方面较为成功”，而中国由于“较弱的政治结构”，造成很大的损失。
49
所谓中

国“较弱的政治结构”，当然是指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也包括担负领导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重任的软弱的中国政府。由于软弱的中国政府没有承担起

领导经济发展的重任，不仅导致了外资利用的无序混乱，而且还导致稀缺资

源的长期非优化配置，从而造成近代中国产业市场的结构严重失衡。而日本、

俄国由于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其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经济制度设计安

排，不仅充分地利用了外国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迅速地

实现了工业化，摆脱了也一度如中国似的任人欺凌的境地。近代，由于中国

主权的不完整，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尽管外国在华的投资数量不

少，但中国并未借此发展起来，像日本、俄国那样较为成功地利用外国投资

的好运始终没有在近代中国降临。

49 Elvin，Mark（1982）。

尽管外国投资未能阻止近代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尽管外国投资具有多

方面的正效应，但是，在分析近代外国在华投资效应时，则不能不注意外资

的进入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发生的，更不能不注意外资的进入及其对东

道国资源的肆意采伐是一种赤裸裸的强权侵略。近代外国在华投资其本意是

为了实现其在中国赢利的长期化，并在每次列强侵华战争中扮演着极不光彩

的角色，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然而，即使面临着极其不利的政治、经济环

境，中资企业在外国投资的刺激下，依然似滚滚长江东逝水般而不可遏制地

成长并壮大起来了，这是外国投资者所没有想到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在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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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Investment in Modern China：

the Size and the Effect

DE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ceived wisdom is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in modern China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blocke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twenty centu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ze and profit margi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modern China. It also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in the years when foreign investment increased steadily. We fi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omestic enterprises are highly significant. Foreign

investment was not a factor that blocked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 factor contribut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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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wth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However，the effect of 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 needs more a-

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E22，N01，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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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
———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

韦 森

摘 要 基于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相关文献的理论回顾，本文认为，在
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理论互动演变的当下格局中，是对经济学的性质、意义、

任务以及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些元经济学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和讨

论的时候了。第二小节的文献追溯发现，在经济学说史上，伴随着由“政治经

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解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第三小节讨论了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问题。研究

发现，任何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会潜含着某些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在其中，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人”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透过自己的文化信念

和价值观，去发现人类社会中的某些“自然秩序”。第四小节讨论了经济学能

否成为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这一问

题，并对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唯科学主义的研究偏向做了一些反思性的评

论。本文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在未来的健康成长，应

该鼓励不同经济学流派和研究路径之间的竞争、对话和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

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讯地址：上海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话：（021）
65643525。E-mail：liweisen@fudan. edu. cn。本论文是笔者所承担的 2005 年教育部一般项目“现代经济
学的语言与修辞：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比较视角”的部分研究成果。笔者感谢黄

有光、孙广振、陈志武、文贯中、洪永淼、姚洋、史晋川、叶航、周业安、李文溥、董志强、宋铮、杭行、陈钊等诸

位的评论和批评意见，我的学生皮建才、梁捷、方钦、席天扬、杨荷、周子贤、丁建峰以及李华芳等也提出了

诸多修改意见，尤其是指出了我的打字错误。他们的一些意见已经采纳进本文的最后定稿之中。当然，

本文的所有的观点和依然存在的纰漏由作者全部负责。

“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永远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之中。”

——— 卡尔·马克思

一、引言：从豪斯曼的《经济学的哲学》谈起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同

时，自同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也经历了一个近 30

年的思想解放过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过程，中国

的经济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

已经大致完成了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框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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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的单一经济学话语体系向一种当代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研究共存且诸多

门类经济学科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转型；在各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实际

教学过程中，也实际发生并正在试行着一种多元化课程设置的动态演变格局。

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双重进步和同步发展，不但使一批

又一批的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等专业理论人才进入教学或科研

单位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新生代的主流研究力量，而且也有成千上万

的毕业生进入了一些国外著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并有一大批从国外获经

济学博士学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回国执教，或在各科研机构和实际经济部门

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更为可喜的，这一新生代的中青年经济学人，开始以现

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语言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进行交流，并开始在国

际上的外文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是巨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理

论在整体上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巨大的。然而，这双重的巨大成就，并不能掩

盖在中国社会现实中以及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正如经历了 30 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这样一个巨大的理论

和现实问题有待学术各界共同探讨和思考一样，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同样面临

着未来道路如何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另外，这里不得不说，正如改革开放

以来近 30 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巨大成就可能部分遮蔽了中国理论界观察社

会问题的视界一样，当下中国的经济繁荣，也似乎致使忙忙碌碌的中国经济

学人没时间来反思经济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

题了。然而，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这样：只有大致理解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

门学问了，中国经济学界方能较合宜地理解经济学人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确当位置和角色，也才能进一步较清楚地把握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

一句话，在当前中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经济理论互动发展的格局中，从

未来制度变迁和经济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是在整体上反思经济学的本

质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

2007 年 1 月，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豪斯曼编

的《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文集。这部文集的编者丹尼尔·豪斯曼

（Daniel M. Hausman）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哲学教授，并且已

经担任在国际甚有影响的《经济学与哲学》杂志的主编十多年了。由这位行

内专家所精心收编的文集，荟萃了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一些理论大师的经典

之作，覆盖了经济学诸领域中的一些“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的深层

问题。在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中译本的封底，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

曾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判断：“为了让经济学走向 21 世纪，我们应当

知道它在 20 世纪的整体状况。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就是经济学的哲学。”笔

者非常同意这一见解。这篇文献综述性文章，自不敢言是对经济学的发展作

任何整体性的把握，而仅仅是基于笔者一点非常有限的文献阅读，就理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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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中几个相互关联着的重要问题，做些文献梳理，并附带增加自己的一点

“边际评论”。这里，笔者仅挑出三个主要问题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先辈、

同侪和青年同仁。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经济学的本质（nature）与任务是什

么？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和化学

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精密科学”？

1 从经济学说史上来考证，最早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孟克列钦（Antoyne de Montchrétien，1575—
1621）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他 1615 年和 1616 年分别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和
“论政治经济学”两篇文章，最早把“政治”与“经济”联合起来使用，比斯图亚特早了 150 年。另据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著名经济学说史学家格罗内维根（Greonewegen，1987）考证，在英语世界中，最早使用“政治经
济学”作为其书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勋爵（Sir James Steuart），1767 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经济学
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但 1875 年，西方一位经济学家麦克劳德（H. D. MacLeod，1875）在“政治
经济学是什么？”一文中，主张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
的科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坎南（Cannan，1929，p. 44）认为，尽管麦克劳德提
出了这一主张，但是，直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之后———尤其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下，人们才逐渐接受了“经济学”这个概念。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
西方经济学界就比较通用“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了。

二、经济学的本质与任务

可能自“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和“经济学”（economics）

这些术语出现以及理论经济学学科形成以来，
1
经济学是什么似乎就成了经济

学家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较早，经济学家们多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去把

握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譬如，在 《国富论》中，斯密 （Smith，1776 /

1930，vol. II，p. 177）曾把政治经济学视作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一

门学问”。斯密（Smith，1776 /1930，vol. I，p. 395）还认为，“作为政治家和

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目标：首先，为人民提供充足

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

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概言之，其目的在于富

国裕民”。正因为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把经济学视作为写给政治

家和立法者读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discourse）中，到处不无建议

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换句话说，

斯密恰恰是在古汉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

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用施蒂格勒（1986，ch. 18）的话来说，在斯密等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preach）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

的主权者（the sovereign ———一译“君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

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有了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

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还较广泛讨论

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譬如，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

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斯密在《国富论》中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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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斯密（Smith，1776 /1930，

p. 184）指出：“一些特惠或限制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和最单纯的自

然和自由制度就会自动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完全违反正义的法律时，

都应给予完全的自由，让其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以其产业

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以及其他阶层进行竞争。”依照这一理念，斯密还对社会

的收入分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的观点：各阶

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应该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事。斯密（Smith，1776 /

1930，vol. II，p. 152）说：“君主应该给予各阶层子民以公正和公平的待遇，

如仅仅为了促进某一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显然与此相

违。”斯密对市场经济进步意义的确信，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只要给定充

分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秩序的自然成长空间，市场诚信体制也会随着交易的扩

大而慢慢产生出来。譬如，在 1762 年到 1763 年撰写的《法理学讲义》中，

斯密（Smith，1978，p. 538）就曾明确指出：“只要商业在某一国家兴起，就

总会带来人们正直和守时（probity and punctuality）的习惯。这些美德在未开

化的国家里几乎是不存在的”。斯密还接着举例到，在当时欧洲各国当中，荷

兰人最注重做生意，同时也是最遵守诺言的人。
2

2 现在看来，斯密在 18 世纪的这一理论猜测，似乎有普遍意义，因为，斯密的这一判断，似乎也被当代中
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实践所证实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省的市场化程度比较

高，而这些省份和地区的市场诚信程度和诚信体制建设也比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和内地省份

要高一些。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通过实证检验来证明的事实。

对斯密本人对自发市场秩序运行之合理性的这种强烈信念，就连比较推

崇自由市场体制的芝加哥学派中一位重要思想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也

似乎感到难能完全接受，并好像略有微词。在 1980 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题为

“经济学抑或伦理学”的著名坦纳人类价值讲座（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

man Values）的讲演稿中，施蒂格勒曾把斯密比喻为那种自由市场体制合理性

理念的“传道人”（preacher），并认为在《国富论》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

“传道”、“说教”或言“劝说”的例子。照施蒂格勒看来，在斯密之后，这

种基于经济学家个人价值和伦理判断的说教就比较少了，他还举例到，在李

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以及在穆勒的《政治经

济学原理》中，这种“说教”就不多了，而到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中，就根本没有“说教”了（参见 Stigler，1986，中译本，392 页）。施蒂格

勒还认为，从那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变得“圆滑老练”起来，用今天的话说，

人们不再像斯密那样关心人类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类“经邦济世”的大

学问了，而是把话尽量说得婉转巧妙，从而只是做些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

“实际功夫”。如果说施蒂格勒的这一观察无误的话，我们今天似可以进一步

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斯密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解说和理解，在后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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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revised———这里可不是在“修正”意义

上说的，而且也很难说是被“修歪”）了。尤其是到了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

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那里，经济学的性质

和任务被明显“功利化”了。照边沁（Bentham，pp. 1793—1795，p. 223）

看来，“政治经济学既可被当作一门科学，也可被当作一项技艺，但当科学被

运用于指导技艺时，两者可视作为同一回事”
3。

3 边沁的这一定义当时就遭到另一位经济学家西尼尔（Nassau W. Senior）的批评，说边沁这种把科学与
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将损害经济学的发展（参见 Senior，1836 /1938，p. 3）。
4 这里必须指出，不能因为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一百多年后基本形成了，就认为斯

密这部伟大著作中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就过时了和不重要了。即使在当代社会，如果任何经济

学人在读斯密的《国富论》时还不能为他在两百多年前的一些理论洞见所震撼和感动，那他本人就该自

问一下自己是否真得算是一个“经济学人”了。

在认识经济学的任务和性质时，我们必须省悟到，斯密之所以像一个为

市场经济运作之合理性大声呼喊的传道人那样写出《国富论》、《道德情操

论》以及《法理学讲义》等经典著作，完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在 18

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刚刚萌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还

在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更重

要的是，当时的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的黎明前夜中。在此情况下，斯密把自

己的经济学的任务确定为一种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一门学问，并决意要

把自由市场体制的理念传道给（preach）世人，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

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生成了。正如施蒂格勒 （参见 Stigler，

1986，中译本，418 页）所注意到的那样，“自《国富论》出版以后的一个多

世纪里，经济发展的步伐一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规模向前迈进。西方

世界的生产技术、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持久而意

义深远的变化”。19 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国家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运

作体制的生成，标志着西方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完成了其现代化过程，因而，

像斯密那样为呼唤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和降临的“市场经济理论传道

人”的历史使命已随之结束了，接着，经济学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也随着

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变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到边沁和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所处的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社会历史已经不再需要经济

学家们像斯密那样为呼唤出来“市场经济”而进行呐喊了，而是较多地要求

经济学家们去注重探究市场运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并较功利地研究和教导人

们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4
由此

我们今天也可以判断，如果我们把经济学认作为从财富创造和社会福利增进

的视角来探析人类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话，其任务和意义

亦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进程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经济学本身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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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市场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应该是经济学本身所永远秉有的，否则，经

济学也就失去了它本身是有关人类经济社会运作基本原理的一门学问这一特

殊性质了。

在 19 世纪后半期，处在自亚当·斯密所沿袭下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学

术传统中，以及在英国市场经济业已形成的历史背景中，约翰·穆勒（John

S. Mill）对经济学的任务以及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的理解，较斯密来说就有

了一些“修改”，并且，穆勒对经济学本质的理解，较斯密而言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譬如，在《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这一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名

篇中，穆勒（参见 Hausman，1994，中译本，53—55 页）曾对政治经济学下了

这样一个定义：“政治经济学是探讨某些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产生

于人们生产财富的联合行动之中，就其所涉及的现象而言，不会由于人们对

其他目标的追求而被修正。”接着，穆勒还指出，在确定政治经济学的上述定

义时，他试图将其本质刻画为一门抽象科学，并认为其方法是先验方法，即

建立在人们嗜好财利、为追求财富而精心选择手段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点

分别为后来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一位重要经济学家米塞斯，

即 Ludwig von Mises，所承传下来，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从穆勒的这

一经典名篇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发现，穆勒对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的理论任

务的理解较斯密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与斯密那样把经济学理解为为政治家和

立法者所写的一门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大学问
5
不同，穆勒较倾向于把理论

经济学视作为研究人是如何追求财富且建立在某些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的一些

先验假定基础之上的“精密科学”。今天我们也从中可以发现，穆勒的一些论

断，实际上与马歇尔之后西方新古典主流学派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

抽象推理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契的，或者说穆勒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蕴含

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理路和分析精神的萌芽。

5 斯密的这一理论精神被后来的马克思所强烈地继承下来了。但是，二人的区别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政

治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经济”学问了，而是向世人“劝说”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

应该是怎样的“理论论证”和“构想”。由于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与任务已经属于另外的专

门研究话题，并在实质上已属于另外一种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故本文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以及其经济理论，可谓

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不但自马歇尔之后，“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经济

学的通称逐渐为“经济学”一词所代替，而且人们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理

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Marshall，1920，p.

1）曾对经济学的性质做了一个折中的把握：“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

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一方面它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

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或者概言之，“它研究在个人

与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对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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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论述，我们今天似可以做这样的解读：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

务的一门学科，既要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增殖问题，也要研究人的经济行为，但

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探究和论述人类社会如何才能最佳地创造和使用财富。

马歇尔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繁盛发展起

来，并逐渐成为了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本质和任

务的理解，较早被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老牌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Rob-

bins）较全面和系统地予以阐述出来。在 1932 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本质和

意义》的这本小册子（1935 年出版第二版）中，罗宾斯对经济学的本质、任

务、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按照罗宾斯（Robbins，1948，

参见中译本，16—20 页）的理解，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

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社会科学。罗宾斯认为，在错综

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当人们进行多种目标的选择时，经济学可以帮助人们理

解自己选择的意义，以及如何做选择，故“它提供了人们合理行动的一种技

术”，因为，“我们要想做出完全合理的选择，就必须先知道自己偏好些什么”

（同上，123 页）。

罗宾斯对经济学本质和意义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为后来的绝大多数当代

经济学家所赞同，并在此精神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建构，从而逐渐形

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世界。之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本质

和任务也做过一些具体的描述，但与罗宾斯的理解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

别。譬如，在“经济学抑或伦理学”中，施蒂格勒（Stigler，1986，参见中译

本，393 页）曾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

来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而且近 200 年来我们能始终诚心诚意地尽力完成这一

使命，尽管并不总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施蒂格勒的这一见解，实际上不过是

复述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的一些基本见

解。譬如，在其著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一文中，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曾强调指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的，“作为一

种实证科学，经济学是一种被尝试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用以

对条件变化的结果作出预测”（参见 Hausman，1994，中译本，174 页）。应

该说，经济学作为解释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的一门实证科学，今天已经不再

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的几个经济学家的主张和信念了，而是

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或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

立场。然而，从上述经济思想史的简短梳理中，我们已经大致看出，这种实

证经济学或言“实证主义精神下的理论经济学”，显然已经不是经济学鼻祖亚

当·斯密眼中原来的样子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经济学的亚

当·斯密传统。就此而论，哈耶克（F. A. von Hayek）认为，只有从门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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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Menger）到他本人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分析道路6，才代表了

经济学理论的亚当·斯密传统。现在看来，哈耶克的这一见解不无道理，或

者至少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概言之，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

本质、任务和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笔者不想再

对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做任何新的定义性把握，而只想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

现实问题：在面临着 21 世纪初叶中国经济继续进行着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市场

深化过程的历史格局和大势中，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理论经济学的历史使命是

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又将能够做些什么？是一股脑地全部挤入当代新古

典主流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对当下社会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包括中国社会转

型期的一些过渡性的“特殊现象”）做些形式化的实证研究？还是部分回归到

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自身道路？或至

少走一段自己的独立发展路程？

6 在 1937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经济学与知识”的论文中，哈耶克（见 Hayek，1949）似乎倾向于把经济学理
解为关于“选择的纯粹逻辑”（pure logic of choice）。这是哈耶克早年的思想。到了晚年，哈耶克则认为，
由于“经济”（economy）一词的含义含混不清，他主张用一个希腊词的 Catallaxy（邓正来主张把它翻译为
“偶合秩序”）来替代它。相应地，哈耶克则根据一位在 19 世纪初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和枢机主教华特理
（Archbishop Whately，1831）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catallactics”（含义为“研
究市场交易现象的科学”），主张以此概念来取代当代充满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精神的且高度形式化的
“economics”。在哈耶克的后期著作中，他对研究自发市场交易秩序生成和运作机理的这种“交易的科
学”做过较详细的分析和阐述。米塞斯本人也赞成采用华特理的这一“catallactics”概念，并且在他的《人
类行动》（Mises，1949）和《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ises，1960）等著作中分别探讨了这个概念含义。但
是，与哈耶克的晚年思想的区别在于，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一样深恶痛绝的米塞斯则明确地把经济学

和这种研究市场现象的交易的科学理解为有关人类经济行动的一门先验科学，即他所要建构的“praxeol-
ogy”（人类行动的科学）的一部分。照米塞斯（Mises，1960，EPE，I. 2. 1）看来，“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
conomics are not empirical but a priori”（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在《经济学的认识
论问题》一书中，米塞斯（Mises，1960，参见中译本，12 页）还更明确地说：“努力得出普遍正确知识的人
类行动的科学是一个理论体系，它迄今为止最为精心地构建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在其所有的分支中，

这门科学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于经验，它先于经验。它现在就

像过去一样，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

三、经济学是否能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

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作为研究和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现象的一门知识体系，经济学的任务会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发展

的不同格局和不同现实要求而发生改变，并在世界历史上实际上经历了从斯

密的那“经邦济世”的大学问，到马歇尔的经济学的双重任务，再到弗里德

曼的对广义的市场现象进行实证研究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史历史的转变过程。

然而，尽管经济学的任务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变化了，但经济学的本质

和意义（significance）却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我这里是说，尽管

随着西方社会中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和成熟，经济学家们不大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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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市场交易过程而配置资源的合理性（raison dêtre）和优点进行“说教”

（preaching）了，而主要致力于研究通过市场运行的“机理”是怎样的这样

“现实的”问题，但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

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

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

7 由于意识形态（英文为“ideology”。美国著名的华裔思想家林毓生教授主张把它译为“意蒂牢结”，这是个
非常不错的建议）问题太过复杂，加上有西方学者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认为现代世界已经到了
“ideology”终结的时代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毋宁用“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s）或“价值观”来代替之。
8 在《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一文中，韦森（2004，67 页）曾认为：“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经济现象界
是经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德国社会学家
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那种‘自成一类的存在’（sui generis）”。

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是如此，但是在完成这一理论任务时，由于不同经

济学家们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特别是由于经济学家们使用不同的经济

学术语和解释话语体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会导致完全不同的

政治诉求和经济主张，于是乎，好像经济学家们就如熊彼特（Joseph Schum-

peter）所见的那样均落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7
之中。这里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如果使用源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有关术语和话语体系，就

很自然会得出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商品生产中均存在着剩余价值的

创造与占取问题，因而“剥削”问题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理论死结。

相反，如果采取“边际效用价值论”概念及其相关联着的分析话语体系，人

们则会达致现代经济学中的欧拉定理（the Euler Theorem）：完全竞争下的所

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收益均等于其边际产出，因而如若不存在垄断，就不存在

剥削问题。正因为这一点，许多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

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为资产所有者阶层的剥削做辩护的（参见 Schumpeter，

1949，p. 352）。单从这一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经济学的话语

解释中，使用不同概念、术语和不同“话语系统”，就会产生对现实世界的不

同看法，从而发生了经济学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分野。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现实经济过程之“镜

像反映”的经济学中的概念、原理、定理以及古典经济学家所喜欢使用的

“经济规律”（economic law，或翻译为“经济法则”）到底是指一种什么样

“自成一类的存在”（sui generis）8？为什么观察同一个现实经济过程，经济学

家们有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

理论解释中经济学家们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任何一个经济学人在现实观察和

进行经济理论思考时的知识结构中所潜含着的意识形态背景问题了，而必然

牵涉到经济学的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英文为“epistemology”，或译

“知识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并且说到底与经济学的语言这一最深层问题

密切相关着。由于经济学的语言问题极其复杂，我们只能留作为以后的研究



954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6 卷

任务而这里暂且不再深究，但目前我们至少可以猜测到，在经济学说史上所

形成的诸多的流派，原来只是一些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经济学术语并以此进行

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而，只有从语言学和语言

哲学的视角历史地和理论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经济术语与现实对象性的关

系，并进而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哲学本体论的考察，才能期望对这一现象发

生的原因能有一个较深层的理解（但不可能期望所有问题全得到解答）。
9
由于

从经济学的语言和修辞的视角梳理经济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生成和演变过程

太过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目前这篇文章所能深入讨论的可能，在本文下面

的讨论中，我们这里只考察经济学是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这样一个相对

简单的问题。

9 按照当代一位美国大哲学家奎因（Willard V. O. Quine）的语言分析本体论哲学，任何理论都有某种指
谓的概念框架，没有任何理论可以独立地离开某种概念（语言）框架而得以讲说和辨认。依照奎因的这

种语言分析哲学的理路，可以认为，对经济学说史上任何一个流派的学术观点的评价，以及对经济学本身
“客观性”（韦伯语）和“科学性”的评估，可能最终都要追溯到经济学的语言分析中去，这是本文作者目

前的一个基本判断。
10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索洛提出一些经济术语可以超越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以及意识形态之争而

适用于任何社会，但是他还是观察到，经济学的任何结论都很难逃脱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对
“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超越性”进行上述辩护之后，索洛最后还是承认：“经济学可能确立的任何结论
（即使经过了最激烈的批判审视之后）都必须建立在关于经济制度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讨论的一套基本规

则之上”（见 Hausman，1994，中译本，220 页）。

应该说，自 20 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们从古典的“political economy”话

语体系逐渐转向了“economics”的话语体系，随之，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理论

诉求，就是要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

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下一

小节我们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自从这一转变发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一

方面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另一方面则公开声言要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值得

注意的是，不但像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家弗里德曼那样公开表明，要把经

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

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见 Hausman，1994，

中译本 151 页），而且像米塞斯这样的奥地利学派的旗手，也公开声言“经济

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参见 Mises，1960，中译本 36 页），

并且，在他的《人类行动》一书的导言中，米塞斯还明确指出：“如果像道德

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

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参见Mises，1949，p. 2）。应该说，当代大

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均赞同米塞斯的这一观点。譬如，为了说明经济学的理论

分析应该是价值中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索洛（Robert M. Solow）

教授就曾具体举例到，像国民收入、失业率、价格水平、利率等等这些经济

学术语以及其所涵指的现实经济对象性，与社会制度无关，它们“对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适用”（见 Hausman，1994，中译本 208—209 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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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经济学家们的上述立场和理论诉求大为

怀疑。譬如，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69，p. 74）在其《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一书中就曾指出：“事

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 （amoral）或

‘政治中性的’（apolitical）。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是‘中性的’或简单来说‘事

实的’，实际上在这些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客观的’。任何研究

永远是并且在逻辑上必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评价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必

须明确表明自己的价值观。”另外，作为《经济学与哲学》杂志主编的豪斯曼

和麦克佛森（Michael S. McPherson）也认为，尽管经济学家们相信存在着与

伦理学不相干的经济科学原则，尽管他们相信伦理学无助于他们的实证经济

分析，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

提出什么问题”。根据这一判断，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在《经济学、理性和伦理

学》一文中还主张，“即使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考虑所研究

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 （参见 Hausman，1994，中译本，223—226

页）。基于这一判断，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同上，232 页）还用带着不无讽刺

的口吻说：“经济学家们并不费心研究道德哲学，但却［常常］自我感觉拥有

道德权威”。因为，照当代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帕累托最优显然是

最理想的。照此逻辑，任何帕累托增进，也显然就是一个道德上的改善。由

于按照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推理，只有完全竞争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

这些实证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假定完全竞争才是最符合道德的。由此看来，这

些声称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个人价值判断（value-free），而是

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即从增进社会效率一维来观察社

会问题）。照此看来，这些实证经济学家们，逃脱了市场运行中的价值判断

了吗？显然没有。另外，豪斯曼和麦克佛森 （Hausman，1994，中译本，

231 页）还曾举例道：如果社会存在一种状态 R，在这一状态下，有成千上

万的人沦为饿殍，但却仍无法通过损害某些人的利益（哪怕是极其微小的

利益）来改善这千万人的利益，那 R 无疑仍然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但

这种状态是否符合道德？这一状况是否应该改变？主流经济学家又该如何

回答这一问题？或者就根本拒绝回答而把这类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家和伦理

学家去回答？

退一步讲，即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从他们的职业分工角度坚持拒绝研

究或不回答上述问题，他们也仍然绕不开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和伦理立场问题。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小册子中，韦森（2002，84—95 页）曾论证到，如

果从“双头”（duopoly）合谋定价的思路来论证“独占”（monopoly）的定价

原理，就会发现，如果独占者可以做到“完美差别定价” （perfect price dis-

crimination），完全垄断（即市场独占）与完全竞争在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上

应该没有任何差别。因为，独占者的“完美差别定价”，可以像完全竞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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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无任何“无谓社会福利净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市场均衡状态（帕

累托最优）。但与完全竞争的市场安排不同，在一独占企业能完全垄断市场并

且能做到“完美差别定价”的市场安排中，所有由“消费者剩余”所表示的

“福利增进”都变成了独占企业的“垄断利润”了。那么，既然同样可以达

到市场均衡的帕累托效率，为什么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垄断就是不

好的，是不符合道德的；完全竞争就是好的，就是符合道德的？难道他们就

没有先入之见的道德判断在其中？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将会把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家们这些“假道德中立者”（pseudo-moral-neutral）逼到一个非考虑市场

安排的道德含蕴不可的墙角。从这一视角来考察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以新

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所谓“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并非没有伦理判断和道德基

础。其道德基础恰恰在于从边沁、穆勒、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到埃奇

沃思（Francis Y. Edgeworth）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即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

市场才是“最公正”因而才是“最道德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相信，

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才会无“无谓社会福利

净损失”问题。但是，如上所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能逃脱完全垄断

（市场独占）加完美差别定价能做到与完全竞争一样的市场均衡效率的道德评

判么？

到这里，我们也许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在 1938 年 7 月 4 日致哈罗德

（Roy Harrod）信中的所说的一段话的意思：“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

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参

见 Hausman，1994，中译本，253 页）。

这里应该指出，通过上述推理，我们逼出了一些自称是价值中性（value-

neutral）的经济学家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伦理立场，并不是说功利主义伦理

学没有道理，也不是说功利主义伦理学不无可取之处，恰恰相反，笔者认为，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理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学所发现

的一些基本原则之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显然离不开功利主义的

经济和伦理的“计算”，但把功利主义作为它的唯一基础，显然也会带来许多

问题。因为，功利主义内秉着许多它自己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且人类社会

毕竟也有超越功利主义考虑的美德和良善。譬如，从静态上考虑，给吸毒、

贩毒和性产业等社会现象开绿灯，在一定时点上肯定是一种帕累托增进。经

济学家们是否由此就主张对这些社会现象都应该发给“准许”的牌照？另外，

人类也有超越功利计算的自由、权利、正义、公平、平等等其他基本伦理价

值。如果按照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思路一竿子插到底，在人类社会中将会出现

许多怪异现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动摇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础。更何况，仅

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一些价值判断出发，既可以导致自由市场竞争是最合乎

道德的判断，也可能同样推出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这关键取决

于对人类的天性如何认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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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能超越伦理学而做到价值中立，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要回到过

去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
11
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判断问题的复杂性，与中

国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起，正急切地呼唤着中国

经济学界重视对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政

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也要求中国的

学人对这些学科交叉领域中构成人类社会运作之深层理性基础的一些基本价

值进行评判和审视。这无疑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项非常紧迫

的时代理论要求。

11 在谈到亚当·斯密的工作时，熊彼特（Schumpeter，1949，p. 352）曾指出：“就亚当·斯密而言，令人感
兴趣的实际上不是他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袒，而是这些偏袒无害”。熊彼特还具体解释道，当斯密写《国富

论》时，他曾全部把同情给予了劳动者，而对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则采取了一个完全旁观者的态度，认为

后者是必要的恶。由此熊彼特认为，斯密的意识形态偏袒，并没有损害他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熊彼

特说这话时，显然有他的价值判断在其中。经济学家不能超越意识形态，或如美国著名学家鲍尔丁

（Kenneth Boulding，1970）所见那样，经济学家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在的“文化”和“亚文化”中一些信念进
行理论思维和价值判断———正如人难以超越语言进行思维一样，但这并不一定就完全是负面的。这里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人”（homo academicus），其经济学的分析是否能透过他所处社
会的文化信念并超越自己潜在的价值观（或言超越熊彼特所认为的那种永远挥之不去且永远伴随着我

们的种种“意识形态”）去发现人类社会运行的“自然秩序”或言“天道”（providence）。
12 从学说史来看，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老牌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就开始
提出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问题了，并于 1898 年就以“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的话题
作过文章（参 Eichner，1983，p. 205）。

四、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

一种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

在《经济学的哲学》这本文集的“导言”中，豪斯曼（Hausman，1994，

1—2 页）一开始就重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他还具

体解释道，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常常被人提起这个问题，原因在于，“现在，

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
12
为什么人们

常常问这样一个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与事关经济学命运和任务的一个最深

层问题密切相关：有着自由意志和各自行动原则的人的行动是否能使经济学

达致像物理学和几何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

从经济学说史来看，并不是在 20 世纪以后经济学家们才致力于把经济学

作为一门“科学”来建构。其实，早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在很多

地方把经济学称作为一种“science”了。之后，从李嘉图到马克思，从边沁、

穆勒到马歇尔，经济学家们都似乎致力于把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科学

来构建，以至于像米塞斯那样自认为传承了康德先验哲学传统的奥地利

学派的思想家，也在自己的后半生中致力于把他的人类行动学变成为一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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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理化的科学
13。现在看来，只有思想深邃且见解独到的哈耶克似乎是个例

外（参见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见 Hayek，1952）。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一开始就致力于把自己的经济

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来建构，但与自 20 世纪初以来那种在唯科学主义（sci-

entism）精神指导下大多数经济学家朝着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拼命

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这里应该首先指出，毫无疑问，自 20 世纪初以来，尤

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任何一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并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在当

代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和繁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非常令人

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现象，那就是在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

“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

径，以至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

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

或言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

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

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

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

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

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以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

会上发言的机会。

13 譬如，在《经济学的认识论》中，米塞斯（Mises，1960，参见中译本，129 页）曾提出，像自然科学一样，一
旦建立起来了关于人类行动的原理的体系，就能像自然科学、逻辑学和数学那样建立起一种人类行动学。

为了达致他的人类行动的科学，与对理性主义（rationalism）以及人的理性能力抱有怀疑态度的哈耶克有
很大不同，米塞斯则反过来求助于“理性主义”。他认为（Mises，1960，参见中译本，67 页），理性主义在
人类行动的科学中引起了两个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迄今为止，历史学一直是唯一的有关人的行动的

科学，理性主义把批判方法引入了历史学，使这门科学摆脱了对编年史和过去历史著作中流传下来的那

些东西的幼稚的附属地位，并教导它不仅要利用新的资料如文档、铭文等，而且要对所有来源进行批判性

的审查”；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另一个伟大成就是建立起人类行动的科学理论，即目的在于确定人类

行为普遍和正确规律的科学”。米塞斯还接着指出，这门关于人类行动的科学，应当首先在名义上归功

于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August Comte），而其基础，却是为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的实证
主义思想家———首先包括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米塞斯还认为，这类人类行动科学中的经济学，

是到目前为止“社会学的一门最精良的分支”。在 1933 年为这本书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米塞斯（Mises，
1960，参见中译本，5 页）还明确表示：“本书的目的，就是确立［人类行动学］这样一门科学的逻辑合理
性，它的研究对象为普遍正确的人类行动的法则。即无论行动者所处的地方、时间、种族、国籍和阶级如

何，这都可以宣布为正确的规律”。但是到了晚年，米塞斯才好像对这种当今世界上盛行的唯科学主义

有所警惕（是否曾反过来受哈耶克的一些著作的影响？）。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这本书所写的英文
版序言中，米塞斯（Mises，1960，参见中译本，1 页）一上来就明确指出：“我们时代所普遍接受的认识论学
说，并不承认在自然科学研究的事件领域与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人类行动领域之间存在根本

性的差别。人们充满了关于‘统一科学’的混乱思想，这就是必须根据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与运动时所

依据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根据这种所谓的研究人类问题的‘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建立‘社会工程’，

这种新技术可以使未来有计划社会的‘经济沙皇’能以一种工程师利用技术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方式来

处理活生生的人”。米塞斯接着追加道：“这些做法完全歪曲了人类行动科学的每一个方面”。

对当代经济学中普遍流行的这种纯技术化和形式化的套路，西方一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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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Warren J. Samuels（1998，p. 354）曾评论道：“经济学家们使用数量化

的技术是如此惯常，以至于根本不考虑它们的知识论和技术的局限。这类研

究，一些要达致某种真实的结果，一些则欲达致某些确定性的结论，而另一

些则仅仅要达致某些最优解。但是，大多数人在做这类研究时，并没有意识

到演绎、归纳和某一特定计量技术的局限。”这种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

的经济过程仅做纯数理推导、证明和实证检验的“演练套路”，在一些制度经

济学家的眼中，“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一种滥用（misuse），而且还有一种导

致使理性运用无多大意义（trivialization）的潜在危险，这一世风很快使经济

学变成了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Kapp，1968，p. 7）。事实上，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

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

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

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

相互依赖性”（Keynes，1936，p. 298）。在当代纯形式化和高度技术化的主流

经济学在国际上仍然繁盛发展且初被引进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态势中，重读凯

恩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说过的这句话，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4 这份“A Plea for A Pluralistic and Rigorous Economics”的三段原文如下：“We the undersigned are con-
cerned with the threat to economic science posed by intellectual monopoly. Economists today enforce a monopoly
of method or core assumptions，often defended on no better ground that it constitutes the‘mainstream’. Econo-
mists will advocate free competition，but will not practice it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Consequently，we call
for a new spirit of pluralism in economics，involving critical conversation and tolera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
ferent approaches. Such pluralism should not undermine the standards of rigor；not a less，rigorous science.”
“We believe that the new pluralism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character of scientific debate，in the range of con-
tributions in its journals，and in the training and hiring of economis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2，p. xxv）.

正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挤入（或言被迫赶

入）当代主流经济学中这样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窄门”或“栈道”

中畸形发展，在 1992 年召开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由英国经济学家 Geoffrey

Hodgson（今年担任国际制度经济学学会会长）、芬兰经济学家 Uskali Mäki 和

美国经济学家 Donald McCloskey所组织发起，并由四位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

主 Franco Modigliani，Paul Samuelson，Herbert Simon 和 Jan Tinbergen以及其他

四十余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所共同签署了一份“为提倡多元化和严密的经济

学的呼吁书”。从这份简短的呼吁书的用辞中，可以看出，这四十余位经济学

家已经深切地痛感到目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主流经济学方法所给当代经

济理论研究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危险，从而强烈呼吁要鼓励不同经济学流派和

研究进路之间的竞争和多元化发展。
14
可能也正是因为当代经济学中出现了这

种高度形式化分析技术独家垄断的格局，另一方面人们又对这种主要靠数学



960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6 卷

推理和模型建构的经济学分析套路的意义和潜在问题存疑甚多，自 20 世纪中

后期以来，在国际经济学界不断有人发出“经济学到底是否是科学？”这样的

疑问。

经济学到底是否是科学？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显然应该稍微梳理以下

两个问题：

15 从词源学上来考证，在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和徐光启最初把拉丁文的“scientia”翻译为“格物穷理之
法”。把“science”翻译为中文的“科学”（据考证，宋代学者陈亮最早使用“科学”一词时，原意为“科举之
学”），只是近代的事。据汪晖（2005，105—106 页）考证，最早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的，是日本明治
维新时期的思想家西周。汪晖认为，在 1874 年，西周在《明六杂志》上第一次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
另外，学界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瑜吉（1835—1901）最早从“分科之学”意
义上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的。西文“science”一词这种汉译法，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由日本传入中
国。譬如，康有为和严复就在一些译著和文著中开始在西文“science”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了。
16 按照奈特的见解，只要从知道什么、能否知道以及如何知道的视角反思我们是怎样获取社会知识的，

最终必定会走向哲学追问（同上）。
17 从词源学上来说，奈特的这种定义符合英文“science”的原初含义，因为这个英文词来自拉丁语的“sci-
entia”，其本来的含义就是“知识”和“学问”的意思。笔者甚至揣摩，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经
济学时常常说它是一门“science”时，大致也是在这种拉丁语原意上使用它的———尽管他很看重经济学，
并把它视作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应该了解的一门学问”。做这种推测的理由是，在斯密写作《国富论》

时，现代科学还未真正在西方社会中兴起，故还谈不到后来流行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18 照奈特（Knight，1956，p. 151）看来，这种“科学”是大写的“Science”，而这种大写的“Science”与科学实
证论密切相关。

首先，什么是“科学”（英文为“science”）15？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

解释，“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科学”一词的这种汉语定义法，显然把“科学”视作为一种非常神圣的和

庄严的东西了，因为科学被明确规定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但是，

从词源学上来看，在西方文字中“science”一词的原初含义，并非如此“高

贵”。譬如，在《论经济学的历史与方法》一书中，奈特（Knight，1956，p.

121）就曾指出，“当我们提到社会科学一词时，在起源和词源学意义上对我

们来说，‘科学’或多或少地只是知识的一个同义词”。
16
如果按奈特对“sci-

ence”这样最“宽容”和“谦恭”的理解来把握“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像在现代中文中那种赋予“科学”以“神圣”和“庄严”的含义那

样，那么，把经济学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是没问题的。
17
另外值得注意

的是，最新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只是对“science”做了这样的界定：

“the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activity encompassing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structure

and behaviour of physical and natural world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如果按此定义，所有社会科学，原来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在一种在

对“科学”一词的“转借”和“隐喻”（metaphor）意义上来说的，即“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uman socie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照此定义，说经济学

是“科学”
18，那也只能从词的转借和隐喻意义上来理解了。然而，从英语

“科学”的这种原本含义中，我们恰好理解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欲把经济学变

成“科学”之努力的最初缘由。那些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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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不正是想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经济现象的“观察”、“实验”以及与之相

关联的“（自然）科学（式）地”“推理”和“证明”，来把经济学做得一种

像物理学、化学那样一种实证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19。

19 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一当代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名篇中，弗里德曼一上来就指出，是老凯恩斯
（John Neville Keynes，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最早把经济学认
定为是“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的（参见 Hausman，1994，中译本，148 页）。在老凯恩斯的那本在近现代
经济思想史上颇具影响的小册子中，他还区分了“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照他看来，“一门实证科学
⋯⋯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知识，而一门规范科学或称为规则科学⋯⋯则是讨论‘应该是什么’之标准

的系统性知识体系”。老凯恩斯还认为，“此二者的混淆甚为普遍，并成为很多谬误的根源，贻害甚大”

（Keynes，1891，pp. 34—36，46）。在目前科学主义似乎一统“经济学江湖”的态势中，也许有人会问这样
一个问题：科学还有“规范的”么？不是自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来，所

有的规范问题研究———如思辨哲学、伦理学、宗教神学等等———不都被贴上了“玄学”（形而上学）的标签

而被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了？

其次，在对“科学”一词的含义有了上述把握之后，我们还要大致了解

当代经济学中所铺天盖地弥漫着的“科学主义”精神，方能理解为什么这么

多经济学家都挤进“实证经济学”的窄门中繁盛发展这一现象。从辞义上来

说，目前人们所说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亦译为“唯科学主义”），实际

上是一个泛称。就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论而言，“科学主义”是指与从 19 世

纪中期以来所出现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包括 logical positivism或称 logical

empiricism）、工具理性主义（instrumental rationalism或 instrumentalism）、实用

主义（pragmatism）、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学派有关

的一种泛化了的哲学观。其中，实证主义是唯科学主义的核心理念，并且，

实证主义也是当代唯科学主义的最初理论渊源。从哲学史来看，现代科学主

义或实证主义是由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

开始而发展起来的。在 1843 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孔德提出了他影

响后世深远的实证主义哲学纲领（参见 Comte，1865）。按照孔德的实证主义

哲学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全都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

阶段和实证阶段。根据这一划分，孔德认为，在他之后，哲学的主要任务就

是要彻底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观，而用实证主义哲学观来代替之。孔德

还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就是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改造哲学和社

会科学。依照孔德的实证哲学思路，只有当一门学科完完全全地建立在观察

到的事实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实证科学。依照孔德的这种实证主义

哲学观，在当代唯科学主义中逐渐形成了三个基本理论信念：（1）自然科学

和数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

领域；（2）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获取知识；（3）自然科

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因而可以推广运用

到研究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包括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等等，而

经济学的研究更是不言而喻地应该首先包括在其中。这种唯科学主义，到了

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那里，又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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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强化。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他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凡是不

能被证实或反过来被证伪的理论判断，均是非科学的，或言应该被归结为形

而上学问题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

由孔德所开始而发展起来的这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自 20 世纪

之后在美国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大行其道，并构成了当代主流经

济学的最深层的思想方法论基础，以至于像弗里德曼这样的当代泰斗式大经

济学家，都会得出这样著名且为人们所常常津津称道的结论：“一个理论越是

‘简单’，它对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现象进行推测的初始知识就越少；一个理论

越是‘富于成果’，它对现象做的推测就越精确，而且该理论所能推测的范围

也越大，在它启发下更深入的研究路线也就越多”（见 Hausman，1994，中译

本，153 页）。结果，在这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下，当

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起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
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进行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
的“科学论证逻辑”功夫来了

20。于是，就有了当代经济学中这种千家万户

均演练“实证分析”和“科学解释”的理论格局。

20 如果稍微读一点实用主义的哲学文献，就会发现，在当代经济学中所流行的这种经济学作文著书的演

练套路，连美国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所提出的“思想五步说”都做
不到。杜威的思想五步说是：发现疑难，产生问题，提出假说，推理演绎，证实假说。在当今国际经济学界

的生存竞争生态中，很多经济学人（当然不是全部）不是为现实和理论中的一些“真问题”（serious prob-
lems）做文章，而是多为发表写文章。结果，许多人的研究实际上只有四步：（挖空心思）想出个题目，提
出假说，推理演绎，证实（或证伪）假说。———这就是当今一些经济学人进行“科学研究”的现实逻辑！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代经济学的分精神和思想方法论基础是

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而这种科学主义则是从近代欧洲启蒙精神心态（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中萌发并成长出来的，但是，在当代国际经济学界的

激烈生存竞争生态中，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很少有时间去回顾并审视一

下从近代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实证论、再到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的新实证主义的演变历史和潜在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花时间阅读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

辑，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再到拉卡

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方面的哲学文献，更没有多少人去啃

读从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詹姆斯（Henry James）、杜威（John Dewey）

这些早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到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大哲学家奎因

（Willard van O. Quine）和戴维森（Donald Davison）的深邃艰深的理论文献

了。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生存生态，好像是一种颇为残酷的达尔文式的“物

竞天（刊）择”。在一种“publish or perish”的“物竞刊择”的进化选择机制

中，面临着找到一份大学教职或取得某大学永久教席的巨大生存压力，一个

个忙忙碌碌的经济学人，哪有时间去阅读这些思辨难懂的哲学文献？哪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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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去管顾经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这些玄学问题？只要能

做出模型来，只要能写出形式漂亮且高度技术化的论文来，且只要写出的论

文能发表在国际英文刊物上，管它什么是科学！管它什么是理论研究的现实

意义！又何必管它窗外洪水滔天！

对于在国际经济学界生存竞争恶性循环机制的压力下这一流行的理论演

练套路，西方一位甚关注经济学发展的哲学家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

berg）教授曾在一篇《经济学是什么———如果它不是科学？》的论文中做了一

个整体的把握，并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做了非常到位的评估。照

罗森伯格看来，在这种几乎国际经济学界人人都在演练着的经济学研究套路

的核心，是在近代科学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所

共同内含着的一种“研究策略”，他把这种“研究策略”称作为“极值策略

原理”：在牛顿力学体系中，“系统永远都在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一个反映系统

中可能的力学状态的变量”；而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这个策略假定

自然环境最大化适存度这一变量，⋯⋯在生物学里，假定最大化适存度导致

了影响种群中基因变异因素的发现，更主要的是，它导致了遗传学规律的发

现”。罗森伯格接着指出：“极值策略是重要的方法论策略，因为它能非常有

效地被避免证伪，这使它成为了研究纲领的‘核’，把那些原应成为反常或反

例的现象变为了理论的新预测，或把它们作为领域拓展和精度深化的新机遇。

相应地，也许可以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钟爱这种理论，与其说反映了他们

的自满，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在方法论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由于这个策略在

力学与生物学的广泛领域内取得了很大成功，没有道理不试着用它来解释人

类行为”（见 Hausman，1994，中译本，336—337 页）。罗森伯格对当代经济

学中广为流行的这种科学主义研究套路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者心态的这番评论，

真可谓是深中肯綮、入木三分！

然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唯科学”、“唯实证”———或曰“唯发

表”、“唯引证”的研究道路就是“科学的”？经由这种研究道路就能使经济

学达致像物理学、化学、数学那样高度形式化和精密的大写了的“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不少学者已经发表过许多深邃和独到的见解了，

我们不再增加任何新评论。这里，仅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国际著名学者是如

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奈特就在一系列文章

和著作中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元问题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

区别做出过许多深邃的评论，且今天读来仍然觉得发人深思。譬如，在为奈

特 70 大寿所专门汇编的《论经济学的历史与方法》纪念文集中，就收入了奈

特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文章。譬如，在《社会科学》、《社会的因果律》以及

《经济学中的真理是什么》等论文中，奈特（Knight，1956）曾一再指出，用

自然科学方法和分析技术来研究和处理社会科学中的问题，这本身就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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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照奈特看来，这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

所研究的人的行为和行动，与自然界的“惰性物体”（inert objects）甚至与生

物和其他动物的运动和“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人类不

仅有依照自己的理性计算进行经济活动的先天禀赋，而且是有着自己的自由

意志并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和情感判断来行事的，并且，人会有爱

和恨，且反复无常和自我矛盾，还会受“劝说”、“告诫”、“引诱”、“强制”、

“欺骗”、“威胁”等等的影响，因而，作为一个社会的又是单个的行为者，

人常常会改变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况且，现实中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不宜也

不应该把他们全划归为一个抽象的类型，从而像对自然界的“惰性物体”一

样来进行理论处理。基于上述看法，奈特（Knight，1956，pp. 124—125）认

为，“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无数个人的联合，因而不能被当作一个机

体那样而被分解为许多部分来进行分析，⋯⋯就此而言，个人对社会而言，

在逻辑上是先在的（prior）。在社会研究中，一个更为要命的事实是，⋯⋯在

一个社会中，总有出于每人的个人本质（individual nature）而非社会本质而

产生的问题”。奈特（Knight，1956，p. 122）甚至发现，在对人的实证主义和

实用主义的研究处理方法中，有一个摆脱不了的内在矛盾：“如果从实证主义

的视角来看待人，人可以根本就不行动；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来观察人，

人却不能完全自我行动”。考虑到上述种种问题，奈特（Knight，1956，pp.

175—176）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在给定的变化条件下预测人的行为和预测

自然物体（physical objects）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不会非理性地或带有

情感地行动，也不会犯错误，不会‘改变主意’（或多或少与他们的反应模式

相关）；而作为人类，则显然会这么做。与自然物相对照而言的人类的这一特

征，⋯⋯显然使那些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并

且似乎经常使他们无计可施”。由此，奈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行为的这

些独特性，使那些基于先前行为观察而做实证主义预测并试图从中推导出抽

象经济法则的做法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因此，社会科学（包括其

中的经济学）是根本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做的。

除奈特外，曾被人们广泛认为引发了当代认识论革命的一位大哲学家和

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962，p. 88）也曾在一系列论著中

批评并嘲笑当代社会研究中那种唯科学主义者的“现代主义的思想方法论”，

认为他们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关于有效意义的过于空想而不切实际的标准

（quixotic standards），如果严格执行这些标准，相当于我们自愿变成了低能

儿”。照波兰尼看来，现代唯科学主义相信，人类的知识是确定无疑的，是独

立于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的（personal conviction）。但是，波兰尼却

认为，这种唯科学主义，实际上所带给人们的，只不过是一套科学家们自己

的形而上学、道德观念和个人信念，只不过使其改了个名字而叫做“科学方

法”而已，因而这种现代科学主义，即不能、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它所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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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Polanyi，1962，1964）。波兰尼还认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个人知识，并

没有多大的差异，因而，如果欲使科学知识变得与众不同，而不是把它发展

得更好，那就会把科学推向一条死路（McCloskey，1983，p. 488）。

1983 年，一位叫 Alfred S. Eichner 的论者曾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就叫

《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的文集。这本文集中曾收入了 James A.

Sweaney和 Robert Premus两位作者的文章，题目为《现代经验主义与经济学

中的量子跃迁（quantum-leap）推理》。在这篇文章中，Sweaney 和 Premus 曾

对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亦称“逻辑经验主义”）

做了这样反思性的批评：“很显然，在作为一种科学而不是讲故事的经济学中

的形式主义的失败，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其根本行不通的领域。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许多方面有根本性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把自然科学方

法应用于社会科学时将受到非常大局限”。这两位作者还认为，经济学家们对

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误用，甚至反过来导致了本来有一定道理和合适用场

的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声名狼藉（参见 Eichner，1983，p. 42）。这本文集还收入

了 Ray E. Canterbery 和 Robert J. Burkhardt 两位作者共同撰写的另一篇题为

《我们问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意思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

Canterbery 和 Burkhardt认为，在回答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时，“经济学家们

实际上并没有遵循他们的规范化诫命，因而即使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标准，

经济学也不是一门科学。然而，由于经济学本身有一套范式（paradigm）和一

些虔诚的从业者，故在独断的库恩科学哲学的意义（依照其标准，须有一套

单一的统盖一切的范式，且该领域大均赞同这一范式）上来说，经济学倒是

一门科学”。

通过回顾国际上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问题的讨论，我

们今天可以大致认为，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而

长期演化下来的一门知识体系，经济学无疑是一门“社会科学”，并且在 20

世纪与所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相比较，经济学确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理论进

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使我们认定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从这

种隐喻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它已经是一种“科学”了———但这并不能遮盖得

了这门社会科学的现状中仍然潜含着的种种奇异现象和大量问题。本文所要

再次提请学界反思的仍然是奈特和波兰尼所早就反复提出的老问题：经济学

理论研究到底能否依照实证主义方法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数学的研究

那样来做？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们欲把经济学建构成像物理学、化学和数学

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和公理化的“精密科学”是否可能？并且在多大程度上

已经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的一些初步印象是，用这种唯科

学主义的和高度形式化的方法来进行社会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可能使一些经

济学人（当然不是全部）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建构之努力的结果可能是“拣了

芝麻，丢了西瓜”———我这里是说由于太注重形式和技术，从而或多或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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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经济学的“经邦济世”的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意义。因此，如果说目

前这种太注重技术和高度形式化的经济理论研究不是积重难返或者说误入了

歧途的话，至少它要达致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

“精密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这一目标能否最终达到，今天也仍然

值得怀疑。或者，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确实做到了，其论

证也高度精密化了，但这些理论推演所产生的成果，却已经不再是斯密意义

上的“经济学”了，而只不过是那些自认为是“经济学人”的人们的智力游

戏之结晶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符号体系。

五、余论：经济学内部不同研究进路之间的

竞争才能产生富有意义的经济学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萨缪尔森（Samuelson，1963，p. 1772）曾经发现，在

一个学科内部的“研究成就”（fruitfulness）与“对这个学科进行方法论讨论

的偏好（propensity）”之间，有一种“非常强的负相关关系”（a strong inverse

relationship）。萨翁此见，非常值得玩味和深思。有经济学名家的箴言在此，

我们今天似乎不应过多地忧虑并花太多精力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来讨论经

济学自身发展的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然而，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以及中

国经济学自身发展中的诸多奇异现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讨论并反思

一下本文第二、三、四小节所讨论的三个元经济学问题，也许不无助益。

1922 年，在为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的《货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凯恩

斯（J. M. Keynes，1922）曾指出：“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

智慧工具，一种思维方式，它有助于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像凯

恩斯这样以某种“隐喻”式的话语分析视角来审视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的话，

我们可以从一种相对“humble”但又不无信心地心态来展望经济学理论在中

国的未来发展：正如市场竞争会产生效率一样，只有经济学内部诸多流派和

研究进路的多元化发展，才最有利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成长。固守一隅，

或只认为某种方法才是“最科学的”，或只朝着一个方向头也不回地死钻牛角

尖，这只会导致中国经济学的畸形发展，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致使整个中国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误入歧途。如果“经济学产品”像物质商品和劳务一样也

有一个“市场”的话，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只有“经济学产品”的多元化

生产，才会有未来的“经济学市场”的繁荣。从此视角来看，无论是“经济

学市场”中的“人为垄断”，还是如施蒂格勒（Stigler，1951）在谈到“斯密

困境”（a Smithian dilemma）时所发现的那种由市场竞争本身所（可能）自发

产生的“经济学市场”的“自然垄断”，都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未来经济学

理论进入一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喜欢说的那种“锁入”（lock-in）状态。这

不是结论，而只是一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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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新近进展

钱学锋 梁 琦

摘 要 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

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它源自新古典贸易理

论解释复杂贸易实践的理论局限和新贸易理论经验证据匮乏的困境，在探寻两

种理论范式相对解释力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并随着空间经济学的迅猛崛起而成

为新经济地理范式（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radigm）的核心特征之一。本文

在回顾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背景和基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其理论模型和经

验证据的新近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关键词 本地市场效应，空间经济学，贸易

 钱学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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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BJL052）的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评论。
1 关于 Home Market Effects的译法问题，目前国内主要存在两种：一是“本地市场效应”，二是“本土市场
效应”。梁琦（2004）最早译为“本地市场效应”（p. 96）；梁琦在译著《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
易》中也将其翻译成“本地市场效应”（p. 28）和“国内市场效应”（p. 68）。而张帆、潘佐红（2006），何茵、
李东、姚洋等（2006）则译为“本土市场效应”。我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翻译成“本土市场效应”或“国
内市场效应”是比较合适的，它是指一国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由于存在超常需求而产生的向国外出口的

情况。但翻译成“本地市场效应”，其应用范围将更为广泛。因为在一国内部次级区域之间也可能由于

这种效应而产生贸易，这时如果翻译成“本土市场效应”似乎就不太准确。而翻译成“本地市场效应”就

不存在这个问题，相对于国外可以说“本地”，相对于国内不同区域也可以说是“本地”。因此，我们觉得

翻译成“本地市场效应”将使 Home Market Effects不仅适用于国际贸易，也适用于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
贸易。

Krugman（1980）指出，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

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此即“本地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s）1。它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解释复杂贸易实践的理论局

限和新贸易理论经验证据匮乏的困境，在探寻两种理论范式相对解释力的过

程中应运而生，并随着空间经济学的迅猛崛起而成为新经济地理范式（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radigm）的核心特征之一。同时，由于它还为不同规模

的国家提供了显著的福利含义，因此也成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时代诸多国

家政策讨论的中心（Chung，2002）。

一、理 论 背 景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沿着两种理论范式发展，即完全竞争、规

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框架（Perfect Competition and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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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CRS-PC）和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的新贸易理论框架（Monopo-

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以下简称 IRS-MC）。在 CRS-

PC框架下，国家间的相对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贸易和专业化的模

式；而在 IRS-MC框架下，决定国家间贸易和专业化模式的则是递增的规模报

酬。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能相容，它们可以共存于同一个模型中，一些部

门属于 CRS-PC 框架，而另一些部门则呈现 IRS-MC 的特征 （Trionfetti，

1999）。然而，不同理论框架下所蕴涵的经济政策含义和福利分配则是完全不

同的，因此，探寻识别两种理论范式的途径并尝试量化它们分别与各种贸易

和专业化模式的相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5）。

2 相关的文献综述可参见 Scherer and Ross（1990）和 Tybout（1993）。
3 也难怪 Krugman（1994）在评论新贸易理论的经验证据时无奈地问道：“世界贸易的多少可以由报酬递
增来解释，而不是比较优势？这是一个很难精确回答的问题。但很显然，精确答案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们

不知道而已。”

传统上，主要存在三类研究尝试间接地测度主要贸易理论范式的相对解

释力（Trionfetti，1999；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5）。第一类研究属于产业

组织的经验文献。这类研究直接测度规模经济但很少有支持性证据
2；第二类

研究关注产业内贸易并将其作为 IRS-MC范式重要性的证据（Greenaway and

Milner，1986；Leamer and Levinsohn，1995）。然而，产业内贸易作为 IRS-MC

范式重要性的证据却是不确定的，因为有研究表明（Falvey and Kierzkowski，

1987；Davis，1995），产业内贸易也可能在拓展的 CRS-PC框架内发生；第三

类研究则试图发掘大量可靠的引力方程的实证成果以支持 IRS-MC范式。确实

有研究表明（Helpman，1987）引力方程直接对应于 IRS-MC模型。但是，引

力方程也可以从许多其他类型的模型中推导出来（Davis and Weinstein，2001；

Feenstra，Markusen and Rose，2001）。由此可见，上述三类研究都不能够很好

地为 IRS-MC范式提供充分的证据，从而区分两类理论范式的相对解释力3。

因此，直接构建区分两类理论范式的理论模型并采用统计方法或计量方法推

断出可识别的假设就显得尤为迫切。这类工作以 Davis and Weinstein（1996，

1999，2003）为起点。他们基于 Krugman（1980）的 IRS-MC模型发展了一个

识别标准：超常需求（Idiosyncratic Demand）。它体现了一个大于 1: 1 的专业

化模式，从而引起本地市场效应。特别地，Davis and Weinstein（1996）指出，

在比较优势模型中，对某种商品的超常需求将导致它的进口；而在报酬递增

模型中，拥有超常需求的国家将会成为生产区位并出口该商品。由于本地市

场效应不可能出现在 CRS-PC模型中，因而这一特征可以作为实证检验两种范

式的基础。正是因为本地市场效应的这种特殊性质，大量的实证检验本地市

场效应的文献自 Davis and Weinstein（1996）以后开始出现。4

然而，实证检验需要得到理论模型的支撑。尽管 Krugman（1980）在模



第 3 期 钱学锋、梁 琦：本地市场效应 971

型中证明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但由于他模型中的严格假设条件的限制，

并不意味着本地市场效应的普遍存在性。因此，本地市场效应的普遍存在性

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理论证明。而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空间经济学的

迅猛发展则恰恰为本地市场效应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基于 IRS-MC框架，

空间经济学主要分析在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之下企业空间区位的选择。

尽管企业空间集聚的机制多种多样，但无论在哪种机制下，都呈现出不同程

度的本地市场效应或本地市场放大效应（Home Market Magnification Effects）

（Baldwin et al.，2003）：即区位需求的一个细小外生变化将使需求扩大区产

生一个更大比例的产业再定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本地市场效

应是空间经济模型中的核心特征之一 （Davis and Weinstein，1996；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 1999； Schumacher， 2003； Okubo and Rebeyrol，

2006）。

4 这里必须指出 Justman（1994）的贡献，他较早地强调了区位需求对于本地生产的重要性。他侧重检验
的是本地需求和生产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得到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本地市场效

应。因为正向关系可能是大于 1 也可能是小于 1，本地市场效应中生产对需求的反应是大于 1 的。
5 必须说明的是，在 Krugman（1980）中，Krugman并没有采用这一符号。这里为了使定义更清晰，我们采
用 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2003）根据 Krugman（1980）改进的符号表示。

二、基本理论模型

Krugman（1980）和 Helpman and Krugman（1985）描述了一个单一生产

要素、两国、两部门模型。一个部门在 CRS-PC框架下生产同质产品，不存在

运输成本；另一个部门在 IRS-MC框架下生产水平差异化产品，该部门存在固

定成本和不变的边际成本，运输成本采用冰山型，即运输 τ 单位产品只有 1

单位到达目的地。效用函数是 C-D函数和 CES函数的复合形式。如果 μ 是本
国相对于外国生产的产品数量， < 1 是贸易自由度，λ 是本国相对于外国的
需求比例。Krugman（1980）指出5：

μ = λ - 
1 - λ

. （1）

如果本国和外国有着相等的需求规模（λ = 1），则本国和外国生产的产品

数量相等（μ = 1）；但如果本国对 IRS-MC部门产品需求稍微上升（λ > 1），

则本国相对于外国将生产更大比例的 IRS-MC部门产品（μ > 1）从而出现本

地市场效应并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

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2003）对（1）式求导得到：

μ
λ

=
1 - 2

（1 - λ）2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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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证明了 Krugman（1980）模型中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Head

and Mayer（2004）指出，当两国具有对称结构时（λ = 1），我们就得到了经

典的本地市场效应（Classic HME）：

μ
λ

=
1 + 
1 - 

> 1. （3）

为什么在 IRS-MC框架下会出现本地市场效应呢？Krugman（1980）只是

简单地分析了企业有定位于大的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和减少运输成本的需要。

Davis and Weinstein（1996，2003）则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在贸易成本存在的

情况下，厂商有定位于需求较大市场的激励。这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厂商

将离开较小的市场，因为过高的贸易成本使得它们无法通过出口的方式将产

品输入较大的市场。因此，超常需求将促使厂商不断进入较大市场追求剩余

从而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但是在 CRS-PC框架下，需求的增加仅在价格上升的

情况下才能引起供给的增加，由于无贸易成本，这将引起外国对本地市场的

出口增加。因此，超常需求将由本地的额外供给和增加进口来得到满足，本

地市场效应并不会出现。

三、模型的拓展

然而，Krugman（1980）也承认，由于严格的假设条件，他模型中的本地

市场效应并不意味着普遍存在性，模型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拓展。比如，考

虑存在运输成本的农业部门、异质企业、企业策略性行为、贸易成本、跨国

公司、多国框架等假设条件下，本地市场效应还会继续存在吗？或者它将发

生什么样的变化？Davis and Weinstein（1996）则简明扼要地指出，尽管并不

存在一个理论模型融入了所有这些假设条件，但为了实现经验检验，一个完

备的空间经济理论则必须至少包括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事实上，近年来，

与本地市场效应相关的空间经济理论模型除了通过修改或放松 Krugman

（1980）和 Helpman and Krugman（1985）的模型而在多个方向上进行拓展之

外，还开始考察了本地市场效应的福利含义。

（一）本地市场效应与农业部门

现有文献的一个普遍性假设是存在一个在 CRS-PC框架下生产和自由贸易

的同质产品部门（农业部门）。该部门存在一方面可以保证要素价格均等化，

并提高模型的可解性；另一方面它可以弥补 IRS-MC部门的贸易不平衡，从而

导致国际专业化（Crozet and Trionfetti，2006）。然而，自由贸易的 CRS-PC部

门虽比较简化却不太符合现实。正如 Head and Mayer（2004）评述的：“CRS

部门可能并不存在零贸易成本或者吸收所有贸易不平衡的能力”。这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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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如果放松 CRS-PC部门零贸易成本的假设，本地市场效应还会存在吗？

Davis（1998）发现，同质产品部门的零贸易成本假设并非无关紧要的。

他在 Krugman（1980）和 Helpman and Krugman（1985）模型的基础上，假定

农业部门同样存在一个冰山型运输成本 γ。特别的，如果同质产品部门的运输
成本与制造品部门的相同（γ = τ > 1），那么 μ = λ，即本地市场效应消失。6

6 Krugman and Venables（1999）对 Davis（1998）的结论作了回应，他们认为，如果允许规模报酬不变部门
的产品差异化，即便两个部门的贸易成本相同，本地市场效应将会重新出现。
7 用 CES函数代替 C-D函数作为上层效用函数，将使得用于差异产品的支出内生化。

Yu（2005）对 Davis（1998）的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假定同质产

品没有贸易，并且用 CES函数取代 C-D函数作为上层效用函数7：U =（Cρ
x

+

Cρ
y
）1 /ρ，ρ∈（ - � ，1）。η = 1 /（1 - ρ）是差异产品 Cx 和同质产品 Cy 之间的替代

弹性。他证明，当 η > 1 时，μ > λ；当 η = 1 时，μ = λ；当 η < 1 时，μ < λ。
这说明，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消失或者逆向本地市场效应（Reverse HME，

指 IRS部门生产份额或企业份额的变化小于需求或支出变化的份额，但二者

之间仍为正向关系）的出现，取决于差异产品和同质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

大于、等于还是小于 1。

Zeng and Kikuchi（2006）认为，尽管 Davis（1998）和 Yu（2005）提醒

人们农业部门应该引起重视，但在他们的模型中假定农业部门过高的运输成

本可能导致该部门不存在贸易，而且农业部门被标准化处理。这也不太符合

现实。因此，Zeng and Kikuchi（2006）的目的是弄清在国家间农业部门存在

贸易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关系。传统上，这种关系由于农业

部门被标准化而隐藏。他们在两个方面重新构建了农业部门：第一，将农业

不作为标准化部门，从而可以识别农业部门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第二，

假定两国生产的农产品是差异化的，这样从外国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将不会改

变本国农产品的价格。他们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可以表示为 μ - λ = Δ ×（λ -

1 /2）> 0。Δ是差异产品运输成本 τ 和农产品运输成本 γ 的函数且为正，λ∈
（1 /2，1］。因此，本地市场效应并没有因为农业部门运输成本的存在而消失。

Zeng and Kikuchi（2006）进一步认为，Davis（1998）和 Yu（2005）的结论

只能在两国之间不存在同质的农产品贸易时才能成立。

尽管 Davis（1998）、Yu（2005）和 Zeng and Kikuchi（2006）的结论有所

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所选用的模型和假设条件。但至少说明，Krugman

（1980）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广为适用。

（二）本地市场效应与异质企业

现有文献假设 IRS-MC部门的企业有着相同的成本函数，即都存在一个固

定成本和不变的边际成本。这意味着国家间的企业是同质的。近年来空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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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路径是关于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这类模型也涉及本地

市场效应，目前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以 Melitz（2003）为代表的没有区位变

化的自由进入模型（Free-entry Model without Delocation）8；二是以 Baldwin and

Okubo（2004）为代表的没有自由进入的区位变化模型 （Delocation Model

without Free-entry）。这两个分支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是在 D-S垄断竞争模型中考

虑了企业边际成本差异（企业异质性），且所有模型都发现了本地市场效应。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类模型不仅仅关注本地市场效应，实际上，这一研究路

径重点在于考察关于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Okubo and

Rebeyrol，2006）。因此，这些模型中所发现的本地市场效应只不过是顺带的

副产品。

8 这一分支的模型还有 Falvey et al.（2004），Helpman et al.（2003），Baldwin and Robert-Nicoud（2004）以
及 Baldwin and Forslid（2004）。

基于 Baldwin and Okubo（2004），Okubo and Rebeyrol（2006）根据市场

规模引入进入沉没成本或规制成本 （Market Entry Sunk Costs or Regulation

Costs）构建了一个新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当引入规制成本时，他们发现：

（Sn - 0. 5） =（SE - 0. 5） 1 + 
1 -( ) 1 - σ

μ
2β（（Sn - S

2

n
）+  /（1 - ）2）

（1 + ( )
）

.

（4）

（4）式中左边为本国相对生产份额，右边第一项为本国相对需求规模，

第二项即为（3）式中的经典本地市场效应，第三项括号中的第二项为规制成

本。显然，规制成本作为一种离心力将会弱化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原因在

于，规制成本与市场规模正相关，相应的，大国意味着较高的规制成本，而

小国意味着较小的规制成本。这同时意味着规制成本的差异有利于小国。这

说明大国可能主动接受有关规制方面的国际协定，而小国则不太愿意接受并

坚持自己单方面的规制。而且，如图 1（a）所示，与经典的线性本地市场效

应不同，此处的本地市场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当规制成本足够大时，甚至会

出现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和反向本地市场效应（Anti-HME，即在 IRS-MC部门，

生产份额的变化和需求份额的变化之间负相关）。

当进一步引入企业异质性时，由于规制成本的存在，高生产率的企业将

有能力抵消规制成本的影响，定位于大国享受较大的市场规模，而低生产率

的企业由于无法承受较高的规制成本将不得不定位于小国。因此，企业异质

性触发了双向空间排序（Two-way Spatial Sorting）：高生存率的企业从小国移

向大国而低生产率的企业从大国移向小国，并引致平均生产率的差异。因此，

与存在规制成本的同质企业模型相比，企业异质性可能减小离心力，反而促

进集聚力，并增强本地市场效应（如图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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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规制成本、异质企业与本地市场效应

资料来源：Okubo and Rebeyrol（2006）。

（三）本地市场效应与企业策略性行为

在 IRS-MC框架下，企业之间应该存在策略性行为。但遗憾的是，目前绝

大部分文献在考察本地市场效应时都忽略了这一点。Head，Mayer and Ries

（2002）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考虑了一个两阶段的博

弈。首先，IRS部门的企业将选择一个区位，然后选择价格或产出。当企业选

择价格时，Head，Mayer and Ries（2002）采用的是 Helpman-Krugman（1985）

模型和 Ottaviano-Tabuchi-Thisse（2002）模型，前者采用 C-D和 CES复合效用

函数和冰山型运输成本，后者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和线性运输成本；当企业

选择产出时，他们分别采用 Brander （1981） 模型和 Markusen-Venables

（1988）模型，前者考虑了企业间同质产品的古诺竞争，后者则考虑了国家产

品差异（Nation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的古诺竞争。

他们发现，当采用 Helpman-Krugman（1985）模型时，结论简单明确，一

国 IRS部门的企业份额是消费者份额的线性函数，且斜率大于 1。即存在本地

市场效应。当采用 Ottaviano-Tabuchi-Thisse（2002）模型时，本地市场效应可

以表示为：

dS

dx
=

2（2（1 - ω）- τ）
τθN

> 4. （5）

这说明，当在模型中采用拟线性效用函数和线性运输成本时将出现强烈

的本地市场效应。当采用企业间同质产品古诺竞争的 Brander（1981）模型

时，也出现了较强的本地市场效应：

dS

dx
=

2（1 - ω - τ /2）
τN

> 2. （6）

但显然小于采用 Ottaviano-Tabuchi-Thisse（2002）模型时的本地市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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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最后，当采用国家产品差异古诺竞争的 Markusen-Venables（1988）

模型时，企业份额和消费者份额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国别差

异产品替代弹性较小时：

dS

dx
=
（N + 2）τ（2 - τ）
2N［（τ - 1）2 + 1］

< 1. （7）

这说明出现了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大国拥有较少比例的企业份额并成为

IRS部门的净进口国。

因此，Head，Mayer and Ries（2002）的结论表明，在 Krugman（1980）

和 Helpman and Krugman（1985）模型中出现本地市场效应的几个假设并非必

须的。首先，产品差异化并非必须的，因为同质产品的 Brander模型展现了本

地市场效应；其次，放松复合效用函数和冰山型的运输成本本地市场效应也

是稳定的；最后，本地市场效应并不依赖于缺少价格反应的 D-S模型。

图 2 Brander和Ottaviano-Tabuchi-Thisse模型中的本地市场效应

资料来源：Head，Mayer and Ries（2002）。

（四）本地市场效应与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对本地市场效应的产生至关重要。在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中，

贸易成本的增大将弱化本地市场效应。但这是假定劳动的工资弹性为零（完

全弹性）的结果。Head and Mayer（2004）考察了不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贸易

成本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他们基于 Fujita et al. （1999）中的本地市场效

应，将其改写为：

dλ /dθ = M/（1 +（1 +（M2 - 1）σ）/η）. （8）

当劳动工资弹性 η→� 时，dλ /dθ = M =（1 + ）/（1 - ）> 1，即经典的

本地市场效应；但当劳动工资弹性较小时，它将导致大国市场的高工资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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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甚至出现逆向本地市场效应。
9
例如，当 →0，只要 η 为不完全劳动工资

弹性，总有 dλ /dθ = 1 /（1 + 1 /η）< 1。因此，本地市场效应与贸易成本之间

的单调递减关系仅当完全劳动工资弹性时才成立（图 3）。

9 这与Head and Mayer（2001）的结论一致，他们也认为逆向本地市场效应的原因在于不完全的劳动工资
弹性。

图 3 贸易成本、劳动工资弹性与本地市场效应

资料来源：Head and Mayer（2004）。

另外，Crozet and Trionfetti（2006）放弃了 CRS-PC部门，构建了一个新

的两部门模型：一个 IRS-MC部门，一个 CRS-PC-A部门（国家产品差异化模

型）。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贸易成本变化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他们

发现，IRS-MC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但 CRS-PC-A部门本地市场效应消失

了。进一步的，他们又发现：

d（dSN /dSL）

dA

> 0. （9）

这意味着 CRS-PC-A部门贸易成本的增加（A 下降）弱化了 IRS-MC部

门的本地市场效应。另一方面：

d（dSN /dSL）

d
> 0，

d（dSA /dSL）

d
< 0. （10）

这说明，两个部门的贸易成本增加将弱化 IRS-MC部门的本地市场效应，

但增强了 CRS-PC-A部门生产对于需求的反应程度。显然，Crozet and Trionfetti

（2006）关于贸易成本对 IRS-MC部门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与经典情形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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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地市场效应与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国外设厂的方式在不发生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利用较

高的外国需求，从而破坏了本地市场效应的驱动力。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忽

略了跨国公司大量存在的现实。Larch（2003）证明，在跨国公司存在的情况

下，本地市场效应可以通过另外的渠道，即利润汇回而不是产业间贸易重新

出现。Larch首先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引入水平型跨国公司，该公司在两

个国家有一个总部和一个工厂；并且假定贸易和 FDI 并存，存在资本、技能

型劳动和非技能型劳动三种要素。然后推导出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公式：

HME =

（ni + mi + mj）xii + nixij

（nj + mi + mj）xjj + njxji


1 - 

， （11）

式中，分子衡量的是本国相对生产比例，分母是三种要素衡量的本国相对需

求规模。其中，ni（nj）代表 i（j）国本土企业的数量，mi（mj）代表在 i（j）国有总

部的跨国公司的数量，x代表产出（需求）， 是要素禀赋衡量的国家规模。
但由于该式并不具备解析解，Larch采用数值模拟的方式分几种情形进行了讨

论：（1）如果仅有本国企业且两个部门的贸易成本相同，那么不存在本地市

场效应（Davis，1998）。如果允许两个部门存在不同的贸易成本，基于差异

产品的贸易将导致本地市场效应，它与差异产品部门的需求份额负相关，而

与差异产品的替代弹性正相关；（2）如果仅有水平型跨国公司，将不存在本

地市场效应；（3）如果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同时存在，那么将会出现本地市

场效应，但它源于利润汇回的渠道而不是产业间贸易。而且，它同贸易成本

以及差异产品部门的需求份额正相关，同差异产品的替代弹性负相关；（4）

如果两种类型的企业同时存在，但当差异产品部门的需求份额非常低或者差

异产品的生产变得更技能型劳动密集型和较低的资本密集型时，且额外被用

于跨国公司的技能型劳动足够少，那么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将会出现。Larch

（2003）结论的主要经验含义在于可以判断哪些部门跨国公司更重要，哪些部

门本国企业更重要。

Toulemonde（2005）也发展一个两部门（CRS-PC和 IRS-PC）非对称规模

的两国模型以考察跨国公司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在模型里，企业必须考

虑它需要多少工厂在何处进行生产。Toulemonde 发现，在运输成本较高时，

所有的企业都将是跨国公司型的，跨国公司将在两个国家同时生产并以当地

工厂满足各自市场的需求。因此，一国生产水平将会与其市场规模等比例增

长，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当运输成本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重新出现；而

且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更多的企业定位于大国，跨国公司将在一个国家进



第 3 期 钱学锋、梁 琦：本地市场效应 979

行生产，本地市场效应得到强化。然而，Toulemonde 也发现，当每个国家都

存在单一工厂企业和跨国公司时，小国的生产将会增加。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大国获取了更多的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两国的生产都增加了。但是

当贸易成本低到所有的跨国公司集中生产时，贸易自由化仅仅使大国获益。

（六）本地市场效应与多个国家

Krugman（1993）指出，在一个多国经济中，本地市场效应没有直接的定

义，因为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基准来衡量不完全竞争部门企业超比例生产的

存在。但正式在多国框架下考察本地市场效应的是 Behrens et al. （2004）。

Behrens et al. （2004）认为，难以在多国框架下构建一个本地市场效应假设

的原因在于，国家作为生产区位的吸引力既取决于相对国内市场规模（吸引

力）也取决于同其他外国市场的接近程度（准入性）。因此，在多国框架下要

想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一般性的精确定义，就必须区分动态本地市场效应

（Dynamic HME）与静态本地市场效应（Static HME）。

在多国框架下，动态本地市场效应要求：
j

λ
i

θj

dθj

dθi

θi

λ
i

> 1 。很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确定需求比例 θ，因而无法对本地市场效应进行定义。
Behrens et al. （2004）已经证明，除非国家间的贸易成本是两两对称的，否

则在多国框架下动态定义不成立。原因在于一旦考虑到第三国效应（Third

Country Effects），一国需求的增加将对应于一个小于 1: 1 的产出增加，因为

其他国家可能由于较好的准入性而吸引了一些企业。极端的，需求的增加甚

至可能导致产业份额的下降（反向 HME）。因此，在多国框架下，只有当真

实的产业分布根据准入性的影响进行调整之后才能观察到本地市场效应。而

在多国框架下，静态本地市场效应要求：
λ

1

θ1

≥
λ

2

θ2

≥⋯≥
λ

M

θM

。在这种情况下

不存在国家需求份额的交叉现象（Leap-frogging），国家的需求份额根据经济

规模来排序，小国拥有较少的垄断竞争部门企业，大国则拥有较多的垄断竞

争部门企业。而且，静态市场效应并不受第三国市场准入性的影响，因此，

在控制准入性后总能发现本地市场效应。

进一步的，Suedekum（2006）认为，Behrens et al. （2004）只是指出了

在多国框架下动态本地市场效应被颠覆的理论可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归

纳出什么样的第三国效应将消除本地市场效应。在一个三国模型中，Suede-

kum证明，当且仅当本国需求份额外生增加时，动态本地市场效应可以从两

国推广至三国模型；如果外部发生一个需求向拥有较好准入性国家的转移，

那么将对本国产业份额造成负面影响；而当两个外部国家具有同等的准入性

时，外部需求转移并不影响本国的产业份额；对于一个给定的转向较好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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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国家的需求，本地市场效应出现的条件是本国需求增加足够大。但当某个

外部国家与本国存在一个同时的需求增加，只要这个外部国家具有更好的市

场准入性，那么本地市场效应将消失。应该说，Suedekum（2006）的工作比

较好地阐明了第三国效应影响本地市场效应的机制，是对 Behrens et al.

（2004）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当然，Suedekum（2006）也承认，在更多数

量国家存在的情况下考察这一影响是一件更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七）本地市场效应的福利含义

由于本地市场效应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

同的影响。因而许多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本地市场效应的福利含义。目前，这

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着重于两国间的横向福利比较。Krugman（1980）指出，为使

呈现本地市场效应的 IRS-MC部门实现贸易平衡，就要求小国保持一个相对低

的要素价格。这就意味着与大国的贸易自由化可能降低小国的工资。Davis

（1998）则担心本地市场效应可能会使小国出现“去工业化” （De-industri-

alised）现象。Fujita et al. （1999）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市场效应使工

人在大国受益将出现一个移民的累积循环过程从而导致中心 外围模式。此

外，Head，Mayer and Ries（2002）、Toulemonde（2005）等的研究也表明，似

乎本地市场效应只会使大国受益，小国受损。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Head and Ries（2001）运用国家产品差异化不变规模报酬模型，发现出现了

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小国可能成为净出口国。而且，贸易自由化将会促使小

国制造业增加产出份额，原因在于小国企业增加了对大国市场的准入而获益。

Chung（2002）通过将非同位偏好（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融入模型，考

察在相对市场规模的条件下，富有的小国（单位资本收入高但 IRS-MC产品市

场绝对小）是否仅仅因为它的规模劣势而受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贸易对

小国不利，那么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深度一体化的同时必须考虑某些协调机

制。但他发现，与同位偏好假设下本地市场效应以小国的损失为代价不同，

非同位偏好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型提供了一个相互受益的情形。如果两国有不

同的单位资本收入，需求模式由于非同位偏好而呈现出非对称，进一步的，

生产的区位分布将反映这种非对称。另外，Hanson and Xiang（2004）、Yu

（2005）等的研究也表明，所谓的“去工业化”现象并不一定会发生或者要

弱得多。

第二类研究则主要关注本地市场效应的全球福利含义。这类研究以 Otta-

viano（2001）为代表，主要考察本地市场效应引致的国际专业化的效率。Ot-

taviano在 Krugman（1980）模型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两要素、以标准化产

品衡量的运输成本以及非对称的拟线性二次型效用函数模型，发现垄断竞争

部门趋向于无效率地集聚于大国。而且，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强、贸易成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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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集聚于大国的企业越多。然而，过度集聚可能取决于成本和需求函数的

具体形式，但无效率却相对稳定。当垄断竞争企业选择区位时，它只考虑自

己的利润而不充分考虑其区位决定对部门内其他企业和总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因而最终的结果将是无效率的区位选择和缺乏效率的国际专业化。

总的来看，由于采用的模型不同，本地市场效应对不同规模国家的福利

含义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至于本地市

场效应的全球福利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模型的假设条件，而且这类研

究目前还比较少，因此也不能轻易做出判断。

四、经 验 证 据

Head and Mayer（2004）指出，检验基于 Krugman（1980）模型的本地市

场效应必须面对有关模型和数据的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如何在检验本地

市场效应的过程中分离要素禀赋（H-O模型）对贸易模式的影响？第二，如

何处理多个部门之间的关系？第三，如何测度多国框架下的需求份额？此外，

什么样的数据才能用来衡量需求差异？
10
这或许是直到 16 年后（Davis and

Weinstein，1996）才开始对 Krugman（1980）的本地市场效应概念进行经验

检验的原因所在。然而，近年来，理论模型的不断拓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日

益完善丰富了经验检验的手段，许多实证检验文献开始陆续出现。这些文献

主要从两个方向上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即检验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和检验修

正的本地市场效应。

10 Head and Mayer（2004）特别批评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即所谓的“显性消费”或“国内吸收”方法。
这种方法将国内需求等同于国内生产加进口再减去出口。然而，这种方法要求贸易数据和生产数据具有

可比性。但由于不同的机构采用不同的分类法来采集数据，贸易数据和生产数据在多国范围内更缺乏可

比性。

（一）检验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

这一方向主要考察本地需求和供给（生产）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分离本

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禀赋对贸易模式的不同影响。主要文献有 Davis and Wein-

stein（1996，1999）、Schumacher（2003）等。

基于一个含有本地市场效应的报酬递增和要素禀赋的融合模型，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对以下方程进行估计：

X
nc

g
= αn

g
+ β1 SHARE

nc

g
+ β2 IDIODEM

nc

g
+ Ωn

g
Vc + εnc

g
， （12）

式中，X
nc

g 衡量国家 c产业 n 产品 g 的产出；SHARE
nc

g 是国家 c产业 n 产品 g

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出水平；IDIODEM
nc

g 衡量超常需求，其系数 β2 将决

定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Vc
是要素禀赋向量。这些指标需要通过投入 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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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计算。根据 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的理论模型，当 β2 =

0 时，表明贸易模式由比较优势决定；当 β2∈（0，1］时，属于存在贸易成本的

比较优势情形；而当 β2 > 1 时，本地市场效应出现，它将决定贸易模式。运

用该方程，Davis and Weinstein（1996）首先检验了 OECD国家的制造业生产

结构，结果并不支持本地市场效应。要素禀赋解释了 90%的生产模式，本地

市场效应仅为 5%。紧接着，Davis and Weinstein（1999）又运用该方程考察

了日本的区域生产结构，发现 19 个制造业部门中有 8 个支持本地市场效应。

这说明，相比国际生产结构而言，本地市场效应对于解释一国区域层次的产

业结构更为有效。为什么本地市场效应在区域层次上要强于国家层次上？Da-

vis and Weinstein（1999）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贸易成本，无论是

运输成本还是贸易壁垒，区域之间肯定低于国家之间。低贸易成本意味着在

相对小的市场上保护较少；第二个在于区域间要素流动性要强于国家之间。

较强的要素流动性将强化本地市场效应。

此外，采用与 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类似的方法，Domeque

et al. （2005）对西班牙 17 个地区 9 个制造业部门 1965—1995 的样本进行检

验后也发现了本地市场效应；张帆和潘佐红（2006）根据中国 1997 年 31 个

省（市、区） 19 个产业的投入 产出数据，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区

域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

Schumacher（2003）认为现有文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只考虑了

总收入（需求）而忽视了单位资本收入（资本劳动比）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影

响。因此，Schumacher（2003）的目的在于考察这二者对比较优势的共同影

响并将两者区别开来。他主要采用引力方程方法估计下列方程：

lnXaij - lnXaji =（βa

1
- βa

3
）（lnYi - lnYj）+（βa

2
- βa

4
）（lnyi - lnyj）. （13）

这意味着两国的出口 /进口比率
Xaij

Xaji

取决于两国的 GNP（总需求）比率
Yi

Yj

和单位资本收入比率
yi

yj

。进一步的，考虑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lnXaij - lnXaji）-（lnXoij - lnXoji）

=［（βa

1
- βa

3
）-（βo

1
- βo

3
）］（lnYi - lnYj）

+［（βa

2
- βa

4
）-（βo

2
- βo

4
）］（lnyi - lnyj）. （14）

结合这两个方程，（1）如果两国具有相同的单位资本收入（要素禀赋相

同），那么贸易模式由相对规模决定，当衡量出口收入弹性与进口收入弹性差

值的 βa

1
- βa

3 为正时，则存在本地市场效应；（2）如果具有相同的规模，那么

贸易模式由要素禀赋决定，βa

2
- βa

4 衡量了传统比较优势的大小。

最后，Schwmacher（2003）运用 22 个 OECD国家 25 个三位数 ISIC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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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结果表明，许多制造业部门出现了本地市场效应，这些部门可能是资

本密集型的也可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意味着，低收入国家源自相对要素禀

赋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可能会被高收入国家的较大经济规模抵

消；另一方面，高收入国家在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可能因为

它们的较大经济规模而得以强化。Schumacher（2003）认为出口收入弹性大

于进口收入弹性将会出现本地市场效应这一结论与 Melchior（1998）和 Feen-

stra et al. （2001）的结论类似，但 Schumacher（2003）同时认为他们在没有

考虑传统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可能会扭曲结果从而使得他

们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要素密集度。

（二）检验修正的本地市场效应

理论模型的拓展丰富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定义和内涵，相应的，一些文献

在对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些文献

又至少包括三类：第一类文献以本土偏向效应（Home Biased Effects）重新定

义本地市场效应，然后进行检验，如 Trionfetti（2001）和 BrÜlhart and Trionfetti

（2005）；第二类文献在考察市场准入性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检验，如 Davis and

Weinstein（2003）、Hanson and Xiang（2004）和 Behrens et al. （2004）；第三

类文献则试图验证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和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如 Head and

Ries（2001）和 Crozet and Trionfetti（2006）。

1. 以本地偏向效应定义的本地市场效应

11 Trionfetti（2001）列举了大量经验证据说明了本地偏向需求的普遍性。Davis and Weinstein（1996）提醒
人们本地市场效应和本地偏向（home bias）这一概念有明显的区别。后一概念是指本地消费者对本地产
品有着相对较强的需求偏好。在消费上的本地偏向往往只是因为贸易壁垒的结果。而且，本地偏向不含

有任何有关市场结构或规模报酬的假设。相反，本地市场效应的出现是由于贸易成本和报酬递增互动的

结果，它也是垄断竞争框架下的一个典型发展。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5）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共同点
是都检验需求的地理分布与产出的地理分布之间的关系，但关键的差异在于本地偏向的需求从本地需求

中分离出来且不受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的影响，从而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本地市场效应则对这些很

敏感。

在 Helpman and Krugman（1985）模型的基础上，Trionfetti（2001）引入

了“本地偏向的需求”（Home Biased Demand）11
这一新的概念作为识别两种贸

易范式的标准，指出本地偏向的需求份额与 IRS-MC部门的产出正相关，与

CRS-PC部门不相关，从而将本地市场效应定义为产出对于本地偏向的超常需

求的不成比例的反应。这样，本地产出份额与本地超常需求和本地偏向的超

常需求正相关。但 Trionfetti（2001）进一步证明，即便在本地偏向的超常需

求存在的情况下，本地超常需求并不必然在 IRS-MC部门引起本地市场效应，

它有可能反映的只是贸易成本。Trionfetti（2001）对以下方程进行估计：



984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6 卷

nSi

NS

= β0 + β1

ESi


i

ESi

+ β2

EhSi


i

EhSi

+ μSi， （15）

式中，左边是本地产出比例，
ESi


i

ESi

和
EhSi


i

EhSi

分别反映本地的超常需求和本地

偏向的超常需求。β1 和 β2 这两个系数非常重要（见表 1）。根据 Trionfetti

（2001），β2 将是主要的识别标准。如果 β2 为正且统计上显著，那么说明该部

门是 IRS-MC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如果 β2 为零或不显著地异于零，

那么该部门将是 CRS-PC部门。另一方面，β1 不能作为主要的识别标准，它

与贸易成本相关。如果它为正，说明该部门存在贸易成本；如果它为零，则

该部门不存在贸易成本。最后，采用 8 个国家的投入 产出数据进行检验，发

现 7 个部门与 IRS-MC部门相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另外 10 个部门则与

CRS-PC部门相关。

12 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5）证明，无论用何种方式模型化贸易成本、允许不完全的劳动工资弹性，还是
多国情形，本地偏向的需求作为识别标准都是稳定的。

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5）采用了与 Trionfetti（2001）相同的识别标

准进行经验检验，即本地偏向的需求将影响 IRS-MC部门的国际专业化，但不

会影响 CRS-PC部门的区位。但不同的是，BrÜlhart and Trionfetti（2005）在理

论上进一步证明了本地偏向需求作为识别标准的稳定性
12，而且在具体检验方

法上他们分为两个步骤：首先采用引力模型估计本地偏向的需求，然后再运

用类似于 Trionfetti（2001）的估计方程对 6 个 OECD国家 18 个制造业部门的

4 年数据进行面板估计。他们在 5 个部门发现了本地市场效应。

表 1 Trionfetti（2001）中的系数含义

β1 贸易成本 β2 理论范式

+ 相关 + IRS-MC

+ 相关 0 CRS-PC

0 不相关 + IRS-MC

0 不相关 0 CRS-PC

2. 考虑市场准入性影响下的本地市场效应

Davis and Weinstein（2003）指出，Davis and Weinstein（1996）对 OECD

国家的经验研究结论不支持本地市场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过分简化了模型中

的地理因素。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市场准入程度，这一因素显然没有被考

虑到。因此，基于 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他们首先通过引力方

程估计出距离对需求的影响，从而将市场准入因素考虑进模型中，超常需求

将由本地需求和邻国需求两部分构成。在经过这样的技术处理之后，在 OECD

国家重新找到了支持本地市场效应的证据。

13 倍差引力模型方法的好处在于不仅可以解决内生性偏差和差异性偏差，还可以避免估计关税、部门价

格指数、本地偏向需求等难以测算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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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on and Xiang（2004）不满足于考察产出和需求间关系时可能产生的

多重共线性以及使用引力模型估计总量数据可能丢失那些本可以在双边贸易

中产生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变量的缺陷，采用倍差引力模型方法（Difference-

in-difference）13
检验本地市场效应。首先，选择那些在出口市场上有着同等贸

易壁垒的国家对；其次，选择两组产业，一组属于高运输成本和强规模经济，

另一组属于低运输成本和弱规模经济；最后，考察是否像本地市场效应隐含

的那样：在每一国家对中，大国倾向于出口相对高运输成本、强规模经济的

商品。他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
Smjk /Smhk

Sojk /S( )
ohk

= α + βln
Yj

Y( )
h

+ （Xj - Xh）+ θln
djk

d( )
hk

+ εmojkh，（16）

式中，左边是用倍差法衡量的贸易流量：两国向共同的第三国市场出口的高

运输成本、强规模经济产品与低运输成本、弱规模经济产品的比率的差值；

右边第二项是两国相对市场规模，由两种方法进行衡量：第一种方法仅考虑

两国的 GDP，第二种方法采用两国的市场潜力，这就考虑到邻国市场的准入

性。如果系数 β大于零，则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右边第三项考虑两国的生产
成本差异，这就能将本地市场效应与传统比较优势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分离开

来。Hanson and Xiang（2004）的经验结论是，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且依赖于产

业的运输成本。对于高运输成本产业，国家的市场规模决定国家出口；对于

中间运输成本产业，邻国的市场规模非常重要。本国市场规模加邻国市场规

模将决定国家出口。这说明，对于这些产业，出口生产也可能集中在小国，

前提是小国有较大的邻国从而增加了其产品的有效需求。因而，Hanson and

Xiang（2004）的结论也表明贸易成本下降导致的小国去工业化效应要弱

得多。

Behrens et al. （2004）在多国框架下将本地需求分解为相对国内市场规

模（吸引力）和同其他外国市场的接近程度（准入性），即：

λ = βWλsize +（1 - β）λhub . （17）

λsize
代表相对国内市场规模，λhub

衡量了准入性，β 体现了贸易成本，显
然贸易成本越小准入性对本地需求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要想获得真实的本

地需求信息需要对准入性进行过滤：

λsize =（βW）- 1［λ -（1 - β）λhub］. （18）

据此，Behrens et al. （2004）对两组各 20 个国家（一组 OECD国家和一

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 25 个三位数 ISIC部门分别进行了记号检验

（Sign Test，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的预期是否大于 1 /2）和排序检验（Rank Test，

在控制准入性之后，一国的相对产出份额是否与其需求份额一致），发现了强

烈支持本地市场效应的证据，尤其是在 OECD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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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验逆向本地市场效应和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

Head and Ries（2001）在国家产品差异化不变规模报酬模型中发现出现

了逆向本地市场效应，进而采用美加 1990—1995 之间 6 年双边三位数制造业

贸易的面板模型证实了他们的结论。

Crozet and Trionfetti（2006）的两部门模型预期所有部门产出和需求之间

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证实这一结论，他们构造了以下估计方程：

SS = α1 SD + α2 SD·| SD | . （19）

SS 和 SD 分别代表产出和需求，系数 α1 和 α2 将分别反映是否存在本地市

场效应和线性本地市场效应（见表 2）。最后，25 个国家、25 个部门 7 年的面

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表明，16 个部门强烈地支持了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

表 2 Crozet and Trionfetti（2006）的系数含义

非线性 HME 线性 HME

IRS-MC α1≥1，α2 > 0 α1 > 1，α2 = 0

CRS-PC α1≤1，α2 < 0 α1 < 1，α2 = 0

五、简要评论及启示

自从 Krugman（1980）提出本地市场效应的概念之后，由于它可以作为

区别两种贸易理论范式的识别标准并具有显著的福利含义，因而其理论模型

在多个方向上进行了拓展，经验证据也被越来越多的文献所提供。从理论的

角度而言，一方面，许多理论模型都发现了本地市场效应，这说明经典本地

市场效应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假设并非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许多模型也发

现了逆向本地市场效应或反向本地市场效应，这又说明本地市场效应的出现

与否严重地依赖模型的假设条件本身。另外，福利含义的研究表明，本地市

场效应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影响也很难界定。与此同时，经验研究的证据也是

不确定的，一些检验需要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定义进行修正之后才能得到良好

的估计结果，而另一些研究则直接支持了逆向本地市场效应。而且，选取的

区域层级不同，结果也可能截然相反。另外，大多数经验研究的样本来自发

达的工业化国家，至今仍缺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因此，无论是理论研究

还是经验检验，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长期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被解释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果真如此，那

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优势将难以持久。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劳动力

可以无限供给，但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已经开始凸现出中国劳动力

供给的结构性不足。与此同时，劳动力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必然的趋

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使得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

在。而且，空间经济学的新近研究表明，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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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可能成为一种向心力，使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仍能保住自身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大量的产业部门将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

从而成为产业升级的障碍。因此，以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

贸易，将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某些产业存在本地市场

效应，那将意味着中国比较优势的新的源泉，国内需求和规模经济非常重要。

其政策涵义在于，政府正确识别产业区位选择的因素（要素禀赋还是本地需

求）将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国内区域层次和双边甚至

多边层次上检验中国产业部门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

14 参见《中国经济时报》2006 年 9 月 4 日：《中国奇迹 PK日本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逐步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由此

使得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产业集聚中心。产业集聚、FDI 集聚和对外贸易集聚共

同缔造了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集聚中心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不平

衡发展最为显著的空间特征。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地区消费差距指数最大为 13

倍，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为 0. 44。14
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

缺乏产业集聚和 FDI的集聚，再加上地理区位的劣势和过高的贸易成本，使其

很难通过对外贸易来拉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注重本地区的内部市场需求

和国内其他区域的需求，逐步培育相关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或许是实现经济

发展的一个现实选择。而就国家推动中西部发展的战略举措，如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除了在政策和资金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之外，旨在培育

本地市场发展的政策以及消除区域壁垒的政策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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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ome market effect refers to the assessment that countries with larger home

markets will be a net exporter in a world with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rade costs. It arises as a dy-

namic research topic against the theoretic limitation of the neoclassic trade theory to explain com-

plex trade facts and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new trade theory. It combines

the explanatory powers of the two theoretic paradigms and become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fter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 background and the basic theoretic model

of the home market effect，this paper summaries and discuss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its theo-

retic extension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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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群分”：

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文献评论

陆 铭 张 爽

摘 要 由于存在着非市场的互动，市场的均衡结果是人们按不同的收
入和社会地位而分层，从而出现“群分效应”，在现实中又突出地表现为居住

区的分割，这对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公共品消费有着显著的

负面影响。政府应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经济和社会

政策减少群分效应和居住区分割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关键词 非市场互动，群分效应，居住区分割，社会经济学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中国古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中国古语

“长期以来，对于社会相互影响在经济学里应构成什么样的领域

是合适的，经济学家们非常矛盾。”

———Charles F. Manski（2000）

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张爽，复旦大

学经济学系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通讯作者及地址：陆铭，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200433；电话：（021）65642064；E-mail：minglu73@263. net。本文在复旦大学报告过，作者感谢陈钊、
丁维莉、桂勇、纪月梅、李猛、李维森、王永钦、姚洋、张军、张晏等的讨论，作者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985
工程项目、来自教育部的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作者的研究资助和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的研究资助。
1“互动”实际上是指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翻译成“互动”是为了行文的简练。在许多文献里，non-
market interaction也被表述为 social interaction，即社会互动。我们在这里使用非市场互动，是为了强调这
一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区别。

一、引 言

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价格理论是整个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价格的形成

过程中，不同的相关行为人通常都是独立地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人和人之

间通过市场价格而间接地相互联系，相应地，仅对市场信号起反应的代表性

行为人成为经济学模型中的行动主体。相比之下，非市场互动（non-market

interaction）则长期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地带，1尽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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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地告诉经济学家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却没听，主

要是因为这些其他学科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技术来分析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影

响”（Becker and Murphy，2000）。这一状况在最近 20 年，特别是最近 10 年的

经济学研究中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重视非

市场互动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2
关于非市场互动的研究使得人们对很多问题

有了全新的认识，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这样一个前

沿研究领域。社会经济学的兴起主要不是源于经济学对于“社会问题”的关

注，而是因为经济学在其理论构建中引入了行为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极大地

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公共政策方面，小幅度的公共政策可以通过社

会互动而放大其效应，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乘数”（social multiplier）（Becker

and Murphy，2000），3社会乘数的存在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2 有人将博弈论作为经济学家研究社会互动的开始，也许是因为经济学家不想承认自己长期以来忽视了

人类行为中的社会互动。但是，本文所说的社会互动的含义要比博弈理论里的互动要广泛得多。
3 Scheinkman（2006）给出了这样一个“社会乘数”的定义：它是一个比率，其分子是一个参数的变化所引
起的平均反应，分母是当人们忽略同伴行为变化时，一个参数变化引起的平均反应。
4 在文献中，“sorting”是指在个人的理性选择之下，均衡的结果是类型相同（或接近）的人聚集在一起，而
不同类型的人之间处于隔离状态。我们将其翻译为“群分”，是想借助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俗语突

出其基于理性选择的含义。

诺贝尔奖得主 Gary S. Becker 和克拉克奖得主 Kevin M. Murphy 的著作

《社会经济学：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被认为是一部社会经济学的代表性著

作，广泛地涉及了社会经济学的各种问题，包括社会资本、习惯与社会互动、

群分（sorting）与婚姻市场、社区的分割与融合、产品质量的升级、身份与不

平等，以及时尚、规范和价值观的建模（Becker and Murphy，2000）。需要说

明的是，经济学中有关非市场作用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发展迅速且非常庞杂

的领域，举例来说，博弈论中社会规范的演进、劳动经济学中家庭成员之间

的互动、甚至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溢出

效应都与非市场互动有关。研究非市场互动的文献还与心理经济学和社会学

紧密相联，Manski（2000）对这些文献作过一个较为全面的学说史方面的梳

理，讨论了与非市场互动有关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以及在非市场互动

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Scheinkman（2006）对关于非市场

互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简明而完整的综述。Zanella（2004）是一篇非

常好的有关非市场互动的经济学建模的综述，可以帮助读者很好地了解非市

场互动的引入如何发展了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一定要看一

下。与这些已有的文献所不同的是，本文将重点讨论基于非市场互动的群分

效应（sorting）4
的产生及其影响。我们将借助于一个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将有

关非市场互动对于教育、住房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综合，由此揭示出群

分效应是如何作为市场均衡的结果而产生的。通过这一综述，我们试图帮助

读者了解国际上关于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研究的最新进展。鉴于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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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群分效应的研究的突破有不少是实证研究，因此，我们也对相关实证研

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些评论，并结合有关群分效应的研究给出了一

些实例。

本文是这样安排的：在第二节里，我们将通过一个用文字表述的一般均

衡理论框架对已有的有关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研究进行综合，在这个一

般均衡理论里，教育市场、住房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将同时决定。其中，

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将通过这一模型来展现群分效应是如何作为一种市场均

衡结果而产生的。第三节是一个与计量经济学有关的部分。第四节将综述已

有的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对不同结论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差异进行讨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针对现有的研究讨论此类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有待解决的

问题，以及已有的研究所具有的公共政策含义，并且将结合中国经济转型中

出现的问题提出此类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意义。第五节是全

文的总结。

5 社会学家们也对非市场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anski（2000）认为，由于社会学中的概念庞
杂，使得相关研究进展非常慢，也正因为如此，本文不讨论纯粹社会学的相关研究。

二、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一般均衡理论

（一）非市场互动的概念

非市场互动是指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不是直接在

市场上通过价格的变化而产生的。举例来说，在最简单的消费品市场的供给

需求均衡模型里，一个消费者收入提高了，就会增加这种商品的需求（假设

商品是正常商品），于是就会抬高市场价格，而如果其他条件都不发生变化，

价格上升就会导致其他消费者的需求量下降。这种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

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产生的，即使不同的消费者之间距离非常远，这种影

响也可以借助于价格机制来产生。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集中于研究价格机制，

其中不同的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这样一来，空间的

概念便不重要。但是，事实上，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在很

多时候都是在相同的空间下（例如同样的居住区、学校和工作单位）产生的，

其发生过程也没有价格机制的直接作用，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非市场

互动。也正因为如此，非市场互动也被称为“社会规范（social norms）”、

“邻居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遵同效应（conformity）”、“模仿（imita-

tion）”、“传染（contagion）”、“时尚（epidemics）”、“从众效应（bandwag-

ons）”、“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Manski，2000）。5

非市场互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不妨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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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第一类非市场互动纯粹是通过偏好和心理的因素起作用的，一个行为人

的决策除了基于他自己的偏好以外，还取决于他的决策与他的比较人群的决

策的偏离度（Akerlof，1997；Akerlof and Kranton，2000；Crane，1991；Glaeser

and Scheinkman，2001）。第二类非市场互动与信息有关，一个人往往会模仿

他周围人的行为，这往往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信息来独立做决策（Bikhchan-

dani，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Bernheim，1994；Jones，1984；Sah，1991）。6

第三类非市场互动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相关行为人的表现。

例如，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个人的联系有助于找工作、

得到建议和心理上的支持、甚至获得贷款。
7
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会产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从而表现出同群效应（peer effect）。例如，

在学校教育中，一个人的同学的平均水平越高，他就会受到某种正面的影响，

从而获得更好的成绩。中国的古话中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质上说

的就是这个道理。同群效应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都能感受到的，但它

究竟是不是存在，却是在实证研究中非常难以证明的，对这之中的难点和技

术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加以讨论。

6 Miller et al.（1993）以形式化的方式发展了相关的“风尚理论”（fashion theory），并研究了消费的同群效
应（peer effect）、求异效应（distinction effect）和渴望效应（aspiration effect）。消费的同群效应是指消费者
的行为受社会身份相近的人群的影响，求异效应人们想在消费上区别于社会身份低于自己的人，而渴望

效应是指消费者想模仿社会身份高于自己的人的行为。他的分析还假定个体行为人的信息总是不足的，

信息的传播是导致行动上的潮流效应的成因。
7 Granovetter（1995）认为，工作往往是通过在找工作前很久就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而找到的。文献里
（包括中文文献）有大量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Ioannides et al.（2004）综述
了大量有关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人的找工作行为的影响，相当多的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提高个人

找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所获得的收入。

（二）群分效应的一般均衡经济学

非市场互动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近年来有关非市场互动的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群分效应的产生。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群分

效应的产生机制从简单到复杂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群分效应直

接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偏好的不同；在第二层面，我们引入对行为人的生产力

有影响的“同群效应”，并且构建一个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

架，展开对于房地产市场、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讨论，展现群分效应是

如何作为市场均衡的一般结果而存在的；在第三个层面，我们进一步在地方

公共品提供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中引入公共品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理

论分析中，我们将说明这样的命题：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偏好的不同，非市

场互动就能够产生群分效应；而在引入房地产市场、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的一般均衡分析，特别是引入与群分效应相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尤其是对生产力的影响）之后，群分效应将被加剧；最后，当存在地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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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者之间的相互竞争的时候，以地方公共品供给单位（如学校）数量和

差异性度量的群分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在展开详细的理论分析之前，需要说

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地方公共品”是指一定地理范围内
8
的公共产品，只有

这个地理范围之内的居民才可以享受，而其他居民则无法享受。地方公共品

的提供者是基层（地方）政府，这对应于英文中的“local government”的概

念，这个概念并不包含对于政府级别和管辖范围的限定，而只是说这一级政

府提供着只有当地居民才可以享受的地方公共产品。在后文中，我们将以教

育作为地方公共品的实例，阐述教育消费中的群分效应的产生，以及在人力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非市场互动。之所以以教育为例，是基于三点原因：第一，

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是最为有代表性的地方公共品，特别是在按居住

地和学区入学的制度下，教育消费的地理范围限制非常明显。第二，教育是

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对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具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教育支出在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中占有非常高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更

是如此），因此，有关教育的经济学研究也正在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

和前沿。

8 根据分析对象的不同，我们所说的地理范围可以指一个省内、一个市内、一个区内，甚至一个街道、一个

居住小区。
9 在传统微观经济学里，Leibenstein（1950）早在 1950 年就提出由外部行为引起的消费需求可以分为从众
效应（bandwagon effect）、虚荣效应（snob effect）和凡勃伦效应（Veblon effect）。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指个人消费随他人消费增加而增加，以显得时髦；虚荣效应（snob effect）指个人消费随他人消费增
加而减少，以显得与众不同；凡勃伦效应（Veblon effect）指个人消费随着价格的增加而增加，以显示财富。
前两种效应实际就反映了非市场互动对消费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偏好差异是导致群分效应的最为简单而直接的原因。这方

面原因往往与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有关。例如，人们在消费中表现出

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求异效应（distinction effect）和渴望效应（aspira-

tion effect）就属于纯粹心理方面的非市场互动（Miller et al.，1993）。9纯粹偏

好（心理）的原因可能直接导致群分效应。举例来说，在美国，不同种族的

人群（白人、黑人、亚裔等）往往是相对聚居在一起的，这其中的一部分原

因就可能是由偏好导致的。在实证研究中，很难区分这种种族聚居的现象的

来源，它可能来源于住房市场的歧视（例如最近美国对中国移民的歧视），也

可能来源于对于邻居中种族构成的直接偏好（例如最近美国的中国移民喜欢

和其他华人住在一起），还有可能来源于不可观察的社区质量中的一些有种族

特点的方面（例如对于华人聚居区的中国商店的偏好） （Bayer，2005）。但

是，如果不考虑与群分效应相伴随的其他结果，那么，仅仅与偏好有关的群

分效应就不会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而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关注群分效

应，是因为群分效应对于住房市场、教育市场和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有着错综复杂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一步步由浅入深地进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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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效应的产生及其影响的理论分析。首先，我们先在基于偏好的群分效应中

考虑住房市场，将群分效应与居住区分割（residential segregation）联系起来，

然后，我们考虑一个包含住房市场和教育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教育

中的同群效应，将群分效应的产生放在这个一般均衡的模型中加以讨论。最

后，我们再引入地区公共品供给的竞争，将讨论地方政府之间和公共品提供

单位（如学校）之间的竞争对于群分效应产生的影响，通过这样的讨论，我

们将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纳入对地方公共财政的分析。

10 尽管他们的模型中也有公共产品，但在这个公共品的消费中没有考虑同群效应。
11 按收入水平表现出的群分效应是最为直接的，但在收入之外，群分效应也可能与职业和社会地位等因

素有关。
12 教育中的同群效应被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Ding and Lehrer（2005）发现，在中国的高中教育中也显著
地存在着非线性的同群效应。

群分效应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对于住房市场、居住区分割和城市形态的

影响。接下来，我们先不考虑地方公共品的提供，而只是在基于偏好的群分

效应的产生机制中引入住房市场，我们将发现，群分效应将与收入联系起来，

并且产生基于收入的居住区分割。不妨假设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社区，而人们

具有与同收入水平的人共同居住的心理和偏好。假设有一个随机的因素，导

致某一个新来的富人选择社区 A居住下来，他的进入将导致这个社区的房价

上升，而房价的上升将使得边际上的低收入者选择搬离这个社区，搬进社区

B，同时，也将使边际上的高收入者在喜欢与富人住在一起的心理下选择搬进

社区 A。于是，社区 A的房价进一步上升，而社区 B的房价则有所下降，如

此反复的结果就是，最终社区 A将成为高收入者聚居的“富人区”，而社区 B

则逐渐成为低收入者聚居的“贫民窟”。Epple and Sieg（1999）引入了住房市

场，分析了居民对于居住地的选择，他们假定家庭的效用取决于家庭的偏好、

公共品消费量、住房商品消费量和其他私人消费品数量。
10
他们证明，在均衡

状态下住房市场和城市形态出现以下特征：（1）边界无差异性，即处于不同

社会之间的边界上的居民对于居住在两个相邻的社区是无差异的；（2）分割

特征，不同收入的家庭按其偏好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不同社区的居民收入

之间没有相互的重叠；
11 （3）递增的消费品组合，一个社区比另一个社区房

价高，并且公共品消费量多，当且仅当其居民的家庭收入更高。Bayer et al.

（2004，2005）所讨论的住房市场均衡也是建立在居民对于邻居的偏好的基础

上的，他们还用数值模拟的方式讨论了这样的住房市场均衡和居住区的分割

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对这些结果，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评介。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包含住房和教育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

并且在这个模型中引入对于行为人的生产力有直接影响的“同群效应”，例如

在中学教育中，学生的成绩显著受到其同学的平均成绩的影响（Ding and Le-

hrer，2005）。12
在这个模型中，考虑两个行为主体，一是消费者，二是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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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的地方公共品供给单位。地方的公共产品只有在一定地理范围之内的居

民才能消费。仍然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其扣除住房价格和教育支出后的

净收入，以及家庭所获得的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则取决于家庭的禀赋（例

如孩子的能力）和学校学生的总体水平。不难理解，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如

好的师资和生源）的稀缺性，不同的家庭将在市场上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获取

优质教育资源。在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收入较高的家庭将更有能

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如果学校的招生是以居住地为条件的话，那么，高收

入家庭就会在好学校的周围聚居，而这将抬高好学校周围的房价，于是，边

际上的低收入家庭将选择搬离好学校所在的社区，从而失去获得优质教育资

源的机会。实际上，通过住房市场的运作，好学校的质量就在当地房价中被

“资本化”了。Epple and Romano（1998，2000）研究了教育市场的运作和学

校教育的群分效应，他们证明，在均衡状态下，学校之间将形成严格的分等

级状态，高收入家庭将更有能力获取优质教育资源。Rothstein（2006）构造了

一个包含多社区的数学模型，模拟了 Tiebout型群分效应的产生，在他的模型

中，居民的效用取决于其扣除租金后的净收入和社区的质量，而社区的质量

又是社区居民平均收入的增函数。尽管社区平均收入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

响到社区的质量的并没有在模型中加以讨论，但不难理解，如果收入反映了

家庭的人力资本拥有量，而且同群效应存在的话，那么，高收入家庭的聚居

将通过当地的学校教育中的同群效应提高社区的质量。他证明：在模型的任

何均衡下都存在完全按收入进行的人群分隔，最高收入的一组家庭居住在高

质量的社区，并且付最高的租金；收入第二高的一组家庭居住在质量和租金

都第二高的社区；等等。社区之间按租金、质量和居民收入进行排序的结果

是一致的。同时，他还证明，这种产生 Tiebout 型群分效应的均衡总是存

在的。

13 值得加以讨论的是，在 Rothstein（2006）的模型中，他采取的社区质量函数是家庭对同群效应的评价和
学校治理绩效的线性可加函数，也就是说，同群效应和学校治理绩效在决定家庭对社区质量的评价时是

相互替代的，在这一假定下，他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家庭对同群效应的评价提高将减少人群按社区质量

进行的群分效应。之所以得到这个不符合直觉的结论，完全与作者对于函数形式的假设有关。而从经济

学的理论来看，将同群效应视为学校治理绩效的替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恰恰相反，同群效应应该被作

为决定学校治理绩效的“投入品”。

不难理解，与上文所述的纯粹基于偏好的机制相比，在引入影响生产力

的同群效应后，对于优质生源的同群效应较为偏好，且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

家庭将选择搬入教育公共品质量较高的居住区，同群效应对这部分家庭来说

是选择聚居的收益。因此，相比只是由于偏好原因导致的群分效应，在公共

品提供模型中，学校教育质量将在当地的房价上被“资本化”，群分效应将被

加剧，居民将形成按收入划分的聚居和相应的居住区的分隔。
13

接下来，我们在上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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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引入公共品供给方的竞争后对于群分效应的影响。在引入了地方间政府

的竞争之后，上述这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本质上就是 Tiebout（1956）提出

的财政分权和公共品提供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假设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具

有信息优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和公

共品生产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将地方的公共品提供交给地方政府去做，而不

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来提供地方的公共品，实际上就是实行了财政分权体制，

这一体制有三个优点。首先，它增加了地方政府提高公共品生产效率的激励，

如果是中央财政来提供地方公共品，那么，地方政府完全可能通过夸大公共

品生产成本的方式来增加中央对于该地方的财政投入。其次，地方财政提供

公共品可以减少搭便车（free rider）行为，在中央财政体制下，各地方政府

都会尽力少投入地方公共品，而等待中央补贴，这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之间

相互搭便车的行为。最后，不同的人群对于地方公共品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地方政府可以更为灵活地面对当地居民的需要，提高公共品的生产和配置效

率。由于居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用脚投票”的

机制，这种机制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不提供优

质的公共品服务，那么就会使得当地居民（尤其是富裕的家庭）搬走，这直

接地影响到当地的房价和人力资源水平，即使在很短的时期里，也足以对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在上述这个简单的模型当中，分散决策和地方

政府间的竞争可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 Tiebout（1956）提出的

财政分权和公共品提供模型的核心思想。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

于存在消费者对于地方公共品的偏好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消

费者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来实现偏好与地方公共品之间的匹配，同时也给地

方公共品的供给者提供了提高公共品生产效率的激励。这个过程就是文献中

通常所说的 Tiebout群分（Tiebout sorting）的过程。在中国，一些较高收入家

庭通过买房子住到好学校附近，或者通过买户口的方式迁移到教育较发达的

城市或地区，为孩子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和提高上大学的机会创造条件，都是

Tiebout群分的现象。

在研究群分效应的文献中，还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使用“竞争”这个词，

即，将公共品提供单位的数量（如学校和社区的数量）增加作为供给者之间

的竞争加剧。Rothstein（2006）模拟了社区数量与群分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

发现，社区数量的增加的确会加剧人群在学校的治理绩效（effectiveness）方

面的群分效应。在 Epple and Romano（1998）的研究中，他们在教育市场竞

争的模型中引入了对于教育券（voucher）的分析，引入教育券的作用是加强

消费者对于学校的选择，其结果是，与不存在教育券的市场相比，存在教育

券的均衡教育市场上，私有学校将增加，总体上的群分效应将更为明显。与

此同时，Epple and Romano（1998）证明，在一个同时存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

校的教育市场上，如果学校间的竞争充分的话，至少存在着两种机制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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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教育的机会公平，是有利于减少群分效应对于低收入家庭的负面影响的。

第一，由于受教育者之间存在着同学相互影响的同群效应，私立学校有激励

去竞争那些好学生，提高本校学生的平均质量，其竞争的结果就是学校将有

激励实行价格歧视，一方面给予好学生奖学金，另一方面对高收入家庭的子

女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就会大大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

会。第二，可以引入教育券来加强消费者的选择，这也能提高低收入家庭子

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如果教育券在不同学生之间是没有差别的（flat-

rate），那么，实行教育券的结果是使得低收入家庭的高能力子女获取优质教

育资源的机会提高，成为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但是，这也使得公立学校的

好学生更多地流失，公立学校学生的平均质量下降，留在公立学校的学生所

享有的同群效应也会下降。同时，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但孩子能力并不太强

的家庭为了保持让他们的孩子能够仍然获取较高的同群效应，也会选择离开

公立学校，但其进入私立学校的代价是必须支付更高的学费。Epple and Ro-

mano（2002）进一步讨论了其他可能的教育券机制对教育市场的影响，他们

证明，如果将获取教育券的数额与学生的能力相联系，让高能力的学生获得

更多的教育券，那么，低收入家庭的高能力子女将获益更多。在他们的数值

模拟结果中，引入了教育券后有 95%的人比没有教育券的时候获得了更高的

福利。他们还进一步考虑了附加学费限制的情况，即要求学校只能将教育券

作为学费，既不能收更高的学费，也不能少收费。这时，学校之间的竞争仍

然存在，竞争的结果是私立学校将有激励招收任何类型的学生，学校间的差

异将消失，在均一教育券之下一部分学校的好学生流失的问题也就相应消

失了。

上述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结论是：（1）只要存在居民的偏

好差异，就可能导致群分效应，如果在居民偏好差异的基础上引入住房市场

和居民对于居住地的选择的话，群分效应的表现将是居住区的分割。（2）在

引入地方公共品质量在住房市场上的“资本化”和公共品消费中的同群效应

后，将加剧群分效应和居住区的分割。（3）进一步引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后，Tiebout群分的出现将导致群分效应进一步加剧。而公共品供给单位之间

的竞争和消费者选择的加大则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方面，以公共品提供单

位和差异性为度量的群分效应将加剧，另一方面，如果竞争的加剧是以消费

者获得更大的选择权来实现的（例如以教育券的方式），那么，低收入家庭的

好孩子将从中获益，群分效应对低收入家庭的好孩子的负面影响将减小。值

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教育市场上引入教育券这样的机制，可以提高低收入家

庭的好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对增加全社会的教育产出也是有利

的，这时，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兼顾的（丁维莉、陆铭，2005；陆铭、

蒋仕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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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计量经济学

上一节中我们通过一个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讨论了群分效应的产生，这一

讨论仍然是理论层面的。而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之所以重要，除了相关研

究在理论上突破在传统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以外，经济学家

还特别关心与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有关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为在经

济学理论中引入非市场互动提供了基础。Jones（2002）在对 Becker 和 Murphy

所著《社会经济学：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的书评里提到，此书提出的包

含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证实。尽管用计量模型

来识别社会互动仍然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对于长期以来怀疑社会互动

的重要性的人们来说，也只有规范的实证检验才能够说服这些怀疑的声音。

同时，实证研究也对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有着重大的影

响。这一节中，我们先从概念上区分三类不同的非市场互动，然后从方法上

讨论有关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对于实证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及相关发现我们

将在下一节中总结讨论。对于非市场互动的计量经济学的一个更为技术性的

研究，可以参阅 Brock and Durlauf（2000）。

（一）识别非市场互动的计量模型

1. 提出计量模型

Manski（1993）提出，识别非市场互动的计量模型如下：

y = α + βE［y | x］+ E［z | x］' γ + z' η + x' δ + ε. （1）

在（1）式中，y代表个人的产出（例如学生的学习成绩）；z∈RK，代表

可观察的个人特征，K表示有 K种可观察的个人特征。x∈RJ，代表个人所属

的组群的特征，J 代表有 J 种可观察的组群特征。上标表示 K种个人特征或 J

种组群特征的列向量的转置。个人的产出 y受到四类可观察变量的影响：个

人的特征 z，同组成员的平均产出 E［y| x］、同组成员的平均特征 E［z| x］、

所属群体的特征 x。ε 代表不可观察的个人特征（如个人能力）或组群
特征。

2. 三种不同的非市场互动

Manski（1993）指出，上式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市场互动。

（1）内生的互动（endogenous interaction）：行为人的行为随着他所处的人

群的行为而变化，在（1）式中表现为 y随 E［y| x］的变化而变化，β就度量了
内生的互动的效应。这实际上是用同组的其他成员的表现解释一个特定成员

的表现，强调成员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互动。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采用同组成员

的平均表现对个人产出的影响来识别同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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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的互动（contextual interaction）：情境的互动是指一个人的行为

与他所处的群体的外生特征有关。在（1）式中表现为 y随 E［z| x］的变化而

变化，γ就度量了情境的互动的效应。这实际上是用组的成员的共同特征来解
释一个人的行为。

（3）关联效应（correlated effects）：同组的行为人行为一致的原因在于组

的成员拥有相似的个人特征或者面临着相似的制度环境。在（1）式中表现为

y随 z的变化而变化。δ就度量了关联效应。
在以上三种非市场互动中，内生的互动和情境的互动区分了社会成员被

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影响的不同机制，而关联效应则指的是非社会性的现

象。Manski（2000）举了教育的例子来说明这三个概念的区别。如果一个学

生的成绩与他所处的中学、宗教组别或者其他参照组的平均成绩相关，那么

就发生了内生的互动。在教育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同群效应就是一种内生的

互动。如果学生的成绩是与他所处的组别的社会经济构成（如性别、宗教、

收入、教育等）相关的，那么，就存在着情境的互动。而关联效应指的是

指学生的成绩相近，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教师或者因为他们有相似的家

庭背景。

对上述三种非市场互动的区分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例如，当为

部分学生提供额外的补习的时候，如果学生之间存在内生的互动，那么，

补习将首先提高接受补习的那些学生的成绩，然后又会通过内生的互动再

影响到其他没有接受补习的学生的成绩，这时，“社会乘数”效应就出现

了，而情境的互动和关联效应则不存在这种反馈机制。也正因为如此，经

济学家们往往特别关注内生的互动，相比之下，社会学家们则相对更为关

注情境的互动。

在实证研究中，如何将内生的互动与其他两种非市场互动区别开来，即

如何在（1）式中有效地估计 β，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将（1）式写为（2）式：

E［y | x，z］= α + βE［y | x］+ E［z | x］' γ + z' η + x' δ. （2）

接下来，在（2）式两边都对 z加总，实际就是对两边在个人层面进行加

总，设组内的人数为 n，得到在组群层面的（3）式：

∑
n

i = 1

E［y | x，z］= nα + nβE［y | x］+ γ∑
n

i = 1

E［z | x］' + η∑
n

i = 1

z' + nx' δ，（3）

（3）式再写为（4）式（注意，在方程左边进行组群层面的加总时，个人特

征就不起作用了）：

nE［y | x］= nα + nβE［y | x］+ nE［z | x］' γ + nE［z | x］' η + nx' δ，（4）

对（4）式两边化简，就得到（5）式，这时就形成了社会均衡条件（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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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Condition）14。对它的直观解释是：通过对个人层面的加总，由此得

到的组内成员的平均产出不再受到个人特征的影响。

E［y | x］= α + βE［y | x］+ E［z | x］' γ + E［z | x］' η + x' δ. （5）

当 β≠1 时：（5）式的唯一解可写为（6）式：

E［y | x］= α
1 - β

+ E［z | x］' γ + η
1 - β

+ x' δ
1 - β

. （6）

由（6）式可见，E［y| x］是［1，E［z| x］，x］的线形组合，即组内成员的平

均产出受到组内成员的平均特征和组群特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直

接估计出 β，并且把内生互动与情境互动、关联效应区别开。

14 从数学公式上看，社会均衡条件就是当 β≠1 时，组内成员的平均产出 E［y| x］的解是唯一的。

最后，将（6）式代入（2）式，就能够得到简约方程（7）式：

E［y | x，z］= α
1 - β

+ E［z | x］' γ + βη
1 - β

+ z' η + x' δ
1 - β

. （7）

当 1，E［z| x］，x，z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时，就能够识别出（7）式

中的
α

1 - β
，
γ + βη
1 - β
，η和 δ

1 - 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简约式里，仍然无法有效

地识别出根据（1）或（2）式所定义的内生的互动、情境的互动和关联效应

这三种不同的社会互动效应，因此，要识别出这几种效应，特别是内生的互

动效应，还必须依赖于我们将在（三）里讨论的那些手段来对（1）式进行

估计。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直接对（1）式进行估计可能存在的

问题。

（二）非市场互动的实证研究中的估计偏误

在非市场互动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的是微观数据，

而不是加总的宏观数据，而在微观数据分析中，最容易存在的问题就是各种

各样的估计偏误。我们在（一）中分析的基础上，来讨论几种常见的计量偏

误，并结合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举一些实例。

1. 联立性问题（simultaneity problem）或影像问题（reflection problem）

联立性问题是指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存在相互影响而导致的估计

偏误。在研究非市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这种联立性问题往往具体表现为

影像问题（Manski，1993）。也就是说，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就好像是一个

人和他在镜子里的影子一样是同时运动的，我们难以判断这种被观察到的相

关性是因为影子的运动“导致”还是“反映”了照镜子的人的运动。在（2）

式里，影像问题就表现为：E［y | x，z］会受到 E［y | x］的影响；而另一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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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 x］也会影响 E［y | x，z］。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对 E［y | x］的系数 β 的估
计偏误。

举例来说，在研究教育的同群效应的时候，一个班级的平均质量实际上

也受到被解释的某个学生的质量的影响，这就好比班级的质量是学生的质量

的影子，两者是同时运动的，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班级的质量决定了某个学生

的质量。Manski（2000）简要地总结了一些之前的文献中（包括 Brock and

Durlauf，2000；Manski，1993，1997；Moffit，1999）提出的一些克服影像问题来

识别非市场互动的影响的方法，其中包括：（1）如果研究者事先知道组的平

均值对于被解释的个体值的作用的滞后期的话，可以使用滞后的组平均值而

不是即期值作为解释变量；（2）如果事先知道组的平均值与被解释变量之间

的非线性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使用组平均值的非线性形式作为解释变量；

（3）使用组的其他特征（例如中间值）而不是均值来作为解释变量，这要求

研究者得事先对组的行为模式有相应的了解；（4）如果可以找到外生的工具

变量，并且这个变量直接影响一部分组的成员的行为变量，而不影响所有成

员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个工具变量也可用来识别非市场互动的影响。

2. 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

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如果我们希望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一

个方程的无偏估计，那就需要要求模型的解释变量与模型的残差不相关。如

果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在某些未观察的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行为人的选择而决定

的，那么模型估计的结果就可能产生偏误。将（1）式写为（8）式：

y = α + βE［y | x］+ E［z | x］' γ + z' η + x' δ + μ + . （8）

（1）式中的未观察因素 ε包含两个部分，μ 和 。μ（可能是个人特征或
组群特征）会同时影响个人选择进入这个组群和个人的产出 y；而  为其他
不影响个人对组群选择的未观察因素。当存在 μ 这样的未观测因素时，由选
择带来的遗漏变量偏误就产生了。这意味着由 μ 产生的对 y的影响被包括在

了与 μ相关的解释变量的系数里。
例如，在教育的同群效应的研究中，通常需要用一个班级的平均成绩来

代表同学的质量，同群效应是不是显著存在就取决于一个学生的成绩是不是

显著地与其他同学的平均成绩正相关。但是，作为度量一个学生群体的平均

质量的指标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通常是由家长的偏好决定的。正如我们在

上一节中所说的那样，在教育仅服务于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家庭的市场上

（按地段或学区入学），家长将选择搬迁到好学校的附近，以使得自己的孩子

获得好学校的教育资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孩子是不是在一个平均水

平较高的环境里学习本身可能是家长的选择结果（Ding and Lehrer，2005）。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想研究社区的分割对于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

市场表现的影响，那么，一些度量社区质量的指标，如居住区内的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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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口构成等，也是被研究对象进行选择后得到的结

果。Cutler and Glaeser（1997）指出，居住区的分割程度也可能是被选择的，

最为成功的人可能会选择居住在社区分割程度较低的城市，而最不成功的人

则可能选择居住在社区分割程度较高的城市。

选择性偏误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遗漏变量的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

遗漏变量是指在计量模型中没有放入可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如

果这些遗漏变量与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不相关（正交）的，那么，对

于那些被包括在计量方程中的变量系数来说，遗漏变量并不会造成模型估计

的偏误。但是，在实际的计量估计中，遗漏变量往往与模型的一个或几个变

量相关，这时就会存在缺失变量的偏误。
15
例如在教育生产函数的估计中，通

常认为教师的质量是教育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在很多教育生产函数的估计中，

由于数据的局限，往往只能控制教师的受教育年限和教学经验，Ding and Le-

hrer（2005）的研究中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数据，由于他们的数据中有基于教师

教学质量的评估和晋升数据，因此可以在学生成绩的决定方程中更为完整地

控制教师质量的指标。另一个例子是，在居住区的选择模型中，价格是影响

居民是否选择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影响因素，价格越高，居民选择居住在这个

地区的可能性越低。但是，在估计这个居住区的选择模型的时候，价格可能

反映了一些未能观察到的住房特征，高价格的住房可能具有某种未能在数据

中被包括的优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造成在存在遗漏变量的情况下使

价格对于居住区选择的影响偏向于零。同样道理，一个城市的居住区分割程

度可能反映了一些缺失的城市特征（Cutler and Glaeser，1997）；作为居住区选

择的解释变量的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包括邻居的种族、收入和教育水平、学

校的质量）也往往与未能观察到的住房和周围环境的质量有关，这也会导致

估计的偏误（Bayer et al.，2005）。

15 很多计量经济学的教科书对此都有非常清楚的解释，Davidson and Mackinnon（2004）的解释比较形象。

3. 漏损偏误（attrition bias）

在有关非市场互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希望通过动态的跨期的数据来

看非市场互动的影响。尽管最初的观察样本是随机的，但在动态的过程中，

却可能出现样本的漏损，如果这个漏损不是随机产生的（通常都不是随机

的），那么，如果直接对数据进行分析，就可能产生漏损偏误，这实际上是一

种特殊的选择性偏误。举例来说，在教育经济学中，一个争论热点话题就是

小规模的班级是不是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小班实验的数

据中就存在类似的情况，除了漏损偏误，这个小班数据还存在退出和替换所

造成的偏误，每年大约有 10%的人变换了班级类型，在三年级之前，超过一

半在幼儿园时期参加项目的学生在三年级之前离开了项目。这些样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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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能不是随机产生的，如果不对这些样本变化加以考虑，就可能导致估

计的偏误，对漏损偏误进行了考虑之后，小班教学并不对学生成绩产生显著

影响，这与之前的研究得到的发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Ding and Lehrer，

2004）。

（三）克服与非市场互动有关的估计偏误的实证方法

对于上一小节中讨论的实证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误，读者不难发现，尽

管其产生的原因有着细微的差别，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偏误产生的

原因本质上都是源于在计量模型中未能正确地考虑一些可能与解释变量相关

的因素（包括未观察到的因素）的影响。以下我们讨论已有的实证研究是如

何克服偏误的。

1. 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 or Randomized Experiment）

我们提到，导致非市场互动难以被识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进入

这个组群可能是有选择的。因此，有可能存在一些未观察到的因素会影响人

们对于组群的选择和组群内的非市场互动，造成估计上的偏误。Hoxby

（2000）和Winston（1999）提出，家庭对于居住地和学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们对学校内同群效应的预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采用自然

实验对于人群进行随机分组，将有效地克服由选择带来的偏误。因为，人们

如何进入该组群是外生的，不会受到遗漏的个人或组群特征的影响。Katz et

al.（2001）以及 Ludwig et al. （2001）研究了非市场互动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影

响，他们都使用了基于美国政府在 1994 年开始在四个大城市实施的住房流动

计划（Moving To Opportunity，以下简称 MTO计划）的数据。该计划针对贫困

率较高地区的居民，将他们随机地分为三组：实验组，比较组和控制组。实

验组能够得到在私有住房市场上的住房券，该住房券只能用于购买低贫困率

地区的住房；比较组也能够获得住房券，但是没有任何限制；控制组没有任

何住房券。在这样的自然实验设计下，人们进入某个居住地很少地受到个人

选择的影响，能较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也比较有说服力。

基于该住房流动计划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我们将

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Sacerdote（2001）在对于同学之间的同群效应的研究中

也采取了自然实验的方法。Dartmouth College的新生入学时，被随机地安排所

在的寝室和室友，这样就能够避免可能与个人特征相联系的对于室友的选择。

该研究发现，由此产生的同群效应对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社团参与都有重要

影响。当然，实行完全随机的自然实验有非常大的难度。因此，一些实证研

究也采取了准随机的实验（Quasi-randomized experiment），但是，准随机实验

的外生性也是需要仔细推敲的。例如，Rosenbaum（1991）对于同群效应的研

究采用了基于芝加哥政府实行的 Gautreaux计划的数据，4000 户低收入的黑人

家庭自愿进入该计划，政府给予他们住房补贴，鼓励他们搬到白人居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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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但是，准随机实验与随机实验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在准随机实验中，

人们进入该实验是有选择的，那么由选择带来的偏误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

此，Duncan（1991）指出，进入 Gautreaux计划的黑人家庭也是有选择的，在

此样本上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而且，该结论是否对于所有低收入家庭

都具有普遍性也值得怀疑。

16 在最近这些年里，实证研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一项研究找到了令人信服的“聪明”而
“巧妙”的工具变量，那么这样的研究发表在好杂志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但是，即使是在顶级杂志上发

表的文章，也仍然可能在工具变量的选择方面被人批评。
17 在对于制度的工具变量选择中，经济学家们也非常依赖于历史和地理的变量（Acemoglu et al.，2001），
而这些工具变量是不是有效恰恰是争论的焦点所在（Glaeser et al.，2004），因为在理论上很难排除工具
变量，还可能通过影响除了“被工具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而间接地影响被解释变量，甚至在理论上可能

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

2. 工具变量法

对于可能存在的偏误来说，一个有效的克服方法就是找到解释变量的有

效的工具变量。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应该在统计上符合两个基本的条件：第

一，当模型的所有变量（包括内生变量）被控制以后，这个工具变量将不对

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第二，当模型的其他解释变量被控制后，模型中的内

生变量应该能够足够显著地被工具变量解释。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说

明工具变量本身不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条件一），但它通过影响“被工具

的”内生变量而对被解释变量有间接影响（条件二）。计量经济学可以估计出

工具变量如何影响“被工具的”内生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估计“被工具

的”内生变量如何再影响被解释变量，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解释变量的内生

性造成的估计偏误给“剥离”出去。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工具变量在统计上应

该满足的性质，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要找到有效的工具变量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上述两个条件中，第二个是可以直接检验的，

而第一个条件是无法被严格检验的，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往往对于一个工具

变量是不是严格外生的持有不同的看法。
16
从近十年的研究来看，历史和地理

的因素经常成为经济学家们选择工具变量的考虑对象，因为，如果一个历史

或地理的变量通过统计上的检验的话，那么通常人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变量是

严格外生的。
17

在 Manski（1993）提出对三种非市场互动的区别之前，对于非市场互动

的工具变量的选择还存在误区。Case and Katz（1991）用组群的外生特征来作

为组群产出的工具变量，发现同群效应对于青少年犯罪有显著影响。但是，

我们从 Manski（1993）的研究中得知，组群的外生特征本身也会影响个人的

表现，是一种情境的互动。因此，这一工具变量的使用会导致估计的偏误。

接下来，我们举几个实例来讨论在关于非市场互动的实证研究中，什么

样的工具变量是好的工具变量。在有关非市场互动和群分效应的实证研究中，

诸如社区的质量、学校之间的竞争度之类的变量都被认为是内生的，这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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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讨论中已经加以说明了。Hoxby（2000）研究了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是不

是对提高学校的生产力有利的问题。在她的研究中，她用一定地理面积内的

学区数量来度量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和 Tiebout选择的程度，为了避免这一变

量的内生性导致的偏误，她使用相应地区内河流的数量来作为工具变量。她

的思想是，河流的数量是城市里“自然的”学区边界。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

的时候，当学区的边界在美国被确定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

学生们去上学需要花费的时间，而自然的障碍显然显著地影响了学生上学的

时间。尽管随着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条件的改善，自然的障碍对于

学生上学时间的影响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由于自然障碍对最初的学区边

界有着显著的影响，而最初的学区边界又对今天的学区边界有着关键的影响，

所以，可以用自然状况来作为学区数量的工具变量。Hoxby的这篇文章虽然正

式发表于 2000 年，但其在 NBER的工作论文实际上发表于 1994 年。在文章问

世以后，她使用的工具变量被很多人奉为经典，Cutler 和 Glaeser（1997）沿

用了河流数量作为居住区分割程度的工具变量。
18

18 但是，对于 Hoxby（2000）的研究也有一些批评，Rothstein（2004）对 Hoxby（2000）中工具变量的使用方
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质疑，而 Hoxby（2005）则对其批评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反驳。

上面我们纯粹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讨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的，这是不是

就是我们在选择工具变量时需要考虑的全部问题呢？不是的。如果在经济学

理论上工具变量应该与内生变量有正相关关系，但在检验的时候却发现两者

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负相关关系，那也不行。此外，对于两个同样通过统

计检验的工具变量来说，仍然可能存在超过统计意义上的，在经济学意义上

的“好”与“坏”的差别的。Hoxby（2000）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尽管可以被

接受为有效的工具变量，但是，地理的自然界限与学校之间的竞争度之间的

关系并没有直接的经济学含义。更进一步地说，由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身

表明工具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有着间接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能从这一逻

辑中推演出一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甚至一些政策变量对于经济系统的间

接影响的话，那就更好了。Hoxby（2000）所使用的工具变量虽然已经是非常

好了，但仍然不是一个“足够好”的工具变量。

与此相对照的是 Urquiola（2005）的工作，他的研究是检验择校行为是不

是导致了群分效应，这也需要寻找一个度量学校可供选择的程度的指标。在

以前的文献中，学校的可供选择程度的指标通常就是学区的数量或者学校的

数量，文献里对于是学区间的竞争还是学区内部学校间的竞争导致群分效应

是存在争论的 （Clotfelter，1999；Alesina，Baqir and Hoxby，2004；Hoxby，

2000）。Urquiola（2005）的研究策略是，他使用了一个固定效应模型，并且

将观察变量分为两组，控制学区的哑变量。在这个模型中，他用了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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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中小学校数量差异来识别学区可选择程度对群分效应的影响。其中的

原理是，一个地区内的不同学区有不同的中小学校数量，中学通常具有较高

的固定成本，因而规模经济性比较强，而小学的固定成本低，没有很强的规

模经济性。当入学率上升时，由于中学有更强的规模经济性，通常小学的数

量增加更多，因此，一个地区内的中小学之间的数量差异就反映了该地区的

学区的可选择程度。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那样，虽然不能确切地说中小学学

校数量的差异是完全随机的，但是，由于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中小学之间的固

定成本和规模经济差异导致的，因此，这个变量能够代理学区可选择程度，

而与一个地区的特征相关性较低。可能也正是因此，作者在他的研究中没有

使用其他的工具变量，但由于其解释变量能够让人信服地接受为外生于模型

的变量，因此，其结果也是较为可信的。更重要的是，中小学学校数量的差

异来源于中小学之间的固定成本差异这一点本身具有非常强的经济学含义。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找到好的工具变量并不是实证研究唯一可用的研究策略。

如果可以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选择巧妙的解释变量，并且能够借助于经济

学理论说明其外生性，这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策略。

3. 估算社会乘数

以上两种方法运用比较普遍，它们都考察了组群的平均值对于个人行为

或表现的影响，以此来识别内生的非市场互动，这种方法就存在组群的平均

值本身是内生变量的问题。除此之外，一些较新的研究（Glaeser and Scheink-

man，2003；Glaeser，Sacerdote and Scheinkman，2003）也用估算社会乘数的方

式来直接度量社会互动效应的大小。将社会乘数在理论上的定义运用到实证

上时，一个重要的直觉是：用加总数据回归得到的系数（比如教育对收入的

影响系数）不同于用个人数据回归得到的系数，因为用加总数据得到的系数

已经包含了人与人之间非市场互动产生的效应（Becker and Murphy，2000）。

Glaeser，Sacerdote and Scheinkman（2003）提出了两种从实证上识别社会乘数

的方法：第一，用加总数据得到的系数与用个人数据得到的系数之比就衡量

了社会乘数；第二，首先对个人数据进行回归，然后得到基于个人数据的被

解释变量的预测值，再将其加总后用来回归加总数据，这个变量的系数就度

量了社会乘数。估算社会乘数的时候，由于没有将组群的平均值这样的变量

放在个人数据的回归方程的右边，回避了这个变量本身可能是个内生变量的

问题。Glaeser，Sacerdote and Scheinkman（2003）将以上方法运用到了三项实

证研究中，分别考察了同群效应对大学里的社团参与、犯罪率和收入水平的

影响。他们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社会乘数的存在。

四、群分效应、社区分割和收入分配

伴随着理论的发展，关于非市场互动与群分效应的实证研究也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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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这些研究大大增进了人们对于非市场互动的了解，同时也使人们认识

到，经济学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的综

述将集中在四个核心问题上：（1）择校行为与群分效应的产生；（2）居住区

分割效应的动态发展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3）公共政策对形成居住区分

割和群分效应的影响；（4）试图减少群分效应和社会分割的公共政策是否有

效：以 MTO计划为例。我们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梳

理，并对中国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我们知道了什么？

首先，一系列的文献讨论了择校行为与群分效应的产生。在这类研究中

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择校行为是不是会导致群分或分层（stratification），

更具体地说，学区间的竞争度（或可供选择程度）是否会影响孩子所在学校

的同学的质量（Urquiola，2005）。在之前的争论中，Clotfelter（1999）认为学

区数量的增加会影响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同学的质量，从而加剧学区间的群分

效应；而 Alesina，Baqir and Hoxby（2004）和 Hoxby（2000）则认为，这一论

点没有考虑通过按地段入学产生作用的学区内部的群分效应，他们认为，是

学区内的学校数量，而不是学区的数量决定了孩子的同学的同质程度。用计

量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引起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当用学区数量来度量

学区间竞争度时，会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学区内的群分效应没

有得到控制。这一问题在 Urquiola（2005）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正如

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他使用地区内部的中小学学校数量差异来度量学区的

可选择程度，当中小学校数量差异较大时，说明这个地区内的学区之间的竞

争度也较高，这就是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外生变量。他发现，学区间的竞争

度会影响孩子的同学的质量，并减少私立学校的入学率。由此可见，学区间

的竞争度将影响公立学校的学生的构成和分布。因此，择校行为是产生群分

效应的一种重要机制。

其次，居住区分割效应的动态发展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受到实证研

究的密切关注。已有研究证实，居住区分割对于犯罪率、教育产出、劳动力

市场产出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Glaeser et al.，1996；Cutler and Glaeser，

1997）。但是，这一影响是否在长期存在，还是有待于回答的问题。在 Cutler

and Glaeser（1997）基于 1990 年美国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中，种族间的居住

区分割会对黑人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产出都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在分割

严重的地区，黑人的高中毕业率、就业率和收入都更低。由于居住区分割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该研究为城市的居住区分割这一解释变量选择了两组工

具变量。第一组是 1962 年市镇级地方政府的数量和州政府财政来源中政府间

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其理论基础在于：首先，市镇级地方政府的数量能够通

过 Tiebout机制影响分割，当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数量越多时，地方政府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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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公共品提供的差异性也越大，促进了分割的产生；其次，当州政府
19
的财

政来源中政府间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较高时，将降低这一地区的政府实行分

割政策的激励，使分割程度比较低。第二组是用相应地区内的河流数量来代

表自然障碍，这是沿用了 Hoxby（2000）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两

组工具变量都对居住区分割有长期的影响，通过它们来识别居住区分割的效

应实际上就揭示了分割的长期效应的存在。而 Oreopoulos（2003）却怀疑分割

效应在长期存在。这项研究基于多伦多市的公有住房计划，由此形成的居住

区分割较少地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从而有比较强的外生性。为了观察长期

效应，他们采用了个人样本从儿童到成人阶段的长期跟踪数据。实证结果发

现，在长期，居住区分割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产出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该

研究仅针对了多伦多一个城市的数据，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存

在疑问。从理论上来说，在居住区分割严重和人口流动率低的地区，分割产

生的效应会长期保持；而在居住区分割并不严重和人口流动率高的地区，分

割的效应会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减弱，因此很难在长期内得以观察。所以，用

多伦多的数据发现的分割不存在长期效应这一结论，很可能与这个城市从总

体上人口流动比较充分有关。Miguel et al. （2006）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工

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向外地的流动会降低当地的相互合作。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频繁的人口流动将减少人们之间的非市场互动，进而可能减轻原社区的

非市场互动在长期发生作用的程度。此外，人与人之间的非市场互动是长期

存在的，如果人口流动性强，人就可以与不同的人发生互动，就可能减少其

年幼时的居住环境的影响，但也有可能幼年时的社区环境的影响不会随着成

年后环境的改变而显著减弱。这些都是有待实证研究回答的具有挑战性的

问题。

19 这里之所以不用市级政府的财政来源中转移支付所占的比例，是因为市级的这一指标与当地的黑人

群体贫困程度很相关，不是一个外生的指标。而州政府的这一指标更多地反映了该州政府的政治特征。

Cutler and Glaeser（1997）的研究还为我们理解居住区分割对收入分配的

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发现，居住区分割对于黑人的负面影响尤其显著，

而对白人却不显著。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机制来对此进行解释：第一，

居住区分割减少了黑人与其他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人群之间的互动；第二，

分割尤其会伤害年轻的黑人，因为社会给他们的父母塑造了负面的形象；第

三，分割增加了黑人寻找工作的难度。Bayer et al.（2005）的研究则表明，因

种族因素导致的群分和居住区分割显著地减少了黑人，特别是高收入、高受

教育水平的黑人家庭的公共品消费。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对于黑人家庭来说，

除非他们的收入非常高，可以买得起白人社区的房子，否则，他们只能住在

黑人社区，即使在收入上他们足以消费更多的公共品，他们也不得不与较低

收入的黑人家庭一起去消费较低水平的公共品。因此，居住区分割可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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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么，当分割加剧时，弱势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更

大，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收入水平和公共品消费水平都相对更低，这样无

疑会扩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这种效应是非常显著的福利损失，而且在代

际之间也会有持续的影响。

再次，在居住区分割的效应得到证实之后，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实证研

究来发现分割的形成机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如

何影响居住区分割的形成？对此问题的回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市场机制

和政府力量分别在居住区分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Cutler（1999）的研究发

现，在美国，政府对于黑人的歧视政策对种族间的居住区分割有重要影响。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这种歧视表现为政府直接地用法律手段限制黑人进

入白人的居住地。而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政府逐渐取消直接的歧视政策，

种族间的居住区分割却并没有显著减轻。自由竞争的住房市场成为居住区分

割产生的主要机制，典型的表现是：白人为了与黑人分割，需要支付更高的

房价来与白人聚居在一起。Becker and Murphy（2000）从理论上指出，虽然

政府不再能通过法律手段实行直接的歧视政策，但政府采取的一些间接的歧

视政策仍然在影响着居住区分割。例如，通过限制白人的居住地规模，阻止

了黑人对于白人社区中高质量公共品的享用，由此也会加剧种族间的居住区

分割。这提醒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政府运用的某些公共政策，它们很有可能

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分割和社会福利。当然，这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进一步

检验。

群分效应还可能通过身份认同和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而得以加强。很显然，

群分效应可能会扩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当群分效应和社会分割较严重时，

拥有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群体之间的非市场互动还有可能对这个群体产生

积极影响，而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群体之间的非市场互动则更多地产生相互

间消极的影响，这时，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社会流动性将下降。对于社

会的流动性来说，我们有必要提到 Akerlof（2000）对于身份认同的经济学分

析，他认为，不同身份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会表现出对这一群体行为的遵循，

这一视角很好地解释了黑人的高犯罪率和低收入水平。而群分效应和居住区

的分割会通过同群效应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尤其会强化弱势群体的身份认

同，这将降低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一

项基于实验的研究中，一些自愿参加实验的初中男生被要求解迷宫题，当他

们的种姓不被公开时，不同种姓的学生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种姓被公

布的情况下，低种姓的学生的表现就显得更差了。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

低种姓的学生的身份被公开后，他们预期到自己将受到歧视待遇，因此会降

低努力程度。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设计来证实这个机制的存在。这个

实验说明，由历史上的种姓制度造成的人群差异将影响人们的信念和预期，

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表现（Hoff and Pandey，2004）。在印度，人们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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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种姓阶层的高低聚居，由此形成的分割导致印度的社会流动性非常低，

种姓阶层之间持续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并将影响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Munshi and Rosenzweig，2006）。最近，印度政府开始重奖不同种姓的居民之

间的相互通婚，但这项促进社会融合的政策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最后，美国政府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社会分割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长

期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种族分割。Marmaros and Sacerdote（2006）用 Dartmouth

College随机安排新生寝室的数据研究了友谊的形成。他们发现，种族分割使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友谊很难形成，但是，如果将黑人和白人安排在同一寝室

或者同一班级，将有效地促进黑人与白人之间友谊的形成，虽然空间上的接

近仍然不能使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友谊就像白人和白人之间的友谊一样。这一

发现带来的政策含义是，缩小种族间的地理差距有利于促进非市场互动，减

少分割。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实施一些试图减少群分效

应和社会分割的公共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 MTO

计划，随机地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券。但是，该计划是否能够有效地减少

社会分割？在学界却还存在争议。Katz et al. （2001）以及 Ludwig et al.

（2001）用该计划的数据研究了非市场互动的影响，他们都发现，在该计划实

行了两三年之后，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而且，Ludwig et al. （2001）还发

现，在短期内，同群效应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是，San-

bonmatsu et al.（2006）研究了进入该计划四到七年的家庭样本，却发现，在

长期里，同群效应并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学习成绩。Sanbonmat-

su et al.（2006）对此提出了重要的解释：穷人用住房券搬进富人社区，但却

并没有真正地和富人邻居达到融合，富人社区对穷人仍然存在歧视，限制了

穷人享用富人社区的公共品，尤其是高质量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穷

人把孩子送回穷人社区上学，或者干脆搬离富人社区。所以，从长期的实证

结果来看，穷人的孩子并没有享受到富人社区的同群效应的积极影响。由此

可见，此项旨在减少分割的公共政策在长期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

能够从这个例子中得到关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启示，仅仅缩小穷人和富人

间在地理上的差距还不够，只有真正消除对于穷人的歧视，使他们能够享

受到高质量的公共品和同群效应的积极影响，才能够有效地从分割走向

融合。

（二）中国的群分、社会分割和公共政策

将对于群分和社会分割的讨论放到中国的背景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

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最为明显的社会分割莫过于城乡之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下，政府为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和保障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制定了以户籍

制度为代表的城市倾向政策，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导致中国



第 3 期 陆 铭、张 爽：“人以群分” 1013

社会长期处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

直接限制逐渐放宽，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农民利益长期被忽视，

城乡分割的局面并没有得以根本的改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城乡

收入差距在持续地扩大（蔡昉等，2004；陆铭、陈钊，2004；Lu and Chen，

2006；陈钊、陆铭，2006）。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间

接歧视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农民工在城市受到来自社会保障、义务教育、

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各个方面的歧视待遇，也极大地限制了城乡间的劳动

力流动（Zhao，1999a，1999b；蔡昉等，2004）。在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下，

流动到城市后的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劳动力的流动依然难以

缓解城乡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同时，由于存在着城市居民对

于农村移民的歧视，在移民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由歧视引起的社会冲突越

来越多，城市为此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这又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

的分割程度越来越高（陈钊、陆铭，2006）。

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另一种新的社会分割趋势开始在城市内部出现，

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住房市场又逐渐发育成熟，与户籍制度相

关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逐渐减少，城市居民按照收入水平和社会身份的不

同形成了居住区的分割。在中国很多大中城市，高收入群体聚居的“富人区”

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而低收入者聚居的“贫民窟”也开始局部地出现。在

群分效应的产生过程中，教育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教育市

场和住房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也使得我们为什么可以看

到广泛存在的择校现象（Tsang，2001；丁维莉、陆铭，2005；陆铭、蒋仕卿，

2006）。我们可以预见，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教育市场、住房市场和

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人口流动和居住地选择更为自由，中国城市内的群

分效应和居住区分割将成为市场均衡的一般结果存在。特别是在按片划分入

学地的制度下，居住区分割和教育质量的关系就更为紧密了。

无论是城乡分割还是城市内的居住区分割，都将对社会和谐产生负面影

响。城乡分割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蔡

昉等，2004；陆铭、陈钊，2004；Lu and Chen，2006；陈钊、陆铭、2006）。

而且，城乡分割还形成了城里人与农民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认同

在城市政府对于农民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政策下得到强化，阻碍了城乡居民间

的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城乡分割和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还会增加城市的

社会冲突和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对城市部门的经济增长不利。群分效应、

社会分割以及与之相关的收入差距还可能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我

们的研究证实，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和长期内都对经济增长不利

（陆铭等，2005；Wan et al.，2006）。

从实证研究的进展来看，运用中国数据开展的有关非市场互动的研究还

刚刚起步。相对较多的研究集中在资本市场的“羊群效应”和社会互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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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近李涛（2006a；2006b）关于股市上的社会互动的研究。但是在那些

与群分效应有关的社会互动的研究方面，基于中国的数据的研究却几乎仍然

是空白。在教育方面，Ding and Lehrer（2005）证实了中学教育中存在非线性

的同群效应。在社会资本方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共同发现了它对于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参见 Knight and Yueh，2002；桂勇等，2004；及这

些研究的文献综述）。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同村的其他家

庭的公共信任能够显著地减少本家庭的贫困和劳动力流动，而且，总体上来

说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于减少农村贫困的作用并不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

降低（陆铭、张爽，2006；张爽、陆铭、章元，2006）。在更为广阔的研究主

题里，中国经济学家还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做。事实上，在中国，人们对很

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公共政策含义的问题还缺乏了解，比如说：中国的择

校行为对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是否有积极作用？中国居民的收入是否持续地受

到他们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的影响？中国城市的群分效应和居住区分割是否影

响到了人们的收入、人力资本积累和行为模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移

民是否因为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而影响到他们对城市政府的信任，并且聚居

在一起，影响到城市社会的和谐？这些都有待于实证研究去回答。
20

20 一些社会学家的案例研究也可以为我们了解居民间的社会互动和身份认同提供信息。例如，张敏
（2006）报告了温州基督教徒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身份认同，以及他们与非教徒之间的“人以群分”和矛
盾冲突。
21 法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当社会分割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可回避时，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否

则，一旦社会分割严重到一定程度，将给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巨大的

障碍，并且也使得相应教育均等、缓解贫困等的公共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那么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轻社会分割呢？政府至少能够做到以下三点：第

一，政府应该逐渐减少，直至取消对于农村居民的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政策，

促进城乡从分割走向融合。第二，在城市内部，政府也要避免有可能会加剧

居住区分割的公共政策，例如成片地提供廉租房。由于选择廉租房的通常是

穷人，他们聚居产生的同群效应将加剧穷人与富人居住区之间的分割。政府

可以考虑将廉租房在空间上适当加以分散，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融入社会。
21
第

三，由于分割主要对弱势群体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

的利益，加大对于低收入居民的社区的公共品提供的投入，减轻群分和居住

区分割对他们带来的损失。此外，政府还应该在一些对群分效应和社会分割

产生影响的政策出台时作谨慎的考虑，避免因为缺乏科学的论证，使得政策

的效果反而可能加剧群分效应和社会分割。比如说，中国实行的是基础教育

按片入学的政策，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的择校现象。事实上，择校现象本身

就是学校之间存在竞争的表现，应该采取一些政策（如促进学校间竞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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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的好孩子提供奖学金和教育券等）缓解择校行为和群分效应的负

面影响，但不应简单地禁止择校。2006 年 8 月 4 日《新华每日电讯》的一则

消息说：“由于江西省教育厅连续接到部分学校的电话或书面材料反映，一些

普通高中尤其是部分省优秀重点中学跨市、县（区）违规招生，并向家长和

学生承诺支付一定‘奖学金’、减免学杂费，有的甚至用‘重金收购’的方

式‘买学生’。为此，江西省教育厅下发紧急通知，在坚决制止普通高中违规

招生行为的同时，将违规招收的学生劝退回原地入学。”直接禁止择校或者不

允许学校竞争好生源的结果可能是：一方面，学校间的竞争被人为地削弱，

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将难以保证；另一方面，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好孩子可能

因此而失去上好学校的机会，而高收入家庭却只能通过买房子来让子女进好

学校。这样一来，高收入家庭其实并没有停止择校，而是将择校费交给了房

地产商（或好学校周围房子的业主），而不是学校，于是，好学校附近的房价

将可能因为政府禁止择校的政策而进一步上升，群分效应和居住区分割将可

能因此而加剧，低收入群体将反而因此而受损（陆铭、蒋仕卿，2006）。

五、总 结

如果说 20 世纪贝克尔给经济学带来的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的话，他

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社会经济学：社会环境中的市场行为》更多地体现

了经济学向社会学家的学习和借鉴。在社会经济学的兴起过程中，经济学终

于突破了将人看作是市场上独立行动的个体的范式，使得人在经济学的视野

里真正地成为了社会的人。在经济学理论中，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直接进

入了理论模型，空间的重要性得到了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这即使不是经济

学的一场革命，也至少是极大的发展。

由于存在着非市场的互动，市场的均衡结果是人们按不同的收入和社会

地位而分层，从而出现“群分效应”，在现实中又突出地表现为居住区的分

割，这对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公共品消费有着显著的负面

影响，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也有阻碍作用。政府应在开展实证研究

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减少群分效应和居住区分割

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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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non-market interaction exists，the result of sorting as a market equilibrium

shows that，people are stratified by income level and social status. A typical kind of sorting is resi-

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real world. Sorting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n income，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ublic good consumption for people with low-income.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government should make some public policie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rting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thu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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